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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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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力图通过兼顾历史语境与当代哲学争论，为更好地理解黑格尔最具影响力的著作《精神现象学》铺平道路。本书首先追溯引导黑格尔走向《现象学》的思想路径，继而考察他在该书中的论证脉络（为了便于理解黑格尔的论证结构，第 6 章的目录与《现象学》本身的目录相契合）。我所尝试追溯的路径——在两种意义上——都是狭窄而曲折的，其开端是黑格尔在图宾根的求学岁月，以及他在伯尔尼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担任（“大资产阶级”）私人家庭教师的活动。要领会1807年《现象学》的抱负（详见第 1 章），需要对黑格尔这一早期阶段的学业和手稿作一基本交代（我在第 2 章中对此作了概述）。然而，该哲学体系真正的孕育期——《现象学》正是要通往这一体系——是19世纪最初的五年，即黑格尔在耶拿大学度过的时光；彼时费希特刚因“无神论论战”离开耶拿，而谢林则是那里的主导人物。在这一时期的开端（1801年），黑格尔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即所谓的《差异论文》（参见第 3 章），该书将他自己的思维活动定位在当时各种哲学体系之中，尤其是费希特和谢林的体系之中。为了理解《现象学》，人们必须从这部小册子出发，进而追溯黑格尔在这些早年岁月中的思维活动路径——其间他通过大量手稿和论文不断探索，最终造就了有史以来最复杂、最宏伟的哲学体系之一。为了帮助读者把握通往《现象学》的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第 3 章对《差异论文》作了简要展示，随后的第 4 章则对耶拿时期《现象学》问世前的主要发展作了概述。在讨论了《现象学》的任务与方法（第 5 章）之后，全书的核心部分（第 6 章）将贯穿整部著作追随黑格尔的论证脉络。结语一章（第 7 章）则着重探讨《现象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哲学中所引起的若干最重大的回响。纵观全书，我始终尝试将黑格尔的概念与批判同近期的哲学争论联系起来，特别是英美哲学中的争论。

使《现象学》尤为难懂的事实是：它的字里行间几乎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射了贯穿精神与文化整个历史的作家、思想家和历史人物。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首先，该著作体现了黑格尔清算精神与文化历史上所犯一切错误的企图，即便在他看来，这些错误都是通往真理之路上不可避免的必要错误。黑格尔将这种真理视为体现在他自己的哲学之中，这一事实常被理解为一种无与伦比的傲慢。然而，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对以往和当代的各种立场进行合理论驳，向来是任何具有体系性抱负的哲学著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人们认为某种较为熟知的哲学观点已经足够充分，那又何必提出新的论点呢？

出现如此广泛的历史与文化指涉的第二个原因在于，黑格尔认为，每一个看似崭新的思想或理念，都不过代表了先前思维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往往只是微小却至关重要的修正）——或者更确切地说，代表了整个人类历史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那种想要“从头开始”（ab ovo）的愿望，只能源于对自己理智生存与方向的前提和预设的无知。尽管通常是由阐释者首先揭示出塑造某位特定作家或思想家的各种影响，但黑格尔认为这正是作者本人不可推卸的义务。事实上，黑格尔最强烈的指责之一，便是他的前辈康德与费希特未曾认真履行这一义务。然而，《现象学》同时也表明，文化如果不以某种方式遗忘自身的成就，或至少遗忘这些成就的某些特殊方面，就无法取得任何进步。

这种对历史的高度浸润，正是《现象学》成为阐释者与评论家取之不尽的丰富源泉的原因之一。（本书的德文版还包含一份针对《现象学》特定文本段落的“逐行注释”[Stellenkommentar]，英译本未予收录。）尽管本书读起来或许依然不算轻松，但它保持了导论性质，不仅面向研究黑格尔的学者与学生，也面向更广泛的学术界公众。

黑格尔一生中出版的著作相对较少。《现象学》之后问世的是两卷本的《逻辑科学》（1812年和1816年）、历经三次连续增补再版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1817年、1827年、1830年），以及《法哲学原理》（1820年）。尽管如此，当代出版的黑格尔全集已超过二十卷，而他的考订版全集（AA，参见参考文献）规模还要宏大得多。

然而，在他生前出版的所有著作中，唯有《现象学》以及在某些方面的《法哲学原理》可被视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其余的著作即便对哲学专业人士而言也是难以下咽的硬骨头。他在柏林期间的若干讲演——特别是美学讲授课、宗教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讲授课——也对更广泛的公众产生了影响。然而，黑格尔的学生和追随者在首次以及随后多次出版这些讲演录时所遵循的编辑原则却令人存疑（它们本质上不过是手稿残篇与不同听众笔记的大杂烩，且两者都出自截然不同的时期）。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最能激发那些最重要的读者之想象力与理智的，无疑正是《精神现象学》。它将马克思塑造成了一位理论家。索伦·克尔凯郭尔、萨特、海德格尔、恩斯特·布洛赫以及许多其他思想家的思维活动的核心特征，同样受惠于黑格尔的这部早期杰作。人们尽可以自问，这些重要的读者究竟仔细研读了这部著作数百页（往往晦涩难懂的）文字中的多少页。然而，富有成果的误解往往正是由肤浅的阅读所催生的。

与此同时，《现象学》这部著作在当代哲学的诸多问题上（合理性理论、实在论争论、怀疑论问题、心灵哲学、身心问题、行动理论等）所采取的立场，要比大多数黑格尔主义的批评者所预想的深远和精妙得多。只要有机会，我都在书中指出了这些关联。其他学者在这一方面的工作还要广泛得多——特别是针对文本的某些特定章节。[1] 坚信黑格尔与当代哲学争论息息相关的人——即便在所谓的“欧洲大陆哲学”之外——其队伍也正在稳步壮大。

感谢韦恩·马丁将本书纳入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现代欧洲哲学”系列丛书。本书是德文版《精神现象学的道路》（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2000年）的订正本，但未作实质性修改。我对丹尼尔·史密斯的翻译以及他不知疲倦地与我澄清疑难段落的努力深表敬佩。关于德文版的其他致谢可参见随该版出版的前言。英文版依然献给维尔纳·马克思（1910—1994）；1964年他从纽约流亡归来后，我正是在弗莱堡大学随他初次研读了《现象学》。

明斯特，2012年12月

[1]: 例如参见 Graeser，“Kommentar”；Kettner，Hegels “sinnliche Gewißheit”；MacIntyre，Hegel: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MacIntyre，“Hegel on Faces and Skulls”；皮平，Hegel's Idealism；平卡德，Hegel's “Phenomenology”；Taylor，“The Opening Arguments of the ‘Phenomenology’”；布兰顿，Tales of the Mighty Dead；等等。 ↩



黑格尔生平年表


	1770	8月27日：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生于斯图加特。其父格奥尔格·路德维希·黑格尔是符腾堡财政管理部门的政府官员；其母为玛丽亚·玛格达莱娜·黑格尔（娘家姓弗罗梅）。

	1773年起	在斯图加特先后就读于德语学校与拉丁语学校。

	1776年起	就读于名誉文科中学（Gymnasium Illustre，后更名为埃伯哈德-路德维希文科中学）。

	1783	母亲去世。

	1785至1788	黑格尔用德语和拉丁语记日记。

	1788	获得中学毕业文凭（完成中等教育）。进入图宾根神学院攻读神学与哲学，在此与荷尔德林和谢林同住一室（始于1790年）。

	1790	黑格尔获得哲学硕士学位。

	1792	黑格尔开始撰写《民粹宗教与基督教》（Popular Religion and Christianity，身后出版，迄今仅有德文版）。

	1793年7月	通过神学毕业论文答辩。

	9月	结束学业。

	10月起	在瑞士伯尔尼的施泰格·冯·楚格（Steiger von Tschugg）家担任私人家庭教师。

	1794	继续撰写《民粹宗教与基督教》（未完成）。

	1795	赴日内瓦旅行。

	5月至7月	手稿《耶稣传》（The Life of Jesus，身后出版）。

	11月2日	开始撰写《基督教的实定性》（The Positivity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身后出版）。

	1796年7月25日	黑格尔徒步穿越伯尔尼阿尔卑斯山脉（直至8月初），并记有日记。此后，黑格尔离开伯尔尼返回故乡斯图加特。

	1797	经荷尔德林介绍，黑格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商人戈格尔（Gogel）家中担任私人家庭教师。1797年2月，黑格尔撰写或与他人合撰了所谓的《德国观念论最古老的体系残篇》（Oldest System Fragment of German Idealism，尽管荷尔德林与谢林也被推测为单独作者或合著者）。该文本仍是一篇残篇（身后出版）。

	1798	黑格尔匿名出版了日内瓦法官卡特（Cart）著作的评注译本：《关于沃州（Pays de Vaud）此前与伯尔尼市政权与法权关系的机密信函》（Confidential Letters on the Previous Governmental–Legal Relations of the Waadtland (Pays de Vaud) to the City of Bern）。

	秋季起	撰写《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The Spirit of Christianity and Its Fate，身后出版）。

	1799年1月14日	黑格尔的父亲去世。黑格尔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使他能够为学术生涯做准备。

	2月至3月	撰写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评注（已佚）。此后，黑格尔继续撰写《基督教的精神》。

	1800年9月14日	完成所谓的《体系残篇（论宗教与哲学）》（Systemfragment [On Religion and Philosophy]，身后出版）。

	9月29日	黑格尔为《基督教的实定性》撰写新导论。

	1801年1月	黑格尔迁居耶拿。他与谢林合租一间住所，直至12月。

	春季起	撰写《德国宪法》（The German Constitution，身后出版）。

	7月	出版《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chte's and Schelling's System of Philosophy）。

	8月27日	黑格尔在耶拿大学通过大学授课资格考核。其教授资格论文题为《论行星轨道》（On the Orbits of the Planets）。他对F. 布特韦克（F. Bouterwek）的《论思辨哲学的基础》的书评发表于《埃尔朗根文学报》（Erlangen Literaturzeitung）。从1801年到1807年，黑格尔在耶拿大学任教，并撰写了大量手稿，包括其体系的诸多草稿（涉及逻辑学、形而上学以及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的文本），这些手稿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出版。

	10月21日	与歌德会面。

	1802至1803	黑格尔与谢林共同主编《哲学批判杂志》（Kritisches Journal der Philosophie）。他在该刊发表了若干论文：“论哲学批判的普遍本质”、“庸常知性如何看待哲学”、“怀疑论与哲学的关系”、“信仰与知识”、“论对待自然法权的科学方式”。他继续撰写《德国宪法》以及《伦理体系》（两者均于身后出版）。

	1803	第二次与歌德会面。

	1804	黑格尔受聘为耶拿矿物学学会评议员，并成为威斯特法伦自然科学学会会员。

	1805	在歌德的支持下，黑格尔被任命为耶拿大学哲学副教授（编外、无薪俸教授）。

	5月	在致沃斯（Voss）的信中，黑格尔首次提及他在撰写《精神现象学》。

	1806年2月	《现象学》开始付印。

	10月14日	拿破仑在耶拿-奥厄施泰特战役中击溃普鲁士军队。在战役爆发的前夜，黑格尔完成了《现象学》。

	1807年1月1日	获得海德堡物理学会名誉会员身份。

	1月	撰写《现象学》的《序言》。

	2月5日	非婚生子路德维希出生。

	春季	黑格尔迁往班贝格，主编《班贝格日报》（Bamberger Zeitung）。《现象学》出版。黑格尔撰写随笔“谁在抽象思维？”（身后出版）。

	1808	在友人尼特哈默的敦促下，黑格尔接受了纽伦堡圣埃吉迪恩文科中学（Ägidiengymnasium）的哲学预备科学教授兼校长职位。

	1811年9月15日	与玛丽·冯·图歇尔（Marie von Tucher）结婚。（其家族属于纽伦堡的贵族阶层[Patriziat]或大资产阶级。）

	1812–1813	出版《逻辑科学》第一卷。

	1813	其子卡尔出生。受聘为纽伦堡市教育事务委员会顾问。

	1814	其子伊曼努尔出生。

	1816	出版《逻辑科学》第二卷。接受海德堡大学哲学正教授聘约。

	1817	在《海德堡文学年鉴》（Heidelberger Jahrbüchern der Literatur）上评述雅可比《著作集》第三卷。出版《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

	7月18日	黑格尔与克罗伊策（Creuzer）授予让·保尔（Jean Paul）博士学位。在《海德堡年鉴》上发表“评1815年与1816年符腾堡王国阶层议会已公开之协商”（The Assessment of the Published Negotiations of the Assembly of Estates in the Kingdom of Württemberg in 1815 and 1816）。

	岁末	普鲁士文化大臣阿尔滕施泰因（von Altenstein）询问黑格尔是否愿意前往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担任哲学教授。

	1818年10月	黑格尔就任柏林大学哲学正教授（接替于1814年逝世的费希特）。

	10月22日	黑格尔在柏林作就职演讲。

	1819年9月23日	在魏玛与歌德会面。

	1820	成为勃兰登堡省皇家科学考核委员会成员（直至1822年12月）。《法哲学原理》（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于1820年秋季出版（尽管扉页印的是“1821”年）。

	1822	黑格尔成为大学评议会成员。秋季，赴布鲁塞尔和荷兰旅行。

	1823	赴莱比锡旅行。黑格尔获授荷兰康考迪亚（Concordia）学术学会会员证书。

	1824	经由布拉格前往维也纳旅行。

	1827	主编《科学批判年鉴》（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评述威廉·冯·洪堡的著作《论摩诃婆罗多中名为薄伽梵歌的插话》（On the Episode from the Mahabharata Known by the Name Bhagavad-Gita）。《全面教学纲要》第二版出版。赴巴黎旅行。在归途上，黑格尔再次在魏玛与歌德会面。

	1828	在《年鉴》上发表论文“索尔格的遗著与书信”以及“哈曼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寄给黑格尔。

	1829	《年鉴》发表了对卡尔·弗里德里希·格舍尔（Karl Friedrich Göschel）著作的评述：“论黑格尔学说，或绝对知识与近代泛神论”、“论一般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以及“论关于无知与绝对知识同基督教神学知识关系的警句”。在卡尔斯巴德与谢林会面。

	9月11日	最后一次与歌德会面。10月，黑格尔当选为柏林大学校长，任期一年。

	1830	在《奥格斯堡信条》（Confessio Augustana）发表300周年之际发表演讲。《全面教学纲要》第三版付印。黑格尔着手修订《精神现象学》与《逻辑科学》的新版。

	1831	黑格尔获授三等红鹰勋章。其论文“论英国改革法案”刊登于《普鲁士国家报》（Preußische Staatszeitung）。他对A. L. J. 奥勒特（A. L. J. Ohlert）的《观念-实在论》（Ideal-Realism）第一部分，以及J. 格雷斯（J. Görres）的《论世界历史的基础、区分与时间进程》（On the Found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Temporal Progression of World History）的书评发表于《年鉴》。

	11月14日	黑格尔因霍乱在柏林逝世。

	1832–1845	黑格尔《全集：由逝者友人协会编纂之全集》（Works: A Complete Edition by an Association of Friends of the Deceased）出版。





1. 《精神现象学》的抱负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既是哲学史上最晦涩难解的著作之一，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然而，通常只有学院哲学圈内的人士才熟悉他较早期的著作《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文献中通常称为《差异论文》）。黑格尔于1801年出版了该书，时年三十一岁，正值他在耶拿大学执教生涯的开端。这部著作往往被解读为对他当时已在耶拿任教的友人谢林的党派偏袒式辩护，尤其是费希特本人就持有这种看法。[1]但黑格尔也在正文中借机指出了自己与谢林的“差异”。[2]而在耶拿共同度过的岁月里，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3]事实上，黑格尔在《现象学》序言中所确立的立场，包含了对谢林学派的尖锐批判。尽管黑格尔明确将谢林本人排除在这种批判之外，[4]但该书仍被普遍理解为对谢林的彻底决裂与拒斥。

尽管如此，黑格尔在《现象学》中依然坚持其前驱者的根本目标。他赞同费希特的信念，即哲学知识必须从把握主观性的原则或结构开始；同时他又与谢林保持一致，试图克服自然与精神之间的二元论。[5]事实上，无一物不是“精神的”：物质、广延与感性不过是精神潜在的、未经反思的形态。然而，这并不代表某种典型的“观念论”（被理解为“实在论”的反面）。客体（事物、事件、事态）并不依赖于人类意识——甚至不在康德和费希特所主张的“先验”意义上依赖于人类意识，按照先验观念论的观点，人类用来把握世界的范畴和图式可以追溯到人类心灵必然的、尽管是无意识的功能。对黑格尔而言，人类心灵不如说是分有了一种同时规定着自然与文化的普遍“逻辑”。这种逻辑在人类思维活动本身中得到“反思”，并能通过精神的（即人类的）行动得以敞显，并在社会领域中被法典化。文化史正是人类对现实性结构的意识变得更为广泛和分化的过程。当然，黑格尔并没有使用现代的“文化”概念，而是谈论精神史或宗教史——他认为这是概括人类对世界的解说的形式。这一概念包含了法权、国家、经济、艺术、科学等历史，尽管这些文化形态中的每一种及其各自的发展在特定时期可能会有差别地（且日益独立地）“建构呈现”出来。

因此，黑格尔必须以一种与其前驱者截然不同的方式，将世界历史与文化历史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现象学》构成了他进行这一尝试的首次全面努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该书对“读书界”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时至今日，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或弗朗西斯·福山等思想家所表明的那样，《现象学》依然激励着我们从历史起源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两个维度来阐释我们的时代。[6]

黑格尔的目标是帮助在拿破仑与歌德时代的巨变中所表现出的时代精神达到对自身的“意识”。因此，他力图提供一个范畴体系，使之同样能够合理解释道德、艺术、立宪国家或自然科学的发展。然而，黑格尔绝非仅仅关注解释时代征兆的文化批评家。事实上，他的目标是满足康德及其追随者所阐述的批判哲学最严苛的要求。而且，他的目标是通过运用怀疑论者自己的方法来反驳他们，从而说服哪怕最严谨的哲学怀疑论者。《现象学》力图成为一种激进的（“自身实现的”，PhG 72/50[7]) 怀疑论形态——通过这种形态，怀疑论自我瓦解并确立起自身的对立面。[8]黑格尔对这一对立面的称谓是“绝对知识”。这种知识据说无论在确知程度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绝对的——这一宏愿所引发的着迷与怀疑、嘲弄同样多。

将宗教“扬弃”[9]入哲学的尝试——这一尝试在他晚年的柏林讲演和著作中得到了广泛而体系性的阐发——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并在他的追随者内部造成了分裂。正如我们在《现象学》中所看到的，他所关注的是促成宗教、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和解，并抵制由浅薄的启蒙运动所普及的对宗教的平庸误解（见下文第184—186页）。《现象学》同样是在尝试表明，现代（大致从十七世纪初到十九世纪初）的哲学与科学洞见，实际上印证了绝对的（神圣的）智慧在世界中启示自身的宗教信仰。

黑格尔由此拒斥了当时当代宗教与神学的“退守立场”，这些立场在知识与信仰之间引入了严格的划分，并将神圣者本身视为不可知的，但可以通过道德信念或宗教感觉来通达。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划分采取了多种形式，从康德批判哲学将理性神学还原为上帝的道德公设，到雅可比和施莱尔马赫仅仅建立在信仰与宗教感觉之上的神学。康德固然没有完全否定基于世界合目的性安排而对上帝抱有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否定神圣天意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但他否认了这类思维活动具有科学知识的地位。唯有在对“机械的”自然法则的认识中，以及人类理性对这种认识之必然前提条件的分析中，才能找到“严格科学的”知识。

根据康德的《目的判断力批判》（其《判断力批判》的下半部分），这种机械论的解释模式无法使我们完全理解有机自然的产物。它也无法使我们将关于自然的一切知识——包括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特殊法则——联结成一个体系性的整体。然而，人类理性必须在其各种具体知识之间始终寻求这种体系性统一，以便将它们理解为一个建立在原则与推论之上的完备的、“推论式的”体系的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然要假定（尽管不可能证明）自然的合目的性关联建立在一个无限知性的智慧之上。此外，由于我们试图解释自己的道德义务感觉，这引导我们得出一个全知、全能与至善实体的（同样是假言的）假定，因而在历史中寻找合理计划的征兆对我们而言乃是始终一贯的。

康德因而承认对“天意”和创世智慧的宗教信仰具有理性上的合理性，但质疑其科学品格，因为这种信仰绝不可能容许经验的或“逻辑的”证明。黑格尔希望恢复这一信念的科学品格——尽管其代价是对其宗教内容进行一种（借用鲁道夫·布尔特曼[10]的说法）激进的去神话化。现代自然科学以及理性在现代“世俗化”国家中的进步，只要不被误解，就会揭示出自然与历史的合目的的组织。

然而，正如对宗教真理的“天真”构想一样，对自然科学的这种误解在科学本身之中（在其“启蒙式的”自我理解中），以及在哲学、文学和神学中，都极为普遍。所有这些误解都基于二元论——在感性可感知的物质与理知的法则之间、在直观与概念之间、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在人类心灵与神圣心灵之间等等。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内容正是对这些二元论的全面而彻底的批判。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人们真正能从现代科学中学到的是：世界并非仅仅由特殊的感性事物和普遍的精神法则构成，而是构成了一个过程，其事件与结构展现出潜在概念与推论的理知秩序。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文化的历史发展（尤其是法权秩序），以及艺术和宗教的历史演进。

但并非自然与历史中的一切都是合乎理性的或合目的的。在某些现象和领域中，只能看到微弱的秩序迹象——例如生物物种的多样性，或人类文化中特定传统的繁复分支。[11]然而，这些边缘区域并没有破坏整体秩序。恰恰相反，面对这种“过度复杂”的模式以及各种历史倒退和弯路，整体秩序展现出了自身的不可动摇性。[12]

如今，如果人类既能够认识这样一种秩序（在自然中），又能够创造它（在文化中），那么人类的思维活动与行动就必须被理解为普遍理性达到自身意识以及实行或贯彻的模式。对黑格尔而言，一种秩序的显示与自我实现乃是“精神”的本质。人们究竟称其为人类的还是神圣的，归根结底是一个视角问题。如果人们采取处于特定文化与时代的个别者的立场，“向上”仰视通过各时代和各民族所展现出的整体秩序，那就是从人类的视角来看待精神。但如果人们“自上而下”俯视——从在文化与科学进步中被认识或被“启示”出来的自然与历史的整体秩序出发（尽管认识它的始终是个别的人类）——那么人们所占据的就是无限的视角，或者用宗教术语来说，就是“神圣的”视角。

唯有将黑格尔哲学的全部抱负——它在《现象学》中首次获得了体系性的阐发——纳入视野，人们才能理解这部著作的理念与影响。在当今的文化中，对“绝对知识”以及对宗教与历史之彻底理解的主张，必然显得狂妄自大且站不住脚。在当代哲学界，几乎不再有人认同这一方案。当代对《现象学》的兴趣大多局限于其较为“谦逊”的方面。尽管如此，自基督教兴起以来，将关于世界的科学知识与宗教知识加以综合的尝试，一直是欧洲哲学的特征。托马斯·阿奎那、莱布尼茨和黑格尔也许是这种综合的最重要实践者。

如果人们将这种综合所达成的统一称为“形而上学”，那么有些人认为黑格尔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终结，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13]因为大约在十九世纪末，随着经验科学逐渐远离将自然视为清晰、具有逻辑结构之整体性的观念，这种综合的某些核心前提开始显得日益可疑。混沌理论和关于宇宙起源的现代构想赋予了偶然性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地界历史的地质学研究或生物进化论也是如此。陨石撞击和构造板块的移动，正如自发突变或遗传信息复制中的“复制错误”一样，无法归结为合理的计划或目的（telos）。

随着基于一手文献的现代历史学科的兴起，人类文化研究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远离了“宏大构想”，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强调“非体系性的”叙事史，这种历史既不能被理解为遵循人类的计划，也不能被理解为遵循神圣的天意。二十世纪的政治与道德灾难最终动摇了人们对理性及其贯穿历史之进步的全部信仰。诚然，寻求一种无所不包的统一理论（比方说在物理学中）的尝试能有多成功，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我们确实坚守某种进步的理念，至少在某些领域如我们的法权体系中（人权、民主、分权）。但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关于自然与历史的总体秩序的观念，在西方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缺乏可信度。因此，黑格尔关于体系的理念——尤其是关于历史体系的理念——在我们看来必定显得狂妄自负。

然而，《现象学》中也包含着相反的、“反形而上学的”暗流，在某些阐释者看来，这使黑格尔成为了现代性之父。在他的前驱者中，没有人如此彻底地试图将所有宗教、哲学和科学立场历史化。也没有人像黑格尔在《现象学》中所做的那样，对摆脱一切传统束缚的现代主体的起源给出了如此体系性的呈现。[14]

恰恰在于放弃任何预先给定的真理或形而上学（包括自然法）：“绝对知识……是现代共同体借以思考自身的一种实践，而无需试图设定任何形而上学的‘他者’或一组为这些实践提供背书的‘自然约束’”（第262页）。亦参见第268页。

在黑格尔之前，也没有人如此强调共同体生活对于我们可能客体概念的发展以及我们真与善之标准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15]反形而上学的解读抓住了黑格尔观点的这些特征，从而使他更加接近实用主义者或维特根斯坦。[16]

但即便是对于那些既对该书开创完备体系的宏愿持怀疑态度，又对试图淡化这些宏愿的对《现象学》的过于“现代”的阐释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在《现象学》中依然可以发现与当代哲学论题的重要关联。例如，可以考察黑格尔克服传统二元论（概念与客体、知性与感性、形式与质料之间等）的纲领，[17]或者他对理论及其客体领域的“整体论”构想，抑或他关于认识论对社会历史之依附性的观察。[18]此外，《现象学》还包含了关于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引人入胜的（“理性主义的”）观点。

对黑格尔而言，宗教对人类文化进步的真正贡献，恰恰在于宗教教义和教条关于上帝的本质与活动性所发展出的那些思维活动体系——而不是如莱辛、康德和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那样，主要在于宗教对道德发展的贡献。在适当的抽象层次上来看，这些概念模型和图式正是我们用来把握人类心灵的本性与结构的工具。黑格尔认为他能够表明，神学的进步非但没有阻碍自然科学，反而促成了后者的发展。如果没有早期神学中所发展出的实体、主体、合目的性、自我分化等概念，我们便不可能将自然理解为一个自组织的体系。

反过来说，同样无可争辩的是，神圣者也正是通过那些在我们理解人与自然时被证明是“成功的”范畴才得以被理解的。只有当上帝被假定为某种与世界割裂开来的“他者”时，这才会产生使上帝“有限化”或“拟人化”的效果。在黑格尔看来，此岸与彼岸之间、有限性与无限之间的传统宗教对立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关于自然、人类与上帝的知识不仅涉及相同的范畴；它本就是关于同一事情的知识——只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或不同复杂性水平而已。切合这一共同论题的概念乃是“精神”。而作为精神，正像基督教教条虽以形象化的方式（创世、道成肉身、救赎）所表明的那样，意味着变成他者（Sich-anderswerden：“使自身成为与自身相异者”）并在那他者中认出自身。在这个意义上，支配物质时空系统的法则知识，正如人类文化时间性形态中合理道德与立宪国家的发展知识一样，都是精神的一个阶段（或“显象”），而我们将这种复杂的整体性称为“历史”。

鉴于康德批判及其怀疑论后继者和反对者的标准，黑格尔如何敢于为这样一种“思辨的统一”进行辩护？这正是占据了大多数当代《现象学》阐释者的核心问题。因此，在文献中，黑格尔在耶拿时期先于《现象学》的文本与手稿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正如《差异论文》所表明的那样，黑格尔在这些文本中的方法并不是对康德内在不一致性的内在批判。相反，与费希特和谢林一样，黑格尔坚信哲学与文化（道德、法权与艺术）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康德。这种进阶的发展状态使他们能够审视康德哲学的意义——及其局限。

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十年，黑格尔亲身经历了这一发展的个人版本。在图宾根研读神学时期（1788—1793）以及在伯尔尼担任家庭教师时期的手稿中，黑格尔展现出自己是康德哲学——特别是宗教与道德哲学——的追随者，他完全期待康德思想的继续发展将在德国的宗教与政治关系中引发一场彻底的反转（一场“革命”）。[19]

然而到了1796或1797年，黑格尔就已经在尝试与他的图宾根友人谢林和荷尔德林一道，将康德哲学与诸如斯宾诺莎主义和审美柏拉图主义等对立的思潮联结起来。[20]促使他做出这些努力的，既有因法国大革命未能实现自由理想而产生的失望，也有他在海姆斯特霍伊斯与沙夫茨伯里的思想中与感伤主义（Empfindsamkeit）的相遇，以及在赫尔德与歌德那里与审美泛神论的相遇。[21]

黑格尔最初是在其宗教哲学的框架内推进这一构想的，特别是在他对基督教的内容与历史作用（其“精神”）的反思中。黑格尔放弃了法则与行动、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自由与自然等康德的基本概念，吸纳（并重新阐释）了诸如爱、生命以及（在耶拿早期）“精神”等核心概念——在这些概念中，“分裂”（Entzweiung）以及与被割裂者重新统一的过程变得易于理解（参见下文第2章）。

进入耶拿的学院哲学环境后，黑格尔转向了体系性地推翻二分与分裂的任务，在他看来，这种二分与分裂支配了当代文化，乃至整个现代思维活动。在他最早出版的著作中，以及不久之后在与谢林合编的《哲学批判杂志》上发表的长篇论文中，黑格尔开始批判性地与当时的代表性哲学家展开对话——与康德、费希特、莱茵霍尔德、雅可比对话，最后也与他的友人兼资助者谢林对话。

他在耶拿时期的讲演最终发展出了一个由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以及自然与精神哲学构成的独创体系，多年来他一直预告出版该体系的计划。然而，直到他在耶拿担任讲师（即无俸讲师）的生涯结束之后——这一结局是由各种个人与政治灾难（父亲遗产的耗尽、拿破仑对普鲁士的征服）促成的——他才于1807年出版了《精神现象学》。它不是整个体系，但同时是体系的导论及其第一部分。[22]尽管如此，从精神哲学所提供的恰当视角来看，人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包含了其他各部分的范畴与内容。即便与他后来的出版物——两卷本《逻辑科学》、《全面教学纲要》（1830）以及《法权哲学》——相比，《现象学》依然是一部极富独创性与先见之明的早期著作。黑格尔本人在1831年去世前不久着手为新版修订该书时也指出了这一点：“奇特的早期著作。勿重作”（PhG (1988), 552）。



[1]: 费希特在1802年1月15日致谢林的信中将黑格尔描述为谢林的追随者。参见其《书信集》（Briefwechsel），5，113；由迈克尔·G·瓦特（Michael G. Vater）与大卫·伍德（David Wood）英译于《费希特与谢林之间的哲学决裂》（The Philosophical Rupture between Fichte and Schelling），73及以下各页。 ↩



[2]: 参见杜辛，《谢林与黑格尔的第一绝对形而上学》（Schellings und Hegels erste absolute Metaphysik），186及以下各页。 ↩



[3]: 参见杜辛，“思辨”（"Spekulation"）。 ↩



[4]: 参见黑格尔1807年5月1日致谢林的信，载于《书信集》（Briefe）1，159—162；由克拉克·巴特勒（Clark Butler）与克里斯蒂亚娜·塞勒（Christiane Seiler）英译于《黑格尔书信录》（Hegel: The Letters），79—80。谢林带着某些怀疑接受了这一解释（《书信集》1，194；《书信录》，80），但众所周知，他对第三方表达了对《现象学》的负面看法。参见沃尔夫冈·邦西彭（Wolfgang Bonsiepen）为汉斯-弗里德里希·韦塞尔斯（Hans-Friedrich Wessels）与海因里希·克莱尔蒙特（Heinrich Clairmont）编订的《现象学》（1988年版）所作的导论。 ↩



[5]: 德语概念Geist向来极难翻译。该词有时在英语使用者会说“心灵”（“mind”）的语境中使用。例如，当代的哲学子领域“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在德国被称为Philosophie des Geistes，这导致一些人（尤其是J·B·贝利）将黑格尔著作的书名翻译为《心灵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Mind）。然而，这种译法无法兼顾赋予该德语概念丰富内涵与色彩的其他普遍用法。文化史被称为Geistesgeschichte，人文学科（作为学科训练）被称为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而“时代精神”被描述为其Zeitgeist，基督教的“圣灵”概念则表述为der heilige Geist。因此，Geist不仅关涉个体的机能与成就，还包括社会结构和文化产物。尽管英语词“spirit”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通用，仅保留给十分特定的语境，但我们希望使用它可能引起的任何别扭感，都能提醒读者注意这一德语概念不同寻常的可塑性。因此，在本评注中，Geist通常被翻译为“精神”（“spirit”），除了极少数情况下，该词的含义显然仅限于或主要集中于英语使用者所说的“心灵”。
“绝对知识”自然不可避免地会与宗教对确知的要求形成竞争。“宗教意识”、“信仰”和“宗教”等主题在《现象学》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黑格尔最终希望将宗教历史的真实核心翻译为哲学概念。黑格尔的 ↩



[6]: 参见哈贝马斯，“复杂社会能否形成一种合理的同一性？”（“Können komplexe Gesellschaften eine vernünftige Identität ausbilden?”），23—75；福山，《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



[7]: 对《现象学》的引用缩写为PhG，并依次提供德文版与英文版的页码，二者以斜杠隔开。德文版是《黑格尔理论著作集》（1986年版）的第三卷。英文版是A·V·米勒（A. V. Miller）的译本《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irit，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在可能的情况下引文遵循米勒译本，但偶尔会有所修改，往往（如此处）参考特里·平卡德新的但尚未出版的译本。（平卡德的译本可在其网站查阅：http://terrypinkard.weebly.com/phenomenology-of-spirit-page.html。） ↩



[8]: 自柏林时期以来，黑格尔就一直受到怀疑论问题的困扰。（这种兴趣在其“实定性论文”中也很明显，参见AA 1，209，该文的大部分已由T·M·诺克斯翻译在《早期神学著作》中，尽管所引用的相关段落出现在黑格尔随后的“追加”中，这些追加未被收录进英文版。）在康德之后，反驳怀疑论的问题成为了那一时期的支配性主题。参见富尔达与霍斯特曼，《黑格尔哲学中的怀疑主义与思辨思维》（Skeptizismus und spekulatives Denken in der Philosophie Hegels）；亦参见迈斯特的“自身实现的怀疑主义：G·E·舒尔策对黑格尔与谢林的答复”（“Sich selbst vollbringender Skeptizismus: G. E. Schulzes Replik auf Hegel und Schelling”），以及菲韦格近期的研究著作。 ↩



[9]: 与Geist一样，德语术语aufheben也给任何译者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根据语境的不同，这个德语词可以表达以下三种含义之一：（1）废除、宣告无效、中止或取消（例如一项法律或法令）；（2）提升或抬高；（3）保留或留待后用（例如一顿饭剩下的食物）。黑格尔最常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用该术语，将这三种含义综合在一起（negare、elevare与conservare）。当一个意识形态被aufgehoben时，（1）其当前形式被消除，其自我理解被推翻，其关键的认识论与本体论主张被否定（negare）；（2）随后它（并因此）被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转变为一种新颖而更精妙的形式（elevare）；即便如此，（3）这种新形式仍然保留了前一形式的基本方面或要素（conservare）。凡是按这种独特方式使用aufheben之处，均被英译为“sublate”（汉译为“扬弃”）。该术语若仅基于上述三种含义之一的使用，则根据语境作相应翻译（如“提升”、“废止”等）。关于aufheben不同涵义的简要讨论，参见平卡德，《黑格尔的“现象学”》，349—350页，注28。 ↩



[10]: 参见鲁道夫·布尔特曼，《新约与神话》（Neues Testament und Mythologie，1941）。 ↩



[11]: 参见黑格尔，《全面教学纲要》（1830），第368节与第394节。 ↩



[12]: 参见亨利希，“黑格尔关于偶然性的理论”（“Hegels Theorie über den Zufall”）。 ↩



[13]: 人们确实可以把黑格尔完全解释为“反形而上学的”，例如特里·平卡德在其著作《黑格尔的“现象学”》中就是这样做的。对于平卡德而言，绝对知识 ↩



[14]: 参见法尔克，《被概念把握的历史》（Begriffne Geschichte），9，22。在其评注中，法尔克强调了一种现代化的阐释。尽管如此，他依然意识到，即便在《现象学》中，黑格尔也试图将“现代主观性——正如它直接面对一个缺乏实体的绝对者那样——重新联结到国家、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传统秩序中”（22）。在查尔斯·泰勒的《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the Self）中可以找到关于现代主体起源与重新联结的类似论述。 ↩



[15]: 参见下文第200、202、231页。 ↩



[16]: 对于罗伯特·皮平而言，黑格尔是一位现代性哲学家，因为他将客体性与真理的尺度理解为“作为共同体自我理解中经历的与逻辑的危机的解决办法而浮现的原则”（“黑格尔、现代性与哈贝马斯”，168）。在皮平看来，这一过程的辩证法既不能用实用主义术语来理解，也不能借由先验话语理论来理解。布兰顿则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更接近实用主义。亦参见脚注13。 ↩



[17]: 当代本体论和认识论中的领军思想家同样对克服主体与客体之间、概念与质料之间的二元论抱有兴趣。例如参见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9；或麦克道尔，《心灵与世界》（Mind and World），44及以下各页（亦参见下文第162页与第72页）。 ↩



[18]: 参见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Erkenntnis und Interesse），由杰里米·J·夏皮罗（Jeremy J. Shapiro）英译为《知识与人类兴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



[19]: 参见他1795年4月16日致谢林的信（《书信集》I，23及以下各页；《书信录》，35及以下各页）。 ↩



[20]: 参见亨利希，“黑格尔与荷尔德林”（“Hegel und Hölderlin”，由泰勒·卡曼英译，载于埃卡特·福斯特编，《回忆的历程》[The Course of Remembrance]）以及亨利希的《根据》（Der Grund）；杜辛，“审美柏拉图主义”（“Ästhetischer Platonismus”）；雅梅，《一本未加修饰的书》（Ein ungelehrtes Buch）。 ↩



[21]: 参见亨利希，“历史前提”（“Historische Voraussetzungen”）；珀格勒，“哲学”（“Philosophie”）；雅梅与施耐德，《通向体系之路》（Der Weg zum System）。 ↩



[22]: 参见黑格尔关于《现象学》的出版广告，PhG，593，遗憾的是，该广告未在牛津英文版中重印。 ↩



2. 《差异篇》之前黑格尔的哲学发展

尽管《差异论文》是黑格尔最早出版的著作，[1]但这绝不标志着其哲学发展的开端。在《差异论文》出版前的大约十年间，黑格尔撰写了大量手稿，其中绝大多数直到1900年才由狄尔泰的学生赫尔曼·诺尔收集成册并出版，诺尔将其命名为《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Hegels Theologische Jugendschriften）。然而，这些著作并非特定宗教派别的学院式探讨意义上的神学研究。相反，它们是哲学神学与宗教哲学方面的操练，并延伸至道德哲学、社会哲学与历史哲学。即便在图宾根神学院（一个确实致力于培养神职人员的神学院）求学期间，黑格尔受到的主要影响也是来自康德著作中的哲学“革命”以及法国的政治革命。其他影响，例如斯宾诺莎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以及思辨的康德主义者（费希特、荷尔德林、谢林、辛克莱、茨维林、诺瓦利斯）的著作，在他担任伯尔尼家庭教师时期的尾声（1793—1796），特别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居留期间（1797—1800，同样担任家庭教师），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此期间，他对道德与社会学问题的兴趣逐渐让位于建立自身哲学体系的尝试。这最终凝结为一份通常被称为《体系残篇》的简短手稿（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TWA] I，219—228），该手稿撰写于他在法兰克福的最后数月。当黑格尔于1801年成为耶拿大学的讲师时，他力图在与同时代主流思想家——康德与费希特、莱茵霍尔德与雅可比，以及日益重要的谢林——的对话中阐发他对这一体系的构想，这在他最初的专著（《差异论文》）以及他在与谢林合编的《哲学批判杂志》上发表的长篇论文中显而易见。

近年来，学界对黑格尔在十八世纪最后十年的发展轨迹进行了广泛的研究，[2]因此我在此仅限于勾勒其基本轮廓。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黑格尔自视为康德的追随者。他特别关注康德的道德哲学及其道德有神论对神学与政治哲学可能产生何种后果。他希望借此在德国掀起一场精神的“革命”，在他看来，这场革命必须先行于任何社会秩序的重构。

在这一点上，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1788）中所提出的所谓“公设学说”。康德在该书中“恢复”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容——他在理论哲学中曾批评这些内容是独断的且不可证明的，例如灵魂不朽学说，或恰如其分地施加惩罚与赏赐的公义上帝之存在——并将它们呈现为解释我们的道德意识所必需的正当假定。

然而，根据康德本人的看法，对“义务”的不容置疑的道德意识——即仅仅按照所有理性存在者都能赋予自身作为法则的原则来行动的义务——独立于将上帝假定为公正惩罚或赏赐之源泉的前提。事实上，仅按照这种道德诫命（“定言命令”）行动的责任，恰恰绝不能依赖于对神圣正义的期望或恐惧。尽管如此，生活在不可掌控的世界中的人类，如果相信自然秩序是“邪恶的”或漠不相关的，就无法一贯地按道德行动。相反，我们人类必须假定，善的行动在人类追求幸福方面最终会产生好的效果。这种全面的善，即幸福的公正分配，必然是我们行动的客体，即使我们始终只能努力争取“配享幸福”。在做出这种假定时，我们必须同时假定存在着一个能够确保道德与幸福相符合、确保道德世界秩序与自然世界秩序和谐一致的实体。我们同样必须假定一个人的存在（即其灵魂的生命）不仅限于他在地界的时间，以此来解释对道德完善性的这种（无止境的）接近。

黑格尔及其在图宾根神学院的同窗荷尔德林和谢林，被这一思想如何将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内容转化为自律个体的行动“支持性假定”深深吸引。道德命令——从而间接地包括绝不能不道德的法律义务——之所以被认为有效，不再是因为它们由上帝、教会或君主颁布，而是因为它们作为恰当且必然的东西向个体启示出自身。然而，基督教的许多传统诫命和基本信条经受住了这种对道德、法律和宗教原则之“合理性”的检验。无法经受这种检验的，是信徒对教会的盲目依附——无论是在辨别善恶的教导方面，还是在向不配的罪人赐予恩典方面。同理，任何与此类教会同流合污的国家，任何完全以其臣民理应盲目接受权威引导为前提的国家，同样无法通过这种“合理性”检验。[3]因此，黑格尔期望在道德与宗教中对自律的日益关注将通过瓦解这种盲目依附而产生政治后果。

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确实从宗教的转变中获得了支持。诚然，其结果是一种将理性本身神化并借用古代公民宗教（卢梭的religion civile）的宗教，伴随着其“政治的”神祇与节庆。这非常契合卢梭对于普遍的、超验的宗教是否能够与对共和国的热情相容所抱有的疑虑。[4]甚至黑格尔关于能够扣动自由公民“心弦”的人民宗教的构想，也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古代、尤其是希腊宗教的元素。但他大体上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出发的：这样一种宗教在基督教中也同样可以找到——或者至少存在于耶稣的教义和“精神”之中，即便早期教会已经展现出了专横的教义权威和道德家长制的端倪。[5]基督教内部的这一“转折点”，结合伟大的英国启蒙历史哲学家爱德华·吉本所呈现的古代世界的崩溃，也吸引了黑格尔的兴趣。[6]

在黑格尔离开图宾根神学院、并在伯尔尼期间探究基督教如何从具有“康德式”意蕴的人民宗教转变为敌视一切自律的由法则、教条与权威构成的“实定的”宗教之时，德国哲学界正兴起一场“沿着康德走向超越康德”的运动。[7]1794年，费希特出版了他的《知识学》，[8]试图将有限理性与先验哲学内部不可逾越的对立（概念与直观、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解释为自发的主观性进行自我限制的结果。

然而在此过程中，费希特也将对立立场的要素——斯宾诺莎所发展的实体哲学——纳入了这种康德式的主观性哲学中。对斯宾诺莎而言，哲学必须从唯一的、真正的实在出发，即从必然存在且能够通过自身被把握者出发。所有有限的存在模式和所有规定（思维活动与广延、空间与时间、意志与知性）作为属性或其分殊，都被归属于这一单一实体。

然而对费希特来说，斯宾诺莎的自因（causa sui）恰恰就是主体，即自我；自我自发地达到自身，直接确知自身的存在，并仅仅在自身意识内部且通过自身的活动性产生出“世界”的概念图式。如今，在人类意识中，自身活动性的纯粹确知当然始终与一方面是自发性、另一方面是非自发性、给定性或限制之间的区分结合在一起。人类意识只能将自我与客体的绝对、自发的产生构想为一个无法企及的起源，以及其追求自律之努力的目标。

黑格尔的友人谢林和荷尔德林同样致力于将康德对有限意识的批判与思维活动与世界的绝对统一根据的理念结合起来的构想。谢林最初的尝试试图进一步推进费希特的方法，并阐明其与斯宾诺莎的紧密关联。[9]他比费希特更明确地将自我意识构想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绝对的自我的自我分化，该自我的自发活动性既是无差别的直观，也是意识诸对立的源泉。他主张，人们可以通过将实体理解为一个超个体的“自我”，从而解决斯宾诺莎未能完成的从实体的统一中推导其属性的任务。[10]

相比之下，荷尔德林则认为主观性本身无法为这类对立提供在先的统一根据。即便在其最直接的（“前反思的”）形式中，自我意识也意味着某种自我距离。[11]荷尔德林用来指称先于一切对立（至少在使它们能够共同比较和相互关联的意义上）的假定统一根据的术语是“存在”（“Being”）。（荷尔德林通过使用古体拼法Seyn而非更常见的Sein来强调其“存在”概念的独特性；因此我将“存在”大写。）然而，荷尔德林的存在并非物一般的存在者，而应当被理解为意识的起源，是意识分裂为主体与客体、以及意识各种综合功能（直观、判断等）的源泉。意识的一切活动性都旨在恢复这一“失去的”统一。在《许佩里翁》（1795）倒数第二份草稿的序言中，荷尔德林进一步描述了这种“唯一次第上的存在”如何作为“美”向我们“呈现”。[12]他借此吸纳了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审美柏拉图主义”的主题，这些主题曾被海姆斯特霍伊斯、沙夫茨伯里、雅可比等思想家重新引入十八世纪的讨论之中。[13]

黑格尔并没有在“第一哲学”即本体论或先验哲学的同一层面上，展开这场后康德式的对可能用于解释意识的诸对立及其在判断和其他认识成就中的综合联结的绝对统一的探寻。他在伯尔尼末期对基督教与道德及政治自律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了他脱离康德、走向斯宾诺莎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普遍统一学说之根本思考的最初迹象。这一点在1796—1797年冬季《体系纲领》的一份存世残篇中表现得最为清晰，[14]该残篇可能是黑格尔所作（或与谢林和荷尔德林合撰）。[15]该文本将为形而上学提供伦理理据的康德构想，与对理念论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在这一理念论中，“第一理念”乃是“我自身作为一个绝对自由的存在者的表象”，而其“联结所有[其他理念]的最终理念，[则是]在更高的、柏拉图意义上所理解的美的理念”。[16]因此，在哲学理念体系中，统一根据乃是一个联结所有对立的原则。在柏拉图主义与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中，这一统摄性原则被构想为美，甚至被构想为爱。

在黑格尔的法兰克福手稿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主要是爱的概念。对黑格尔而言，爱代表了耶稣教义的真正核心，它既成全又超越了旧约基于法则的道德。在此，黑格尔参与了将新约解释为旧约之成全的“预表论”传统。[17]与此同时，他关于道德、爱与宗教循序渐进发展的构想，建立在经典圣经四重涵义学说的基础之上。[18]

此时，黑格尔在很大程度上将旧约基于法则的道德等同于康德的道德概念。在康德那里，自由与自然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对立，在道德努力中也存在着持久的冲突。正是这种对立被费希特置于其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基础之上，[19]并将其构想为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对立，即相互规定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在理论领域，主体自知被客体所规定（尽管是根据主体自身的规则）；而在实践领域，主体规定客体，抵制内外自然的阻力以主张自身的自律。

黑格尔认为这意味着主体与客体处于分离与支配的关系之中：

理论综合变得完全是客观的，完全与主体相对立。实践活动性消灭了客体，并且完全是主观的——唯有在爱中，人与客体合而为一；它不支配客体，也不受客体支配。这种被想象力转化为一个存在者的爱，就是神性。

（TWA 1, 242）

黑格尔晚年宗教哲学的基本特征在这里已经隐约可见。上帝被构想为想象力对一种既是人际的又是“本体论的”关系——即对被分离要素的联结——的物化或客观化。

在绝对主体的哲学中，无论是在康德关于自律理性的道德哲学中，还是在费希特关于自我努力规定非我的理论中，“都未能实现联结。主体，即自由的存在者，是更有权能的，而客体，即自然，则受到支配”（同上）。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并不在于支配自然，无论这种自然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相反，它在于和谐一致，在于克服他者的限制，在于联结。

在耶拿，黑格尔继续推进对康德和费希特这两个赞同“反思的对立”的二元论哲学家的批判，这一批判占据了他的《差异论文》及其早期耶拿论文和手稿的核心地位。然而在法兰克福，他的主要兴趣依然在于理解和批判这样一种爱与联结的宗教如何转变为一种道德与政治支配的哲学。除了关于《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的一组残篇外，黑格尔还开始撰写关于《论德国宪法》的评注，[20]在其中，他将自然与社会自由形态的联结、个体与社会生活的和谐一致作为其批判的尺度：

在人类无意识追寻的未知之物与提供给他们的生命——被允许的、以及他们已经据为己有的生命——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这一矛盾连同]那些在自身之中已将自然转化为理念的人对生命的渴慕，二者[即这一矛盾与这一渴慕]都包含着一种趋向相互汇合的努力。

（TWA 1, 457）

直到在耶拿时期（1802），黑格尔对衰落帝国宪法的批判才开始展现出一部公民宪法的轮廓，在其中，个体有可能与自然以及民族的生活和谐一致地共存。从法权角度来看，对黑格尔而言，这部宪法乃是各“等级”或社会职业阶层均有代表的君主立宪制。对于个体与绝对生命的联结至关重要的是宗教。因此，即便在法兰克福时期的尾声，黑格尔依然将宗教视为自由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之间最高形式的联结。

在履行这一功能方面，根据黑格尔1800年的《体系残篇》，宗教甚至超越了哲学，该残篇将哲学构想为一种反思或知性，它永远无法超越支配其思维活动的诸对立。即便在黑格尔的法兰克福手稿中代表了诸对立联结之最高概念的生命概念，如今在《体系残篇》中也被呈现为一个属于单纯思维活动的概念——某种仅仅被“设定”出来的东西（黑格尔借自费希特的术语），一个依然受其对立面限制的概念。诚然，这并不妨碍哲学反思试图借助于悖论式的、内在矛盾的表达方式来克服这种对立。由于无论在人类还是在自然中，生命历程都不断产生对立，而这些对立随后又在整体（物种、自然、文化）中消解自身，因此哲学将生命理解为“结合与非结合的结合”，或“综合与反题的结合”（TWA I，422）。

但只要这种思维活动依然是区分性反思的产物，它就依然排斥其对立面——结合依然可以与非结合区别开来。唯有当无所不包的结合被视为一种“反思之外的存在”时，反思本身连同其诸对立才能被理解为一个更全面整体的一部分。然而，这不能仅仅被思考，因为这种思考活动依然与被思考之物相区分。它本身必须在与上帝联结的宗教行动中被活出来（例如在弥撒庆典中与基督的献祭联结）。哲学只能“要求”这种联结；在宗教中，它能够被活出并被体验：“正因如此，哲学必须在宗教面前止步”（同上，422及以下各页）。

后来，黑格尔将谈到宗教向哲学的扬弃，因为正是带有彼岸观念的宗教，依然保留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唯有在哲学的把握中才能被克服。在黑格尔最早出版的著作《差异论文》中，已经暗示了这一逆转。然而即便在那里，他依然坚持将哲学本身称为“对上帝的敬拜”。



[1]: 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忽略那本匿名出版的批评伯尔尼寡头统治的小册子（被称为《卡特论著》[Cart-Schrift]）的话；载于《黑格尔理论著作集》（TWA）I，255—267。 ↩



[2]: 参见亨利希，《语境中的黑格尔》（Hegel im Kontext）；雅梅，《一本未加修饰的书》（Ein ungelehrtes Buch）；孔迪利斯，《辩证法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r Dialektik）等。 ↩



[3]: 参见黑格尔1795年4月16日致谢林的信（《书信集》I，24；《书信录》，35）。 ↩



[4]: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4卷第8章。     ↩



[5]: 参见藤田，《哲学与宗教》（Philosophie und Religion），49。 ↩

[6]: 参见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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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即其《全部知识学的基础》（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由彼得·希思（Peter Heath）与约翰·拉克斯（John Lachs）英译为《知识学》（Science of Knowledge）。 ↩



[9]: 参见他1795年的文本《论作为哲学原则的自我》（Vom Ich als Prinzip der Philosophie），149及以下各页（由F·马蒂英译，载于《人类知识中的无条件者》，112及以下各页）；亦参见谢林，《论集》（Abhandlungen），369及以下各页。 ↩



[10]: 参见他1795年2月4日致黑格尔的信（《书信集》1，22；《书信录》，32及以下各页）。 ↩



[11]: 参见亨利希，《根据》（Der Grund），267及以下各页。 ↩



[12]: 《许佩里翁》，169（未收录于威拉德·特拉斯克[Willard Trask]的英译本中）；参见亨利希，《根据》，267及以下各页。 ↩



[13]: 参见杜辛，“审美柏拉图主义”（\"Ästhetischer Platonismus\"）。 ↩



[14]: 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TWA）1，234—236；由H·S·哈里斯（H. S. Harris）英译于《黑格尔的发展》（Hegel's Development），第1卷，510—512。 ↩



[15]: 关于该文本的断代，参见雅梅与施耐德，《道路》（Der Weg），42。 ↩



[16]: 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TWA）1，234，235；哈里斯，《走向阳光》（Toward the Sunlight），510，511。 ↩



[17]: 参见奥利，“预表论”（“Typologie”），446及以下各页。      ↩



[18]: 参见奥利，“论属灵的涵义”（“Vom geistigen Sinn”）。 ↩

[19]: 即在1794年《知识学》的前三节中。 ↩



[20]: 即古老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TWA）1，461—581；由H·B·尼斯贝特（H. B. Nisbet）英译于《黑格尔政治著作选》（Hegel: Political Writings），迪基与尼斯贝特编，6—101。 ↩



3. 《差异篇》中哲学的任务与体系

1801年，黑格尔在完成了学位论文与大学授课资格考核论文后，升任耶拿大学讲师；正是莱因霍尔德、费希特和谢林使耶拿大学成为了德国哲学的首要重镇。[1] 在作为大学讲师的这一最初时期（1801—1807年），黑格尔依靠1799年父亲去世后继承的一笔遗产来维持生计。在耶拿，黑格尔被视为谢林的朋友和弟子，因为在谢林与费希特始于1799年的持续论争中，黑格尔站在了谢林一边。费希特本人因被指控为无神论而于1800年被迫离开耶拿大学。然而谢林留任至1803年，在此期间他与黑格尔共同主编了《哲学批判杂志》。黑格尔究竟在何时与谢林在哲学上分道扬镳，在文献中至今仍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2]

两人的某些分歧在《差异论文》中已能观察到。而在《现象学》中，谢林无疑也受到了批判，尽管黑格尔曾致信谢林保证，该批判所针对的仅仅是谢林那些不求甚解的模仿者。[3]

无论如何，黑格尔的《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4]瞄准了当时的显赫哲学立场。该文本包含四个部分：关于当代哲学的任务与方法的一篇长章（“当代哲学中出现的各种形式”），对费希特哲学的批判性呈现，一篇“谢林哲学原则与费希特哲学原则的比较”，以及因莱因霍尔德前一年出版的《19世纪初哲学状况简明概览文集》而作的附录“论莱因霍尔德的哲学观”。

(a) 哲学的任务

黑格尔在《差异论文》第一章中对哲学的任务、方法和“工具”（或“工具论”）的论述，清晰地展现了他在前一个十年的哲学发展，以及他将哲学视为一种文化和政治因素的理解。这绝非关于知识的前提或不同哲学方法之优劣的纯学术争论。对哲学的“需要”以及对某种特定哲学的“需要”，产生于特定时代的教化（Bildung）之中。然而，黑格尔将他所处的时代看作一个带有二分与分裂（Entzweiungen）印记的时代（DS, 21/91）——这是他早在《论德国宪法》导言中就已经阐明的一个论点。

这种二分不仅困扰着与公共生活形态相脱离的个体，而且也困扰着文化的根基本身，而这种文化是一种“知性的教化”。黑格尔因此参与到批判晚期启蒙文化的传统之中——他甚至将这一批判扩展到启蒙运动的“早期浪漫派”继承者，如费希特、雅可比、施莱尔马赫，以及数年之后的谢林。黑格尔专门挑出予以批判的“知性教化”特征，是其二元论以及剥夺人类通达绝对者途径的企图。知性在“人与绝对者之间”筑起了一座由概念与二分所构成的“大厦”或“建筑”（Gebäude）（DS, 20/89）。然而，只要这些概念被理解为无法得到进一步理据的终极原则，它们本身就被当作是“绝对的”：

诸如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身体、信仰与知性、自由与必然等反题曾经极为重要……人类兴趣的全部重量都维系于其上。随着教化的进展，它们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chte’s and Schelling’s System of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H. S. Harris and Walter Cerf (1977). The translation has occasionally been modified.

已过渡为理性与感性、理智与自然的反题形式，并且就普遍概念而言，过渡为绝对主观性与绝对客观性的反题形式。

(DS, 21/90)

像莱因霍尔德和费希特这样阐述此类抽象原则（例如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哲学家，非但没有由此克服“知性教化”，反而试图为其提供终极理据，从而强化了这种教化。

然而，黑格尔的回应并不是让自己与那些批判知性教化并声称在感觉（施莱尔马赫）或信仰（雅可比）中拥有通达绝对者的直接途径的人结盟。正如他早期的《体系残篇》所言，知性的活动性与对立本身就是绝对生命的一部分，并且是与绝对生命进行“反思的”联结的条件（参见 TWA I, 422; Harris, Toward the Sunlight, 511）。黑格尔现在主张，“必然的二分”本身就是“生命的一个因素”，并接着断言：“生命通过设立对立而永恒地塑造自身，而处于最高鲜活性［Lebendigkeit］中的整体性，只有通过从最深的分裂中自我重建才有可能”（DS, 21及以下/91，黑格尔着重强调）。

就黑格尔赋予知性在“生命”中的一种功能而言，他的生命哲学似乎偏离了启蒙运动，而更多地预示了浪漫派以及二十世纪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狄尔泰、齐美尔、柏格森）。尽管如此，黑格尔的出发点依然显然是康德对理性的理解。理性要求统一与整体性，亦即任何受条件限制的东西都必须追溯至某种无条件者，这不仅存在于人类知识之中，而且存在于人类的实践目的之中。理性既要求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体系性的基质，其中一切都可以通过推论追溯到最高原则；又要求一种行动的“体系”，该体系公设了理性目的在一个所有理性造物的行动都参与其中的“有机体”（目的王国）中的和谐一致。

然而，在康德看来，这样一种要求依然是一项无法实现的任务，鉴于纯然有限的知性与道德意志所拥有的手段，其完全实现是彻底不可能的。由知性向我们提供的知识，建立在自发性与接受性、概念与直观、普遍者与特殊性等对立的基础之上，仍然是唯一稳固且“包含客观实在性”（realitätshaltige）的知识模式。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康德所说的“理性的兴趣”恰恰在于对那些将人类既同认识无条件者的目标相隔绝、又同人类行动的有机合目的统一相隔绝的对立的联结或扬弃：“理性的唯一兴趣就是扬弃［aufheben］此类僵化的反题”（DS, 21/90）。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些对立或反题之所以变得僵化，恰恰是因为知性试图“模仿”理性。知性试图思考绝对统一，但只能要么将对立的单一一方当作绝对者，要么将对立看作二律背反（在黑格尔看来，这是知性所能获得的对绝对者的最高表达）。

这构成了黑格尔对康德和费希特批判的核心思想，正如他在其首部出版的著作《差异论文》以及重要期刊长文《信仰与知识》中所阐述的那样：康德和费希特在试图执行理性的任务时，仅仅依赖知性的手段。当费希特宣布自发性与当下自身在场（自我）是人类思维活动与意志中唯一无条件且不受限制的特征时，他由此否认了意识的另一侧面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即其受到思维活动外部之物的限制，其对感官内容的依赖（被动性与接受性，非我）。他由此将无条件的统一安置在对立的一方之中，尽管这从内在方面包含着受另一方的限制。于是，对于费希特而言，无条件者便转化为了克服一切被动性与他律的实践要求。

尽管如此，“理性的暗中作用性”即便在这些知性哲学中也展现出其自身的存在。因为即使是它们，也在要求对这种片面性进行补充和“完满”的过程中，意识到了对绝对者作片面表述的不充分性。它们公设了一种既统摄或作为感性世界的必然性、又统摄或作为思维活动与理性意志的自发性与自由的基础的统一——例如康德关于至善的理念，或者关于作为自由可能存在之领域的感性世界的超感性基体的理念。[5] 然而，这些理念并不是“毫无对立设定［Entgegensetzen］的理性设定”（DS, 27/96）；相反，它们公设了知性所感知为矛盾之物的统一——一种因而对于知性而言不可企及的统一。知性或反思——两者都是推论的思维活动的表达，该思维活动通过划定概念区分和排除矛盾来进行——被理性“诱使”去接受关于无条件者的二律背反概念：设定与对立设定的同一性、自由与必然的同一性、超感性的东西与感性的东西的同一性，等等。然而在这样做时，知性违背了它自己的法则，即矛盾法则。因为正是知性自身为了获得关于无条件者的知识而要求这种违背，所以知性取消了自身。但由于知性同时将它所要求的东西描绘为不可知的，它便顽固地坚持“保持为知性而不变成理性”（DS, 28/96）。

然而，黑格尔如何能断言，尽管存在知性的界限，关于无条件者的实定知识仍然是可能的？首先，因为他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我们的理性活动性是指向无条件统一的，我们的认识能力因而具备、甚至“被规定”（bestimmt）去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在超越通常由知性提供的知识中所包含的对立之上去以各种方式探寻统一，单单这一事实就表明，这种统一早已无意识地且潜在地被给予了我们。黑格尔在此介入了一个主张“最完满存在者”（ens perfectissimum）的天赋理念传统——即关于无限且完满的存在者及其认识模式的天赋理念。这一传统近期被雅可比重新复活，雅可比向他同时代的“建构主义”者（例如在他看来的费希特）提出异议，认为我们只能理解并试图解释那些已经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正如黑格尔所言，绝对者“是正在被寻求的目标；但它早已现成存在［vorhanden］，否则它又如何能被寻求？理性产生它，但仅仅是通过将意识从其限制中解放出来”（DS, 24/93）。

黑格尔甚至采纳了这一主张绝对者理念对于理性具有内在性的思想传统中某些更具实质意蕴的学说。因为他将这一绝对者规定为“理念与存在的同一性”（DS, 45/112）。在神圣存在者或“必然存在者”（ens necessarium）中——亦即传统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核心概念——存在与被思考之间的这种差异消失了。关于这样一个存在者的理念本身就启示出它必须必然地存在。然而黑格尔在此进一步主张，必然存在者的概念并非某种与人类理性相区别之物的理念。理性本身“不是别的，正是两者的同一性［理念与存在］”（DS, 45/112）——即完全自我规定的思维活动与现实性的同一性。归根结底，黑格尔希望将宗教的发展理解为对人与上帝之间区别的逐步扬弃。

然而，哲学的任务是通过将理性呈现为一个由二律背反概念构成的综合体系，从而为意识“产生”或“建构”这种同一性（参见 DS 35及以下/103及以下，43/111）。黑格尔关于二律背反的概念不仅汲取自康德，而且汲取自古代怀疑论者。在《差异论文》出版几年后，他在与谢林合编的《哲学批判杂志》上撰写了一篇论文，在其中分析了古代怀疑论与现代怀疑论（后者以大卫·休谟的思想为代表）。柏拉图晚期对话录中的怀疑论潜流——至少按照黑格尔的理解——以及皮浪主义怀疑论者对黑格尔的影响尤为深远。它们共同促使他坚持这一（否定的）论点：任何概念及其形成对照的补充物都具有同等有效性，任何判断及其否认亦是如此。[6] 这不仅适用于哲学的“教条”，而且适用于逻辑学本身的基本概念和根本规则。黑格尔将“等力”（isostheneia）方法激进化，试图表明任何概念的含义都已包含其相反者的含义，而与此同时，它又意在与该相反者相对照而加以区分。然而，怀疑论者未能看到的是——而柏拉图对话录的肯定方面试图捕捉的是——这种怀疑论式的毁灭是对理念的整体性（symploke）进行理性把握的条件。黑格尔使用单数术语“理念”，正是意指这种由发展中的、构成现实性的概念所构成的整体性，及其在判断与推论中的必然相互联结。

这一论证脉络预示了黑格尔逻辑学的规划，该逻辑学本身构成了一个“概念的有机整体，其最高法则不是知性”（即矛盾法则），“而是理性”（DS, 35及以下/103）。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把矛盾法则作为不适用于其论证步骤的东西而加以摒弃。它的意思毋宁是，对于各个现实性领域至关重要的基本概念——诸如存在与无、本质与显象、原因与结果，以及诸如同一律原则或矛盾律原则等根本原则——只能在一个体系内部被把握，在该体系中，每个概念都根据其自身形成对照的补充物以及它与其他概念对的“整体论”相互联结而得到阐明。只要每个概念都以一种规定的方式牵涉其补充物（并且每个原则牵涉其对立面），每一个就都是绝对者、即那种包罗一切且无条件的统一的表达。

在此，黑格尔采纳了来自文艺复兴时期（即来自库萨的尼古拉和布鲁诺）的某些思想，这些思想试图将上帝理解为一切对立面的重合（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甚至雅可比[7]，以及稍后的谢林[8]，都注意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统摄一切的“一”的哲学。然而，在黑格尔看来，人们必须从一对对立面过渡到下一对，作为前一对的必然进一步展开，以便生成一个真正的“有机整体”（DS, 35/103），其中每个成员的意义都通过整体得到规定，而整体的意义则在每个成员中被产生出来并显明化。

对于将反思（即知性）的对立“关联”至绝对者、揭示出每一方在整体内部的“同一性”与功能的认识模式，黑格尔称之为“思辨”。这一称谓绝非意指任何类似于今天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自由臆造（例如“胡乱猜想”）。黑格尔毋宁赋予了该术语双重含义。一方面，就其旨在审视概念间相互联结与推论关系而言，它与反思和知性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思辨必须同样能够捕捉这些对立的统一，并把统摄它们且构成其原则的整个体系引入视野。

黑格尔将这种权能称为“先验直观”。先验直观是对对立面统一的直接意识。它联结了在“经验直观”中相互分离的东西：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谢林和费希特此前已经将这一功能归于“理智直观”。但费希特将其理解为对自己固有自发性的直接直观，尤其是当它在客观化的意识中发挥作用时。类似地，对谢林而言，这种权能主要是指在分化为主观与客观、生产与产物之前对某种绝对“无差别”的直观。它并不是像对黑格尔那样作为一种综合权能。

黑格尔将这种直观模式描绘为“先验的”，并不是因为它是我们对对象的意识与经验知识的条件，而是因为它关涉主观与客观、概念与存在之同一性的“真正”知识的条件（DS, 42/110）。因此，它必须与那种恰恰将客体同进行直观的主体分离开来的“经验直观”相对照。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现象学》后来意在完成的要求：直观必须“变成先验的”，亦即我们必须从经验的、分裂式的直观形式被引导至“先验”形式。正如《现象学》所阐明的那样，要成功执行这一要求，需要勾勒出反思的对立，然后将它们还原为矛盾。通过这种扬弃与自我超越，反思能够与先验直观相结合，从而成为思辨，即“先验知识［Wissen］”。这种知识包含了反思与直观的联结。[9]

根据我迄今所言，似乎《差异论文》已经勾勒出了《现象学》和《逻辑学》的规划。人们确实可以在《差异论文》中找到这些规划的痕迹。但在那部较早的著作中，黑格尔在阐述自己关于一种能够克服时代教化所固有二分的哲学构想时，保留了谢林体系的术语与总体图景。例如，他在《差异论文》第一部分中所提供的体系性草图，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谢林本人的“同一哲学”（Identitätsphilosophie）体系的轮廓。

谢林试图通过从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出发并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它，来克服费希特自我哲学的“主观主义”。一方面，他试图将自然哲学描绘为从无意识生产到完全自我意识的渐进上升过程。另一方面，先验哲学则意在沿着相反的方向行进，从直接的自身直观行进到对物质世界的意识。这正是黑格尔在《差异论文》第一部分最后一节（“哲思与哲学体系的关系”）中所指的想法，当时他谈到了“最少二分的［unentzweitesten］同一性”，它“在客观上是物质，但在主观上是感觉（自我意识）”（DS, 46/113）。由于这种对照，它们各自都仅仅代表了一种“相对同一性”（DS, 41/109）。

类似地，自然哲学与先验哲学内部的所有位阶也仅仅代表了必须在其固有框架内得到补充与完满的“相对同一性”。因此，自然哲学体系“不断前进，直到客观整体性被完满”，但随后必须“将这一客观整体性与相反的主观整体性联结起来，以形成无限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世界直观]”（DS, 47/114）。这种对世界的无限直观，就是存在与思维活动、自然与主体的同一性概念，它贯穿整个体系而展开。黑格尔采纳了谢林从文艺复兴哲学中借用的又一个隐喻，将这一体系性发展的整个过程描绘为“扩张”为整体性并“收缩”为“最丰富也最简单的同一性”的操作流程（DS, 47/114）。即便在与谢林分道扬镳之后，黑格尔仍将继续援引这种理性自我呈现的节奏。

(b) 对费希特的批判

黑格尔对费希特批判的基本要素在《差异论文》的导论性章节中就已阐述。黑格尔赞赏费希特在其哲学论证中展现了“最彻底、最深刻的思辨”（DS, 51/118）。但这一赞美仅仅针对费希特《知识学》的理念，而非针对费希特在1794年至1798年间著作中作为体系的具体贯彻。在这些著作中，黑格尔尤其关注1794年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6年的《自然法权基础》以及1798年的《伦理学体系》。一年后，黑格尔在其论文《信仰与知识》中还批判了费希特1800年的文本《人的使命》（Bestimmung des Menschen）。

人们不能断言黑格尔的任何一次批判努力公允地对待了费希特的立场，更不用说它们能作为针对费希特体系的内在批判而立得住脚了。[10] 黑格尔暗示费希特正确地将理性的理念构想为思维活动与存在的同一性，但声称费希特的体系无力阐发这一构想，因为费希特完全依据自我意识的无条件活动性来理解理性本身。在《知识学》中，尽管费希特努力把非我的所有形式都解释为由主观活动性（概念、直观、想象力等）所构成，但自我始终与非我并置。费希特确实声称这种解释在没有某种残余的情况下是无法成功的——总是存在着某种残余的他异性（某种“阻碍”——Anstoß），它依然与意识相对立，且无法被还原为我们的知识或努力的形式。因此，自我对异己之物的无条件掌控，仍然是我们无休止的道德努力中无法企及的目标——一个永远无法成为“是”的“应当”。因此，在费希特看来，《知识学》开端处自我的纯粹自发性最终证明仅构成思维主体的一个环节或方面，并代表主体意志的一个目标，这一事实并不构成哲学上的缺陷。因为他的核心关切是在意识中找到某种无条件的、不容置疑的东西，作为我们理论知识与自由意识的根据——从而正是自由首先使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成为可理解的。

但黑格尔坚持将费希特的《知识学》解释为一个失败的同一性体系。费希特的体系未能阐发或“建构”设定与存在（Setzen 与 Sein）的同一性，未能建构宣告第一原则的自我的综合整体性。事实上，他的方法使得做到这一点绝无可能，因为费希特并未展开一个旨在完满所有对立的“有机的”、整体论的体系，而是从绝对原则出发，而这些绝对原则的可理解性条件随后理应在“演绎”进程中被指明。

然而在黑格尔看来，正如我们在《差异论文》第一部分中所见，这些原则仅仅把意识的片面活动性、或者费希特认为与之契合的范畴和逻辑原则（诸如同一律原则、矛盾律原则和充足理由律原则）当作绝对的。甚至费希特也承认，将这些片面规定视为“绝对的”会导致矛盾。然而，他的体系并不寻求在一个更具综合性的统一内部扬弃或解决这些矛盾。费希特毋宁试图通过限制互不相容之原则的意蕴、尤其是其适用范围来避免这些矛盾。然而，这种方法重新制造了现代哲学至少自笛卡尔时代以来在传统上与此类概念和原则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二元论与本体论二元论。

因此，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试图从“绝对”自我中“演绎”出理论知识与道德意愿的条件，根本上是一种循环举动。因为所论及的自我仅仅是从意识的自发性与自身同一性中抽象出来的单一环节，而该意识的“正常”功能只享有综合对立面（自发性与接受性、理性与感性、无限努力与受限制的行动等）的有限权能。因此，这种演绎不过是将我们最初从中抽象出来的所有东西重新注入到这个“纯粹”环节之中。这一抽象原则的不充分性不过是要求用此前被忽视的东西来对其进行补充。而这样的操作流程是循环的，因而是独断的：“独断的观念论通过完全否认客体来维持原则的统一：它把对立面之一，即处于其规定性之中的主体，设定为绝对者”（DS, 61/126）。

黑格尔认为，这种独断观念论的后果可以在费希特体系的其他各个部分中——在其关于道德、法权和自然的哲学主张中——被辨别出来。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理性与自然（内在自然以及外在自然）的关系最终表现为一种“通过统治方式进行的综合”（DS, 75/138），而自然本身则变成了某种“被规定的、无生命之物”（DS, 76/139）。按照黑格尔的解读，自然仅仅作为自我意识的一个条件而被演绎出来——在道德哲学中作为对道德努力的阻碍，在法权哲学中作为自由行动的外在条件（DS, 76/139）。但在此处，黑格尔同样没有公允地对待1796年至1800年间费希特自然哲学的全部方面。[11]

“自然与理性的绝对对立”（DS, 79/142）在费希特的社会哲学——其法权学说与伦理理论——中也凸显出来。按照黑格尔的解读，费希特把处于法律与伦理规范的理性秩序中的人类共同体，理解为一个规制人类自然方面及其相互自发关系的限制体系：“每一种关系都是一种依照始终如一的知性法则进行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生命存在者共同体的整个大厦都是由反思构筑的”（DS, 81/144）。不仅自然与自由处于相互否定的关系之中，而且纯粹自我的绝对自由与权利和义务的规定自由也是如此。绝对自由是未加规定的，并且拒绝一切限制。因此，如果要同他人形成共同体成为可能，绝对自由就必须被“让渡”。这一批评促使黑格尔将费希特在《自然法权基础》中的国家描绘为一个专制的警察国家。但即使考虑到某些被夸大了的“启蒙”观念，例如费希特试图“演绎”出一种预防侵犯法权的“机制”，这种批评在对费希特文本更冷静的解释中也站不住脚。[12] 尽管如此，黑格尔挑出来加以讽刺性夸张的某些原则，在当今许多自由主义国家中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例如携带个人身份证明的义务。

与这幅图景相对照，黑格尔把一个“鲜活的”共同体理解为“一种真正自由的生命相互关系，［一种］自为地无限且不受限制的关系”（DS, 82/144）。但黑格尔仅仅指出了这种将被载入国家宪法的、个体与其他个体以及与其民族（Volk）之间的鲜活相互关系的纲要。在关于《论德国宪法》的著作中，黑格尔在政权与各个“等级”或社会职业阶层之关系的背景下批评了对私人权利的强调，并要求建立强大的君主立宪制。他在《自然法权》和《伦理学体系》上的手稿主要从古典政治哲学中汲取取向，特别是从柏拉图及其社会阶层理论中汲取。随着黑格尔开始拟定他自己的法权哲学（大约在耶拿时期的中期），费希特将法权理解为对行动自由的相互限制与承认的概念，终究开始对他产生积极影响。[13]

按照黑格尔的解读，唯有费希特在《伦理学体系》中关于美学的评论透露出了对自由与自然之“美妙”同一性的某种预感。在审美直观中，自然不被理解为死寂的，而是被理解为鲜活且生动的生产。诚然，在费希特看来，甚至伦理法则在以审美方式审视时，也不规定义志对我们自然冲动的支配，而是理应被看作我们自身本质与存在的表达，以及顺从我们自身的训诫。然而在黑格尔看来，顺从关系对于伦理法则的审美概念而言，正如对于严格的道德概念而言一样是不充分的。尽管如此，这些关于美学的评论启示了费希特体系的思辨动力——因而它们正如其思辨开端一样，与他体系的其余部分不相一致：“令人瞩目的是，费希特何以能就美表达得如此精妙，尽管他所说的就其体系而言是不一致的”（DS, 91/152）。谢林的处境要好一些，因为对他而言，艺术是精神（Geist）与自然之同一性的体系性结论与最高表达。

(c) 谢林体系的阐发

对谢林观点的阐发试图表明，与费希特的体系不同，谢林的体系确实符合《差异论文》开篇部分所阐述的真正思辨哲学的标准，并且公允地对待了时代的问题——即克服二分的需要：“同一性原则是谢林整个体系的绝对原则”（DS, 94/155，黑格尔着重强调）。谢林并没有通过“取消对立面之一并将另一方提升为某种无限者”来解决“中止［aufheben，消除］二分”的问题（DS, 94及以下/155）。他在世纪之交的同一性体系毋宁试图通过阐明自然哲学与先验哲学之间的契合来证明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根据这种契合，客体（自然）与主体（自我意识、精神）都被呈现为“主客体”（DS, 97/157）。在黑格尔看来，这意味着不仅同一性、而且“分离也必须被承认是有效的”（DS 96/156）。相应地，绝对者不被理解为纯粹同一性，而是被理解为“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同一性”，即“相互对立与合而为一的同一性”（同上）。

谢林体系的这两个部分可以说将自然与自我意识（或“理智”）呈现为彼此的反转：“在理智体系中，客体自在地什么也不是，自然仅仅在意识中具有持存”（DS, 100/160）。与康德和费希特一样，谢林将自然的性状本身呈现为由我们认识的形式所塑造。相比之下，在自然体系中，人们“忘记了自然是某种被认识之物；自然在科学中所获得的理想规定，同时内在于自然之中”（同上）。自然被呈现为一种力的自我生产体系——在黑格尔看来，力的概念意指某种“产生出某种外在之物的内在之物，它是一种自我设定＝自我”（DS, 104/164）。然而，在体系各自的部分中，这两个方面都以斯宾诺莎意义上的“实体”显现出来——作为自因（causa sui），即某种“自我规定”之物（DS, 100/160）。

两个方面的同一性起初仅仅在结构的同一与位阶的推进中是可见的：“每门科学”“在它们的相互联结及其位阶的推进方面都与另一门科学相当”（DS, 106/166）。就此而言，谢林的哲学是斯宾诺莎学说的体系性展开，即广延领域（亦即肉体世界）中的每一个分殊都与理念领域中的一个分殊相契合：“自然体系与理智体系是同一的；对于任何主观规定，都存在着完全相同的客观规定与之契合”（同上）。而在他1800年的《先验观念论体系》中，[14] 谢林确实尝试对理智的形式（自我的形式）与自然的位阶进行平行的演绎，以启示出它们的契合。因此，“生产性直观”与物质契合，而对自身的直观则与有机物契合（参见 System, 427及以下/72及以下）。

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样一种契合同样可以在自由与必然的假定对立方面确立起来。自然“具有自由”，因为“其非意识的发展是鲜活力量的反思，这种力量虽然无休止地分裂自身，却在每一种受限制的形态［beschränkten Gestalt］中设定自身并与自身同一；就此而言，自然的任何形象都不是受限制的；每一种形象都是自由的”（DS, 108及以下/168）。自由作为自我生产，作为形式的形成与解体，在自然界中与在人类意志中同样可以遇到。

自由与“任意与偶然性”毫无关系（参见 DS, 108/167）。它关涉某物成为其自身的根据，并在存在或行动的各种形式中始终与自身保持同一。但“理智”也展现出必然性，黑格尔将这种必然性理解为一种客观秩序或组织。作为“认识活动与直观活动的充分发展的组织”（DS, 108/167），理智（或主观性）同自然一样，其特征在于形式、功能和操作模式的内在必然性。并且如同自然的形式一样，这些形式中的某些形式仍笼罩在无意识之中：“前反思的”感觉、直观活动等。相互对应地，自然也包含了自身客观化的预示：在有机自然界中，“内在之物”与“外在之物”相区分（例如大脑在“其”身体中扮演主导角色），而一个物种的每一个样本都同相反性别的其他样本相对立。黑格尔因此可以把有机物哲学称为自然哲学的“实践”部分。

然而，无论是谢林还是黑格尔，都并不完全满意于自然与主观性之间、自然哲学与先验哲学之间的这种契合体系形式。因为他们共同的任务不仅在于将绝对者的“内在同一性”（DS, 110/169）呈现在“存在”（自然）与“认识”（理智、主观性）的对立形式中，而且在于阐明它们的“实在综合”（DS, 112/170）。黑格尔追随谢林，将体系的这一部分称为“绝对无差别”哲学。但是，在谢林看来艺术构成了自然与精神之间无差别的最高例证，而黑格尔则将体系的这一部分构想为统摄艺术哲学、宗教哲学以及思辨哲学本身。

这三种形式理应被呈现为绝对者的自身直观，即自然与主体之同一性的自身直观。黑格尔现在把这种自身直观解释为基督教教义的哲学意义——解释为“对上帝永恒道成肉身的直观”（DS, 112/171）。然而，与此同时，艺术和哲学作为对神圣者的直观以及与神圣者的联结，成为了宗教内部的一个环节：“艺术和思辨在其本质上都是事奉上帝——两者都是对绝对生命的鲜活直观，因而是与绝对生命的合而为一”（DS, 113/172）。黑格尔在此显然已经将其绝对精神哲学的基本轮廓纳入视野，尽管在耶拿时期他并未得出对体系该部分的最终论述。

我们在此也可以观察到关于哲学与宗教之恰当关系的一定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将贯穿黑格尔的全部著作。早在《现象学》中，我们就获悉哲学必须将宗教的“叙事性”和隐喻性论述的真理“转译”为概念形式。这种转译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涉及克服人与上帝、世俗与彼岸、当下与终末论未来之间残存的分裂。然而在另一方面，宗教在哲学身旁显然仍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形式。崇拜的直观和实践方面，或许还有会众的道德发展，仍然不可或缺。因此，要判定一个受过哲学教育的意识能否在毫无虚伪的情况下参与叙事性崇拜，同时接受将基本启示真理哲学性地转译为抽象原则的真理，显然是存有疑难的。

黑格尔体系这第三部分的内在组织再次从谢林那里获得其取向。黑格尔根据有意识和无意识“因素”的“平衡”来区分这三门学科。谢林此前已认为天才的艺术生产力启示了自然的无意识生产力与理智的有意识创造力之间的同一性。在黑格尔看来，艺术创作显然落在意识的一边，而无意识的一边则对作为外在现实性的作品的客观性及其对“人类”的超个体有效性负责（DS, 113/171及以下）。相比之下，在宗教中，神话和崇拜的生产是某种普遍之物，“是大众［Menge］、普遍天才的产物”（DS, 113）。[15] 与此同时，宗教的真理主要作为内在之物存在于个别者的意识之中。最后，在思辨或哲学中，生产与接受皆是意识的产物。

然而，正如黑格尔在《差异论文》第一部分中已经详述的那样，思辨意识是反思与直观的统一。而且这种直观既是主观的，也同样是“客观的”：

为了纯粹地把握先验直观，哲学反思必须进一步从这种主观［方面］中抽象出来，以使先验直观作为哲学的基础，对其而言既非主观的亦非客观的，既非与物质相对立的自我意识，亦非与自我意识相对立的物质，而是纯粹的先验直观，即既非主观亦非客观的绝对同一性。

(DS, 115/173及以下)

这种先验直观或理智直观（DS, 114/173）因此不仅是人类理性的纯粹自我活动性，而且也是在自然中起作用的自我活动性——斯宾诺莎的“能产的自然”（natura naturans）。而两者——自我与自然两者——都是“绝对的、进行自身直观的理性的最高显象”（DS, 115/174）。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黑格尔确实逐渐疏远了这种立场，该立场肯定了一种在自然中可以说尽管盲目却同样起作用的绝对自身直观形式。黑格尔逐渐不再把自然的理性结构构想为直观，而是日益将其理解为一个由概念构成的整体论体系（或用当代话语来说即“网络”）。当然，这涉及对他关于知性（作为一种能力）之意义以及其逻辑学意蕴的重新构想。在这一发展进程中，黑格尔与谢林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即便在其成熟时期的思想中，黑格尔也承认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之间的契合，坚持将自然视为前反思的精神的构想，并用绝对精神的形式——艺术、宗教和哲学——来使他的体系臻于完满。

黑格尔在呈现谢林的观点时在多大程度上公允地对待了谢林，以及黑格尔本人的立场在多大程度上与谢林一致，是文献中存有某些争论的论题。黑格尔同时代的人，包括费希特本人，都把黑格尔看作谢林的辩护者。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哲学史在很大程度上认同这种评判。[16] 然而，关于德国观念论的更新近文献引起了人们对黑格尔与谢林之间明确分歧的关注。[17] 有两点分歧尤其被反复强调。首先，谢林直到1801年仍在区分自在的绝对者的无对立“无差别”与对立面的“同一性”，而后者仅仅述说绝对者所存在的特殊形式。甚至晚至其1801年的《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18] 谢林仍在区分绝对者的“本质”——即其绝对同一性，亦即无差别状态——与其自身认识：“绝对同一性如果不将自身无限地设定为主体与客体，就无法无限地认识［erkennen］自身”（Presentation, 123/151）。对他而言，理智直观仍然是通达这一绝对者的唯一充分模式，而非反思与直观的统一。

谢林与黑格尔之间的第二个重要分歧关涉体系的第三部分，即艺术、宗教与思辨哲学。谢林本人自其1800年的《先验观念论体系》以来，就一直将艺术哲学视为其体系的顶点。[19] 天才的生产力栖居着“有意识者与无意识者的同一性”的最高形式（System, 612/219）。因此，“主观与客观之间一切和谐一致的终极根据，唯有通过理智直观才能在其本源的同一性中被展现出来；而正是这一根据，通过艺术作品的方式完全从主观中被产生出来，并被完全客观化”（System, 628/232）。尽管艺术哲学在此似乎仍代表着先验哲学的顶点，但到了1801年，它仅仅构成体系的“第三部分”，[20] 该部分将先验哲学与自然哲学“联结”起来。[21]

尽管如此，谢林将他体系的这“第三部分”（他从未以预期的形式加以贯彻[22]）仅仅保留给了艺术。对谢林而言，构成体系顶点的并非艺术、宗教与哲学的这一三位一体。他既不把艺术看作事奉上帝的一种形式，也不把哲学呈现为艺术与宗教的综合（伴随着它们各自被强调且形成对照的意识与无意识、主观性与客观性环节）。因此，在谢林已经完成了哲学的任务这一断言背后，潜藏着另一种完全独立于谢林本人哲学的哲学构想，并且这种构想显然甚至对谢林产生过某种影响。[23]

(d) 对莱因霍尔德的批判

黑格尔在《差异论文》最后一部分（附录）中对莱因霍尔德的探讨，参与了一场当今不再受到太多关注的论争。在1790年代初，莱因霍尔德是康德哲学的重要且具有创新性的阐释者。他1789年的《人类表象能力新论尝试》（Versuch einer neuen Theorie des menschlichen Vorstellungsvermögens）正是促使费希特（他在1794年接替了莱因霍尔德在耶拿的教席）展开《知识学》的思想契机。莱因霍尔德起初接受了《知识学》，但随后在雅可比对“反思哲学”的主观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批判影响下脱离了它。在其《19世纪初哲学状况简明概览文集》中，[24] 莱因霍尔德看到先验哲学的主观主义在谢林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至此，哲思中的独断论——它把某种可把握之物［ein begreifliches］、并作为某种始终仅仅相对在先之物［ein nur relatives Erstes］假定为绝对者——达到了完全的圆满，从而压制了本源真理［das Urwahre］，并随之压制了哲学中一切真实之物；由此便达到了此前一切事物、乃至思辨中一切可能混乱的极点［non plus ultra］。[25]

谢林关于自然与自我意识“普泛独一性”［Alleinigkeit］的理论仅仅意味着，意识的一切异己之物都将被消解为“自我性”的结构。而这淘空了知识的一切实在性以及对独立于知识之真理的一切关联。知识唯有通过一种“本源真理”［Urwahres］或“本源根据”［Urgrund］才能获得这一点，该本源根据奠基（证成、作为基础）并证实一切真实且有根据之物，但它是我们无法把握、而只能去相信或抱有信仰之物（Contributions, 70及以下）。然而，这种本源真理必须“在概念的真理本身中昭示自身”（Contributions, 73）——亦即“作为确证它的东西”（Contributions, 72）。对莱因霍尔德而言，这一最初的“可把握之物”就是“作为思维活动的思维活动”。

在此，莱因霍尔德借鉴了巴尔迪利的《第一逻辑学纲要》（Grundriß der ersten Logik），他既把该书视为哲学上的伟大突破，又把它视为柏拉图与莱布尼茨客观观念论的巅峰。关于思维活动，人们必须在单纯主观的应用活动性与准客观的思维活动之间作出区分，对莱因霍尔德而言，准客观的思维活动在于“作为同一者自身在同一者自身之中并通过同一者自身、或者作为纯粹同一性的同一者自身的无休止重复”之法则。[26] 单纯的统一——甚至在“柏拉图意义上”还不是数量上的同一性——显然是以非主观方式把握到的思维活动中本源真理的标识。然而，思维活动的这种统一与同一性，必须与物质所展现的“纯粹杂多性特征”相对照（Contributions, H.I, 112）。对应用思维活动的分析最终必定引回这两个原则。

显然，黑格尔认为莱因霍尔德的立场是公然的二元论实例，在其中找不到任何“思辨”。莱因霍尔德既未能把握谢林观念论的思辨意蕴，也未能把握法国启蒙运动的唯物论。例如，黑格尔在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中看到了一种“思辨的”企图，试图克服

“采取精神与物质形式的二分”（DS, 119/177）。在黑格尔看来，莱因霍尔德对谢林的批判是相互矛盾的。他将主体与自然的无差别描述为各自之中的“普遍的一”，这是正确的，但他同时又想把这一普遍的基础因素还原为自我性。在莱因霍尔德自己的哲学中，他也从未超越主观主义，因而从未超越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

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种二元论一方面在于“本源真理”与思维活动之间不可还原的差异，另一方面在于思维活动与其质料之间不可还原的差异。由于本源真理是不可把握的，思维活动便被动地同它相对立——这是一种“荒谬”，因为“绝对者完全是通过理性的自发活动性才成为某种真实且确定的东西”（DS, 127/184）。如果绝对者在理性之外是真实的，“如果理性以任何方式是能动的，如果绝对者通过理性［理性的活动性］接受了任何形式，那么这种活动性就必须被视为对绝对者的改变，而对本源真理的改变就会产生谬误”（DS, 127/184）。这样一来，对理性的批判就将要求从绝对者中“清除”理性形式——黑格尔在《现象学》导论中又回到了这一想法。而其后果将是信仰的非理性主义以及理性的相对化。

然而，对绝对者的概念表达也不能是诸如纯粹同一性这样的片面范畴。对同一者的无休止重复并非真正的无限，因为那样一来它就会与差别和杂多相脱离，因而是片面的，亦即有限的。毋宁说，唯一“不可把握者在概念中的真正启示，即通过反思可能达到的启示”，乃是“对立概念在二律背反中的联结”（DS, 128及以下/185）。

莱因霍尔德思想的另一面——涉及杂多性与物质——同样是主观的且缺乏实在性。如果不对“质料”或“材料”（Stoff）的杂多进行某种应用，就不可能有知识。因此，莱因霍尔德声称客观的“作为思维活动的思维活动”，仅仅是对包含实质意蕴的认识与知识（它们与物质的杂多相关联）进行抽象的产物。因而，这种抽象的产物必须由此前被忽视的东西来补充，因此我们必须在其主要形式中——作为纯粹的杂多性——对它进行“公设”。在此，黑格尔重申了他此前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针对费希特的原则体系所提出的异议。

黑格尔最后通过表明统一与杂多性、纯粹形式与表象质料的这种分离早已存在于莱因霍尔德早期的《人类表象能力新论尝试》中，作出了总结。莱因霍尔德只不过是在巴尔迪利的逻辑学中重新发现了自己早先的哲学——莱因霍尔德在其致费希特的公开信中极力否认了这一指控。[27]

[1]: 参见基默勒（Kimmerle），“Dokumente zu Hegels Jenaer Dozententätigkeit”；以及迈斯特（Meist）在AA 5, 611及以下中的编者注。 ↩



[2]: 参见杜辛，“Die Entstehung”。 ↩



[3]: 参见下文第55、113、235页。另见他1807年5月1日致谢林的信（Briefe I, 162; Letters, 79及以下）。 ↩



[4]: 《差异论文》的括号内引注使用缩写 DS，并按此顺序给出德文版和英文版的页码，以斜杠分隔。德文版见于《黑格尔理论著作集》（TWA）第二卷。英文版的引文出自 ↩



[5]: 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第78与第86节。 ↩



[6]: 关于这一点，参见杜辛，“Die Bedeutung”；里德尔（Riedel），Hegel und die antike Dialektik；菲韦格（Vieweg），Philosophie des Remis。 ↩



[7]: 见其1785年《致摩西·门德尔松论斯宾诺莎学说的书信》的附录（由乔治·迪·乔瓦尼英译于 F. H. Jacobi: The Mai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and the Novel “Alkwill”）。 ↩



[8]: 见其1802年的对话录《布鲁诺》（已有迈克尔·G·瓦特英译本）。 ↩



[9]: 关于这一点，参见杜辛，“Spekulation”。 ↩



[10]: 参见杜辛，《黑格尔》（Hegel），第73页。关于黑格尔在耶拿时期著作中对费希特的批判，另见西普，《黑格尔对费希特的批判》（Hegels Fichtekritik）。 ↩



[11]: 参见劳特（Lauth），Die transzendentale Naturlehre Fichtes。 ↩



[12]: 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特别是第14节。 ↩



[13]: 参见里德尔，“Hegels Kritik”。 ↩



[14]: 谢林《先验观念论体系》的括号内引注按此顺序给出德文版和英文版的页码，以斜杠分隔。所涉及的德文版收录于K. F. A. 谢林编《谢林全集》（F. W. J. Schellings sämtliche Werke）第1辑第3卷，该书已由彼得·希思英译为 System of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1800)（1978年）。 ↩



[15]: 哈里斯和策夫版的《差异论文》不知何故遗漏了这一短语。 ↩



[16]: 参见如海姆，《黑格尔及其时代》（Hegel und seine Zeit），第151页及以下。 ↩



[17]: 参见W. 马克斯，“Die Bestimmung”；杜辛，“Spekulation”；杜辛，“Die Entstehung”；藤田（Fujita），Philosophie und Religion，第149页及以下。 ↩



[18]: 该著作的括号内引注使用缩写“Presentation”，并分别提供德文版和英文版的页码。德文版见于他的《全集》（Sämtliche Werke）第1辑第4卷；迈克尔·G·瓦特的英译本发表于《费希特与谢林之间的哲学决裂》（The Philosophical Rupture between Fichte and Schelling）。 ↩



[19]: 同样，括号内引注（使用缩写“System”）分别提供德文版和英文版的页码。参考文献见注14。 ↩



[20]: 见其针对埃申迈耶（Eschenmayer）的论文“Anhang”。 ↩



[21]: 谢林，《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第648页。   ↩



[22]: 参见杜辛，“Die Entstehung”，第152页及以下。 ↩

[23]: 同上，第155页及以下。   ↩



[24]: 莱因霍尔德，《文集》（Beyträge），下文引作 Contributions。 ↩

[25]: 莱因霍尔德，《文集》（Contributions），第86页。 ↩



[26]: 莱因霍尔德，《文集》（Contributions），第I辑，第106页。另见巴尔迪利，《纲要》（Grundriß），第4节：“思维活动的绝对可能性建立在我们能够将一、作为同一者自身在多数（非杂多）中无休止重复的能力之上。” ↩



[27]: 参见莱因霍尔德，《文集》（Contributions），第I辑，第126页及以下（1800年11月23日）。 ↩



4. 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哲学发展（1801—1806）

在《差异论文》与《精神现象学》之间，黑格尔并未出版任何书籍，不过他确实为与谢林共同主编至1803年的《哲学批判杂志》（Critical Journal of Philosophy，参见AA 4）撰写了数篇论文。然而，他留下了该时期的诸多手稿，这些手稿直到20世纪初前后才开始出版（除了罗森克兰茨和海姆在其19世纪论黑格尔的著作中所发表的少数摘录）。这些文本不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修正中发挥了作用（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还激发了关于应当如何编辑和阐释黑格尔著作的热烈讨论。[1] 许多人甚至声称，在这些未出版的手稿中发现了一个比《精神现象学》本身更为“现代”（且对当代哲学而言更有趣）的黑格尔。与其实践哲学、哲学体系的构建与组成部分以及辩证法的发展相关的问题，引起了特别的关注。[2]

为了对《精神现象学》形成初步的理解，我们将简要考察三个要点：


	(a) 哲学体系的形态与发展，

	(b) 作为思辨哲学导论的《精神现象学》前史，以及

	(c) 精神概念的发展。



(a) 体系的形态与发展

从身处耶拿之初，黑格尔似乎就已经构想了一个哲学体系，该体系在其所有实质要点上都契合于后来在1817年《全面教学纲要》中所阐述的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三位一体”。然而，对这一构想（正如黑格尔在1801—1802年的讲授课中所勾勒的那样）做更深入的分析便会发现，《差异论文》与《精神现象学》之间的六年里，以及《精神现象学》与《全面教学纲要》相隔的十年间，存在若干差异与演变。人们甚至可以主张最初的构想包含四个部分，因为黑格尔在后来成为逻辑科学的领域内部，仍对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做出了区分。此外，精神哲学向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内部划分，在耶拿时期也仅仅刚刚开始演进。

（1）在1801—1802年最早的讲授课残篇之一中，黑格尔将体系的第一部分称为“理念的科学”（AA 5, 263）。他将这一“广义的理念的科学”称为“观念论”或“逻辑学”。只要这门科学被呈现为范畴与规则的整体性体系，这里的“理念”显然就已经标志着思维活动与存在的同一性，正如它在《逻辑科学》（第1卷和第2卷）中所体现的那样。在此处，如同在1796年的《体系规划》（Systemprogramm）中一样，“理念”的柏拉图意义——即标志着事物的真正现实性——比该术语的康德意义更为重要。[3]

然而，理念的科学本身区分为两个部分：“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前者即逻辑学，首先必须通过对“有限哲学体系的虚假形而上学”（AA 5, 263）的批判，引导我们对范畴达成真正的（“思辨的”）知性理解。那些有限体系要么试图通过孤立的范畴（实体、原因）来把握绝对客体（上帝、灵魂、世界），如同前康德形而上学所做的那样；要么试图通过主观理念与公设来思考它们，正如康德和费希特所做的那样。这类有限形而上学因而未能捕捉到这些规定性——或如黑格尔后来所称的“思维规定”——的整体性特征，而这些规定在相互的体系性关联中，既构成了主观思维活动，也构成了实在本身。黑格尔早期对这类体系的逻辑批判，似乎是以康德的二律背反或古代怀疑论者的方法为模本，因为它们力图揭示出这类体系的最高原则是相互矛盾的。[4]

这一批判性任务随后将由真正的黑格尔形而上学——即“理念的科学”的第二部分——来接续，该部分（推测是通过先验直观的方法）阐发了将受到批判的、具有二律背反性质的概念作为环节包含在内的统一概念。直到1805年，黑格尔才放弃了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分，转而支持“思辨”逻辑学。这一转变在1804—1805年的《体系草案》（Systementwurf）中尚未显现，[5] 在那部草案中，逻辑学从对康德范畴与推论学说的批判过渡到一种方法理论，并在知识与被知内容的同一性（不仅被视作显象，而且被视作自在存在，即Ansichsein）中达到顶点。

贯穿这一批判性考察的线索，是一系列日益复杂的关涉结构的级进（单纯结合、（反思性）关系、比例——参见JSE II），这些结构日益展现出自我关联的结构。形而上学部分进而将同一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等逻辑原则，解释为表达认识与存在的同一性。黑格尔随后将关于世界、灵魂与上帝的各种特殊形而上学学说——尤其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与费希特著作中近代早期及启蒙时期的版本——呈现为这一同一性（即绝对者）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反思性的理念的发展阶段。

关于《精神现象学》时期的后期思辨逻辑究竟呈现何种面貌，我们只能从1805—1806年的《体系草案》中获知有限的线索：[6] “思辨哲学[关注]绝对存在，它成为自身的他者（反思性关系[Verhältnis]）生命与认识活动[Erkennen]——以及认知着的知识、精神、精神对自身的知识”（JSE III, 286/181）。在此处，精神的概念显然处于对绝对者的思辨认识的正中心。然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是否保留了这一构想，则是存有争议的。[7]

（2）在他1801—1802年的导论性讲授课中，黑格尔将体系的后两个部分称为“理念现实性的科学”（AA 5, 263）。理念的“现实身体”（同上）就是自然。因此，体系的第二部分便是自然哲学，黑格尔最初效仿古人将其划分为“天界体系”与地界体系（或1804—1805年《体系草案》中的“地界体系”）。直到1805年之后，这种划分才被取消，地界体系的基本形式——机械机制、化学过程与有机体——才构成自然哲学的内部组织标志。

（3）作为自我生产、自我分化与自我关联的有机体形式，对体系的第三部分——伦理哲学——也是一个指导性的影响。在该部分中，黑格尔探讨了传统实践哲学的所有论题，包括古代与现代经济学、古典“政治学”以及现代法权与国家理论。这些也都被构想为一个自我塑造的整体即“自由民族”（AA 5, 264）的有机生命形态。

早在《差异论文》关于谢林的章节中，艺术、宗教与思辨就已经构成了黑格尔体系的结论。然而在耶拿的《体系草案》中，黑格尔仅仅将宗教作为伦理哲学的一部分来处理。人民宗教（Volksreligion）是一种作为国家补充的公共建置与生命形态。直到在《精神现象学》中，宗教对于教化发展与真实认识（“绝对知识”）的重大意义，才获得了长达一整章的详尽讨论。然而艺术仍是这一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参见下文，第212—219页）。哲学作为精神自我反思的最高形式，最终在耶拿时期末尾成为《哲学史讲授课》（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系列的主题。在这些讲授课中，思辨哲学的真理被描绘为哲学思维活动必然发展的结果。这种发展与人类教化史之间的契合，正是《精神现象学》的核心主题之一。[8] 黑格尔后来关于绝对精神哲学的构想，便是这样从谢林关于自然与理智之间最高“无差别点”（Indifferenzpunkt）的理念中逐步发展而来的。

(b) 思辨哲学导论

克服困扰当时文化的矛盾与对立的需要，对黑格尔而言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历史需要，也是哲学自身内部的需要。这一需要在人与建置及公共关系的异化中显露出来——这种异化例如表现在法国“旧制度”（ancien régime）以及中欧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中。它同样明显地体现在支配启蒙运动暮年的科学与信仰之争中，以及围绕莱辛所谓的泛神论或费希特的无神论所爆发的文学与哲学论战中。[9]

人类对“终极”真理的渴求，其认识绝对者并使自己的生活与绝对者和谐一致乃至达成联结的渴慕，已被科学经验知识的碎片化、哲学对科学前提的分析以及宗教信仰所羁绊。当涉及关乎确知或对其生活具有实践意义的事情时，人无法在将自己所认定的真正现实性与真理贬黜到其知识和意志所不可企及的领域的同时，却去依赖“显象”。那将使对理性认识与实践真正重要的事情沦为禁忌，并将所有理性活动性——正如诸多救赎宗教所做的那样——限制在一个与“来世”或“彼岸”相比既短暂又易逝的世界中。

因此，探求某种无条件者，某种不被某种不可知的“彼岸”或不断延宕的未来实现所相对化的东西，乃是哲学、科学、道德与公共生活的要求。相反，哲学家必须遵从《差异论文》的要求，在显象之中寻找绝对者。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对所有企图将仅限于向我们敞开的显象世界的概念与方法视为绝对者的做法提出质疑。

从20世纪70年代首次出版的残篇来看，黑格尔在1801—1802年冬季学期（他在耶拿的第一个学期）显然开设了两门讲授课：一门是哲学导论，另一门则阐述了他自己体系的第一部分——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参见AA 5, 654）。这两份残篇呈现了关于如何达至对绝对者的知识的两种不同构想。然而，颇具悖论意味的是，导论性讲授课恰恰否认了通向此类知识的导论是可能的（参见AA 5, 259）。因为这种绝对知识断然不能依赖于某种他物——无论是依赖于某种其他科学，还是依赖于诸如逻辑学或认识能力理论这样恰当的“工具论”。

黑格尔在此延续了他在《差异论文》中对莱茵霍尔德与巴尔迪利的批判，后者将这种导论性和基础性角色赋予了作为思维活动形式之理论的逻辑学。至关重要的任务，恰恰是克服形式与内容的这种分离，甚至克服逻辑学与本体论基本概念那两分式的结构——即“固定的对立”。被构想为对绝对者之知识的哲学导论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证明除了对绝对者的现实知识之外，所有其他立场的片面性或“主观性”。[10] 黑格尔对这种导论功能的首次体系性实现，见于《精神现象学》本身。但不够体系化的先例，也构成了他在《差异论文》以及为《哲学批判杂志》撰写的若干较长论文中的论证基础——特别是《信仰与知识》和《论自然法权的科学探讨方式》，在这些论文中，黑格尔批判性地考察了经验论和一般先验哲学的立场，以及康德、费希特、雅可比和莱茵霍尔德的具体观点。[11] 到了1805—1806年冬季，正当他在撰写《精神现象学》之际，黑格尔开始将这些批判性交锋融入一门哲学史讲授课之中。

黑格尔的导论性讲授课已经为对受限概念与哲学立场的扬弃赋予了历史维度（作为对绝对知识的准备）。人类行动的历史本身就包含着对那些对立已僵化了的文化形式的“消灭”。精神秩序与政治秩序的伟大破坏者与创造者——黑格尔举的例子是亚历山大与拿破仑——可以说是世界历史性的“罪犯”（Verbrecher），他们相当自觉地破坏了盛行的伦理与法权秩序，并代之以他们自己构想的新秩序。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巨大的思维活动自由，而哲学正是为此做准备的——黑格尔指出亚历山大曾受教于亚里士多德。因此，哲学本身在将我们从依据僵化范畴进行思维活动与生活中解放出来方面，一再发挥着历史作用。黑格尔暗示，哲学在他自己的时代正再次发挥这样的作用，并且他敢于亲自为此做出贡献——首先是在他关于《德意志宪法》的文本中（参见TWA 1, 461—581/Political Writings, 6—101），随后在《精神现象学》中更加齐心协力地推进。

然而，哲学唯有弃绝一切纯然导论性的知识，转而以真正哲学的方式，通过消解思维活动基本范畴的限制性功能，并将它们呈现为绝对者的“显象”（Erscheinung）来确立确定性的知识，才能发挥这种作用。如我们在上文所见，根据1801—1802年冬季的讲授课笔记，这正是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任务。以此职能而言，逻辑学乃是一种“内在于体系本身”的导论。[12] 它以同一性论点为导向，证明了任何孤立界定传统范畴与原则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二律背反。这种怀疑论功能后来将由《精神现象学》本身所接管。

根据卡尔·罗森克兰茨所著的黑格尔传记，意识的经验这一概念是在1804年左右进入黑格尔的著作中的，最初出现在他对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导论中。[13] 随后在1805年，他开始着手撰写一部旨在取代逻辑学的体系导论，他起初称之为“意识经验的科学”，继而称之为“精神现象学”。同样在那一年，他也开始将哲学史呈现为基于规定的、孤立的范畴的诸片面立场的一系列（“怀疑论的”）反驳次序。

《精神现象学》由此整合了较早讲授课中提及的全部三种导论功能。它从片面的哲学立场引向思辨；它反思精神的教化与文化培育的历史，并为其下一个阶段做准备，或者至少让我们清楚那段历史的下一个阶段由什么构成；并且它批判了作为过时的文化阶段以及盛行的反思哲学与知性哲学之基础的“逻辑”。《精神现象学》由此承接了一份充满不确定性的遗产。它理应是一门首先引向真正哲学的导论，同时又构成该哲学的基础，已经参与到那一哲学“科学”之中。而时至今日，《精神现象学》的批评者们仍在怀疑，在尚未预设其本应证明之物的前提下，它是否真能两者兼备。

(c) 精神的概念

黑格尔从法兰克福时期的著述开始，就将精神概念用作表示一个时代（如一种宗教）的自我理解以及驱动其发展的内在“原动力”的术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谈到了犹太教的“精神”或基督教的“精神”。在《差异论文》中，黑格尔还论及精神与物质作为哲学传统中所理解的两个形而上学原则之间的对立。对它们同一性的证明——即就其概念结构而言，该结构在物质中是无意识的，但在精神中达到自身——是由自然哲学和“理智”（主体、自我意识）的哲学所提供的。

为了克服自我意识中个别与普遍、有限与无限的对立，黑格尔从一开始就把他哲学的这一部分作为“伦理”哲学或民族精神的哲学来展开。这种精神在该民族的社会建置中显现出来，并自身构成了该民族宗教之崇拜（仪式）与神学的客体。因此，人类理性的理论能力应当被解释为这种民族或文化的“客观”精神内部的环节。

直到1803—1804年的《体系草案》中，黑格尔才对区别于时代之社会与伦理精神的“意识”（作为理论与实践功能的复合体）进行了独立的体系性处理。在此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对康德与费希特意识哲学的重新关注。而在《精神现象学》之前的最后一部《体系草案》中，黑格尔将自我意识的实践形式——意志——单列出来，在社会精神的诸形式之前进行独立处理。随后，他将这些社会形式呈现为个别意志与公意之间的分离与联结过程——类似于推论的逻辑形式。此处公意的重要性，是黑格尔对卢梭与康德所提出的实践哲学构想重新予以关注的又一迹象。

黑格尔对源自先验哲学的理念的复兴，而非他此前关于伦理的“新古典”构想，已被解释为对斯宾诺莎主义实体哲学的拒斥，以及转向将精神视为绝对主观性的哲学。[14] 但是从身处耶拿之初起，黑格尔就根据他的同一性论点，将一个民族的伦理实体解释为一种自我理解的形式，这种自我理解表现于建置与主观行为模式（“心性”——Gesinnungen）之中，并在宪法与宗教中实现自身的客体化。

例如，1802—1803年的《伦理体系》（System of Ethical Life）将等级阶层或社会职业阶级构成的社会秩序，与各个阶级成员所特有的心性平行对应。不可否认，在耶拿早期，个体性的重要性较低，当时黑格尔认为伦理的实现恰恰在于个别人与民族的伦常与生活“合而为一”。这一伦理概念在黑格尔后来的客观精神哲学中仍得以保留，尽管在后者中，个别人的权利及其道德自我反思获得了更大的分量。正如黑格尔在1804—1805年的《体系草案》中所写：“精神是个别人的本性，是他们直接的实体，也是其实体的运动与必然性；它既是他们在持存中的人身意识，同样也是他们的纯粹意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现实性[Wirklichkeit]”（JSE III, 254/151）。个别人的个人意识——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享有主体——以及他们作为受何为真相的（宗教或哲学）确信引导而做出良知决定的主体的“纯粹意识”，都必须在共同体秩序中受到敬重。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实体或精神，必须在个别人之中意识到自身。

大约从耶拿时期中期（1803—1804）开始，对黑格尔而言，精神概念就具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通过自我反思的过程；第二，通过成为“自身的他者”或“自身的对立面”的结构。[15] 精神的诸形态，如意识、意志乃至一个民族的共同体自我理解，都具有这样一种属性：既是对所有内容的“直接”抽象，同时又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具体内容。人能够从其意识的所有特殊内容中抽象出来，而将纯然处于意识状态本身作为自己的客体。然而，即使不进行这种自觉的操作，人类个体也始终超拔于所有特殊内容之外；在每一个环节、每一种知觉以及每一个决定中，她都是自由的，并与内容保持着距离。她同样可以在其行动中表达这种使自己脱离所有特殊利益与视角的才能——例如在公正不阿的时刻、在自我拉开距离时，或者在全面考量所有其他视角时。人类个体由此能够在一个全面的视界下做出每一个决定，并由此实现投入与沉静的统一。

黑格尔试图表明，这种自我拉开距离或自我否定的结构——即“在自身对立面中自持”——存在于个体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的所有精神形态之中。这就是为什么精神的每一种形态和阶段都始终超越自身、不断质疑自身并且在内在受到反思的原因。然而，仍有待证明的是，这并不仅意味着一种无限的内部镜像映照，即形式为“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或“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的没完没了的“元反思”序列。因为那只会是空洞的自我反思或无限的相对化。相反，黑格尔希望他的精神哲学能够表明，每一次反思同时都是向自身对立面的转化，而这些转变将通向一个由日益全面的自我知识所构成的有限阶段层级。

基于精神的这种结构，一种导论或通往思辨知识的辩护路径的功能，如今便可以被赋予精神哲学。因为各种片面的哲学立场以及精神在历史上教化的各个阶段，都可以被呈现并体系性地安排为反思的层级阶段。然而，这样一种秩序预设了：支撑这些片面哲学立场或阶段的原则，就其纯粹的“逻辑”形式而言，同样可以通过揭露其内在的二律背反与矛盾特性，而被剥夺其终极性。这意味着揭示出它们同样具有精神的结构，并且是“自身的对立面”。由此，前述全部三种导论功能都可以被转换为精神自我反思的过程。这一过程将涉及批判精神的所有片面“显象”，并同时将它们阐释为理知的，即作为精神自身自我知识的诸阶段。此外，这样一种批判本身也可以展现出“超越自身”的特征——即具有自我批判性——这正是意识诸形态本身的典型特征。而这恰恰就是“精神现象学”的理念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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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精神现象学》的任务与方法

正如我们从黑格尔耶拿授课的预告中所知，迟至1805年，他仍在计划出版他的整个体系。[1] 而早在1806年2月，据称包含哲学体系（或“科学”）第一部分的书籍便已付印。[2] 这第一部分最初题为《意识经验的科学》，在印刷过程中，黑格尔将其更换为《精神现象学》。[3] 黑格尔在撰写全书之前构思并撰写的《导论》，阐明了“意识的经验”的方法。黑格尔在著作本身的展开过程中是否改变或放弃了这一方法，在研究文献中依然是一个争论焦点。然而，在最晚写就的《序言》中，黑格尔继续将《现象学》称为“意识所经历的经验的科学”（PhG, 38/21）。[4]

现象学与经验的历史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而不是表征该书不同部分的两种方法。

作些许简化，人们可以说“经验”是“自下而上”的道路——从“自然意识”最直接的形式与立场直至绝对知识。相应地，“现象学”则是“自上而下”表征的同一条道路，因为正是沿着这条道路，一切范畴以及精神存在与认识的所有模式才得以“显现”，即进入意识。

黑格尔对经验与显象（至少）拥有双重概念。他在《导论》中解释道，经验的通常含义是用另一种真实的信念取代错误的信念。但对《现象学》而言至关重要的经验含义，则是意识的“反转”——也就是说，粗略而言即人们在宗教语境中所称的“皈依”，或在世俗的启蒙意义上所描述的“视域扩展”或“启示”。经验是一种洞见，即洞见到自己此前信念的基础是矛盾的，因而必须改变这些基础并采纳相反的立场。在下文中，我们将更精确地考察这种方法在《现象学》本身中是如何成形的。

“现象”或“显象”概念的双重含义具有悠久的哲学传统。显象可以是“纯然的”显象（即幻相），也可以是一种显示，即对某种此前不可企及之物的可经验的开显。考察经验的“本质内容”——即考察任何经验中的显象拥有多少“本质内容”——是黑格尔时代显象理论（或现象学）的核心主题。这一哲学规划的一位领军人物是约翰·海因里希·朗伯特。[5]

然而，黑格尔最重要的先行者康德与费希特也使用了这些概念。众所周知，康德在谈及由感性与知性的协同所产生的真正知识时提到了“显象”。但对康德而言，此类知识仅限于可能经验的时空客体，而不能扩展至任何“超感性的”东西（上帝、不朽的灵魂、自由）。企图进行这种扩展会导致理性的辩证运用，例如独断的形而上学以及其他各种自陷于矛盾之中的伪科学。相反，对黑格尔而言，绝对真理恰恰在“有限”意识通过自身的“经验”（即在一系列完整的反转中）克服其矛盾立场的过程中，确实变得可被认识——确实显示了自身（参见 PhG, 35/18）。

这种将传统的片面哲学立场呈现为矛盾显象之理论并由此“上升”到绝对真理的想法，在费希特那里同样可以找到。在早先（1794年）《知识学》的若干初步尝试之后，他在1804年的《知识学》讲演中体系性地贯彻了这一想法，他将该讲演的第一部分称为显象理论或现象学。然而，黑格尔对此有所了解的可能性并不大。[6] 但对费希特而言，批判与破除幻相的任务，同提出真理学说或对沿途被相继克服的立场进行“重新阐释”的任务是相分离的。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这两项任务结合在一起并在单一运动中得以执行。不仅如此，这种统合的运动还承担起费希特在早期《知识学》中同样试图履行的另一项任务：即将我们认识能力的体系性结构展示为一条由反思的递进阶梯构成的道路。[7]

因此，对黑格尔而言，“显象”绝非仅仅意味着幻相，尽管只要人们抽离出该立场作为精神自我认识之“现象”的“真理”（这一内容一旦立场被克服且绝对知识得以达成便清晰可见），该概念便可用来表征某种片面的、并在此限度上不真实的立场。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甚至将自己在该书开端的自身立场称为一种“显象”。因为只要他的立场尚未驳倒与其对立的立场并将它们整合进真实的知识中，它就依然是一种“尚待展开的显象”（参见 PhG, 19/7）。将他自己的初始立场与其他显象区别开来的，是这一事实：它不再仅仅占据“自然意识”的立场，而是预示了真实知识的立场。

《现象学》中的自然意识概念常常被误解为纯然的幼稚状态、常识或“生活世界”。然而，黑格尔是在专门术语意义上使用“自然意识”这一词组的，尽管它可能与对世界的日常解释有诸多相通之处。自然意识是“在客体与自身的对立中认识客体、并在自身与客体的对立中认识自身的意识立场”（参见 PhG, 30/15）。

相反，科学或精神的立场则是“自我”与“客体”的同一性立场：“在绝对他异性中的纯粹自我承认”（PhG, 29/14）。然而，该立场必须向自然意识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并通过对打上这种对立印记——即被对客体与自我相对立的信念所激荡——的一切知识形式、所有行动模式以及文化的全部构型提供内在的审验与反驳，来为自然意识提供一架“阶梯”。这种审验的方法在《导论》中得到了呈现。

(a) 《序言》中《现象学》的任务

在《序言》中，黑格尔主要致力于将他对绝对者、真相以及真正的哲学体系的构想，同费希特、谢林、当时的斯宾诺莎主义以及与神圣者直接联结的观念拉开距离。1831年临终前不久，当黑格尔着手准备《现象学》的新版时，他指出《序言》针对的是在该时期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抽象绝对者”的诸种构想。[8] 其中包括费希特的自我概念、谢林的无差别同一性观念、雅可比的直观与信仰构想，以及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

无论黑格尔同他的先行者拉开多大距离，他在许多根本方面仍然受惠于他们。他并不否认哲学的任务是发展一个体系，该体系包容所有科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典范性的解释模型或看待事物的视角。他也不否认这样一种体系性哲学是否能够或应当认识某种“绝对的”、无条件的和完满的东西。正如在他之前的康德一样，黑格尔将哲学理解为“出于理念的理性认识”。然而，康德只赋予这些理念统一经验认识的范导性功能，黑格尔则认为此类经验认识本身就可被理解为理念的“阐明”。演证这一点正是《现象学》的任务。

在《序言》中，黑格尔还将他的绝对者概念和哲学体系概念与先行者的概念区别开来。简言之，他对哲学体系持有整体论的构想，他的真理概念兼具本体论与认识论意义，并且他将“绝对者”理解为斯宾诺莎式的实体与先验主体（即自身反思）的统一。这一切都表现在他那句著名的阐述中：“真相唯有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或者说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这一层意思被表达在将绝对者阐明为精神的表象之中”（PhG, 28/14，黑格尔着重强调）。

首先是整体论。对黑格尔而言，任何概念、命题或理论，唯有在其与自身所属领域内所有概念（命题、理论）的相互联结中，才能得到完全的理解与确立。而一个领域本身，也唯有在其与所有其他知识领域的完全相互联结中才能被理解。没有任何命题——甚至逻辑学的公理也不例外——能够脱离公理与“结合规则”的更广泛脉络而单凭自身保持有效甚至被理解。演证这一点是黑格尔《逻辑科学》的目标，其基本思想他早在耶拿时期的手稿中就已发展出来。

也没有任何领域——即便物理学中的经典力学领域也不例外——是自足完备的，或者可以被当作所有其他领域的基础。机械论的自然观仍必须与化学的、有机的等自然观相联系，并且更广泛地，与文化世界、知识以及其他的客体领域和看待事物的视角相联系。费希特、莱茵霍尔德与谢林各自试图从“不证自明”的第一原则推导哲学体系的尝试注定会失败。正如黑格尔在《差异论文》中所主张的那样，此类原则不能脱离要从它们那里演绎出的东西而独立确立。此外，这些原则在演绎自身的过程中得到扩充、充实、分化等。因此，单就自身来看，它们绝非绝对的，而是片面的、有缺陷的和未展开的（“直接的”）。关于此类原则的直接确知与直观洞见，只要人们在将其表述为命题时所使用的概念与尺度仍未得到解释，就依然是无法理解的。从一个（据称）独立有效且确知的原则出发的这样一种展开，绝非对体系的阐发与辩护，它本身就构成了“对构成体系基础的原则的反驳”——亦即“对体系的基础或原则事实上仅仅是其开端的演证”（PhG, 28/14，黑格尔着重强调）。哲学体系绝不能被理解为从最高第一原则出发的分析性演绎，而必须被理解为从较简单结构向更复杂理论结构的有机展开，这些理论结构相互阐明。此类哲学操作流程在当代的一个范例可以在恩斯特·卡西尔的《象征形式的哲学》中找到。

斯宾诺莎与费希特因而犯了同样的错误，将从他们各自绝对原则（实体；自我）出发的运动构想为一种日益受限制的运动，而非展开与实现的运动。

其次谈谈真理。对黑格尔而言，“真理”不仅是赋予命题或理论的谓词；它同样具有本体论意义。不仅存在真实的命题，还存在“真实的”艺术品、“真实的”国家以及“真实的人类泰然处之”。[9] 在此意义上，某物是真实的，就是指它达到（或至少接近）其内在的规定。这无疑代表了一种本质主义：存在着国家与人类的某些本质属性，某物若要成为国家或人类，就必须具备这些属性。但对黑格尔而言，这种本质主义与整体论是相容的。每个“事物”唯有当它与其他事物与过程处于规定关系之中——也就是说，唯有当它显示出关系的“网络”时——才达到其本质。以国家为例。国家一方面是权利、制度与权能的结构；但在另一方面，每个国家都与其它国家、与自然、以及与内在和外在的文化结构（如宗教、科学等）处于规定关系之中。所有这些特征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发展，从而或多或少是“真实的”。一个保护权利却不提供参与政府治理机会的国家，便是一个并非完全真实运作的国家。

正如他的真理概念一样，黑格尔的整体论同样具有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双重意义。

整体论与体系性不仅构成我们知识的一种属性，即关于现实性的理论或真实命题所拥有的组织形式；它们也属于现实性本身。上述引文（PhG, 28/14）中的“体系”、“主体”和“精神”等术语，同时也是对实体、对绝对者——即对本然的现实性——的表达。

此处的继承一部分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的，一部分是斯宾诺莎式的。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事物的概念仿佛包含着指引其展开的“密码”。这一密码本身并非物质性的东西，却“利用”质料来实现自身的个别实现。相比之下，对斯宾诺莎而言，每个事物都是力量的星丛，作为自足的世界过程（“实体”）的一部分，依照固定的（“被规定的”）模式发挥作用。黑格尔坚持斯宾诺莎的一元论，但并未在这一单一过程之“变式”的物质规定性与概念规定性之间保留相同的平行对应。[10] 对黑格尔而言，质料实际上仅仅是事物之形式或概念实现并显示自身的中介。诚然，单凭形式与质料的概念不足以支撑对数、广延、力、法则等关系的理解，而这些关系构成了例如我们物理自然概念的基础。并且，要对世界过程更复杂的维度（化学的、有机的、心灵的以及社会的过程）获得充分的理解，就需要对概念与其呈现的“中介”之间的关系作出更为精确的规定。《现象学》的正文确实对后一点有所阐明。

绝对者是实体、真理与体系这一想法，目前可以“翻译”如下：现实性是概念呈现的自因与自身根据（causa sui）的过程。这一诠释当然并未穷尽“主体”与“精神”的诸种规定。黑格尔从当时的主观性哲学——从康德、莱茵霍尔德、费希特与谢林那里——采纳了“主体”概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精神”概念属于“现代及其宗教”，即基督教（PhG, 28/14）。正如在他法兰克福时期的著作中便已能辨识出的那样，黑格尔在此利用从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中汲取的特征，扩展了当时的主体概念。

在《序言》的这些段落中，对黑格尔而言尤为重要的主体概念特征是其“自身生产”与其反思，其“自为存在”与其“对自身的知识”。在这一点上，他追随费希特，后者在自发性与反思的统一中看到了人类心灵所有官能的共同根基。费希特仅仅依靠人类心灵这两种“倾向”的“机制”，试图解释逻辑法则与知性范畴，它们共同使我们能够对经验的客体作出真实的判断。在此语境中，“反思”不仅是对思维活动、判断、意愿等行为的间接意向（intentio obliqua），而且指涉区分与并置的原初活动性。然而，对费希特与谢林而言，反思依然是一种限制与有限化的行为，是对原初统一的丧失——这一观点的对应人类学看法此前可以在卢梭那里找到。

黑格尔将《序言》的大量篇幅用于对将绝对者等同于这种毫无对立的同一性进行坚定不移的论辩。事实上，他明确地运用“精神”概念，以便将对立或“他异性”整合进自身生产的过程本身。黑格尔认为自己在基督教教条中找到了这一点的先例。他不仅将圣父、圣子与圣灵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性），而且将道成肉身与救赎都解释为变为他者并在他者中承认自身的过程。

然而，近代科学与哲学已将这些隐喻“翻译”为理论与概念：关于自然合法则性的知识，是理性在其“他异性”中——即在空间、时间、质量、力等结构中，所有这些结构本身都是合乎理性的——重新与自身相遇的事情。甚至历史本身也可以被理解为法则与意志之理性秩序的逐步展开。黑格尔认为康德的批判哲学仅仅以“主观”方式表达了对现实性之理性结构的这一洞见。之所以是“主观的”，是因为知识的客观性是由范畴与图式所担保的，而这些范畴与图式归根结底是我们自身主观性的特征，尽管对康德与费希特而言，在这些主观结构之外存在着一种“他异性”。《现象学》旨在表明，主观性概念与自在概念之间的这一区分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为了演证这一点，《现象学》必须对概念提供一种新的理解——黑格尔早在其耶拿逻辑学中就已发展了这种理解。概念本身是“似自我的”（selbstisch——字面意思是“自私的”）。也就是说，对其语义内容的阐明涉及在彼此部分预设（部分包含、部分排斥等）的不同概念之间的“逻辑”运动。这种阐明过程——该过程并非从外部强加给概念，而是铭刻在概念自身的含义与意义之中——本身就是一个概念“变为他者”并“变为自为”的过程。对黑格尔而言，唯有被构想为“自身运动、圆圈”（PhG, 37/20）的思维活动，才能被真正称作概念。黑格尔在《序言》中简称为“科学”的逻辑学，是纯粹思维活动之“要素”内部概念形成为一个体系的“自我组织”。这种概念运动既是我们在各门科学中所发现的东西，也是决定人类心灵与精神历史展开的东西——这正是《现象学》仍须演证的，从而“通过其转变的运动”，将“完满性与透明性”赋予概念自我呈现的“要素”（PhG, 29/14）。

由此将绝对者或本然的现实性理解为精神——即理解为对概念意义的阐明——对意识而言涉及一种“颠倒”。在此，黑格尔使用了一个后来被马克思用来反转针对他的形象：“科学”要求“自然意识”“倒立起来”（PhG, 30/15）。同前所述，在此自然意识被理解为假定意识与客体之间存在不可逾越之差别的“立场”。此类立场涉及所有可能的理论与实践态度，无论它们是实在论的、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的还是其他什么。依照黑格尔的看法，每一门科学、每一种道德以及每种文化的“集体自我理解”都涉及这样一种立场，并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设定这种差别。

要驳倒这种差别可能实际存在的观点，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当意识攀登通向精神立场的“阶梯”时，这种反驳必须对相关意识形态而言是理知的。其次，反驳本身必须以科学方式进行，因而展示出体系性的和由概念构架起来的形式。《现象学》既是准备，又是“体系的第一部分”（PhG, 31/15, 38/20）。就此而言，它拥有自己的“逻辑”——即其自身联结着论证与论证层级（阶段）的概念展开。“借以达到知识概念的道路，同样成为一种必然且完满的转变过程”（PhG, 38/20）。

但是，意识通向科学——即通向精神立场——的教化与培育（Bildung），绝不仅仅是一部哲学著作的任务。它是人类文化历史的结果。因为人类历史本身必须被理解为一个精神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概念相继在各种不同的要素（政治、文化、宗教等）中得到呈现与反思。黑格尔所构想的“体系的第一部分”，因此必须将人类的这一文化历史呈现为“科学”的生成过程。确实，对于准备精神的真正立场而言相关且必要的历史之“每个环节”，都必须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

就每一个这样的阶段都对整体及其结果（精神的“立场”）作出必然的贡献而言，这种生成展示出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目的性”。正是由于这种合目的性，黑格尔谈到了“世界精神”。但世界精神不应被理解为一个自觉参与贯彻或指引这一过程的主体。相反，世界精神是精神意识最初借以涌现的“目的论的”且内在合目的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世界精神是人类文化历史的趋向与结果：“对于绝对者人们必须说，它在本质上是一个结果，只有在终点它才是其真正所是的东西”（PhG, 24/11，黑格尔着重强调）。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历史是一个带有自觉结果的“看不见的手”的过程。黑格尔用来指称无意识地指引精神走向意识的这一过程的术语是“实体”或“精神实体”。因此，相对于个体的意识而言，它们各自时代的精神算作实体；而相对于时代本身而言，世界精神则算作实体。

尽管如此，把《现象学》整体读作一部历史哲学仍是一个错误——像格奥尔格·卢卡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者常常陷入这种倾向。[11] 黑格尔在呈现对所有意识形态的体系性反驳——或者简言之，对主客体区分的反驳——时所遵循的次序，并不总是与历史时代的时间先后次序相契合。

因此，例如古代伦理（道德、政治与宗教）是在精神一章的第一部分（VI A.）中讨论的，该部分出现在理性一章对近代科学和近代文化其他方面的讨论之后。这种次序安排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代伦理中，意识与现实性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更为彻底的整合——尤其是在个体的制度与公共生活的关系方面。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整合是“不成熟的”（且更容易达成），因为个体自由的某些方面尚未得到展开。黑格尔在《现象学》中安排各篇章的策略，是将各种文化的某些方面同意识与客体对立的主要形态关联起来。因此，严格意义上的“意识”指的是这样一种基本情意：客体才是本然现实且持存的东西，而对它的主观表象则是非本质的。这就是黑格尔详尽目录中冠于《现象学》前三章之上的标题“A. 意识”的意义所在。

相比之下，“自我意识”这一标题适用于主张自我意识、思维活动或主观性构成真正现实之物的所有论点版本。相应地，该标题可以涵盖古代或近代哲学、自然观以及实践态度的诸多方面。在各自的时代中，这些方面的每一个都很可能同一种确实在自我与客观性之间实现了某种统一形式的现实观相联系——例如在罗马法中通过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人格概念所实现的那样。但直到精神一章，黑格尔才去探究实际上支配特定时代的现实观。

那么在《现象学》中，纳入考察的世界历史方面，便是伴随着意识之对立的经验史。这一经验史既是意识经验的科学，又是“精神经验的体系”。因此，它必须从自我与客体对立的最直接形式开始。“直接的”意味着对立的任何一方无论在自身内部还是在与另一方的关系中都未被规定。体现这一形式的“感性确知”，仅涉及这样一种意识：人们所见、所闻、所感等东西独立于意识而“存在”或实存。但单单尝试在命题中阐述这种确知就遭致失败，因为此类命题无一例外都包含着“理论过剩”。相应地，“存在”、“客体”和“知识”的含义本身必须得到纠正与精炼。

借助此类在《导论》中更详尽阐明其方法的“经验”，黑格尔将人类历史中显性与隐性的哲学安排为对意识与存在之对立的一系列逐步扬弃。知识的这种展开，个体与社会实践的“背景本体论”的这种精炼，从而显示为认识主体的自我纠正活动性。正是通过这些纠正，“在意识中存在于自我与作为其客体的实体之间的不一致”或“知识与真理的分离”（PhG, 39/21）才得以克服。然而，在此限度内，当这一扬弃的次序显示为一条通往“精神”立场的合目的道路——即联结这一假定分离之双方的内在分化的统一——它也必须被理解为精神达到对其自身之意识的过程。

黑格尔追随卢梭，将这一过程既称作原初纯朴之物的“异化”，又称作向内在分化之统一体系的“复归”。但由于意识是这种对立的“立场”或“要素”，它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被克服，因为这一要素对于精神而言依然是不充分的。它不是精神的真理，而“仅仅是精神的显象”（PhG, 39及以下/22）。我们唯有在逻辑学中、从同一性的立场出发，以及再次在借助逻辑范畴体系性地展开的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中，才能遭遇“在真相形式之中的真相”。然而，这一作为结果的体系之部分内容，已经在《现象学》本身中得到了预示，尽管是从其作为通往真正科学体系之导论的特殊视角出发的。

因此，对黑格尔而言，“现象学”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是从“非真的”立场向哲学的真正立场的“上升”。另一方面，这些“非真的”立场同时是通向关于真理之意识的过程中的各阶段——这一过程的进程是由绝对体系的概念或环节所规定的。就此而言，该过程本身在黑格尔的意义上便是“科学”（PhG, 33/17）或“体系的第一部分”（PhG, 31/15, 38/20）。但这一过程依然仅仅导向真正的哲学立场，因为它包含着“自然”意识的自我审验与自我纠正——即建立在主体或（用现代术语说）“概念图式”与客体的对立之上的意识形式。尽管如此，既然一般的哲学知识都在于展开一个论题的“逻辑”，那么这种审验运动只需在概念层面上得到重构，便能体现出真正的哲学。这样一种重构究竟如何可能，以及它如何能够与自我审验的过程协同发生，黑格尔在《导论》中作出了阐明。

(b) 《导论》中“意识的经验”的方法

黑格尔在《导论》中展开了进一步的论辩，以便将他在《现象学》中的方法同批判认识论的盛行操作流程区别开来。然而，该文本很难被理解为同比如康德之间进行的严谨批判性交锋。将认识视为人们借以达到（“占有”）独立于心灵的真理（“绝对者”）的某种“工具”的“自然表象”，很难贴切把握康德关于知识的主观条件及其客体的理论。黑格尔所声称与第一种观念相联系的想法——即人们可以通过消除认识的所有视角扭曲来把握客体的自在体——也丝毫没有更切近康德。这种想法更有可能在“否定神学”的传统中找到——在黑格尔时代也许存在于晚期费希特那里，而黑格尔显然并未着眼于他。他更有可能想到的是雅可比，后者认为必须将对上帝的信仰直观与知性的一切概念隔绝开来。

然而，要领会《现象学》理念的核心所在，我们只需把握黑格尔对知识形式同其内容相分离之批判的基本要旨。康德批判哲学的认识论区分了三个极项：认识或知识（Erkenntnis）、现实性或“绝对者”，以及“我们”（即审验知识与现实性之间关系的哲学家）。这一三重区分只是被纯然预设，从未得到奠基。在真理中，“对‘绝对者’、‘认识’以及‘客观的’与‘主观的’等词语的使用，还有其含义被假定为众所熟知的无数其他词语的使用”，实际上都是未加说明的（PhG, 71/48）。当然，在此时，若断言反题也是同样缺乏理据的：即认识的形式并不作为工具、中介或扭曲的万花筒而与其内容相区分。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的目的，恰恰是通过一种完整的反面证明（ex negativo）来确立这后一种主张的合理性。

批判认识论的立场仿佛是“自然意识”的高度发达形式，它将“自在”之物与“为我们”之物之间的差别视为不可逾越的。在《导论》中，黑格尔也将这种意识形式称为“灵魂”。《现象学》是

灵魂穿行于自身构型［Gestaltungen］系列之中的道路，这些构型是灵魂依其自身本性所设置的驿站，以便它通过对自己的一场完整经验，认识到它自在所是的东西，从而将自身净化为精神。

(PhG, 72/49)

究竟是什么保证了这种经验的完满性，当然是现象学方法的核心问题之一。依照黑格尔的看法，自然意识的自我认识就在于怀疑与审验。《现象学》声称已经整合并激进化了怀疑论的方法，并由此克服了作为学说的怀疑论（参见上文第3页）。但怀疑论的方法并不是任意地怀疑这或怀疑那，正如黑格尔在“怀疑论”一节中指责晚期古代怀疑论所做的那样（参见下文第97—99页）。那正是当理论的有效性遭到怀疑时，理论自称所从事的那种孤立且特设的反思。相反，接受审验的一系列理论应当引发一种必然的进展。这是一种“自我完满的怀疑论”，因为对有效性要求的每次相继反驳，都会产生下一个有待反驳的要求，直到该过程最终在对自然意识的彻底反驳中达到顶点。[12]

源于这种怀疑论的“绝对知识”，既不是一种“超级理论”，也不是所有理论的不可能性，毋宁说是一种方法。并且，审验所针对的并不是关于特定客体（自然、法则、原因性等）的论点或理论，而是针对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论点，这些论点既关涉成为客体、知识、现实性或意识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关涉这些观念如何相互关联。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及的，这些本体论与认识论论点是由知识与行动、文化以及宗教的“富有内容的”立场（“形态”）所“蕴涵”的。

但是，为什么怀疑论式的审验与怀疑不是一种同样任意的方法？依照黑格尔的看法，它之所以不是任意的，恰恰是因为自我审验内在于人类对知识的主张本身。这种审验也不需要外部尺度，因为它包含着自己的尺度。“当意识在审验自身时，留给我们的”，即留给我们描绘这条道路的哲学家去做的，“仅仅是纯粹观看”（PhG, 77/54）。依照黑格尔的看法，怀疑论式的审验仅仅“建立在”客体与知识的区分之上。因为这种区分既意味着客体并未穷尽于对它的知识之中，又意味着我们应当产生知识与其客体的一致。将真理视为知识与客体的符合（adequatio）的传统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知性而言是自然的——或者正如黑格尔所概括的，对意识而言是自然的。适应的方向也并不必然总是涉及使我们的知识迎合客体。有神论的或观念论的立场将“尺度”安置在上帝的心灵中、理念中或主体中，并相应地将真理理解为物与知性的符合（adequatio rei ad intellectum）。此类立场在《现象学》的许多地方都有出现。

然而，传统的真理与知识理论所未曾意识到的是这一事实：作出这种调整不仅涉及改变知识，而且涉及改变知识理应遵从的尺度本身。意识的立场不仅蕴涵着自我与客体本身的差别；它们也涉及对客体与理智之“本质”的特定构想。客体被假定为某种持存的东西，某种独立于我们对它的知识的东西，某种处于一切更替之下的东西，等等。因此，当知识未能满足契合的要求时，便会随之发生“范式转换”——这种转换甚至会波及契合尺度本身。根本不同的知识要求不同的本体论。我们对现实性的看法改变了。最终，我们开始不仅承认个别的事物为真实的，而且承认过程、力量的星丛等为真实的。用当代的术语来表达：即《现象学》将范式转换、或科学、道德等领域中基础危机的后果作为了主题。

然而，此类转换在此并不被理解为随机的，而毋宁被理解为必然的后果。[13] 对客体的新构想理应包含对旧范式在知识内部关于知识自身与其预设尺度（本然的现实性）之间不可弥合之区分的（唯有的一种）解决方案。对黑格尔而言，严格说来，这些区分是矛盾，因为它们可以追溯到相互排斥的概念。而单单由于这一原因，黑格尔才能够将意识的经验称为一种“辩证运动”（PhG, 78/55）。黑格尔那里的“辩证法”始终意味着矛盾的展开与扬弃。然而，除了“废止”之外，“扬弃”始终带有“保存”的含义。由此产生的概念或命题理应包含被消解、被扬弃的矛盾之双方。诚然，黑格尔并不是在《导论》中、而是在正文本身中（参见 PhG, 105及以下/77及以下）指出意识在每个相继层级上都注定要失败，因为其对客体的构想隐蔽地包含着互不相容的概念。

然而，忙于自我审验的意识对于正在发生的概念辩证法完全一无所知。因此，意识同样没有意识到新尺度在多大程度上与旧尺度相联系，新形态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意识的反转”。但这正是《现象学》中“经验”的本然含义（PhG, 78/55）。黑格尔在《导论》中对经验所作的刻画（PhG, 78—81/55—57）并不是非常清晰。要点在于，旧客体（自在体）的“为意识的存在”成为了意识的新客体。这无疑意味着知识的自我纠正要求对作为基础的“本体论”（“客体”）作出改变，而这些改变随后引向对现实性的新表象，该表象既包含旧构想的环节，又包含被改变的构想的环节。在此限度上，客体是一种综合、一种结果、一种“特定的否定”。因此，例如，关于自然的动态构想或整体论的真理概念，可以通过将属于旧构想的特征（心灵独立性、持存性、主体间权威、可证实性等）同知识的环节（运动法则、证实条件）联结起来而产生。然而，作为审验者的意识并不清楚新客体是从“旧”本体论和实际知识的环节中产生的“辩证”综合；这种意识毋宁是作为观察者的哲学家的“贡献”。[14]

只有在真正存在矛盾命题或概念之综合的地方，“辩证法”一词才适用。但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在各种“基础危机”与“范式转换”中存在这样一种综合是很难得到证明的。黑格尔实际上将另一项“贡献”归于哲学家。因为正是哲学家给每一个新的“客体构想”（每一个新范式或本体论）贴上标签。《现象学》绝不仅仅遵循科学史或文化史。毋宁说，正是哲学家指出了在何处可以找到当前接受怀疑论审验的无论哪种意识形态的“特定的否定”——即正是哲学家指出了在何种科学、哲学、宗教、道德等之中可以找到这种“特定的否定”。但哲学家并不是凭空捏造这些新形态：它们在历史进程中已经显示了自身。尽管如此，哲学家确实将它们提升到了意识层面，或者将它们从它们可能深陷其中的更为复杂的构想中分析性地剥离出来（例如通过理清法国启蒙运动所涉及的主观性理解）。形态相继更替的必然性，无论从当代科学“革命者”的角度，还是从历史学家的回顾视角来看，都不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件系列就其本身而言带有无数偶然事件的印记。在此限度上，黑格尔会部分赞同任意范式转换的理论家。

一种必然的次序唯有由于哲学家才得以浮现，对于哲学家而言，时间上相异（且并不总是相继发生）的“客体构想”通过一场辩证运动联系在一起，而这场运动归根结底源自作为基础的概念之间的“语义关系”。当意识经历哲学家的演证历程时——即当意识“在经验中被把握”时——它必须理解该操作流程的不可避免性，尽管它对概念的逻辑缺乏真正的熟知，而“科学”最初正是通过这种逻辑展开自身的。现象学方法最显而易见的困难之一便在于此。

如同次序本身一样，这种审验中各个特定环节的呈现也并非纯然描述性的。黑格尔并不是简单重述各个相应立场的代表人物——柏拉图或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牛顿或莱布尼茨，卢梭或罗伯斯庇尔——的反思。在一个时代或一系列时代中的科学、法律制度或宗教中所发现的不一致、纠正、矛盾与“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哲学家“预先制就的”，即简化与理想化了的。（不妨想想在无数文化与时代中都能找到的主奴关系。）这种理想化的插入偶尔采取苏格拉底式对话的形式，在其中，人们首先将直接的、未反思的“确知”为了维护其现实性与知识构想而必须提出的论点“塞进其口中”。因此，在《现象学》中起作用的哲学“贡献”，远比黑格尔在《导论》中明确（expressis verbis）承认的要多得多。

当然，今天的读者拥有一项1807年的读者所缺乏的“阐释辅助”，即黑格尔后来的《逻辑科学》。但《逻辑学》在1807年的发展状况并不明确。尽管许多当代阐释者认为黑格尔在1805—1806年的《精神哲学》中的一条简短评论切中了《现象学》的核心，但事实仍然是它仅仅提供了一个非常粗略的构架。[15] 并且即使在后来的体系中（我们对其逻辑基础了解得相当精确），将逻辑概念同实在哲学（即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的内容相关联，依然是阐释者所面临的最困难问题之一。

(c) 《精神现象学》的结构组织

就《现象学》的组织结构而言，黑格尔自己在编辑过程的最后阶段为该书提供了一份新目录，从而造成了旷日持久的困惑。目录中的划分（用字母标明）在正文本身中是找不到的，正文中的八个主要章节仅仅用罗马数字冠名（参见 PhG, 597/xxxiii—xxxv）。然而在当代版本中，数字划分与字母划分都印在目录中，并且常常也印在正文本身中。

根据黑格尔致谢林的一封信，我们不得而知这两种不同的目录是否与困扰《现象学》最后工作阶段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著作撰写本身”的“令人遗憾的混乱”有关。[16] 许多阐释者试图根据后来添加的第二份目录来探明构思撰写上的变化。[17] 但这类论证思路部分依赖于对文本的任意阐释，而且无论如何都几乎是无法证实的。人们甚至可以论证这两种划分是完全契合一致的。[18]

即便如此，该书的字母划分仍包含若干奇特之处，特别是从黑格尔体系早在耶拿时期就已确立并在此后一直保留的形态来看。

从表面上看，令人费解的是，在“(A) 意识”与“(B) 自我意识”之后，紧接着的(C)没有主标题，而是带有四个副标题——即“(AA) 理性”、“(BB) 精神”、“(CC) 宗教”与“(DD) 绝对知识”。

(C)本身的内部组织同样引人注目，尤其是它对精神哲学某些部分的分配。鉴于耶拿体系的发展以及黑格尔后来在《全面教学纲要》中所呈现的体系，人们更容易把“(BB) 精神”中的段落同后来客观精神的形式（伦理、法律、道德）联系起来，并把来自“(CC) 宗教”与“(DD) 绝对知识”部分的段落同绝对精神（艺术、宗教、哲学）联系起来。事实上，这种划分在晚期耶拿著作中便已清晰可见（参见上文第44页）。主观精神的内容在开篇诸章中（按照第一份目录为I—IV）是从现象学视角——即在各种本体论的“旗帜”下——来处理的。然而，这一编号体系赋予了“(A) 意识”一章前三节显著的首要地位，而它们在实际的思想脉络中显然并不享有这种地位。确实，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中组织《现象学》的节略版时，完全抛弃了这种做法。[19] 在列举关键的“意识的反转”时，人们无疑必须着重强调意识、自我意识、理性与精神这些阶段。

黑格尔在“(A) 意识”中汇聚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即“感性确知”、“知觉”与“力与知性”），都基于这样一个假定：知识理应迎合的本然现实性位于“客体一边”。实在之物必须是某种持存的东西，某种独立于主观印象、知觉、命题等的东西。相比之下，“自我意识”一章中所讨论的理论与实践立场，将真正的实在之物安置在主体之中——无论是在充满欲望的自我或要求承认的自我中，在怀疑或在思维活动中，在人类自我或在神圣自我中。与主体相区别的一切事物，唯有作为主观造诣的客体或产物，才具有实在性与意义。相反，在“理性”标题下，黑格尔审验了主张主观造诣用于“构成”独立现实性的立场，唯有在这一独立现实性内部，这些造诣自身才能最终获得客观形式。随着《现象学》的推进，将自己的客体与对应物认识为自身的自我客观化，并由此在各自的他者中“重新找回自身”，日益成为精神形态的特征。通过在“精神”一章中对文化与道德发展的哲学把握，以及在“宗教”一章中对宗教历史的哲学把握，自然、历史与社会的现实性最终作为“概念秩序”的显示与反思而被阐明为是理知的。达到了这种理解并相应调整自身行动的个体，由此既实现了他自身的本质，也实现了他所理解的精神的本质。

像本书这样的导论不可能对每一个别章节中的每一种思想脉络都提供评述。然而，对于全面的概览而言，不削减《现象学》中丰富的视角同样重要。诚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视角从属于黑格尔起指引作用的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但黑格尔同样关切提出关于社会、道德、历史与宗教的哲学主张。正如我们所见，黑格尔从《差异论文》开始的哲学纲领，致力于克服不仅困扰哲学、而且困扰他所处时代文化之中的二元论与二分法。我们在下文中的目的将是阐明他在《现象学》中贯彻这一纲领的三个方面：即意识如何克服知识与客体、个体与社会现实性、以及真理与历史的二分法。

[1]: 参见 AA 9, 457：“totam philosophiam scientiam, i. e. philosophiam speculativam, (logicam et metaphysicam) naturae et mentis, ex libro per aestatem prodituro”，大致翻译为“哲学的全部科学，即思辨哲学的科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自然与心灵［的哲学］，依据将于夏季出版的一部著作”。 ↩



[2]: 邦齐彭（Bonsiepen）认为，迟至1806年春，黑格尔仍想以逻辑学作为第二部分来补充其体系已出版的第一部分，但他“最迟在1806年8月”改变了计划（PhG (1988), xxi）。 ↩



[3]: 关于《现象学》的印刷史，参见邦齐彭在 PhG (1988), xvii及以下，以及他在 PhG (1988), 594及以下中的编者说明。 ↩



[4]: 《现象学》的引文缩写为 PhG，并依次提供德文版与英文版的页码，二者用斜杠分隔。德文版是《理论著作版》（Theorie Werkausgabe）的第三卷（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6）。英文版是A. V. 米勒翻译的《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iri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译文尽可能遵循米勒的翻译，但偶尔有所修改，常以特里·平卡德新的未出版译本为指引。关于《现象学》引文的说明，参见上文第3页注释7。 ↩



[5]: 邦齐彭不仅提到了朗伯特，而且提到了歌德在其1798年文章《经验与科学》（“Erfahrung und Wissenschaft”）中的现象概念。 ↩



[6]: 参见邦齐彭在 PhG (1988), xvi；亦参见西普，《黑格尔对费希特的批判》（Hegels Fichtekritik）。 ↩



[7]: 参见杜辛，“黑格尔的‘现象学’”（“Hegels ‘Phänomenologie’”）。 ↩



[8]: 参见 AA 9, 448。 ↩



[9]: 关于黑格尔的真理概念，参见哈尔比希，“黑格尔的真理概念是历史性的吗？”（“Ist Hegels Wahrheitsbegriff geschichtlich?”）。 ↩



[10]: 关于黑格尔对斯宾诺莎的接受，亦参见基耶雷金，《影响》（L’influenza）。 ↩



[11]: 参见卢卡奇，《青年黑格尔》，552及以下/433及以下。同其他引文一样，第一个页码指德文版，第二个页码指罗德尼·利文斯通翻译的英文版。参见参考文献。 ↩



[12]: 黑格尔在此可能指的是费希特在其1799年的《向公众呼吁》（Appellation an das Publikum）中关于“自我理解且自我贯彻的怀疑论”的概念（参见 Röhr, Appellation, 100）。 ↩



[13]: 这构成了黑格尔同现代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范式转换”理论的主要区别（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



[14]: 参见 PhG, 79/55。关于《现象学》的操作流程，亦参见富尔达《黑格尔》（Hegel）第78页中清晰而简练的呈现。 ↩



[15]: 参见 JSE 111, 286/181，如上文第43及以下所引。关于《逻辑学》同《现象学》的关系，亦参见富尔达，“论逻辑学”（“Zur Logik”），以及珀格勒，“结构”（“Die Komposition”）。亦参见科勒与珀格勒，《黑格尔》（Hegel）中的导论，第4及以下、23与25页。舍尔在其《分析性评注》（Analytischer Kommentar）中也援引了黑格尔《逻辑学》的一般规定（自在存在、自为存在、推论的思辨学说等），但并未将这一逻辑构架与黑格尔《逻辑学》的某一特定版本等同起来。 ↩



[16]: 黑格尔，1807年5月1日（Briefe 1, 159–162/Letters, 79–80），161及以下/79。关于黑格尔与其出版商之间的问题，参见邦齐彭为韦塞尔斯/克莱尔蒙版《现象学》（1988年）所作的导论，xxi及以下。关于印刷史对著作撰写与划分可能产生的影响，亦参见科勒与珀格勒，《黑格尔》（Hegel）中的导论，第22及以下。 ↩



[17]: 这些尝试中最激进的（同样依赖于对《逻辑学》的一种新解读），是施密茨在其《黑格尔的逻辑学》（Hegels Logik）第278页及以下中所作的尝试。 ↩



[18]: 正如J. 斯图尔特近期在其“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建筑术”（“The Architectonic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第447页及以下中所令人赞叹地有力论证的那样。 ↩



[19]: 关于纽伦堡时期（1808—1816年）《现象学》向《全面教学纲要》中精神学说之一部分的转变，参见拉梅尔，“产生”（“Die Entstehung”）。 ↩



6. 《精神现象学》的进程

在本书中，我的目标是打破若干二分法似乎对哲学家和门外汉的思维活动所施加的束缚。在这些二分法中，首要的就是关于真理与理性的客观观点与主观观点之间的二分。

这些并非黑格尔的原话。相反，它们出自希拉里·普特南为其著作《理性、真理与历史》所撰写的开篇。然而，尽管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存在差异，这些语句却完全可以用来表达黑格尔的哲学纲领。因为《现象学》的核心论题，正是通过“自然意识”自身的“经验”，将恰恰以各种二分法为特征的自然意识提升至“同一性知识”的立场。在下文中，我们将简要勾勒在《现象学》复杂而晦涩的论证进程中，这些最重要的二分法是如何被克服的。

A. 意识

I. 感性确定性；或“这一个”与意谓

黑格尔在开启《现象学》时，并未给出知识的定义——例如按照当代典型方式定义为“得到证成的真信念”。[1]相反，他是从“直接的”知识开端的。他这样做的理由——暂且搁置“直接”一词本身所包含的词源学线索（“最初的”、“未受修改的”等）——显然是一个人应当从一个尽可能少做概念和理论预设的立场开端。因此，人们可以将黑格尔视为试图从与他最终所赞同立场的极端对立面开端。[2]

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也是在遵循笛卡尔式的方法，即通过对感性提出怀疑来开端。然而对黑格尔而言，问题不在于我们感官的可靠性，而在于某种知识理论。人们可以说，“感性确定性”的立场可以说是一个“距哲学最遥远”的立场，并且在这一意义上也是“最自然”的立场。尽管如此，它首先作为关于真正知识的一种概念而受到探讨与辩护。按照这种概念，我们是通过感性直观直接把握实在，而不是通过概念或判断来把握——概念或判断反而会扭曲实在。雅可比在为感性直观对客体实在性所怀有的“信仰”进行辩护时，就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论点。而黑格尔早在其耶拿时期的论文《信仰与知识》中就已经批判性地瞄准了这一观点。甚至在他后来于《全面教学纲要》中对思辨思维活动的导论里——即取代了《现象学》位置的“思维活动对客观性的三种态度”——黑格尔也将感性确定性探讨为思维活动与实在之间第三种但也最直接的关系。[3]

感性确定性为自身所要求的是对客体的一种“丰富”知识，这种知识尚未被抽象所缩略。它的目标是捕捉客体的“自在”，而不进行任何解释、比较、概念化等。因此，唯有个体的人（“我”）能够享有这种知识——即仅仅对一个客体断言“是”（在“存在”的意义上）这一谓词，[4]并附加空间和时间的标示，或许还附加一个名称：“这里的这一个是树。”此处的时空词项起着指示词或直陈词的作用

（这里，现在）。但做出这一断言的人（“意识”）并未给出任何特征界定、描述或语境指示（即关于说话者、其位置等的信息）。在当代分析语言哲学中，这种与语境无关的表达通常被称为指示词或直陈词。然而，黑格尔并未区分这些表达的不同类型（反身指示词、准指示词等）。[5]

人们可以在黑格尔对感性确定性经验的呈现中区分出四个环节：


	(1) 这一意识形态的最初意向：即一个独立于意识的单一却持存的客体。对这样一个客体的知识将是未被缩略的（“丰富的”），然而同时也是确知的。

	(2) 通过“我、这一个、这里、现在、是”这些词项以及附加名称所表达出的意识的实际内容。然而，这一内容乃是某种普遍的东西，因为指示词是普遍的表达，其指称对象能够不断变化（因为这些表达依赖于语境）。

	(3) 由于环节(1)与环节(2)并不相互契合，环节(3)便包含了一个具有数个阶段的校正。首先，有一种尝试，试图将持存的、个别的要素轮流定位在客体一方，继而定位在主体（“我”）一方。最后，指明或指示的动作本身被解释为实现了感性确定性的意向。然而，这一运动所捕获的并不是一个个别的“这一个”，而是一个被细分的感性连续体。[6]

	(4) 这一校正“反冲”指向的新“客体”，即下一意识形态的新意向或客体观念：作为具有各种各样可变属性的时空连续体的事物。因此，事物可以说是表象了指明与指示运动本身的客观化。就此而言，感性确定性前一校正层面的“为我们”，现在成了新客体的自在体。因此至少在这一节中，人们确实能够辨识出《导论》中所表达的方法论原则。



但是本章所提出的主张究竟是什么？黑格尔是试图表明不存在任何个别之物，抑或至少表明我们在断言中无法指称任何个别之物吗？他的一些表述确实提示了类似的意思：“既然普遍者是感性确定性的真理，而语言只表达这种真理，那么我们要把我们所意谓的感性存在说出来或用言词表达出来，就是完全不可能的”（PhG, 85/60）。[7]或者：“客体与我是普遍者”（PhG, 87/62）。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使用语言来指称个体或个别客体。它毋宁首先意味着，语言表达总是超出任何给定的个别客体。其次，它意味着感性确定性所局限的语言中介不足以获得任何知识（即使按照感性确定性对知识的理解也是如此）。就其自在体而言，指示性表达（“这里”、“现在”、“我”）、存在谓词以及类名[8]都是“普遍的”，即对它们所适用或指称的事物是漠不相关的。黑格尔无需争议人们能够通过结合使用指示性表达、特征界定和时空标示来成功指称个别客体。[9]他也不可能令人信服地对此提出争议，因为那将否定作为经验科学核心并为其自身的自然哲学所预设的观察句。但是黑格尔会论证说，描述（“某种特定类型的树”）和时空标示的使用已经预设了一个概念图式，该图式远远超出了这一个我对那个客体的单纯指称。许多当代哲学家在这一点上都会赞同他——尤其是彼得·斯特劳森，他本人就曾假定并分析了这样一个概念图式。[10]

黑格尔通过三个“经验”步骤表明，感性确定性有限的语言中介将其意向颠倒了过来。首先，他揭示了用于挑出客体的那些表达的普遍性。它们恰恰根本不包含客体的感性“丰富性”，反而适用于任何事物与一切事物。任何事物都可以是在这里和在现在。[11]因此，第一次校正重新定位了感性确定性的本质要素，将其从意向客体中移开，并放置在进行感受的主体之中。然而，这一主体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普遍谓词的个别事物，仅仅是由“我”来指示的，而“我”同样也是每一个可能的说话者都可以用来指示其自身的词项。它的识别功能恰恰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其在特定情境中的使用。感性确定性的最终求助手段是“直接性论点”——对感性的、个别的某物进行非语言的指示（“指明”）：通过单纯的指点对客体进行整体的、哪怕是瞬间的指称，被认为应当同时在客体的具体性与本质性中把握客体。

然而这一尝试也失败了。指点无法捕捉任何持存的东西，无法捕捉任何独立于指点行为而持存的东西。它只能指示一个时空位置，但人们却不知道所“意谓”的究竟是一个点、一个面等等。即使这作为我们所能做出的对客体最具体的指称，也依然属于一个时空连续体——黑格尔称之为“感性的普遍者”。指点是一种“表达‘现在’在真理中是什么的运动，即一个结果，或者聚集在一起的诸多‘现在’；而指出则是‘现在’乃是一个普遍者的经验”（PhG, 89/64）。

由此产生的新客体概念，乃是由空间和时间点构成的“杂多”（Vielheit）——一个以各种“感性”谓词为特征的时空延展的“某物”。对黑格尔来说，这就是“事物本体论”；也就是说，实在由具有感性可知觉属性的事物所构成的观点。正如我们所讨论的指示词一样，事物也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感性内容。

[1]: 关于知识与认识论的当代讨论的更多内容，参见 Bierl, Analytische Philosophie der Erkenntnis。 ↩



[2]: 参见 Pippin, Hegel's Idealism, 116。 ↩



[3]: 法尔克在其《被概念把握的历史》（Begriffne Geschichte，71页及以下）中正确地强调了雅可比与本章的相关性。关于黑格尔在《逻辑科学》中对雅可比的批判，参见哈尔比希的学位论文《客观思维》（Objektives Denken，279–324页）。然而，断言黑格尔在此可能着眼于雅可比，并不应被理解为暗示这里不存在其他主张感性直观对知识的客观指称具有首要地位的提倡者，黑格尔在此也可能对他们提出了批判。格雷泽的“Hegels Porträt”令人信服地考证了针对伊壁鸠鲁（40页）和亚里士多德（44页）的指涉。关于本节的古代文献渊源，亦参见杜辛，“Die Bedeutung”。 ↩



[4]: 这一推论——即仅仅通过直接的感性直观所获得的知识，除其客体的存在或实存之外无法断言任何更多东西——乃是黑格尔在其对雅可比的批判中反复强调的事情。 ↩



[5]: 参见 Castañeda, “Indicators and Quasi-Indicators”。格雷泽在“Hegels Porträt”中透彻地阐明了《精神现象学》这一节与当代“分析”哲学讨论的相关性。凯特纳（Kettner）在 Hegels “sinnliche Gewißheit” 中对该论证做出了“话语分析式的”评判。 ↩



[6]: 一个“诸多‘这里’的单纯杂多”，90/64。 ↩



[7]: 引文中所有的斜体，除另有说明外，皆为黑格尔的强调。 ↩



[8]: 当代意义上的专名——即确定个体的严格指称词——在此尚未发挥作用。这里涉及的“名称”毋宁是关于类的名称——诸如“白桦树”或“国家”这样的名称。或许黑格尔关于仅在“感性确定性”基础上不可能实现成功的指示指称的论证，也是为了表明在这一基础上不可能有任何个别指称（更不用说通过专名进行的指称了）。 ↩



[9]: 参见 de Vries, Hegel's Theory of Mental Activity, 92。 ↩



[10]: Strawson, Individuals。 ↩



[11]: 关于黑格尔对指示表达奇特的名词化（“现在”、“这里”），参见 Graeser, “Hegels Porträt”。按照格雷泽的看法，黑格尔在此暗示，一个试图抛开复杂时空关系的立场“必然会将诸如‘这一个’、‘这里’、‘现在’等表达名词化，并且［必须］将它们解释为有实在实在片段作为指称与之契合的‘专名’”（“Hegels Porträt”, 40）。关于这一点，亦参见 Pippin, Hegel's Idealism, 116 及以下。 ↩



II. 知觉；或事物与错觉

关于这一新本体论的经验，乃是《精神现象学》第二章的论题。然而，这一经验本身被“哲学家”就构成该经验的核心概念所做的一系列导论性反思（PhG, 93–97/67–70）以及末尾处的回顾性评注（PhG, 103–107/75–79）所框定。

实际的经验本身仅占该章极小的一部分。它致力于批判关于我们对世界的自然观念的原子论观点。原子论者试图由物质事物来“建构”世界，而就物质事物本身而言，则是以可知觉的物质属性为其特征的。在此探讨的问题自柏拉图（至少是自其晚期对话中关于一与多的辩证法）以来就一直是哲学反思的一个标准主题，并一直延续到十七和十八世纪关于亚里士多德式实体概念的哲学与科学争论中。黑格尔似乎主要是着眼于后者的争论——特别是洛克与休谟的立场。[12]这是通往像黑格尔那样的整体论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的“概念实在论”观点之路上的重要一步。这也是其他若干哲学论著中所尝试迈出的一步，例如卡西尔的“现象学”认识论。[13]

“知觉”的立场立足于这样一种假定之上，即事物是由其属性所个体化的：由其形状、颜色、气味等所个体化。这就是这朵特殊的玫瑰如何将自身与其他玫瑰、甚至与所有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方式。此外，事物乃是属性的杂多或多样性的统一。这朵玫瑰并不仅仅消解为它的红色、它的芬芳气味等等。在某种意义上，事物最终独立于其属性的更替。一朵玫瑰可以盛开和凋谢，而不会不再是一朵玫瑰。因此，成为一件事物的本质，就是作为属性的不变承担者。

黑格尔现在试图表明，事物的个体性、统一性与杂多性无法在单一的认识活动中连贯地结合起来。而纠正这种不连贯性的尝试，又催生了关于客体与客体性的另一种观念。

在这一点上，意识不再由对客体的显著感性关系的直接确知所构成。它也不等同于认为实在直接在直接直观中被给予的理论。因为这一新立场在从其先前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之后，现在已经知道意识本身能够对客体产生错误的把握。黑格尔将此称为“关于错觉之可能性的意识”（PhG, 97/70）。这种“错觉”的含义并不局限于感觉错觉，而是普遍指对主体关于客体本质的把握与该本质自身之间的不一致的意识。因此，知觉的经验史是一个持续而细致的校正过程，其目的在于确认事物的实体性、单纯的“自我同一性”，并从而确认事物的规定性（个体化）。单纯的统一、排斥他者的个体性以及杂多性，首先被归于事物，继而归于其属性，然后又归于感知意识本身。然而仅有这些就位，知觉就只是“被推来推去”（PhG, 105/77），而在其知识与其客体性尺度之间未能建立起任何契合。

如果事物本身仅仅是其属性之间统一的根据，以及它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根据，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缺乏一切属性的不可捉摸的实体。然而，如果将其属性视为构成它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根据，那么这些属性不仅必须相互区别（红并非圆），而且作为这一自我同一事物的属性，它们还必须具有某种共同之处。此外，它们还必须在内在层面上能够与别的事物的类似属性区别开来（这朵玫瑰的红相对于任何其他事物的红）。显而易见，符合这些尺度的物质属性本身就是独立的实体、个体化的“质料”或要素（类似气味微粒、颜色微粒等）。[14]事物因此被缩减为纯粹的中介；它不再是一个自立的实体。

但是，即使试图将属性之间的差别归结于知觉意识本身——声称事物的统一可以说是被感官的杂多所“碎片化”——也会导致同样的问题。因为这再次剥夺了事物自身的一切属性。如此一来，它就无法与任何其他事物区别开来。

最后的校正尝试涉及在事物的心之深处设定一种区分——在其显象与其自在（An sich）之间的区分。事物的显象包括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以及它的非本质属性，或如十七世纪认识论（例如约翰·洛克）所称的“第二性质”。相反，就其自在而言，事物乃是一个单纯的统一：“唯当它不处于这种同他者的关系中时，它才是一件事物，或者一个自为存在的一”（PhG, 103/75）。但这使得事物的个体性变得不可知。作为一个特殊物，它在本质上处于同他者的关系之中。甚至第一性质也预设了一个时空框架以及力的相互作用，在其中，个别事物唯有相对于他者才能被规定。

这种原子论的事物本体论也不能通过区分内在与外在、自在与显象而得到拯救。借用黑格尔的比喻，“事物恰恰被构成其本质与自为存在的规定性所摧毁”（PhG, 103/76）。由于黑格尔将用于区分或排除他者的任何关系都理解为一种“否认”的形式，因此割断与他者之一切关系的个别事物便构成了“一种仅与自身相关的否认”（同上）。但这样一种否认只能否认自身；它是“对自身的扬弃”（同上）。

黑格尔还用更简明的词句概括了事物本体论的不连贯性。客体“应当［具有］一个本质属性，该属性构成其单纯的自为存在”（PhG, 103/76）。现在，这一单纯的自为存在并不带有任何对立的印记。然而客体却仍应当是个体化的并同他者区别开来的。“这种‘区别’应当是必然的，但却不应当构成其本质的规定性”这一想法，对黑格尔而言乃是“仅在字面上的区别；某种非本质的东西，同时又应当是必然的，这就取消了其自身［hebt sich selbst auf，亦即扬弃了其自身］”（PhG, 104/76）。

黑格尔在第104/76页前后引入的哲学反思线索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旨在表明，唯有通过意识的经验（从感性确定性到知觉），才能实现对（知觉）知性概念之普遍性的理解。另一方面，它提示出，恰恰是知性对区分和“固化”对立规定的坚持——即某种“思维活动原子论”——构成了与事物原子论相关的问题和矛盾的根源。

事物本体论依然受到感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对立的塑造。关于直接、自立的个别物的表象，仍然反映了感性确定性的直接性；而属性的普遍性与关系性，则反映了语言表达与时空连续体的普遍性（参见前文，第76页）。然而，甚至这些瓦解事物之统一的规定，也被意识视为准感性的——视为物质世界的某种从属属性。知觉“妄想它始终是在与完全实体性的质料与内容打交道”（106/78）。唯当我们不再将单纯却又特殊之物理解为物质事物，而转而开始将其视为规定性的思维活动时，我们才抵达了知性概念的非感性普遍性。

黑格尔在本章中所批判的那些哲学，当然意识到了这些知性概念，但它们却是以一种“原子论”的方式来使用它们的。它们试图严格区分与他者的关系与“自为存在”、本质之物与非本质之物、显象与自在体。当人们在试图解释世界时运用这些概念并开始将其应用于事物时，就会使自己陷入柏拉图在其晚期对话中所呈现的那种“辩证法”（尽管那是作为纯粹概念或“理念”的辩证法）。人们试图将各个方面（“在……范围内”，104/76）与各种规定分离开来，而若要避免矛盾，这些方面与规定唯有在整体性体系内部才能被共同理解：“但是这些抽象的本性本身，使它们自在自为地［an und für sich］结合在一起。正是‘常人知性’成了这些抽象的猎物，这些抽象在其旋转的圆圈中把常人知性转得团团转”（PhG, 107/79）。

然而，《精神现象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目标，乃是表明实在的现实本性乃是这些概念的一个网络。《精神现象学》的下一阶段确实借助知性中介展开对实在的解释，但有待解释的客体仍然被表象为某种处于意识之外的东西。它仍然是某种同样具有感性显示的东西：一种力的物质游戏。

[12]: 在其“Vom Skeptizismus”与《黑格尔、休谟与同一性》（Hegel, Hume und die Identität）中，K. R. 韦斯特法尔提出了强有力的论据，认为休谟是黑格尔讨论的主要目标，而哈格纳（“Die Wahrnehmung”）在这一点上也遵从了他的看法。但这绝不应被理解为暗示黑格尔没有同时着眼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和康德所阐述的讨论与立场（参见 M. E. Westphal, “Hegels Phänomenologie”; 以及 Fink, Hegel）。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只是将这些立场“激进化”了，而这些立场本身就已经对关于事物或实体的统一的庸常知性持批判态度。 ↩



[13]: 参见 Cassirer,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olume 3。 ↩



[14]: 黑格尔对“质料”概念的使用借鉴自当时的科学理论，这些理论认为事物的所有属性都应当被视为渗透进相应孔隙的某种物质。参见《全面教学纲要》，§130。黑格尔在此可能特别着眼于约翰·道尔顿，他在耶拿时期的《自然哲学》中就已讨论过道尔顿（参见 JSE 111, 65，尚未英译）。关于道尔顿本人，参见《精神现象学》（1988年版）的编者注，第580页。 ↩



III. 力与知性，现象与超感官世界

“力与知性”既是《精神现象学》中最复杂的章节之一，也是克服知识与客体之间分离的最重要章节之一。因为正是在这里，黑格尔试图证明概念与物质实体之间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意识的经验导向了这样一种洞见：即使我们断言构成事物之存在本身的要素，其自身也具有主观性的结构。

黑格尔在这一章中再次用部分篇幅探讨了十七和十八世纪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可以在其中辨识出洛克、牛顿、莱布尼茨、康德以及浪漫派自然哲学家的立场。核心议题是“力”与“法则”的概念，以及现象的“世界”与法则的“王国”（Reich）之间的区分。所讨论的立场并不是将实在理解为事物的聚集，而是理解为受法则支配的力的游戏。黑格尔将这一观念解释为试图解决困扰事物本体论之悖论的一种努力。“力”旨在将前一节无法结合的事物性的两个方面在自身中联结起来：一方面，事物作为“反思入自身的一”的地位——即它作为自我个体化的单纯实体的地位；另一方面，它作为“诸多持存质料的普遍中介”（PhG, 109/81）的作用。

黑格尔最初令人费解地决定将事物的质料或物质属性视为力的表现，一旦人们回想起洛克也曾将属性解释为实体的力，就变得更容易理解了。莱布尼茨在自然的这种动态化方面众所周知走得更远，他声称事物的“实体形式”就是力。莱布尼茨写道：仅在质料中，或在仅仅受动的东西中，要找到真正统一的原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其中一切都只是趋向无限的部分的集合或聚集……于是我发现，它们［即实体形式］的本性在于力，并且由此推导出某种类似于感受和欲求的东西，从而我们必须按照我们关于灵魂的概念的模型来设想它们。[15]

即使是与莱布尼茨相对立、坚持主体自发性与机械物质自然之间区分的康德，也同样将物质身体构想为力的平衡——即引力与排斥力的均衡。谢林随后试图通过表明构成物质的力既是意识基本活动性的雏形形式又是其自我客观化，来将莱布尼茨与牛顿联结起来，而费希特此前就曾援引这种意识活动性来解释主观性：[16]即意识无限的自发活动性及其反思性的、自我限制的活动性。

人们可以将这一章划分为意识经验史中的三个主要阶段：


	(a) 第一阶段（PhG, 109–116/81–86）涉及关于力的概念与现实性的经验。力的概念包含内部或内在之物（力的“自在”）与力的外在表现之间的关系。然而，除非人们设定相互触发并更替其规定的多种力（一种力变成另一种力曾经所是的样子），否则就不可能区分这些环节。这种“游戏”构成了力的现实性。但是为了能够将一种力的“本质”与其运动的实际阶段区分开来，我必须再次求助于该力的概念。因此，概念与现实性表明自身就如同力的内在性状或情意与其表现一样是不可区分的。

	(b) 第二阶段（PhG, 116–120/86–91）可以说是对第一阶段的某种“柏拉图式”反应。概念现在被设想为构成力的动态游戏的内核。但为了获得实在的具象性，知性必须将大小的差别、比例、变量等纳入概念本身之中。通过这样做，知性将本应是单纯、永恒且不变的概念之物，与显象世界中可变动且易更替之物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的结果就是法则的概念，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法则的体系或“王国”。

	(c) 第三阶段（120–136/91–103）主要关注这一“超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之间的关系。[17]起初，意识试图将法则世界理解为感性世界的“静止摹象”。然而，在其试图借助分化的法则真正解释自然的极性过程与道德世界的过程中，意识达至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将超感性世界视为显象世界的颠倒——就像一面左右颠倒的镜子。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作为“颠倒的世界”彼此关联。但由于超感性世界构成了感性世界的真理、现实性与“内核”，两者便不可分割。因此，真理乃是一种自我颠倒，或者说是对区分的设定与撤除。而这最终并非无意识客体所具有的特征，而是自我意识的特征：我是我自己的客体，然而我不仅是一个客体，而且也是一个主体；我将自己客观化，仅仅是为了将自己把握为主体。至此，我们便抵达了一种新的精神形态，以及“意识”向“自我意识”的扬弃。



黑格尔在本章中的论证脉络，在一定程度上无疑归功于他那个时代自然科学中的各种思潮。电学理论和近代化学的开端、磁现象以及布朗等人的医学理论，对于黑格尔而言（正如对于谢林和歌德一样），对机械论自然解释的根本概念提出了质疑。

但黑格尔所讨论的与力的概念相关的困难，并非仅仅是那个时期的历史遗迹。事实上，力、情意等很难与其表现清晰地区分开来。因为产生某种效果的“能力”，除了在充分相似的条件下该现象的规则显现之外，究竟还能是什么呢？然而，这显然不是力的因果作用性所意谓的。此外，似乎恰恰是“法则”这一表达最能准确捕获这样一系列事件的规则发生。而且我们表象自然法则时，并不仅仅将其视为我们自己对自然的描述，而是视为其自身固有的现实性。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将法则与力区分开来？黑格尔用下面的例子说明了这一困难：

例如，闪电的个别发生被把握为一个普遍者［即作为法则的一个实例］，并且这个普遍者被表述为电的法则。接着，解释又将法则凝结为作为法则之本质的力。然后，这种力具有如此这般的性状：当它表现自身时，就会产生对立的电，而这些对立的电又相互消失在彼此之中；也就是说，力的性状恰恰与法则的性状完全一致；据说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差别。

(PhG, 125/94 f.)

这类法则要么过于具体——即如果它们仅仅是对规则性的描述——要么过于抽象。即使黑格尔关于近代早期和近代试图通过日益普遍的力和法则来解释“力的游戏”的讨论，在当代也并非没有现实意义。虽然古代宇宙论曾将宇宙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内外天球、月下界等等——其中每个区域都服从其自身的法则，但近代力学却发现了统一的引力法则。然而，万有引力法则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它仅仅表达了身体运动的一个非常一般的特征：

所有法则在万有引力中的联结，除了法则概念本身的内容之外，并未表达任何内容，它［万有引力法则］只是将该概念设定为存在的……知性自以为由此找到了一条表达本身作为普遍现实性的普遍法则；但事实上，它仅仅找到了法则概念本身。

(PhG, 121/91)

黑格尔赞赏这一发现驳斥了关于自然过程中偶然性的“不假思索的表象”。尽管如此，他仍认为万有引力法则缺乏内容——当这一批判针对牛顿或谢林对该法则的表述时，显得有些言过其实。[18]然而，这里有一个值得考虑的异议，即黑格尔认为这类普遍法则不能构成过程与客体的现实性。[19]因为那不仅会导致具体事物、状态和过程的不真实性；而且还会意味着规定法则的规定性“本身仍然属于显象，或者不如说属于感性存在”（PhG, 122/92）。

在法则自身的内容中纳入关于这种规定性的某种表达的尝试——记录“交替与更替”，特别是极性力的颠倒（磁、电、肌肉与神经过程）——在这一章中意识经验的进程里，最终导向了黑格尔所称的“颠倒的世界”。[20]在若干方面，“被颠倒”——或者更准确地说，颠倒本身——构成了这一法则世界的原则。首先，这个世界的内容关涉支配某物向其对立面颠倒的法则：

自我同一者，即力，分裂为一个反题，这个反题起初看起来是一个独立的区别，但事实上却证明根本不是区别；因为恰恰是自我同一者将自身从自身中排斥出去，因此被排斥之物在本质上吸引着自身，因为它乃是同一个事物。所设立的区别由于根本不是区别，因而再次扬弃了其自身。

(127/96)

在此，黑格尔以一种非常一般的形式呈现了电和磁过程的合法则性。他将其探讨为“实在的范式”。但相对于机械论范式内部力的单一性与有差别性，这种合法则性的形式也是“颠倒的”。

最后，法则与显象的关系同样是“颠倒的”。虽然力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对法则的最初理解将法则呈现为感性世界的心灵摹象或图象，但通盘的“更替法则［Wechsel］”观念却是：事物在现实中的行为恰恰与它们在感性上显现的方式相反。

黑格尔的例子也取自道德世界这一事实表明，他不再仅仅是在思考自然法则，而是在思考与实在的一种普遍关系，这种关系同样主导着例如宗教世界观：在神圣眼光下（sub specie dei），这个世界的秩序与行为被颠倒为其对立面。黑格尔在此证明了（正如他在《精神现象学》后文中还会从其他视角所做的那样），将“真正”世界与“现实”世界割裂开来的做法是无法维系的。如果真正世界的法则应当构成感性世界的现实性，那么更替与交替——即自我同一事物向其对立面的颠倒——就必须是普遍原则：

因此，我们必须从颠倒本身的观念中排除……在不同的持存要素中僵硬固化区别的感性观念；并且这一绝对的区别概念必须被纯粹地展现并构想为内在区别，构想为自我同一者作为自我同一者而将自身从自身中排斥出去，以及不同一者作为不同一者的一致。这乃是去思维纯粹的更替，或者自身内部的对立，即矛盾。

(PhG, 130/98 f.)

黑格尔早在其1801年的大学授课资格考核论纲中就曾主张，矛盾是真理的标志，而非谬误的标志（index veri, non falsi）。[21]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矛盾的命题就不能同时是虚假的。但它们可能仅仅在某一方面是虚假的，并且可以同时表达真理。事实上，存在着唯有表述为矛盾才能成立的真理。而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颠倒的原则（即某物向其对立面的颠倒）实际上构成了实在的结构——最根本的是以“逻辑”概念的形式，这些概念的含义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它们的对立面。

《精神现象学》第三章通过揭示出这一结构乃是自我意识的结构而告终。因为在实在的法则中发现“纯粹交替更替”的原则时，知性同时也揭示了它自身作为自我意识的结构。黑格尔早就习惯于将这种（作为自身对立面的）结构描述为“无限性”。如果某物在自身中已经是其自身的对立面，那么任何形式的“成为他者”（Anderswerden）都只能被视为其自我实现。它没有外在界限，而只有它承认为其自身的内在、自我设定的界限。

然而，为了成为一个“自我”而在自身内部内在地区分自身的“实体”，恰恰就是自我意识。每一个我都只能在其自身自发思维活动的单纯统一中将自身把握为我。我是其自身行为与思维活动内容的统一。它反思自身以便成为自身，即成为自我意识等等。“只要［意识］将这种无限性的概念作为自己的客体，它由此就是关于这一同样被直接扬弃的区别的意识；［意识］乃是自为的，它是对无区别之物的区分，或者说自我意识”（PhG, 134/102）。

[15]: Leibniz, “A New System”, 原文强调。 ↩



[16]: 参见 Schelling, Ideen, 349。 ↩



[17]: 人们在黑格尔关于感性世界（mundus sensibilis）与理知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关系的讨论中，可以察觉到对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现象与本体”章以及“反思概念的歧义”）中对莱布尼茨之批判的批判性探讨。参见 Flay, “Hegel's Inverted World”, 93–104。对黑格尔而言，康德对莱布尼茨的批判可以反过来用于针对康德自身：一个脱离知性与理性概念之外的世界（毫不夸张地说）是不可思议的；自在体就在于这些自我分化的概念自身之中。 ↩



[18]: 参见 Schelling, Darstellung, 1968年重印版，42页及以下（Presentation, 164页及以下）。 ↩



[19]: 关于普遍自然法则无法真正解释复杂系统的具体演化的主张，在南希·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的著作中得到了当代辩护。参见 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 52, 86, 162。 ↩



[20]: 因此，像弗雷（Flay）那样（“Hegel’s Inverted World”, 89页及以下，103）将关于颠倒世界一节的主要论证线索定性为反证法（reductio ad absurdum），似乎是相当成问题的。颠倒、向（对立的）相反者的转换以及对该相反者的依赖，恰恰是在科学、道德或宗教中可以经验到“自主否认”之逻辑结构的“外在”模式（参见 Henrich, Andersheit, 338）。关于这一结构的更多内容，亦参见 Koch, “Die Selbstbeziehung”。 ↩



[21]: 参见 Rosenkranz, Hegel's Leben, 156，以及 AA 5, 227。 ↩



B. 自我意识

IV. 自身确定性的真理性

从关于自我意识的这一章开始，关于客体观念与我们对客体的知识之间关系的主导先验问题，开始切入在传统认识论中难觅踪迹、并且在当代认识论中也很少（即便曾有的话）涉及的主题与论题。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讨论实践意识的形式（欲望、恐惧）、社会关系的形式（主奴关系）以及宗教与历史的形式。但即便在今天，人们仍能清晰听到黑格尔论断的共鸣：主导各门科学的现实表象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的社会历史。对《精神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阐释——如卢卡奇和科耶夫的阐释——属于整个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阐释之列。甚至连主要立足于现代认识论的作者也抓住了黑格尔思想的这一方面——参见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泰勒（《黑格尔》）、皮平（《黑格尔的观念论》）或平卡德（《现象学》）。黑格尔所论述的实践自我意识的最早形态——欲望、为承认而斗争、主奴关系——尤其吸引了当代阐释者的注意。然而，关于黑格尔在多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在这里讨论历史上的社会关系，人们一直存在分歧。一些阐释者仅仅将这些意识形态视为自我意识之可能的原则性（“观念论的”）理论的例示，或者视为运用逻辑范畴的练习。[22]

我对《精神现象学》的个人解读主要基于与黑格尔耶拿时期著作的比较，将实践自我意识的诸形态解释为人类彼此交往以及与世界交往的“理想”形式。这种哲学反思类型在传统政治哲学（在其关于奴隶制、专制、作为制作［poiesis］的劳动等的讨论中）和现代自然法权理论（作为战争状态的自然状态、劳动契约、社会契约等）中都已经确立。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它们的理想地位并未妨碍此类形式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以多样的文化变体“显现”或“登场”。对于黑格尔的论述而言，它们在历史上的发展与功能，要比古典和现代政治哲学中那些先天的或纯粹建构性的版本重要得多。因为在他看来，正是在这种发展中，社会关系的“真”概念实现了自身。黑格尔无论在《精神现象学》中还是在其早期的耶拿著作中，用来指称这一概念的术语都是“承认”（Anerkennung）。然而，“承认的运动”并不局限于为承认而斗争。相反，它是那据认为只有遍历实践精神的所有发展阶段才能达至的目的（telos），并且至少在其基本轮廓上，只有在《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中才得以达成。[23]这意味着，基于对现代法律、道德与宗教的特定理解，黑格尔认为承认的概念在历史上已经得以实现。诚然，《精神现象学》几乎没有详细讨论那些至少旨在达成这种实现的法律、政治和社会建制。黑格尔也没有非常具体地谈及通向这一目标的历史动力与动机。但个人和群体的自我意识本质上包含着对他人承认的“努力”，这无疑是黑格尔论点的一部分。[24]

“承认”蕴含着自我意识的性状本身是多元的与主体间性的——涉及“你”与“我”之间以及“我”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正是费希特最先试图证明，自我意识唯有在这样一种主体间性结构内才有可能，因而后者构成了“合乎理性”行为的规范。在其1796—1797年的《自然法权基础》中，费希特（按照他自己对“先验演绎”的理解）从将自我把握为意愿与表象之统一的自我意识中，“演绎”出了这种关系和这种规范——即一切法权关系的基本规范。在自我意识一章（第四章）的导论中，[25]黑格尔仅仅简要勾勒了主体间性意识在其“经验史”进程中的起源：“它是一个面向自我意识的自我意识”（PhG, 144/110）。而在A节（“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与非独立性”）开端处对承认结构所作的某种带有预测性的概念勾勒，则对此进行了补充。这两个勾勒都是以极其复杂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这种发生论的勾勒（PhG, 137页以下/104页以下）始于自我意识的真概念，该概念已经反思了精神的结构——作为自我与关于自身的知识的统一，自我之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统一。然而，这必须与接续此前意识阶梯的“自我意识的形态［Gestalt］”（138/104，我的着重强调）区分开来。意识的所有经验都在自我意识的形态中被扬弃，从而得以保存，即使它们并未完全整合到自我意识本身之中。自我意识与意识依然是有差别的。自我意识是真实的客体，正是与自我意识相比，意识的客体——即可通过知性解释的感性知觉世界——才被视为纯粹的显象。但这一客体也通过经验发生了改变。在知性一章末尾建立起来的自身一致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统一，现在“对我们而言或自在地”（139/106）揭示出生命的结构。生命仍被设想为一种对象式的“对无差别者的区分”，设想为一个既塑造又成型（或者更确切地说，自我形成的“自创生”过程）的过程，即便它在自我维系和物种繁衍的过程中瓦解着这些形态与形式。

不易看出黑格尔在这里所使用的生命概念究竟是源自自然哲学——就像他在“动物生命”哲学中所阐发的那样——还是他在早期耶拿著作中认定为“真实存在”本身的最高概念（即绝对者）的那种“形而上学”概念（黑格尔后来认为这种绝对者概念是不充分的）。无论如何，生命是一个产生并否定（瓦解、融合等）诸形态或“Gestalten”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某种同一之物持存下来（物种、属、有机生命本身等）。正是在具有这种结构的客体面前，自我意识现在转而“检验”自己的论点：真实的存在不应等同于与其理论和实践态度相对立的客体，而应等同于自我意识本身。

当涉及意识历史的实践形态时，此类检验采取行动的形式，哲学家随后用概念术语来呈现这些行动。这些行动依赖于观点和态度，以及其中隐含的“客体观念”。然后，这些观念通过行动的结果以及对行动的反思得到确认或修正。这种检验所能采取的最直接形式在自我意识一章的开端处得到了阐述：欲望。从欲望的立场看待世界并因而将世界据为己有，是证明世界仅仅是“为我存在”的最基础形式。

但是，一切欲求所伴随的经验教导我们这种态度是多么虚妄。欲求与享用总是预先设定了欲望的进一步新客体。欲望仅仅将其视为将被瓦解之物、作为其“否定”客体的对象，由此被赋予了自立的独立性。于是问题产生了：如果客体被认为同时具有否定性，却又是有生命的（自我塑形与自我瓦解的）且自立的、独立于欲望的（绝非纯粹的“投射”），那么在这种“客体观念”中需要进行何种修正？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样一个客体必须在保存和维持自身的同时否定自身。而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便是一个自我：它能够将自身与自身区分开来，成为自身的对立面（作为主体），却依然与自身保持同一。正如一个“活生生的形态”可以通过瓦解而消亡，而其类属却历久长存一样，自我意识也可以否定其无差别的自身一致性，将其分化为特殊的行动与内容，然后又能够将这些内容重新整合进其“单纯的”自我知识之中。自我意识是一个“自为的类属”。

A. 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与非独立性；主奴关系

因此，自我意识的客体观念仅仅契合于另一个自我的客体观念。对黑格尔而言，这已经意味着唯我论的、独白式的自我是不可能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受造物本质上是“互为的”，但并不因此丧失它们的自立性或独立性。它们的“互为存在”并不单纯意味着它们像两面相对的镜子那样彼此对立设置。相反，正是在它们的“同一性”之中，它们展现出一种相互的、多维的依赖关系。单个意识的产生与变化，若脱离了其他“伙伴”的期望、刺激、反应、确认等，是绝不可能的。而且这些绝非单纯的因果互动。正如费希特早已论证的那样，理解他人行动的行为是一个高度能动的过程，它预先预设了各种主观成就。[26]黑格尔因此谈及一种“双重意义的行动”，其中一个主体的行动与思想在另一主体的行动与思想中始终有着对应物。

但黑格尔超越了费希特，他还承认个体之间的“互为存在”得以发展的社会与文化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本身具有精神的（即自我意识的）生命的性质；个体在这一生命之中“分化”并“特殊化”（ausdifferenzieren）自身，就像它们在一个共同的类属之中那样。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社会阶层或“地层”的自我意识，通过语言、习俗、规范等，如同一物流动的、“自身同一的”实体一样，决定或“承载”着个体的自我意识。此外，正是在各个民族和时代之内或之间，关于这些超个体与人际关系之真概念开始（目的论地）成型。黑格尔将这一概念称为“精神”（Geist）。这是某种类似于斯宾诺莎意义上的实体概念；它是一个作为“变形”（即个体）之自立承载者的概念，而这些个体不同于斯宾诺莎实体的样态，能够且确实发展至完全的自立性。于是我们所拥有的便是一个“绝对实体，它在其对立面的完全自由和自立中，即在自为存在的各个自我意识的对立中，构成其对立面的统一：即是‘我们’的‘我’，以及即是‘我’的‘我们’”（PhG, 145/110）。

然而，在《精神现象学》自身的进程中，我们对“我—我们”关系的下一次呈现或“经验”，是以不同个体的自我意识之间的相互依赖形式出现的。黑格尔谈及一种“多方面、多价的交织”，其“诸环节一方面必须被严格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又必须在这种差异化中被当作无差别的、即在其相反的意义上来把握和认识”（PhG, 145/111）。

那么，精神的这种主体间性结构——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对其进行更彻底的考察——与知识同其客体的关系究竟有什么干系？当黑格尔将我们关于自身以及关于“精神的”客体（例如其他主体以及社会和文化的精神结构）的知识阐述为“我”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得到了最初的答案。自我意识与其个体的或集体的“对应物”结合在一起，形成属于一个共同实体的各个自立环节的统一。甚至主体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终也被设想为一个共同“实体”内部诸环节的对立。这种对立本身被设想为仅仅是一个单一的、自身同一的存在者的客观化与反思，该存在者在各种不同的秩序中展开自身，并在其中重新“承认”自身。

黑格尔在展示了相互承认的结构之后，随即重新探讨了意识经验的这一阶段。黑格尔告诉我们，直接的自我意识是“单纯的自为存在，通过将一切他者从自身中排除而与自身等同。对其而言，其本质和绝对客体就是我”（PhG, 147页以下/113）。自我意识将这一绝对的、本质的客体与“存在的”（seienden）或非本质的客体区分开来：即其自身的生命或他人的生命。“因为存在的客体在此已将自身规定为生命”（PhG, 148/113）。生命是非本质的，这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展现出来。然而，对于一个“主体间性的”自我意识而言，这种检验不能再采取独白的形式。相反，任何真理主张都必须在主体间得到“证实”（bewährt）。这种实践证明的最基础形式就是战斗。为了让自己对真理的看法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战斗或斗争，可以说就是科学的开端。与黑格尔耶拿时期著作的比较表明，黑格尔在这里思考的是几乎具有全文化特征的为荣誉而战的历史现象。其目标是迫使对手确认自己的“自我形象”。通过将生命置于危险境地，处于交战中的对手证明了，对他们来说正是他们的自我意识代表了真正的或“本质的”现实。

但是，正如《精神现象学》中关于真理的所有论题一样，这种“证明”同样使自身陷入了矛盾。因为对手的实际死亡恰恰使得它原本要证明的事情变得不可能。在夺取对手的生命时，人们剥夺了其自我意识的自立地位，并由此剥夺了自身获得其承认的可能性。战斗中的杀戮不仅终结了对手的自然生命，而且通过将一个共同实体“分解”为彼此独立的成员（“端项”），也终结了该实体的精神生命（PhG, 150/114）。因此，自我意识在此的经验结果就是：“生命对它来说与纯粹自我意识同样本质。”两者“同样本质”这一事实，最初是通过表象出两个截然不同的自我意识表现出来的：对于其中一方而言，纯粹自我意识是“本质的”（即其最高善）；而对于另一方而言，生命和个体的自我保存是本质的。参照社会内部关系的发展，这些立场分别对应于主人意识与奴隶意识。

黑格尔显然借鉴了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奴隶制理论。但是，尽管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奴隶制——通过战斗沦为奴隶和天生奴隶制——黑格尔却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通过战斗沦为奴隶常常被论证为是正义的，其理由是在正义战争中被击败的敌人可以被杀死。然而，如果战败的敌人提出以充当奴隶的服务来换取其（本已丧失的）生命，胜者就可以接受这笔公平交易并放弃杀死败者的法权。相比之下，天生的奴隶则是指不具备独立的、能动的理性的人。[27]

对黑格尔来说，这两个环节交融在一起。当对立双方中的一方选择保全其生命时，奴役便确立了。这样一种奴隶意识占据卑下地位，并非因其本性使然，而是因为其尚未充分发展的意识尚未达到“纯粹自为存在”。但黑格尔将奴隶制视为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黑格尔在他后来关于历史哲学的讲演中将人类的精神历史描绘为“在自由意识上的进步”，这一历史必须超越这个水平向前推进。然而，《精神现象学》甚至将这种从奴隶制中的解放呈现为一种“认识论的”经验。

这是一场双重的经验，因为主人意识和奴隶意识拥有不同的“客体观念”。主人关于其客体并非自立的论点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主人自己体验到了对客体的依赖。这种依赖本身也是双重的。主人需要一个自愿的、自立的伙伴以获得真正的承认。此外，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主人既需要奴隶，也需要物质生活资料。正如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一卷第四章）那里一样，奴隶是一个活生生的工具。而黑格尔从他早期的耶拿著作（JSE 1, 297页以下/228页以下）开始，就将工具理解为“客观化的知识”。工具体现了一种实践知能，若没有它，主人将束手无策。所有这些都关涉到第二种依赖形式，但黑格尔在第一种形式上也遵循了亚里士多德。因为他们都坚信，一个能够享有自由的合乎理性的存在者，不能仅仅通过充当一家之主来实现其本性：它还必须在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社会（即城邦［polis］）中“实现”自身。然而，黑格尔试图通过诉诸自我意识的对称的、主体间性的结构——即自立个体之间的承认——来证明这一论点的合理性。

因此，支配的本质在这两方面都是“与其所希望达到的状态相反的东西”（PhG, 152/117）。支配在真相上乃是奴役：主人自身处于依赖之中，并且缺乏其自身自由所必需的自由承认。

奴隶的经验具有不同的结构。对奴隶来说，算作真正现实的是自由自为存在的意识——即属于主人的意识。但奴隶意识并不契合于这一现实。然而，与《精神现象学》中所呈现的其他经验相比，奴隶意识的发展结果却是接近真理的。奴隶意识逐渐获得了关于其自身自立性的知识，并且与其客体相较能够比主人在更大程度上证实这一知识。当然，这蕴含着奴隶意识的反转，并随之带来主奴关系的整个“主体间性关系”的反转：奴隶“在真相上”比主人更加自立。因此，整个关系必须被“扬弃”，并被另一种关系所取代。在1805—1806年的耶拿《实在哲学》（参见 JSE III）中，取代它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法权关系——这符合从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到专制统治、并最终到现代自然法权传统（霍布斯、斯宾诺莎）中的法定法权关系的次序。但在《精神现象学》中，紧随其后的却是一种理论的意识形态（斯多亚主义哲学），尽管黑格尔将其视为历史上首次实现的基于人格权之法律秩序（即罗马法）的基础（PhG, 355页以下/290页以下）。

导致这种新社会关系的奴隶“解放”，依赖于使他摆脱生命与自然的他律的三重“局部经验”：(i) 战斗中对死亡的恐惧；(ii) 在奴役的苦修禁欲（ascesis）中对主人自由意识的模仿；以及 (iii) 作为按照自己的计划改造自然的劳动（即“工作”）。黑格尔对工作的论述还将传统制作（poiesis）概念的各个环节转化为一个自我反思和自我客观化的过程：“通过工作，它［即奴隶意识］回到自身”（PhG, 153/118）。一方面，工作是“欲望的阻延”，因为规划、耕作与准备事物（无论是为了日后的消费，还是为了使生活更便利）都涉及将人从自然的直接规定性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工作也为人自身的计划与意图提供了持久的、“客观的”形式。

黑格尔在这里遵循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制作（poiesis）概念。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拥有技艺（techné）——即关于如何生产人工制品的知识——的人，将规划产品的形式从其灵魂中转移到材料中（参见《形而上学》第七卷第八章）。工匠按照自己的计划塑造其材料，从而使其成为持久的人造之物。对黑格尔而言，这意味着工匠在外部事物中看到了自己的意图。在此过程中，他也体验到了自己摆脱了来自自然和敌人的威胁性外在权能的独立性。劳动者“消灭了这种异己的否定物，在持存的要素中将自身确立为这样一种否定物，从而自为地成为一个自为存在”（PhG, 154/118）。他由此成功地将自身客观化。当他观看自己加工过的客体形式时，他将自己视为“真相”，视为其构成形式。黑格尔甚至将工作的这种功能称为教化（Bildung）——“塑造”、“教育”、“文化培育”。毕竟，它通向解放与自我实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黑格尔完全可能想到了资产阶级通过“现世禁欲主义”（马克斯·韦伯）和塑形劳动而从贵族手中获得的解放。

但是，任何此类重大的社会解放都预先预设了关于人作为享有平等法权之受造物的普遍概念。而奴隶意识本身并不拥有这些概念。奴隶可能会“自私地”体验并追求其解放，仅仅为了支持他自己的特殊计划与意图，或者为了其群体（或阶级）的利益。黑格尔的奴隶不同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并不体现全人类的利益。正如黑格尔在下一节（“自我意识的自由”）开篇所言，他们继续将他们支配事物的意识，与摆脱生命特殊利益的自由意识割裂开来，而后一种自由意识他们仅仅在主人身上看到。所需要的是一种关于所有人类自由自为存在的意识——黑格尔最初在古代斯多亚派思想中发现了这种意识的证据。

B. 自我意识的自由；斯多葛主义、怀疑论与苦恼意识

黑格尔将接下来的三种意识形态——斯多亚主义、怀疑论与不幸意识——统一归在“自我意识的自由”这一标题之下。这里所讨论的自由远远超出了A节中的“自立性”。它不仅意味着独立、从生命中解脱以及依赖事物；相反，它是一种纯粹的、思维着的自我意识能够赋予自身以现实性与客观性的意识。这种形式首先表现为思想对现实之主权的意识，随后表现为一个绝对思维存在者的“客观性”——即一个单一的、有自我意识的、具有人格性的神，宗教意识寻求与这位神合而为一。

在考察“斯多亚主义”形态时，黑格尔并不关注特定的作者或学派（如早期或中期斯多亚学派），而是关注这样一条基本论点：同一种理性决定了人与宇宙两者的规定性，并且人可以通过自我反思来把握这种通盘普遍的理性。这一立场表达了自我意识与客体关系的一个新阶梯。因为与欲望或纯粹表象（PhG, 156/120）不同，在概念中把握现实的思想可以被赋予其自身形式的客观性。概念拥有其自身的意义与内容——一种独立于特定思维行动的非时间性同一性。然而，只要它们是思想，它们就绝非思维意识的异己或外在之物：“在思维中，我是自由的，因为我不在他者之中，而是完全居于自身，而那对我来说是本质的客体，与我的自为存在处于不可分割的统一之中；我在概念中的运动乃是我自身内部的运动”（156/120）。然而，概念构成了事物的本质，并且是一个普遍的世界理性的一部分。

在斯多亚主义中，自我意识不再被理解为“自我的纯粹抽象”，而是被理解为“自身具有他异性、但将其作为思维中之差异的自我”（158/121页以下）。然而，斯多亚主义者确实继续将自我意识与生命或“自然存在”区分开来。

正如黑格尔所论证的——主要是通过强调斯多亚学派摆脱物质需求的自由理想以及智者由此对失望的免疫力——斯多亚派的思想“缺乏生命的充实”。它不断地“从存在的运动、从出于激情的行动中抽身退回到思维活动的单纯本质之中”（157/121）。因此，斯多亚派的思想缺乏构成自我意识真正本质的东西——即对其自身单纯性的否定、自我分裂与分化。斯多亚派的思维活动无法“将鲜活的世界把握为一个思维体系”（158/122），因为它尚不能像黑格尔逻辑学那样凭借概念的内容本身将概念发展为一个体系。因此，斯多亚派的思想从外部接受了理论的与实践的“规定性”。斯多亚主义者“无论身处王座还是身陷枷锁，在其个体存在的彻底依赖中，［都］是自由的”，但他在既有的社会关系中没有改变任何东西。诚然，他将主奴关系相对化了，但并没有用一套法权体系（即由明确的许可、请求权、保障等构成的规定自由体系）来取代它们。

黑格尔还指责斯多亚派伦理学缺乏一切内容，因为他们的义务学说并非从逻各斯（logos）或（针对智者的）无条件善的理想中发展而来。斯多亚派学者当然在智者的无条件善（这在实践上是无法达到的）与作为该善映现于眼中的纯粹镜像的寻常义务之间作了区分。[28]即便像西塞罗在《论义务》（De Officiis）中所呈现的这样一种体系性的义务理论，也并非源自理性本身，而是由理性与人类学经验论的一种杂多结合所构成（例如在亲和［oikeiosis］理论，即占有或自我维持中）。黑格尔由此预示了他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尽管他依然将康德伦理学视为斯多亚学派最初构想的无条件道德的最高形式。[29]

由于斯多亚主义未能将思维活动构想为自我分化，也未能将概念构想为构成一个内部差异化的整体性体系，它试图证明自我意识是客体性与客观性之基础的努力便归于失败。紧接斯多亚主义之后的矫正便是怀疑论，[†]即“思维自由”的“实际经验”。正如斯多亚主义是对主人意识之独立性的“精神化”一样，怀疑论如今是对“朝向他异性、欲望与工作的否定方向”的“精神化”（PhG, 159/123）。然而，它同时也是对直到那时为止通过意识经验史而被动“发生”在意识身上的事情的能动占有：即对感性确定性、知觉、知性、支配以及“奴役”的各种主张的驳斥（160/123）。

怀疑论者对所有这些主张提出怀疑，然后通过证明它们并不比它们的对立面更合理来驳斥它们。被感性知觉到的东西可能是一种错觉；存在稳定客体的可能性并不比一切都只是“感觉材料”之混沌状态的可能性更高；任何概念、任何逻辑或规范法则都可以被其对立面所取代，等等。唯一的确定无疑之物乃是怀疑本身的可能性。因此，怀疑论者确信思维活动的自由与“本质性”。此前诸意识形态不得不去“经验”的向相关对立面的辩证颠倒，如今构成了怀疑论者自身能动地且自觉地应用的方法。怀疑论的自我意识践行着“辩证法”，但仅仅是在其否定形式中——没有向新形态或新真理的实定转向。它仍然是一种自觉的活动性，但“通过其自我意识的否定，它为自身提供了关于其自为自由的确知”（160页以下/124）。随后，怀疑论者可以通过将这种否定应用于所有可能的客体来确证这种确知。

既然黑格尔将整部《精神现象学》理解为怀疑论的一种彻底形式——它通过驳斥以孤立的基础概念为特征的每一个中间立场，引领我们走向对范畴的整体性理解并由此通达绝对知识[30]——因此他在这一特定意识形态中对怀疑论的驳斥，就必须局限于怀疑主义思维的特定方面。黑格尔仍然将对直接确知（无论这种确知是基于感官、知性、逻辑还是道德感觉）的怀疑论批判视为一项宝贵的成就。事实上，《精神现象学》自身也将竭力引出此类直接确知的所有可能形式，并将它们卷入矛盾之中。但黑格尔采用这种运作模式，仅仅是作为通向一种新颖的“绝对知识”形式（可以说是某种“生成性—辩证的”思维方式）的准备。人们绝不能赋予怀疑论以绝对地位——无论将其作为方法还是作为生活形式。否则人们就会使自身陷入矛盾。

第一个这样的矛盾发生在怀疑论者的思想自由与他对应用其方法之对象的依赖之间。古代怀疑论者几乎未曾试图原则性地体系化证明所有主张的均势（isostheneia）——他的怀疑不像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那样是“方法性的”。相反，他对他所遇到的所有个别主张提出怀疑，即那些他发现由日常常识或各个哲学学派提出的主张：“这种自我运动的否定性仅仅与个别之物相关，并且只关注偶然之物”（PhG, 162/125）。怀疑论者总是需要——就像一个“执拗的青年”一样——有人说A，以便他能说B，或者更确切地说，以便他能说B同样是可能的。因此，怀疑论者未能将自身提升到柏拉图主义或斯多亚派智者的高阶——摆脱了一切“虚无缥缈之物”或微不足道之物的阶梯——并且依然是一个“经验的”自我。

第二个矛盾基于对怀疑论由来源远流长的一种反驳，存在于怀疑论者的言辞与其行动之间。当采取行动的时刻到来时，怀疑论者所依赖的正是他在理论上对其存在提出质疑的那些现实、事物与法则：“他的行动与他的言辞总是相互矛盾”（PhG, 162/125）。正如约翰·洛克所观察到的那样，即便是怀疑感官知觉和自然法则有效性的人，也不会为了其立场而在字面意义上“把手伸进火里”。[31]

既然怀疑论者作为行动者，并不能免除他作为思想者自称摆脱了的所有可疑、扭曲和站不住脚的信念，那么怀疑论意识从根本上体现了“不变性与同一性”的思想与偶然和更替的思想之间的矛盾。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自身内部的这种矛盾。

然而，对于“旁观”的哲学家而言，从怀疑论矛盾的这种经验中产生出来的“真相”或“新形态”，乃是一个深知自身矛盾性的意识。它“自为地是对自身的加倍意识：既是对自身作为自我解放的、不变的、自身一致的自我意识的意识，又是对自身作为绝对自我混乱的、自我颠倒的意识，并且是对其自身的这一矛盾的意识”（PhG, 163/126）。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体现在对救赎的宗教努力之中。

黑格尔将这种新形态称为“不幸意识”。建立在救赎概念之上的宗教的特征在于其信徒的意识：就自在而言，他们源“自神”，并且注定要与祂重新结合，即使他们目前因尘世的存在而与祂分离、在自身内部陷入分裂并困于罪孽与痛苦之中。这是奴隶意识与主人意识“合二为一”（163/126）。因此，在黑格尔看来，“不幸意识”代表了自我意识“客体观念”的最终也是最极端的版本：唯有纯粹的、“无限的”自我拥有真正的现实性，尽管在不幸意识中，它背负着堕落之人的、亟需救赎的“无价值的”有限存在。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实际兴趣现在在于概念的展开。他的目的是将“不变性”诸环节——即作为摆脱一切差异之自由的普遍性——与“个别性”结合起来。然而请注意，“个别性”只有在与个体性都包含排斥一切他者的单纯否定的限度上，才与个体性相关。然而，自我意识的个别性主要乃是自我分化。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个别性标志着推论结论的环节，在重新整合的各个成员（特殊化形态）内部实现了内部差异化的整体（普遍者）的自我认知。

鉴于黑格尔的这一指导性兴趣，在基督教中达到顶点的宗教历史的真正功能，乃是“发现”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统一构成了精神的本质以及一切现实性的基础。然而，这一发现唯有在哲学帮助升华了神与人、世界与彼岸等具体的宗教“分裂”之后，才能达成其目的。这便是《精神现象学》整体的目标。关于“不幸意识”的一章专门针对宗教意识中所包含的矛盾，但同时也针对其中所包含的进步。

从这一视角来看，根本的矛盾存在于两方面之间：一方面是有限意识（它是“个别性”、限制、分离和“更替”）注定并被规定要将自身提升为无限意识（“不变性”）的主张；另一方面是这种无限性由于这种“提升”的单纯可能性以及关于无限之“有限论的”意识而被有限化的方式。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就是犹太—基督教宗教的困境，[32]这一困境最终在康德尤其是费希特的哲学中“形成概念”。神究竟是否以及如何在“自身中”存在，绝非有限意识所能知晓的事情。然而，这样一种观念却构成了使自身与神结合、或者至少“无限接近”祂的道德义务的基础。

根据费希特的观点，我们既不能将意识也不能将人格性赋予神，因为我们除了将二者设想为有限的之外别无他法。在晚期著作中，费希特将此转变为否定神学的一种形式：我们必须在自身内部否定（“消除”）一切概念性—推论的思维，以便对作为（对我们而言）“存在”与“认识”之间不可逾越之对立的重合的“真理”给出某种否定的指示。然而，宗教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与经验的历史——非常像意识关于“真实客体”观念的一般经验史那样——可以被理解为意识对其自在概念的反应与自我修正。而且最终正是宗教意识接近了真理，即我们关于“自在存在”的意识无非就是它自身的自我意识。宗教思维方式的历史既是神向人的启示，也是神向自身的启示。用非神学的术语来说：世界，当其在真理中时，在人类的知识与行动中反思自身。“在它背后”没有真理。但是，只有当人类的知识与行动能够被构想为一个自我反思的体系时，它们才反映真理。

对于读者而言，“不幸意识”一章最引人入胜的特征之一，无疑是赋予这种宗教性在其具体形式（虔诚、同“尘世”倾向的斗争、作为侍奉神的工作等）中的发展以“认知的”相关性。但是，黑格尔通过在“不变者”与“个别者”（纯粹自我意识与有限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中引入看似无休止的令人困惑的反转，使得这一切变得极其难以理解。

从历史上看，这一部分发展涉及犹太教和基督教（古代晚期与中世纪）的“精神”。因此，黑格尔回到了他早年著作（尤其是法兰克福时期，1797—1800年）的主题，尽管他对这些主题的阐述现在已经变得更为概念化和抽象。而在他后来的柏林

排除了这里所讨论的宗教意识形式的基本方面（禁欲、献祭、通过教士阶层的中介等）对于其他基于救赎的宗教——特别是那些神之死亡与复活的表象在其中起某种作用的宗教（见下文，第207页）——可能同样重要的可能性。

历史哲学讲演（从1822年开始）中，黑格尔呈现古代世界的瓦解和向基督教的过渡的方式，非常令人联想起“不幸意识”一章的开端。在罗马帝国末期，斯多亚主义和怀疑论的盛行促进了一切“坚固的与［所有］自在自为地存在之物”的瓦解。[33]对黑格尔而言，这些哲学实现其目的——“人在自身中的不可动摇性”（VPG, 385/LPH, 407）[34]——仅仅是通过一种无内容的思维和意志形式，其目的就是“无目的性”本身（对一切目标的无差别）。但那寻求将世界理解为自由、思考的自我意识的“活生生的精神”，要求一种“更高的和解”（同上）。

根据“时机成熟”的神学图型，黑格尔解释了犹太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与重要性”，他们的一神论以及对救赎的渴慕（弥赛亚主义）为“世界的和解”作了准备（VPG, 391/LPH, 413）。这种和解首先在道成肉身之神（即神降世为人）的人格中“自在地”发生，但唯有在基督教的历史进程中才被（“自为地”）占有。

与后来关于宗教的一章相比，“不幸意识”这一节仅仅处理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宗教性的一个特定方面：即人们关于自身有限性与渺小微不足道的意识，同其本质（即“无限的”、自由的自我意识）相比之间的对照。

最初发生在“可变意识一边”的“不幸意识”经验具有“双重意义”，因为它同时也是本质一方（即纯粹自我或“不变者”一方）的发展。因此，正如“客体观念”随着知识的改变而改变，正如处于“交往”关系的两个主体的意识同样必须一起经历变化那样，神的概念本身也通过宗教经验而改变。它通过这些经验“形成”或“塑造”自身。犹太教向基督教的关键发展，恰恰构成了不变者的这种成型。黑格尔将此称为“个别性在不变者中的涌现”（PhG, 165/128）。他区分了这一过渡的三个阶段，在其中“不变者获得了具有个别性的形式”（PhG, 166/129）。在第一个（犹太教）阶段，不变者对于有限的、个别的意识而言，“仅仅是谴责个别性的异己存在”。不变者仅仅显现为与有限意识本身的脱离这一意义上的个别性。在第二个阶段，不变者本身获得了“个别性的形式，正如同它［即个别的、有限的意识］自身”显现那种形式一样——神被表象为人格并且是道成肉身的。第三个阶段发生在双方都“成为精神”之时。个别的、有限的意识“享有在其中［即在不变者中］发现自身的喜悦，并且它意识到其个别性与普遍者达成了和解”（PhG, 165/128）。

起初，这种“喜悦”只是一种受动的关系。神的“个别化”是启示与道成肉身的外在事件。此外，人类意识所面对的神性的人（基督）乃是“一个不透明的感性一，带有某种现实之物的一切难驯性”（166/129）。唯有通过某种新形式的宗教提升，“起初作为异己现实性而与具象化的［gestalteten］不变者发生的外在关系，［才必须被提升］为与其绝对的同一性”（PhG, 167/130）。然而，只要早期或中世纪基督教尚未克服此世与彼岸之间的分离，这样的目标诚然就是无法达成的。

克服上述意识与其绝对本质（即神圣意识）之分裂的尝试本身包含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自身的形式。黑格尔所思考的究竟是时间上的诸阶段，抑或是基督教追求救赎的诸原则性形式，并不完全清楚。这些形式的区分在于“按照这种意识与其具象化的彼岸［gestalteten Jenseits］所具有的三重关系：首先，作为纯粹意识；其次，作为在欲望和劳动中与现实性发生关系的个别存在［einzelnes Wesen］；第三，作为关于其自为存在的意识”（167/130）。

在此我只能对这种发展作简要的叙述。第一种形式是宗教虔敬或虔诚，即“无限渴慕的运动”，意识通过这种运动寻求与已经成为人并死去的神结合。然而，它对现实性的不断否认——即其“生命的坟墓”（169/132）——并不能将意识从其分离状态中解放出来。它总是返回其感性现实性，就像怀疑论者在其现实生活中所做的那样。

意识随后所作的修正产生了“第二种关系”。意识现在试图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工作与享用来与神圣意识结合——在这里，工作与享用不被理解为自身即是目的，而是被理解为敬拜神。意识所加工的现实性不再仅仅是“虚无”，而是自身分裂的：“一方面［它］自在地是虚无的，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神圣化的世界”（PhG, 171/133）。它是被造物，是神的意志的表达，因而是“不变者本身的形态”。

但是以这种方式，宗教意识无法像奴隶意识那样使现实屈从于自己的意志。相反，它将其客体以及运用和加工这些客体的权能视为神圣的恩赐，即恩典。因此，它无法证明自己的改造活动性是对无价值的此时此地的扬弃。它无法通过工作与神的绝对自我意识合而为一。在将自身和世界视为“来自神的恩赐”的过程中，留给意识的只有阻止其达成自立性的感激之情。

这现在便是第三种关系，它涉及又一场颠倒的运动。与不变者达成能动和谐一致的需要，如今将其否定转向自身。现在正是意识自身的本性成为了它与绝对者结合的“敌人”。意识因而寻求通过苦修禁欲实践来克服自身的本性。但是，正如欲望重新生成其客体一样，这种苦修禁欲（ascesis）也重新产生了它试图克服的东西。诸如进食、性欲等“动物机能”——这些在自身中完全是非本质的机能——现在成了“［意识］认真努力的客体”。因此，首先正是意识自身赋予了它们重要性：

然而，这个敌人在其被打败的过程中重新产生自身，而意识专注于它，不仅未能使自身从［敌人］那里解脱出来，反而不断沉溺于其中，并永远视自身为被玷污的……在此我们所拥有的，仅仅是一个局限于其自身及其微不足道的行动的人格性，一个人格性在自身之上苦思冥想，既不幸又贫瘠。（174/136）

这一段落揭示了黑格尔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深入到宗教心理学及其批判的细节之中，尽管他的终极关切是普遍性与个别性、存在与认识之综合的进步。

在处于这种可怜的个别性状态时，意识似乎决定性地脱离了不变的神圣自我意识。然而它也知道，其自我否定是神为它设定的任务，而非出于其自身的意志。因此，意识放弃了其苦修禁欲实践的一切功劳，并转向一位中介者来介入神的意志与其自身意志之间。这位中介者理应可以说是为意识解释神圣诫命，并传达它从罪责中的解脱。这就是掌管圣事与教义教育的神的仆人：教士。教士能够通过（所规定的）斋戒与克苦、祭献与仪式，带给意识一种巫术般的净化。[35]黑格尔在这里显然是在描述康德经常批评的伪事奉（Afterdienst）[36]——也就是说，一种巫术仪轨式的天主教，在其中人寻求获得神的恩宠不是通过理性和道德，而是通过宗教操练。然而，黑格尔并没有全盘否定这种宗教性。因为他将其视为一个必然的发展阶段，尽管在本质上是一个前现代的阶段。唯有哲学家才能在这一发展的终点（PhG, 175—177/137—138）认识到预示了现代范畴之理性的有限自我意识与纯粹自我意识的统一。

在教会所规定的这些仪式和生活方式的进程中——特别是在意识到由此所达成的一切皆非自身之功劳的意识中——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将自身变成了无价值的客体，并且达到了一种“实际履行的自我牺牲”（不仅是一种虔诚的心态）形式。在这种自我牺牲中，“非本质的”意识不仅否定了其自身的虚无缥缈，而且否定了其分裂性，即其与神的分离（其“不幸”）。

然而，这种解放同时又是“他者的行动”，即“自在自为地存在之本质”的行动。唯有通过恩典，意识自身的个别意志才能获得来自神圣的、“普遍的”意志的认可，唯有通过恩典，其尘世行动才能受到赐福。因此，意识尚未达到这种相互承认的完整概念。因为它依然执着于行动与恩典、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分离——一种唯有通过第三方（即教士）才能得以克服和中介的分离。在黑格尔看来，这些便是前现代的、宗教改革之前的基督教的局限。

而且，黑格尔对这些主题的呈现结合了源自现代合理法权论述的思想以及对教士阶层的相关批判——例如在卢梭那里。[37]

神圣意志并不是作为普遍意志的法则（人民之声即神之声［vox populi, vox dei］）为个体所知晓，而是“由作为劝告者的中介者这一第三方”所阐明的（PhG, 176/138）。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个别意志都必须“放弃其作为个别意志的自身”，从而“放弃其财产与享用”。但是在这里，这种放弃并没有被构想为个别意志的表达及其对普遍意志的分有——这样一种放弃从而将置身于其财产之中的个体恢复为一个合法则社会的成员（正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呈现的那样）。相反，意识是在教士的建议与劝告下执行这种献祭的，因而它仅仅具有“消极的意义”（PhG, 176/138）。意识并没有将要求这种献祭的普遍性、神圣性认识为“它自己的行动”（PhG, 177/138）。意识自身并没有产生出它与绝对的、普遍的意志的统一。相反，它“让中介的教士表达这种仍然支离破碎的确知，即它的不幸仅仅在自在地乃是相反的东西……即一种受祝福的享用”（177/138）。神接纳并赐福这种献祭，但这仅仅是通过教士和圣事的中介，并且作为对在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命（彼岸）中终极和解的预测。对我们而言，或者“按照其概念”，这种有限的行动是一个“绝对的行动”。“然而，对［意识］自身而言，它的行动依然是贫瘠的，它的享用依然是痛苦，而在任何实定意义上对这些东西的扬弃，继续被推迟到一个来世的彼岸”（同上）。

黑格尔作为一名路德派教徒，紧密遵循了霍布斯、洛克和卢梭著作中所表达的加尔文主义批判天主教的传统。根据这种批判，天主教对国家并非真正的忠诚，因为教皇可以随时解除天主教徒服从法律的义务。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走得更远。神圣意识与人类意识之间的对立本身需要被扬弃，正如思维与存在、或自我意识与客体之间的对立需要被扬弃一样。在黑格尔看来，现代科学与宗教改革都为这种扬弃铺平了道路。现代科学通过其对自然的合法则性与“精神性”（在力、法则等方面）的发现促进了这一点，而宗教改革的贡献在于它对教士中介的扬弃，它对“普通公民的伦理”的神圣化，[38]以及将国家转变为“永恒理性的形象”（GPR, §272），即由公意铸就的合乎理性的法权与建制的体系。对黑格尔而言，宗教改革是现代国家的本质前提预设。

这些发展（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十七和十八世纪的美洲与欧洲革命等）对于“不幸”意识而言仍处于未来。在接下来的关于理性的一章中，黑格尔将转而考察现代自然科学，以及在康德和费希特的先验哲学中对自然科学的最发达的哲学阐释（直到谢林和他自己的自然哲学出现为止）。他此外还讨论了实践理性的诸形式——在其现代理解中——这些形式寻求改变社会现实并按照理念理性地塑造它。

这种形式的实践理性已经隐含在不幸意识之和解的“表象”之中：“但在这个客体中——在这个客体中，它将自己作为这一特殊的意识的行动和存在，视作自在的行动和存在——它面临着理性的表象，面临着意识对其在个别性中绝对自在地存在、作为一切现实性的确知”（PhG, 177/138）。因此，现实性不再仅仅是自我意识本身，而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在“黑格尔式的”意义上，作为一个自我分化的整体，它在其分化活动性（特殊化，Besonderung）中反思并实现自身（个别性，Einzelheit）。

[22]: 参见 Becker, Hegels Begriff；Pöggeler, “Die Komposition” 与 Selbstbewußtsein, 132；McDowell, “The Appceptive I and the Empirical Self”。 ↩



[23]: 关于这一点，参见 Siep, "Die Bewegung"。关于承认在黑格尔其他著作中的含义，参见 Williams, Hegel's Ethics of Recognition。诺伊豪斯试图将黑格尔对欲望的引入以及意识对承认的努力解释为一系列先验论证的结论；亦参见 Pippin, Hegel on Self-Consciousness。 ↩



[24]: 参见 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为承认而斗争》，Joel Anderson 英译本）。 ↩



[25]: 在某些方面，这个“导论”本身具备了成熟自我意识经验的许多特征——尤其是关于欲望和主体间性涌现的这一节。这导致斯图尔特建议我们将该导论理解为描述了自我意识自身的某种“形态”（“Gestalt”）（参见 "The Architectonic", 451页以下）。 ↩



[26]: Fichte, Natural Right, 64/60页以下。 ↩



[27]: Aristotle, Politics 1.5, 1254b27及以下。 ↩



[28]: 古代斯多亚派通过将无条件的善称为 katorthoma、将寻常义务称为 kathēkon 来标明这种区分；中期斯多亚派更倾向于区分 kalon 与 kathēkon；西塞罗同样区分了 honestum（高尚）与 officium（义务）；参见 Cicero, De Officiis, I 15, 46 以及 III 3, 14页以下。 ↩



[29]: Siep, “Was heißt,” 224页以下（“The ‘Aufhebung’ of Morality in Ethical Life”）。 ↩



[†]: （英译者注。）凡是涉及《精神现象学》中继斯多亚主义之后出现的特定意识形态之处，我都将“Skepticism”（怀疑论）及其同源词一律大写。当该词在更广泛意义上用于指称某种哲学思考的流派或方法时，则采用小写。 ↩



[30]: 关于这种完备怀疑论思想的发展以及当时的怀疑论争论，参见 Vieweg, Philosophie des Remis。 ↩



[31]: Essay, 第四卷第十一章第7.IV节；载于 Campbell Fraser 版本，第二卷，331。 ↩



[32]: 这种关于防止“有限化”的问题（始于犹太教中禁止雕刻偶像或书写神的名字的诫命），将不幸意识同其他涉及救赎的宗教意识区分开来。在基督教关于神道成肉身的教条中，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并最终通过神使自身成为有限这一思想——即通过“活生生并进入存在的精神概念”（PhG, 163/126）——得以解决；这一概念唯独属于基督教（参见《精神现象学》序言，28/14，“现代及其宗教”）。伯布里奇（“Unhappy Consciousness”）反对这种解读，主张黑格尔在这一节中的论题是所有时代宗教意识的恒定特征。然而对黑格尔来说，宗教意识应当被理解为——不论任何形式上的恒定常项（虔诚、仪式、教条）——在理解自身与神的工作中处于一种不断的发展之中。但这当然并不排除 ↩



[33]: 黑格尔在这里显然受到了吉本的影响。吉本同样强调了怀疑论对罗马帝国瓦解的意义（参见 The Works of Edward Gibbon, 第二卷第十五章，299页以下）。事实上，吉本的不朽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此前已经促使黑格尔撰写了他关于《基督教的精神》的法兰克福手稿。 ↩



[34]: 此处对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的引用按该次序提供了德语版和英语版的页码，两者以斜杠分隔并以缩写“VPG/LPH”标示。［英译者注：我对英语版中 J. Sibree 的译文经常作了修改。］ ↩



[35]: “从事一种未被理解的营生”，PhG, 175/137。 ↩



[36]: Kant,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6: 179页以下。 ↩



[37]: Rousseau, Social Contract, 第四卷第八章。 ↩



[38]: 即工作、婚姻和服从国家法律。参见 EPW (1830), §552。 ↩



C. (AA) 理性

V. 理性的确定性与真理性

黑格尔对理性的构想与康德相似，因为理性都被视为一种“推论的权能”。逻辑或分析理性的推论揭示出概念的蕴涵或预设。在理性的经验应用中，理性通过推论将判断结合为理论。然而，正如康德所观察到的，理性在这样做时运用了“范导性理念”——即没有任何直观与之契合的统一与整体性概念，但这些概念依然能够生成或奠定经验判断之间的概念关系。其目标正是借助此类理论来解释全部现实性。

如今黑格尔认为，与康德相对立，他能够表明“范导性”理念在真相中其实是“建构性”概念。科学的以及纯粹分析性的推论，归根结底只是拆解并展示概念中所蕴含的推论关系；这些概念并不指涉任何外部事物，而是其自身就是思维活动与存在的整体性。在这些概念之上并不存在什么“现实性”，感性可感知的世界也不是某种概念之外的东西。正如我们自身的知觉一样，它（无意识地）是由概念所构成的。[39] 对黑格尔而言，甚至像满足冲动这样简单的人类活动性，也能够被理解为隐涵的推论。[40]

在黑格尔看来，近代自然科学已经包含了这样一种理念：在认识某物时，我们只是拆解概念蕴涵的客观合理性；自然科学通过实验的方式推进这一事实正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实验乃是证明必然联系的尝试。个别的数据或事件之所以必然发生，是因为它们可以从一条法则（或关于法则的假说）中被“推论”出来。随之而来的事件因而遵循着一种推论联系。而这已经蕴含着：在自然过程的基础中存在着一种理性的“模式”。自然过程的“真正现实性”不能在其偶然的“表象”中寻得，而必须在其理性的合法则性中寻得。试图借助实验来证明这一点的理性，因而确知自己在自然中的“现实性”。

然而，关于对现实性的理性考察只能揭示理性自身这一论点，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代自然科学固有的，而是属于一种像康德哲学那样，既力图确立近代自然科学的合法性，又试图令其与理性道德和自律相和解的哲学。当时费希特曾声称完成了康德在其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中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即揭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共同源头和体系性关联。在这方面，黑格尔基本上接受了费希特关于完成了康德哲学的断言。在费希特早期的《知识学》中，他力图根据一个自发的、自身思维的“我”的原初自律，来解释理性的理论“形式”与实践“形式”，从这个“我”出发，科学的所有基本概念的体系性内在关联都可以被“推论”出来。这种推论操作流程理应始于“我”的原初自我设定的原则，进而考察这种自我意识本身的“可能性”。在探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顺着被确定为这种自我意识之可能性条件的基本概念和原则的整个体系，追溯至一条（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一条）第一原则。

在早期对费希特哲学的接受中，谢林明确把斯宾诺莎式实体的属性赋予了“我”。“我”仅凭自身而存在，因而是自身原因（causa sui）；它仅凭自身便是理知的，因而是自身理由（ratio sui）；它还是实在性的全体（omnitudino realitatis）——即现实性的整体。谢林在这里超越了费希特，因为在费希特看来，(i)“我”仅“自为地”具有必然的存在，并且(ii)只有当“我”将某物带入意识中时，该物才对它具有现实性。在费希特看来，对客体的意识不能仅仅根据“我”自身得到解释。自我意识在各个方面都将自己视作依附性的，并将自己的自发性看作以某种无法解释的方式受到限制或“阻碍”。

然而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立场是不融贯的并且包含着矛盾，正如他早在《差异论文》中就已经试图展示的那样。正如康德在接受性与自发性之间、在显象与自在之物之间的二元论一样，费希特因其自身的“理性原则”而遭致挫折。为了实现这一原则的哲学意图，康德与费希特哲学的“观念论”必须从这样一条原初论点中“派生”出我们把握现实性所采用的形式：对我们而言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必须追溯至自律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此外，这种形式的派生绝不能依赖另一条原则（自在之物、非我、对“我”的阻碍或原初阻碍［Anstoß］），除非那另一条原则与第一条原则处于能够彼此相互派生的逻辑关系之中。

从黑格尔的视角来看，康德、费希特与谢林的“观念论”——他将其理解为某种思想脉络的必然发展——代表了对（黑格尔所认为的）近代自然科学唯一恰当的理解。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观念论依然是抽象的，无法真正从自身原则出发发展出各门科学的基本概念与原则。就这些科学的自我阐释固守其研究题材的“概念之外”的客观性而言，它们依旧落后于观念论，尽管它们在对自然的理性解释中确实成功地“实现”了观念论的抱负。因此，黑格尔将理性这一章（V.）的开篇专门用于批判性地讨论“观念论”。紧随其后的是三个主要小节（A、B、C），分别探讨关于人与自然的经验科学（A），以及在古典时期、感伤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文学与哲学中所提出的各种理性行动构想（B、C）。讨论的推进方式是：首先识别出在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性”中重新发现的理性范畴与结构（A）。随后，这种现实性理应按照实践理性的法则得以塑造（B）。最后，具体的个别者力图在世界中实现自身，并发现自身得到承认（B、C）。

黑格尔在此对康德和费希特的讨论经常、并且相当有理地被批评为不够内在、甚至完全不恰当。[41] 但黑格尔自认为能够表明，在他那个时代的各种哲学立场中——以及在文学、神学与法学中——已经发展出了特定的原则，而这些作者们却未能引申出其应有的结论。最重要的是，康德、费希特和谢林在各自的基本理念中成功克服了困扰近代思想的二元论，但在阐发各自体系的过程中又重新退回到了这种二元论之中。而他们的追随者不仅没有贯彻这些正确的意图，反而抓住并详细阐发了正是这些“倒退”。就康德的情况而言，他的追随者主要致力于保留显象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区分，以及纯粹实践理性与具体的、历史性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区分。黑格尔主要在理性一章的B小节中讨论后一种倾向。

按照理性这一章，康德与费希特的关键洞见在于：“朴素”意识视为独立于意识和知识而持存的自在体的那种客观性，实际上追溯至主观性的“活动性”。这并不仅仅在于知性包含了我们诸表象之间的结合模式（即范畴），而想象力包含了将这些范畴应用于知觉的图式。根据费希特的观点，这些主观成就（知性的、意志的、想象力的，简言之，一切“设定”的）自发自身活动性

恰恰就是真正的现实性。我们之所以将现实性赋予我们的表象活动，仅仅是因为我们发现自己的表象活动受到了“限制”，并将一种类似于我们自身自发性的活动性归因于这种限制——例如在我们内部生成印象的“权能”。[42]

在费希特看来，“实在性”范畴派生自表征“人类心灵行动形式”的自发“设定”。就此而言，黑格尔认为观念论将能动的理性理解为现实性的典范，这一看法是正确的。然而，他断言观念论直接以“我”确知“自身是一切现实性”作为开端（《精神现象学》，179/140），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费希特看来，进行量化的能力预设了区分与指涉——这是他在1794年《知识学》的三条原则中的第二和第三条原则中首次讨论的主观活动性。自我意识将两者统一起来：（“我”的）自发的、自身呈现的活动性，以及对指涉前者的非我的区分。因此，自我意识并非“对任何他者的非存在的意识——一个个别的客体，一切现实性与呈现”（《精神现象学》，179/140）。正如费希特后来在《知识学》中所解释的那样，自我意识仅仅包含并追求这样一个“我”的理想，即通过其“设定”产生一切能够成为其客体的东西。正是在不断逼近这样一个“我”的永无止境的尝试中，费希特解释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

人们因而可以怀疑，费希特《知识学》的第一原则是否真的将“一切实在性”都归于主观性。然而正确的是，费希特力图根据主观活动性来解释客观性的一切形式。就此而言，人类理性确实在客体中“发现”了自身。

黑格尔对康德和费希特的批判，将观念论原则本身的体系性展开呈现为一种经验。他早在耶拿时期的早期著作中就已经论证过，这些体系无法实现其抱负（参见上文，第23页）。它们的原则既无法内在展开为一个体系，康德和费希特也无法毫无残留地根据主观的认识形式来解释个别判断的客体。此外，康德未能从先验统觉中演绎出先验演绎的诸范畴，或者正如黑格尔在这里所称的那样，未能从借鉴亚里士多德式的、将范畴作为最普遍的存在种类的本体论含义的“单纯范畴”中演绎出诸范畴：“逻各斯［是］理性，既是事情又是言说的本质，正位论与言谈［Sache und Sage］，范畴”（《耶拿体系草稿》III，190/90）。

如果说康德认为范畴的客观有效性在于：没有范畴，自我意识就是不可能的；那么黑格尔则认为这表明：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的统一实际上构成了现实性本身。但若是如此，诸范畴就必然是那唯一范畴——即自我意识——的内在“区别”。而这恰恰是康德无法证明的。因为他只是“经验性地”从传统逻辑中所陈列的判断形式表中引入了诸范畴。

固然，康德与费希特一样，将自我意识理解为构成真正的现实性以及对客体的一切经验的条件，但对他们而言，自我意识依然依附于某种他者，正如黑格尔所言，自我意识向其“做出姿态”：即知性形式与直观形式的杂多性、被给予者的杂多性，以及构成表象权能的一切“刺激”或“限制”之基础的“自在之物”。观念论因而重蹈了怀疑论的经验，后者在其全部怀疑自由中，依然依附于被给予的、有待怀疑的断言之杂多。

但观念论只有在“我”——或“统觉的统一”——真正应当是“一切现实性”或“知识的真理”时，才会陷入“矛盾”。因为若是如此，同时主张非我或自在之物的现实性确实是不融贯的。然而，康德和费希特都没有承担后一种主张。即使是费希特也认为，只有我们能够通过自发活动性带入意识之中的东西，才能被称为“现实的”。然而，这种活动性依然体验到自身受到“阻碍”或约束。尽管这种约束可以部分地通过“自身刺激”来解释，但有一点依然未得到解释，那就是为什么这种特定的感觉（在所有可能的感觉之中）会在这一特定时间点发生。撇开黑格尔在此处的批判并非格外“内在”这一事实不谈，它依然指出了一种在今天仍然受到密切关注的困难。[43] 求助于像“阻碍”、“约束”、“压制”或“刺激”这类因果性表达，会导致一种或然的二元论：一方是主观性的封闭概念体系，另一方是以主体无法理解的方式冲击着主体的非概念的被给予者。客体的原因性与主体的心向性（知性、概念化）在本体论上是异质的。

一旦人们也将康德和费希特的实践理性哲学考虑在内，黑格尔关于他们未能兑现自身“理性的自律是唯一现实性”这一原则的断言就变得更加合情合理了。而理性一章的开篇无疑也针对着这种实践哲学，尽管直到B和C小节它才成为明确的主题。

A. 观察理性

在“观察理性”的三个小节中，黑格尔探讨了他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医学与心理学。特别是对自然的观察这一小节，是全书篇幅最长的小节之一，比自我意识一章中那些相对更为著名的小节要大上数倍。黑格尔对经验科学抱有极大的兴趣，尽管在他那个时代，这些学科频繁地融入了如今与自然哲学联系在一起的“抱负”。特别是生命科学（生物学、医学）在当时受到了谢林自然哲学的影响。因此，黑格尔对其“经验”的呈现，同时也是对谢林的批判性讨论。今天，这些小节主要是科学史家感兴趣的内容。在像本书这样一部导论性著作中，只能对它们做概括性的处理。黑格尔所关注的是呈现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这些科学的概念和法则不再附着于其感性客体之上。随着科学变得更具体系性，它逐渐摆脱了其客体的被给予性与偶然性，而科学本身仍然把这些客体看作“与‘我’并置的感性事物”（《精神现象学》，187/147）。但是，正如黑格尔所希望展示的那样，“它［科学］的实际作为却与这种看法相矛盾，因为它是认识［erkennt］事物的，它把事物的感性存在转化为概念，即转化为一种同时就是‘我’的存在”（同上）。然而，并非随意的普遍概念或特定概念都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概念。我们在此所关注的是独立于具体的、感性的客体与事件（例示）的基本概念。甚至像“力”、“电”等概念，也只有在能够促成理性推论时，才算得上是理性的概念。对黑格尔而言，理性的每一个概念都必须体现一种隐涵的推论。正是通过阐明这些推论，人们才发展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体系，该体系经过充分区分（“具体”），足以把握自然界与社会世界的客体与法则。

黑格尔在理性一章的第一部分中力图展示的是：近代自然科学向我们提供了此类概念，尽管它们因与感性因素相“混杂”而不断对这些概念产生误解。

自然科学不仅在反思科学解释的本性时把“现实性”赋予概念，而且在其对科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理解中也是如此。科学家发现，这些客体本身具有一种合目的的、分化的结构，这种结构产生出独特的结果，正如规定的前提产生出结论一样。有机生命及其所包含的一切过程，都体现了一种鲜活的推论，在其中，结果借助“步骤”从条件中推导出来。我们绝不能像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那样去理解有机生命——即假定某种策划了它的深层知性（参见第85节）。我们宁可把有机生命解释为一种自我组织的、理性的星座——一种推论。

a. 对自然的观察。
在“对自然的观察”这一小节中，黑格尔确实涉及了无机物的科学，但特别关注了有机自然界的科学。起初，自然的秩序理应通过描述以及根据共同特征进行分类而被揭示出来。然而这种分类是任意的且不完备的，因为只要分类特征本身无法根据法则得到解释，自然物种之间的界限就依然是模糊的。因此，（黑格尔时代的）“近代”自然科学有责任对物种体系给出合乎法则的解释——正如当代科学今天通过演化论和遗传学所力图做到的那样。

然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黑格尔看到在力与知性一章中已经探讨过的相同问题再次出现。一个问题是法则的普遍性与现象的具体性之间的关系。另一个问题则关涉法则各“组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则如果在概念中没有自己的真理，那么它就是某种偶然的东西，而不是必然性，实际上也就不是法则”（192/151）。法则的各个组分本身必须从源自理性的概念中展开出来。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解决这些问题正是实验的作用所在——既包括法则的普遍性与其具体案例的中介，也包括法则向严格意义上的概念的“提纯”（194/152）。在黑格尔的解释中，实验的功能不是归纳性的，而是演绎性的。它并不主要像当代科学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致力于证实或证伪有关法则的假说。实验宁可说是应当表明：在各种案例中真正现实的乃是法则本身——它独立于客体或事件的特殊感性属性。实验的任务是“把法则完全提升为概念的形式，并将其各个环节从与特定存在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同上）。

例如，电的法则并不依赖于特定物体的性状，不像早期理论那样区分玻璃电与树脂电（即气体的电与树脂的电）。因为这些法则主要关涉合乎法则的电学过程；可以说，物体仅仅是这些过程中的函数。但如果这些过程源自电本身的本质，因而已经包含在它（电）的“单纯”概念之中，那么正是这一概念——这一隐涵着“推论性”的概念——构成了此类事物和过程的真正现实性。

这就是黑格尔所特别关心的有机科学的基础客体构想。康德和亚里士多德都同意，有机体只能被理解为合目的的，或具有目的论结构的。亚里士多德还会进一步赞同，整体与其部分之间存在的手段—目的关系表现得就像推论的要素一样。[44] 当然对康德而言，这是因为我们将一种深层的“规划”归于合目的组织的有机体（从而预设了一个规划所属的知性），尽管这只是一种阐释性的、反思性的解释模式，而非建构性的、原因性的解释模式。在理性一章中，黑格尔拒斥了康德的观点，转而支持一种（经过独特修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立场。

整节关涉当时主导生物学与医学的企图：既要发现一个有机体的体系，又要以同样体系性的——在谢林及其学派那里甚至是先天的——方式来理解其内部组织。因此，这里相关的客体构想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内在必然的体系，该体系仅凭少数原则便可被派生出来。然而，所有这些理性策略依然停留于主导着绝对知识之前一切形态的意识水平之上。因为它们仍然在原则与客体之间、在理性概念与物质实体（即有机体）之间做出区分。

这种对自然的理性体系化的各个阶段或层级展开如下。首先，通过基于共同特征的分类来建立一个体系。随后显明的是，只有根据法则做出的解释才是真正具有体系性的。在此关联中，黑格尔首先讨论了关涉有机体与其环境之关系的法则，然后讨论了关涉生命物内部组织的法则。然而，有机生命的基本法则始终同时是生命物与整个有机自然界之间相互联系的法则。因此，这一小节最后确立了：整个自然界不能再被看作一个物种体系，而必须被构想为内在的有机生命。

使得理解这部分文本格外困难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它涉及“理性”——即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家们——在试图发现自然的真正体系时的双重“失败”。首先，他们的体系化尝试过于抽象——他们的分化范畴与法则解释得实在太少。其次，体系化程度本身被“夸大”了——特别是由追随谢林的科学家与自然哲学家所夸大。正如黑格尔在其后来的自然哲学中所格外阐明的那样，试图把自然构想为一个毫无缝隙的逻辑（推论）体系是毫无希望的。甚至在有机自然界内部，也只有基本规定才可能彼此推导出来——物种的杂多性是不可能的（参见《哲学全书》（1830），第368节）。

因此，黑格尔论证的一个维度致力于表明：从亚里士多德到林奈的科学家所提出的物种体系中——尤其是在启蒙运动时期建立的那些显而易见具有任意性的体系中——仍然存在缝隙。物种之间的界限依然模糊，种的划分本身也从未真正得到解释。这种物种形成理应真正追溯至法则。而所涉及的这类法则——至少在当时的生物学讨论中——关涉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即环境（包括其他生命物）对有机体自我保存的适应与外部适合性。黑格尔现在试图表明，一个必然的、受法则支配的物种体系，既不能从有机体的“物质”性状中发展出来，也不能从它们对“地带与气候”的适应中发展出来（黑格尔在此大概是在批判特雷维拉努斯[45]），更不能从事物对各自有机体的效用中发展出来。这类法则允许了太多的例外——对于“有机界的杂多丰富性”而言，它们太“贫乏”了（197/155）。不仅如此，它们涉及的仅仅是外部的、偶然的“适宜性”，而不是概念关系以及对生命物及其有用客体的内部性状的洞见：

无论人们多么频繁地发现厚厚的皮毛与北方纬度相伴相随，鱼的构造与水相伴相随，或者鸟类的构造与空气相伴相随，厚皮毛的概念绝不包含在北方的概念中，海洋的概念不包含鱼类构造的概念，空气的概念也不包含鸟类构造的概念。（197页以下/155页以下）

与此相反，“酸的概念”则必定包含“碱的概念”。

在把有机物理解为内在合目的性时，理性最接近于发现自己的“有意识的概念”是“某种现实且呈现的东西”。仅仅以一种“启发式”的方式将目的或“心向性”归于有机体或其行为是不够的，正如康德或者近来的丹尼尔·丹尼特所建议的那样。[46] 丹尼特认为，通过将目的或意图归于有机体——甚至归于无生命的“心向系统”——我们能够解释更多它们的行为，甚至或许能解释它们内部组织的某些方面。然而，我们绝不能假定此类意图或目的是真实的。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解释模式相对于归于有机体及其行为的目的而言，允许了过多的任意性。事实上，正如当代生物学所证实的那样，存在着广泛的可能组织形式与行为光谱，借助这些形式与行为，一个假定的目的（例如自我保存）能够得以实现。

对黑格尔而言，“中介”的必然性——即组织的特定分化结构、行为的特定组分——必须源自目的本身。因此，黑格尔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将有机体视作一种形式的自我实现的说明，这种形式同时也就是其目的或终极目的（telos）：“必然性隐藏在所发生的事情之中，并且只在末尾才启示出自身，但它启示的方式使得这一末尾本身揭示出必然性从开端起就同样存在”（199/157）。然而，这种自我实现并非后继事件对先行事件的作用结果；相反，它正是自我意识所特有的那种“成为其自身”：“因此，它通过自身活动性的运动所达到的乃是它自身，而且由于它仅仅达到了自身，这便是它的自身感觉。因此，我们固然面对着它所是与其所寻求者之间的区别，但这仅仅是区别的映象，因而它自在地就是概念”（同上）。

鲜活的有机体本身恰恰在其生命过程中展示出自己的概念，展示出其生命与结构的规划；可以说，概念在个别者之中并作为个别者走向了自身。然而，概念也独立于个别的畸变，因为概念在诸个别者中所“具体化”的仅仅是物种的形式。同样，在物种本身中所显现的，无非就是生命本身的概念——即在感性、刺激性与繁殖这三个环节之中。而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中，就这些环节本身而言，它们无非是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这三个概念环节的特定版本。

黑格尔时代的自然科学家与自然哲学家所提出的说明中恰恰遗漏了生命的这种“概念性”特征，他们将上述三种形态构想为力，并提出了描述其数量关系的法则。黑格尔在此介入了一场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就一直在激烈进行的争论——自从哥廷根思想家约翰·格奥尔格·齐默尔曼及其导师、伟大的瑞士医学家与诗人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提出将感性与刺激性作为有机体的基本权能与力量以来。

在随后的岁月中，围绕哈勒是否将这些力理解为机械性的产生了一场争论。谢林认为，哈勒把刺激性理解为“无法用机械概念解释的生命原则”。[47] 同样存在争议的是，兴奋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苏格兰医学家约翰·布朗的著作——在这一点上持何种立场。在他的医学体系（《医学原理》，1780年，1795年译为德文）中，布朗通过有机体对刺激做出反应的能力来界定其生命。他将这种能力称为兴奋性（incitabilitas）。当刺激与兴奋性彼此处于适度关系时，有机体就是健康的；相反，只要其中一者不成比例地多于另一者，它就是生病的。因此，医生的任务要么是从身体中抽离刺激，要么施用强健与刺激药物。[48]

布朗的理论（后来被称为“布朗主义”）在医学界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而其哲学解释也引起了相当程度的争议。谢林在其1798年的《论世界灵魂》（557页以下）中提出了一种机械论解释。然而一年之后，在《自然哲学体系的最初构想》中，[49] 谢林称赞布朗克服了机械论，理由是布朗的兴奋性原则包含了这样一种“洞见”：“生命既不在于绝对的被动性，也不在于绝对的活动性，生命是比纯粹化学潜能阶次更高、尽管并非超感性的［潜能阶次］的产物”（《最初构想》，91/69）。谢林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朋友、医生安德烈亚斯·勒施劳布的影响，后者是在费希特对自发性与自我限制（或自我约束）的综合这一背景下解释布朗的兴奋性的。[50]

一种哲学色彩较淡、但也对当时的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理论，是卡尔·弗里德里希·基尔迈尔的有机力理论。在一篇著名的演讲（标题可译为《论有机力在各种组织序列中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遵循的法则与后果》，1793年）中，基尔迈尔区分了五种基本力——感性、刺激性、繁殖权能、分泌权能与推进权能——其中前三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这三种力表现出一种相互依存性：无论是在单个器官内部还是在器官之间，甚至在个别者与物种之间，其中一种力的增加都伴随着其他力的减少。谢林的早期自然哲学采纳了这一力的体系及其数量上的相互依存性，并力图从普遍原则中证明它们。尽管谢林在1803年开始与基尔迈尔的立场保持距离，但谢林的追随者霍夫曼与基利安仍在医学领域延续了基尔迈尔的方案。[51]

在黑格尔自己的自然哲学中，他以一种完全整体性的和“推论性的”方式展开了感性、刺激性与繁殖这三个“系统”以及它们的“体现形式”。器官与身体功能参与所有这三个系统，而这些系统本身相互重叠、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等等。尽管如此，黑格尔认为他能够在这里辨识出概念的秩序。感性之于刺激性以及之于繁殖，正如普遍性之于特殊性以及之于个别性一样。感性是“单纯的、普遍的在自身内部存在”——生命物在其感觉中的主观感觉。刺激性是特殊化，即生命物与其他事物的分离：“对外部刺激的敏感性以及受刺激主体从内部返回外部的响应”。繁殖是这两个环节的统一，即“从外在性关系返回自身，并由此产生并将自身设定为一个个别者”（《哲学全书》（1830），第353节）。

甚至这些过程在身体“系统”——“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与消化系统”——内部的“现实性”同样也是“推论性的”：虽然每个身体系统主要都是这三个概念之一的体现，但每个系统在其自身内部也包含了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的环节，因此也包含了另外两个过程。例如，在神经系统内部，大脑与传出神经构成了“刺激性的环节”，而“交感神经与神经节”则代表了繁殖，等等（参见《哲学全书》（1830），第354节）。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身体应当作为一个整体，但从不同方面、按照不同功能等等来加以解释。

按照黑格尔的理解，这种考察事物的方式，等于既按照概念的一般概念结构，又结合它们在整个体系的规定水平上——在这里即有机自然界的水平上——的特殊性来拆解概念。因为他所关涉的是作为整体的现实性之概念结构的一般特征，所以这三个系统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与精神哲学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逻辑科学》中，它们代表了生命理念的诸环节（《逻辑学》II，478页以下/683页以下），而在后来的客观精神哲学中，它们对应于国家有机体的三种宪法权能。[52] 此类指涉在《伦理体系》[53] 和1805—1806年的耶拿《精神哲学》中就已经可以找到。[54]

然而，黑格尔在《现象学》的这一章中真正关心要论证的是：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对这些过程的“精神”特征以及它们与特定身体器官的关联都视而不见。如果人们试图将这三个系统或过程理解为分离的力量，并去寻找支配其相互作用的数量法则，就会使自己陷入一团矛盾之中。而这些矛盾与黑格尔在力与知性一章中所指出的矛盾相对应：内在与外在的不同模式根本无法被清晰地区分开来。这些力量应当被理解为机械性的、“活力论的”还是“精神的”？它们的真正现实性是在于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还是在于感性、刺激性与繁殖的系统或功能之中？这些系统本身构成了其肉体承担者的本质，抑或仅仅是其部分属性？这三种功能一开始究竟能否被清晰地分开，更不用说将它们与独立的身体器官相关联了？由于法则、力与体现形式之间的区分，“原本存在并被设定为概念的本质，保留了感性知觉的模式”（《精神现象学》，215/170）。

对黑格尔而言，理性的与经验的（“观察的”）自然科学的特征，都在于试图发现“内核”与“外部”之间的一种合乎法则的数量关系。这种尝试不仅限于医学和生命科学，它还主导了对待有机物与无机物之关系，乃至无机材料本身法则的科学探讨方式。用当代的话说，这种尝试贯穿了有机化学与无机化学。

在黑格尔看来，所有这些尝试都会导致相同的矛盾。当人们将“内核”与外部割裂开来时，它就丧失了一切规定性——它变成了单纯的权能或关系，即一个“数目”。同样地，只要人们将外部构想为纯粹物质性和数量性的，它就不再是内核的外部——也就是说，它不再是内核对自身的外部区分或“清晰表述”。此外，关于这些关系的法则不可能是“合乎理性的”，因为它们的“各方”——即代表着要在其间断言某种规则相关性的诸事物的概念——彼此之间并不处于“逻辑的”关系之中：它们不能相互派生，即不能在一个概念“网络”内部被“定义”。在“对自然的观察”这一小节的其余部分中，黑格尔特别关注了海因里希·斯特芬斯的《地界内部自然史论集》。斯特芬斯将凝聚力与比重之间的关系作为对金属进行体系化的指导线索。[55] 但在执行这一方案时，斯特芬斯使自己陷入了与其原则（比重、凝聚力）、所讨论的数量关系以及相关感性属性之间的相同矛盾之中，而这些矛盾同样困扰着上述关于有机自然界的理论。

黑格尔对斯特芬斯的批判性讨论同样融入或预示了他自己自然哲学的特征。按照斯特芬斯风格建构“自然史”的尝试，确实导致了一种“推论”，在其中，（有机的与无机的）物质过程构成了普遍者，鲜活有机体与无机物质的物种（例如不同种类的金属）是特殊者，而个别者则由作为整体的地界所构成。而正是这种将地界视作“普遍的个别者”，其物质、组成部分与过程的特殊性应当从中并依据其而展开的理念，同样处于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核心地位。

当然，这种推论的形式也是合乎理性的。但黑格尔在他同时代人的理论中所看到的，仅仅是真正理性推论的表象（一种推论）。普遍者（可动的与具有生命力的物质之“属”）与特殊者（其下的物种）之间的关系并非严格合乎理性的，而仅仅是数量性的——即它是一种仅以感性区分（“形态、颜色等”）为标记的关系。此类关系与属性实际上得以实现这一事实，完全偶然地取决于地界包含了此类物种，即此类材料与形态：

属可以按照数目的一般规定性将自身划分入诸物种，或者它可以将自身划分建立在其存在的特定特征（例如形态、颜色等）的基础之上；但在这一平静的事业中，它依然从普遍的个别者，即地界一方遭受暴力。

（《精神现象学》，224/178）

在这里根本看不到从相互蕴涵的概念出发所做出的真正理性的推论。因此，这些科学在事物中所发现和揭示的理性版本，乃是“仅仅作为生命本身的理性，然而，这种理性在其分化过程中，实际上并不具有任何理性的秩序或部分的编排，并且没有构成一个建立在自身基础之上的形态［Gestalten］体系”（224/178）。

因此，在科学中所展现的观察理性的形态，最终拥有两个理性概念：生命的理性概念与自我意识的理性概念。前者在物种与个别者中“非体系性地”清晰表述自身，却并不把握自身；而后者自为地同时既是普遍的又是个别的。

b. 对纯粹自我意识及其与外部现实性关系的观察；逻辑法则与心理学法则。
近代自然科学同样把自我意识看作一个有待观察的客体。它从这样一种假定出发：自我意识同样受到可发现的理性法则所支配。理性一章A部分的b小节专门致力于批判性地评估当时关于逻辑学与心理学的此类经验性说明。

只能在思维活动中被观察到的法则，似乎正因如此而仅具有形式的、而非本体论的意义；它们没有“现实性”，并且“缺乏真理”（《精神现象学》，227/180）。思维活动的法则既非本体论规则，亦非关于客体陈述之真理性的标准。另一方面，理性的形式——即其合法则性——乃是真正现实的。因此，理性的法则同样是“事物的”形式。理性包含着——正如灵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那样——一切能够成为其客体的事物的形式。就此而言，它不仅具有自身的内容——即思维活动的法则——而且拥有“一切内容”，因为它包含了一切可能内容的形式。

思维活动的法则不仅是单纯的形式，而且也是内容，这一点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毕竟，它们被观察理性作为关于思维活动的“事实”提出来。就此而言，它们具有“某种被发现的东西、某种被给予的东西的规定，即一种仅仅存在的内容”（228/181）。然而，这与思维活动的统一相矛盾，而这种统一同时也就是“自我意识的统一”（同上）。思维活动的法则不能是“一组分离的必然性”。因此，我们有责任表明：思维活动的统一只有恰恰在这些法则的形式中才是可能的。

然而，任何此类证明本身都必须运用思维活动的法则。因此，人们所能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彼此相互解释这些法则——即构成它们基础的概念——并表明思维活动构成了一个“自我区分”的概念体系，即对其逻辑—语义关系的展开。黑格尔在其《逻辑科学》中力图表明，甚至经典的思维活动基本法则——矛盾律、同一律等等——都不是各自孤立有效的，而仅仅在一个体系内部才有效。它们是“个别的消逝环节，其真理仅仅是作为知识本身的思维运动之整体”（同上）。在这一运动内部，甚至相互矛盾的命题（“存在即无”、“本质即显象”等等）在属于命题的真理体系这一意义上，也能够是真理。[56]

黑格尔在此讨论的这种观察性的、“描述性的”逻辑学无法兑现其承诺。理性合法则性的本体论优先地位、逻辑法则的纯粹形式性，以及发现它们的经验模式，共同构成了一个不融贯的三元组。因此，黑格尔对心理学式的、“观察性的”逻辑学的批判，与胡塞尔和弗雷格后来对心理主义的批判相吻合，尽管他们各自的论证模式可能大相径庭。[57]

这种理性概念陷入的矛盾，可以追溯到形式与内容的概念。这对概念在对有机自然界的观察中继承了内核与外部的关系，黑格尔相应地在其“本质逻辑”的标题下探讨了这两对概念。[58] 黑格尔试图表明，这类概念在其自身的意义中就已经预设了其各自对应的概念对立面，因而唯有通过对这一关系的阐明才是“可定义的”。借用黑格尔在本质逻辑中的比喻，它们“相互映现”。而这恰恰是观察理性尚未明确意识到的。因为在黑格尔看来，观察理性试图把形式与内容“彼此割裂开来”，从而注定了其失败。

一旦心理学观察的客体构想得到纠正，将自我区分这一环节、即“思维活动的否定统一”（《精神现象学》，228/181）考虑在内，我们便面临着“意识的行动现实性”心理学（《精神现象学》，229/182）。其主题是支配个别意识与其“预先发现的［vorgefunden］习惯、风俗和思维方式”之“环境”相互作用的法则（同上）。它关涉“社会化”的法则（“顺应”——gemäß zu werden），也关涉实践改造的法则（“令其顺应”——gemäß zu machen）。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只是适应自己发现所面对的现实性，并在自己“顺应的”行为中意识到这种现实性。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要么私下里（作为一名“罪犯”），要么作为一名革命者“为一切”个别者去“改造”现实性，“将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法权、另一种法则与伦理置于现存世界的位置上”（同上）。黑格尔在理性一章的第二和第三部分中更为详细地探讨了这些改造现实性的实践尝试。在此，他主要关涉将个别者与其周围环境片面且不可维系地割裂开来。

即便涉及个别心灵，观察心理学对于各种情绪与权能之间的任何理性的、体系性的内在关联也是视而不见的，对于不同类型的个别品格与情意之间的关联同样视而不见。然而，正如诸个别者在某种文化或时代中与其他个别者的“精神”内在关联中一样，他们也拥有由权能与“活动”（即情感）构成的自身“内在系统”。它们的差异与共同点绝不像“昆虫或苔藓”等那样任意。

观察心理学中支配个别者与其社会环境关系的法则的主导构想，建立在对因果关系的简化观念之上。它们关涉“效用”与“影响”。然而，个别者能够对这些影响采取某种立场，能够“任凭它们对自己施加影响”或“将自身置于与它们的对立之中”（231/183）。在个别者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的依附性并非一种机械的、原因性的关系。诚然，在缺乏主导的社会“境况”的情况下，“个别者就不会成为他现在的样子”（231/184）。因为诸个别者无可避免地处于相互“承认”的相互规定关系之中。他们的期望、阐释、反应等等并不是彼此孤立地发生更替，而是在相互依赖中更替的。这导致了一种凌驾于任何个别意识之上的文化模式：“任何置身于这种世界状态之中的人，都是这种普遍实体”（231/184）。

这同样意味着，在缺乏带有其“视角”的诸个别者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此类“世界状态”。诸个别者并不单纯反映其文化环境。[59] 相反，个别者的世界是由其有意识的行为、阐释与占有（甚至“转变”）所决定的。由于这种占有的“自由”，“个别者的世界只能根据个别者自身来加以把握”（232/184）。鉴于对文化影响的这种自由选择与占有，人们无法在依循原因性法则施加影响的意义上，恰切地谈论任何“心理学的必然性”。

正如将个别者的“世界”构想为某种完满的、现成地与它相对立的事物是错误的一样，将个别者作为毫无特征的镜子或作为世界的最高创造者而与世界割裂开来，同样是具有误导性的。“个体性乃是它的世界作为它自己的世界所是的东西”（232/185）。个别者通过批判性地处理与其相对立的风俗与习惯而成为其自身。它是“与其相对立的存在与它所造就的存在的统一”——这一表述极为紧密地预示了海德格尔将定在（Dasein）同时分析为“被抛状态”（Geworfenheit）与“投射”或“自我规划”（Entwurf）。[60] 然而，如果人们将世界理解为“自在地呈现”，并将个别者理解为像单子一样“自为地存在”，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彼此相互关系的法则”（《精神现象学》，232/185）。

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并未出现直接的矛盾，但相关知识的目标根本没有达到。此外，黑格尔还宣告了另一种尝试的失败：即将作为改造行为与自我纠正之活动性和“否定性”的个体性环节，融入将现实性视为合乎法则的合理性的构想之中。由此产生的、作为“造就”与现成在手者——即“自为”与自在——之间的中介的个体性，乃是我们现象学考察的新客体，这一考察现在转向了灵魂（或心灵）与身体的关系。

c. 对自我意识与其直接现实性关系的观察；面相学与颅相学。
占据观察理性先前经验的客体，由关涉个别心灵的“自在存在”或直接“预先发现的”（vorgefundenen）现实性之法则的经验理论所构成。而在本小节中，正如之前一样，黑格尔不辞辛劳地对当今被视为“过时的”当代医学与心理学理论进行了详尽的——尽管往往是尖锐论战性的——讨论。然而在当时，拉瓦特尔的《面相学》与加尔的“颅相探查术”（后来被他的一位追随者重新命名为“颅相学”）吸引了从歌德到利希滕贝格等知识分子的密切关注。[61]

黑格尔将这些理论与“占星术、手相术［即看手相］以及类似科学”等“其他虚妄的方术与无价值的研究”区分开来（《精神现象学》，236/188），但依然犹豫是否将它们称为“科学”（240/191）。虽然这些“方术”仅仅在外部特征之间建立联系（例如在星宿星座或手掌纹线与一个人即将来临的命运之间），但面相学则从这样一种假定出发：人的品格与人的面部特征是“通过它们的概念而彼此相关的”（236/188）。事实上，拉瓦特尔相信他能够在各种面部特征与品格特征之间发现合乎法则的关系，正如加尔相信他能够以类似的方式将品格与颅骨的典型形式关联起来一样。

对于这两门“科学”而言，个别者的决定性现实性不再被认为是其环境，而是其自身的“肉体性”。身体现在乃是“未成形的存在［Sein］与成形之存在的统一，并且是被其自为存在所渗透的个别者的现实性”（234/186）。它既是个别者的“原初性”——即他“非生产出来的具有”——又是他自己所生产的“自身的表达”（233页以下/185页以下）。在《哲学全书》的人类学部分中，黑格尔后来展示了甚至运动和知觉中所涉及的正常活动性在多大程度上也是心理“自我修养”的结果。[62] 无疑，如果身体作为灵魂的工具或外部表达（“符号”）而起作用，它就必然同样会影响个别的技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品格特征与“个别命运的痕迹”。

但面相学与颅相学再次使我们陷入涉及“内核”与“外部”范畴的矛盾之中。正如上面讨论的经验心理学的早期形式一样，它们对个别者自由的本质及其与诸如自身身体、行动和周围环境等“外部”事物的“辩证”相互作用视而不见。个别者并非受决定论支配；它在应对所遇到的主导条件中造就自己的品格，并且能够通过其自由决定来影响自己的品格。黑格尔赞赏地引用了利希滕贝格的格言：“哪怕假定面相学确实抓住了一个人，也只需要一个勇敢的决断，就能使自己在几千年里再次变得无法被理解”（239/191）。

然而在黑格尔看来，构成面相学基础的“本质思想”具有“局部的真理性”。即认为一个人的真正品格不是表现在其言行中、而是表现在其面貌特征之中的论点，

包含了这样一个真正的洞见：个别者并没有在其作为中“耗尽”，而是“从这种作为中反思出来并返回自身”（240/191）。这一思想在黑格尔《法哲学》的行动理论中也发挥了作用（参见《法哲学原理》，第5—7节）。黑格尔在那里既反对将意图或情意与外在作为割裂开来，也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个别行动的反思自由的“行为主义”。这种行动哲学对于他的道德哲学是根本性的，后者既反对基于情意的伦理学，也反对关涉行动结果的纯粹结果论。当一个个体成功地为共同的、理性上理知的伦理原则之自身反思的“版本”寻得表达时，她便是在自由地且合乎伦理地行动。

黑格尔对面相学的讨论融入了大量来自行动哲学的此类反思。针对面相学者试图将人类真正的意图与情意同其有意识的表达和行动割裂开来的企图，黑格尔提出了以下异议：“人的真实存在宁可说是他的行动……它是谋杀、偷盗、或行善、勇敢等等，而它是什么是能够被言说的”（《精神现象学》，242页以下/193页以下）。行动乃是个别的人的规定与启示；从行动中推论出的纯粹意图或情意仅仅是“意见”——这些意见要么属于观察者，要么属于行动者本人，因为黑格尔认为意图就是关于自身行动的意见（243/194）。同样地，人们对于品格的身体表征只能持有“意见”，而对于行动则可以拥有主体间性的“知识”。然而，行动可以由于行动者自身的拙劣，或者通过他人的误解、不利的境况等等而“颠倒”或“歪曲”意图。因此，个别者不必让行动完全归咎于她，因为她至少可以使自己与行动中超出其控制之外的那些后果保持距离。黑格尔后来在其《法哲学》中探讨了此类问题。[63]

就此而言，我们必须限定行动者的“真实”意图与其行动之间的表面同一性。在此关键的仅仅在于：自我意识真正的“客观性”应当在作品与行动中寻得，在其身体以一种“可客观化”的方式参与其中的作品与行动中寻得——而不是在关于隐藏在行动中的品格的模棱两可的身体“线索”中寻得。

当然，这并没有解决行动哲学中的所有问题。如果人们将行动理解为内核与外部的“因果相互作用”，那么人们就必须接受——正如当代行动哲学家所做的那样——“精神的个体性要对身体产生效用，它作为原因自身就必须是肉体的”（《精神现象学》，245/195）。[64] 黑格尔讨论了一系列关涉心理行动之源头相关器官的论点[65]——大脑、脊髓、神经系统等等。大脑与神经系统在精神看来表现为一种“运动的系统，精神在其中把自身区分入各个环节，然而在这一区分中保持自由”（246/197）——一个主要功能在于使身体效应成为可能的系统。大脑是“身体组织”的“中项”（Mitte），它似乎既参与了精神的自我区分，又参与了身体的固定“存在”。因此，大脑的形态乃是寻找“内核”与“外部”、品格与身体之间合乎法则之关系的最可能之处。

黑格尔将弗朗茨·约瑟夫·加尔的“颅相探查术”（或“颅相学”）解释为正是这样一种尝试。[66] 从当代的视角来看，加尔的说明是思辨理论的混合物，其中一些理论是朴素的，而另一些理论则表现出极大的远见。[67] 例如，加尔关于人类不同权能在“大脑不同且独立的部分中拥有其位置”的假说，从当代神经科学的视角来看，绝非荒谬。[68] 宁可说是加尔进一步的假定——即大脑各部分的生长会影响周围颅骨的形态——导致了他有时稀奇古怪地试图从颅骨的形态中推论出心理权能与品格特征。黑格尔指出了该理论的诸多解释缺陷（部分依凭其他当代批评家的研究）。例如，他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大脑与颅骨的机械相互作用如何与两“方”的有机生长过程结合起来。


关于颅骨形态（以及相应地，特定脑区的大小）与主观状态（感觉、倾向、作为）之间法则性关系的假定，在黑格尔看来尤为站不住脚。首先，因为在物质的量的大小与心理状态的“质感”（qualia）之间，不可能观察到或给出任何具有理知性的解释。感觉和性格类型的“深浅”（shades）与“等级”（gradations）——无论如何，它们唯有通过“更精致的心理学与人性知识”（PhG, 253/202）方可通达——它们彼此之间的“整体性”相互关联及其反思特征（感觉始终同时是对自身的感觉），破坏了对大脑或颅骨各部位的任何孤立对应映射。其次，由于“个体的自由”（255/204），基于法则的预测性知识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体的决定使其能够“成为某种有别于其原始内在自然的存在，更远远有别于其作为一根头盖骨的存在”（同上）。此外，谈论“潜能”——今天我们会说成“情意”［或倾向］——而非真正的规定，只是一种廉价的“借口”，因为要证明不导致行动的潜能之存在是不可能的（它们的存在与否纯粹是一个“意见”问题）。[69]

黑格尔这一连串充满讽刺与辛辣讥诮的评论，由此展现出包含着一系列直至今天仍在心灵哲学论辩中被探讨的论证。而他关于不可能确立任何有关身心相互作用之严格法则的论点，同样也是如此。[70]

黑格尔确实承认加尔试图为自己辩护、抵御唯物论指责的努力。[71] 但他认为加尔的辩护是不充分的。即便“精神”或“心灵”被假定“要多于并不同于这些骨头”（PhG, 259/208），它依然被假定以一种“个别的实在”之方式、即以一种“事物”的方式存在。

精神（或心灵）由此被置于与其他事物相同的存在论层面。就此而言，黑格尔声称颅相学的真理在于“精神的存在是一根骨头”（260/208）这一原则，绝非单纯具有论战性质。黑格尔将这一原则解释为一个自我扬弃的无限判断。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一个无限判断

乃是一个标示出“主词与谓词的完全不契合［Unangemessenheit］”的判断——以“精神不是大象”（《哲学科学全书纲要》［EPW］（1830），§173）为范型。实定的无限判断“精神是一根骨头”——或者更普遍地说，“精神的存在论状态就是一种事物的状态”——涉及一种矛盾，因为它把属于相互排斥之范畴的事物认同为一。因此，从逻辑上讲，它不是一个真的判断。但如果人们将理性客体观念中的这种矛盾视为其经验过程的结果，那么它就获得了不同的意义。它“补充”了自我意识经验的结果（PhG, 260/209）。这一结果曾是作为“范畴”的“我与存在的统一”的意识，即现实性通过理性的概念和法则构成的性状（260/209）。

观察理性的经验史如今已经将这种关于事物合理性的“无意识的确知”（260/209）带入意识之中。不仅事物是合乎理性的，理性本身也是事物般的（具有肉身在场且可定位，其所有主观活动性都与身体器官相关联）。理性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或理念，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或客观现实性，这对黑格尔而言正是由其概念本身所蕴含的。但若将这种现实性理解为“直接的、感性的”（262/210），那就是对理性概念的歪曲。因为正如关于自我意识的一章所证明的那样，理性就是自我意识，即自我区分以及在思维活动与实践中“加工”事物时对事物的否认。因此，认为理性具有直接的、感性的、物质的存在的观念，等同于一个自我扬弃的否定判断。

然而，这一观念确实包含着如下真理：理性“直接分裂为自身与其对立面，而这种对立正因如此也是同样直接地被扬弃的”（262/210）。理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同时扬弃了这种对立，也扬弃了将精神之物（das Geistige）解释为事物的假定。然而，这种统一并不在于精神将自身理解为物质事物。我们反而被驱向相反的端项：事物不再算作“根本上合乎理性的”，即不再算作由概念和法则构成并可通过它们解释的。相反，它们再次被算作“否定的”。正如第四章最初的自我意识那样，理性试图通过否认事物的直接形态与形式来生成其与事物的统一。理性自我意识不再致力于解释可观察的事物，而是致力于自身：它“不再旨在直接发现自身，而是旨在通过自身的活动性来产生自身”（261/209）。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事物的“表面”（263/211）必须首先被改变，从而使其理性的本质得以显露出来。这种客体观念试图证实的形态，相应地就是实践理性的形态。

B. 理性自我意识通过自身的实现

本章以一个多维度的导论开篇，随后分为三个小节：(a) “快乐与必然性”，(b) “心之法则与自负的狂妄”，以及 (c) “德行与世界进程”。本章主要涉及盛行于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年的文学和政治“Weltanschauungen”或“世界观”（晚期启蒙、情感主义、狂飙突进等）。但首先，黑格尔指明了理性自我意识在社会世界中自我实现的轨迹与目标。该目标是一种伦理形式，在其中个体在一个民族的伦常中“实现”自身——在其中个体在一种文化中发现自身的意义，而它能够将该文化把握为共同的“作品”或成就。

理解本章的困难之一在于，对黑格尔而言，这样一种伦理形式在古希腊世界中已经存在过。然而，希腊人既没有公正对待个体对其自身个别性价值的自我意识，也没有公正对待个体对共同伦理规范进行批判性审视的合理性。因此，这种统一在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的发展中注定要“丧失”。现代自我意识仅仅将理性的“普遍性”理解为每个个体的实践理性。它“尚未达到作为伦理实体、即民族精神的这种幸福状态”（267/215）。

与他后来关于客观精神及其历史的哲学相比，黑格尔目前关于实践理性的现象学论述并未追溯这种伦理形式所经历的“分裂”的世界历史进程。相反，在某种意义上，他将现代意识与其古代渊源割裂开来，并将由主体自身构成的建立理性共同体的尝试视为其“伦理世界经验的开端”（268/215）。我们这里所关涉的自我意识形态，既不参与对那“失去的伦理”的“对立”，也不参与对其的“寻找”。唯有通过哲学“概念”的透镜，这些形态才显现为现代主观性与城邦（polis）的古典伦理之统一的失败先驱。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本章据认为在更高的理性阶梯上重演第四章中自我意识的发展。然而，黑格尔仅在大体纲要中指明了试图“在他者之中”实现自身的个体自我意识如何被提升为“普遍理性”。这里的理性既是一个“民族精神”之伦常与规范的“实在实体”，又是各单个自我意识的“联结”。

黑格尔用以指称理性的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这种统一之“概念”的术语是伦理（Sittlichkeit），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伦理王国”。但这本身是哲学家方面的一种前瞻性插入。相比之下，对于在“检验的运动”中达到的意识形态而言，这仍然是一种意识自身尚未明了的“内在精神”。意识首先经历了一系列对这一统一的单方面解释的发展历程。它要么将其自身的个体理性视为通向伦理秩序之全部理性洞见的源泉，要么将理性的自在存在抽象提升为一种“理智法则”、一种自然法（lex naturalis，源自斯多亚派或经院哲学传统）或康德的伦理法则。从哲学家前瞻性的视角来看，“自我意识的理性在他者的独立性中——即在他者的自由物性中——现实化”这一概念的“完满的现实性”，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PhG, 264/212）。

在一个民族的生命中，可以这样说，个别理性与普遍理性相互生成彼此。一方面，一个民族的生命或精神是所有人的作品与作为：“这一普遍者”“是他们作为个体的作为，或者是他们所产生的作品”（265/213）。反过来，各个个体的意识又被其民族的伦常与法则所塑造。他们基于共同的标准与“范式”进行思维活动与行动。这些标准是通过学习过程被吸收的，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才首先成为他们自身。此后，他们才能够支持并捍卫这种共同生活。黑格尔选择严酷的术语“献祭”来界定这一过程：“他们通过献祭其特殊性，并以这一普遍实体作为自己的灵魂与本质，才意识到自己是这些个别的、自立的存在者”（265/212页以下）。[72]

黑格尔的阐释者与批评者往往过分夸大后一方面而牺牲了前一方面。但黑格尔所关涉的恰恰是两者的统一。理性在斯宾诺莎主义

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意义上是实体：它是“流动的、普遍的实体”，对个体意识而言是“不可改变的、单纯的物性”，但它同时作为“完全自立的存在者，生活”在个体之中，“犹如光爆裂为无数自发光的点即星辰那样”（265/212）。作为这样的“点”，个体（或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个别实体）“在其绝对的自为存在中……［显明地］自为的”（同上）。

当然，黑格尔对各个“民族”的“精神”的理解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更不是种族意义上的。事实上，他将它们视为极其宽广的文化与历史领域的特殊表达。在黑格尔本人唯一出版了其历史哲学纲要的文本《法哲学原理》中，他谈到了东方、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日耳曼的“帝国”——也就是说，他论述了由全面的文化、宗教以及道德-法律制度和思维活动模式所塑造的世界历史的重大时代。诚然，世界历史的主体是以其自身的法定政府为特征的各个民族，但这些民族本身仅仅是一种共同文化内部的个体。

然而，在这样一种个体与民族精神的“有机”统一中（其中每一方都由另一方“引起”，并且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解释的，每一方都以另一方“为目的”，在此让人联想到康德关于有机物的概念），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在于确定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基于其自身的信念去影响“民族”——即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一个民族的伦常与制度。而且我们所谈论的不仅是特殊的个别“统治者”，更是每一个“自由自我意识”。黑格尔在接下来的系列步骤中探讨了这一问题，同样是基于对“实践”（即道德、法律以及社会）理性的片面的、实际历史的解释。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本身中并没有为这一问题提供完全体系性的解决方案。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1805—1806年的《实在哲学》（JSE III）或后来的《法哲学原理》（GPR）中提炼出来——尽管这些论述是否代表了黑格尔思想发展中的同一阶段仍存有争议。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本章开篇，通过分工所达成的需要之满足来解释个体与民族精神的统一：“个体为了自身需要的劳动，既是对他人需要的满足，正如对自身需要的满足一样；并且对自己需要的满足，他唯有通过他人的劳动才能获得”（265/213）。

后来，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将通过交换与分工组织起来的需要之满足称为“需要的体系”。然而，对黑格尔而言，这并不需要国家方面的生产或分配规划——与费希特1796—1797年的《自然法权基础》或其1800年的《封闭的商业国》相反。因为如果国家来组织这些事情，那么个体就无法自由选择其职业，也无法自由地将其能力发展为“技能”。黑格尔遵循亚当·斯密的古典国民经济学，并分享其对市场进程“看不见的手”的信念，这种信念认为市场进程虽由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所推动，却有益于所有人的福祉。然而应当说明的是，这种对看不见的手的赞同，后来在《法哲学原理》中被为了社会福利而进行的相当强力的国家干预所修正。

这种为公共福祉进行的无意识劳动，如今必须由有意识的“伦理”劳动来加以补充。个体必须通过有意的和公共的贡献来参与共同的“作品”——尽管黑格尔承认，这是以由职业阶层构成的组织所中介的方式进行的。唯有在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民族生命的共同作品中，个体才将自身从自私自利的利益中解放出来并变得“合乎理性”。但这里的理性不仅意味着一个人不再按照自己的本性“他律地”生活，而是按照普遍法则自律地生活。它还意味着一个人在他者之中以及在共同的法则与伦常中“重新发现自身”：

法则是宣布每个人是什么以及做什么的宣告；个体不仅将它们知晓为自己普遍的客观物性，而且同样在它们之中知晓自身，或者知晓它们在自身个体性以及同胞市民的个体性中被特殊化……因此，在一个自由的民族中，理性在真理中得以实现；它是一个当下鲜活的精神，在其中个体……达到了他的规定或本质特征［Bestimmung］。

（PhG, 266/213页以下）

而这当然既不为存在两个世界的宗教教义所容纳，同样也不为康德与费希特关于“努力”的伦理学所容纳，根据后者的伦理学，个体应当在向理想的无限逼近中寻求其规定。黑格尔将在关于理性和精神的各章中再次分别处理这些观点。

在黑格尔看来，他的时代距离获得这样一个“自由民族”的意识或建制还很遥远。毕竟，他是在普鲁士在拿破仑军队手中崩溃的时期撰写这一文本的。

在这一时间节点上，他对制度的表象主要以拿破仑的各项宪法为取向——尤其是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宪法。[73] 后来，在海德堡关于法哲学的讲演中，黑格尔转而着眼于1815年的法国宪法（参见 GPR-Wa, 190/240），并且在其柏林时期的《法哲学原理》中，他批评拿破仑无视了他所“解放”的各民族（例如在西班牙）的文化传统，反而将抽象理性的宪法强加给他们（参见 GPR, §274，附释）。

在这里，在理性一章的开篇，唯有黑格尔关于伦理理性的总体理念进入了视野。在民族生命中实现伦理满足的典范可以在古人那里发现，尤其是在希腊城邦（polis）中。但个体的、自主的反思在希腊城邦中尚未发展起来。相反，盛行的是一种“幸福的”和谐一致，它尚未被关于个体意见自由之绝对价值的意识所“阴云笼罩”。甚至各种宪法和道德体系的特殊性，也尚未对照普遍实践理性的普遍标准来衡量。个体在普遍精神中仅仅是一个“消逝的（纯）量”（PhG, 267/214）。

相反，在现代精神的发展中——通过宗教改革、宗教战争和启蒙运动——“个体由此将自身置于与法则和伦常相对立的地位。这些法则和伦常被视为没有绝对本质性的纯粹观念，是没有任凭现实性的抽象理论，而她作为这一个别之我则是她自身鲜活的真理”（267/215）。从这一立场来看，个体与城邦之间古老的和谐一致是一种失去的“幸福”，尚有待重新赢回。而在黑格尔所叙述的现象学发展语境中，这种“幸福”首先必须通过个体的斗争来达至，这完全是合乎逻辑的。观察理性试图在预先给定的现实性中发现得以实现的理性的尝试遭到了失败，并因而退回到将理性视为“内在本质”的观念中。然而它确实成功地将理性理解为否定性、自我区分以及通过个体行动对预先给定之物的改变。因此，理性现在被规定为“实践意识，它带着……意识到自身现实性与客观本质之统一的目的，步入其预先给定的世界”（268/215）。

黑格尔将这些“自我实现”的尝试称为“伦理世界经验”。这种经验是由个体对幸福的追寻

所开启的。（黑格尔在此借用了“出门碰运气”这一文学典故）。个体将自身理解为某种自然之物，它（自然地）满足其冲动与需要，并试图在共享的世界中作为个体来实现自身并“享用”自身。这样一种观念对于“社会的”之于个体自我意识的构成性意义完全是盲目的。

然而，经验引领着理性从个体的自我实现走向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在其中，人在自身的理性中承认共同的善，并意识到自己实现这种善的义务。这是本章第二种意识形态（“心之法则”）的对象。共同善的实现恰恰不可能通过自然冲动的自我实现来达成，而唯有在德行甘愿自我献祭的自我满足中才能获得。德行改造世界的尝试产生了这样一种经验：现实性拥有其自身理性的法则，如果能动的个体想要达成其目标，就必须向这些法则让步。

个体与她试图改变的否定性现实性之间的对立由此被扬弃，至少以一种临时的方式被扬弃。如今摆脱了其自然性的“受教化的”个体，不再将现实性理解为与自身“并置”之物，而是将其理解为在歌德或威廉·冯·洪堡等人所阐发的“古典”意义上表达普遍个体性的“媒介”。而这就是理性一章第三节的主题。

a. 快乐与必然性。
实践理性的经验重演了欲望以及为承认而斗争的经验，但处于更高的阶梯上。自我实现的个体的意识“通过表现为自为存在，旨在将自身看作另一个自立的存在者”（PhG, 270/217）。但现在，意识旨在其中并将其作为自身来看待的他者，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是自立的。合乎理性的个体不再仅仅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鲜活的受造物，仅仅从满足其愿望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正如自我意识一章中的欲望那样。相反，个体从自己将在一个自立的现实性中作为自立之物“重新发现自身”的确知出发。她不再意识到自身是纯粹的欲望，而是作为一个具身化的、个别的行动主体。

在某种意义上，题为“快乐与必然性”的一节建立在前面关于观察理性的各节中所阐发的“具身理论”之上。自我意识“在其自身之中拥有其客体，但作为最初仅为自我意识存在且尚不存在［noch nicht seiend ist］的客体”（270/217）。甚至它自身的肉身存在，如果尚未在对他人的意识中赋予自身社会存在，那么它就还不是一种“存在”的实在模式。而仅仅知晓甚至遵循普遍的、理性的法则对于这一目的而言是不够的。黑格尔影射了浮士德不仅对理论知识、而且对普遍道德规则——即“科学、法则和原则的阴影”（271/218）——的幻灭。

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为整个这一节的“检验”提供了背景，但[74]正如让·伊波利特所指出的那样，享乐主义的整个传统同样也是如此。[75] 浮士德式的个体

因此跃入生活之中，并使他显现于其中的纯粹个体性结出果实。他与其说是创造自己的幸福，不如说是径直攫取它并享用它……他抓住生活，就像采摘一颗熟透的果子，那果子欣然将自身奉献给采摘它的手。

（PhG, 271/218）

“理性的”前提预设恰恰是：现实性与个体是相契合的，个体能够在其中实现自身。这种现实性是主体间性的与社会的，但不再是自然生命的一种形式。它是一个在其中主观性与存在的统一（即“范畴”）已经采取了规定形态、并且个体具有自立且具有自我意识之地位的世界。“他由此达到了对快乐的享用，达到了关于他在一个显现为自立的意识中之现实化的意识，或者达到了对两个独立的自我意识之统一的直观”（272/218）。

然而，这种成功、这种对其目标的达至，却产生了一种与原本据认为要被证实的“论点”相矛盾的经验。在其目的的实现中，在这种通过与他者的快乐联结而实现的个体自我实现中，意识体验到自身不是作为一个个体，“而是作为自身与另一个自我意识的统一，因而体验为一个仅仅是环节的个体，或者一个普遍者”（同上）。纵观整个哲学传统，从柏拉图的《斐利布斯篇》开始，快乐屡屡被理解为界限的瓦解。但个体性恰恰在于其与他者的自我划界——快乐的无限制性与个体性相矛盾，正如与他者融合相矛盾一样。事实上，在

他在法兰克福关于爱的残篇中，黑格尔就已经将羞耻解释为“爱对个体性的肆虐”（《黑格尔理论著作集》［TWA］ 1, 247/《早期神学著作》，306）。

这种对所意图之自我实现的反转，不仅产生于快乐的联结，而且产生于社会世界对“无法无天的”恋人们的对立——浮士德和格雷琴，作为所有蔑视规范的伴侣的代表，在其“悲剧”进程中必然体验到这种对立。爱所许诺的自我肯定，不仅通过独立性的情感丧失而被废止，而且通过社会的差别化与惩罚权能而被废止——“被面对它的否定本质所摧毁”（PhG, 272/219）。试图在与他人的快乐联结中实现自身、摆脱普遍规则和伦理法则的个体，在面对偶然性的权能与法则的秩序时体验到了自己的失败。这显然是对浮士德的爱人格雷琴悲剧的指涉——即对其兄长瓦伦廷的意外被杀以及格雷琴受到的惩罚。浮士德式的意识“体验到了其所作所为中蕴含的双重意义，即当它抓住生活并占有它时；但在如此紧抓生活之际，它实际上抓住了死亡”（PhG, 274/220）。当然，人们也可以像伊波利特那样，在文本中听到对自我持久消融在快乐之中的更一般的指涉：“在一切享用中，我们的特殊性［singularité］作为特殊性被废除，并且我们死去了；我们在每一瞬间都在消耗自身。”[76]

个体意图的反转不仅源于身体上的失败，而且源于社会秩序的不可理知性。这并不在于对个体的理性确认，而在于“普遍性的否定的、未被把握的权能，个体性在其上被砸得粉碎”（PhG, 274/221）。在这里，黑格尔显然是指打倒浮士德和格雷琴的伦理规范与法则的普遍性。

至少对格雷琴而言，这种普遍性当然不仅仅是某种异己的命运，而是她所理解并原则上赞同的东西。但她的意识由此在她自身的行动中变得与自身相异化。这种自我异化的思维活动（或感觉）[77]包含着如下“真理”：与直接的、个别的意识相对立的伦理规范与法则的普遍性，实际上构成了“它

自身的本质”。然而，这尚未导致个体的自我克服——这唯有在关于德行的一节中才会发生——而是导致了一种主观的确知：自发性应当成为每个人行动的普遍法则。

b. 心之法则与自负的狂妄。
将某种特定的文学或哲学立场与B部分的第二节联系起来要困难得多。一些评论家将其视为对“十八世纪自然法权理论”——例如托马斯·潘恩等人的理论（参见 PhG (1988), 598）——的批判性介入。但黑格尔将心的“法则”呈现为相当非理性的、被感觉所蒙蔽的东西，这很难说是潘恩或其自然法权理论同道者的特征。更可能的指涉是卢梭的“心之崇拜”（cult du cœur）——即指《新爱洛漪丝》以及卢梭的自传性著作，而非他关于自然法权的著作。然而黑格尔最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席勒早期剧作中的某些主题以及雅可比的小说《沃尔德马尔》（Woldemar）。在那个“天才时代”产生过非凡影响的雅可比小说，甚至更为清晰地占据了下一章以及精神一章道德部分的焦点。或许黑格尔想到的是荷尔德林的小说残篇《许佩里翁》，以及许佩里翁与阿拉班达在遵从其心之法则方面的失败。[78]

无论如何，这种“实践理性”形态不再仅仅始于个体的自我实现，而是始于普遍者在个体自我意识中的实现，即始于“心之法则”。这一法则在现实性中遇到了来自与个体敌对的社会关系的“必然性”（“世界的强力秩序”）形式的对立。因为这种必然性禁止所有人遵从其心之法则：“因此，个体性将其力量致力于摆脱这种与心之法则相矛盾的必然性，以及由其引起的痛苦”（PhG, 276/222）。

个体不再仅仅关涉其自身的实现，而是关涉“人类的福祉”。然而，她认为这种福祉在于每个人都能遵从其自己内心的法则——按照自己所欲求和感觉的那样生活，而不顺从普遍规则，并且正如黑格尔所言，没有在其他人的伦常与生活形式之间进行中介的“教养／纪律”（Zucht）：“直接的、未经训育的自然的实现，被视为卓越的展示，并

被视为能产生人类的福祉”（PhG, 276/222）。相反，现存的神圣与人类秩序、即那些“当权”的秩序，不过是“虚妄幻象”，因为它们没有得到“心”与内在信念的支持。

正如在快乐的情形中一样，这一“真理论点”通过行动的实现揭示了其内部的矛盾。内在信念的个体性与法则的普遍性无法结合在同一作为之中。行动本身的公开性使其面临着不同的解释以及与其他意图和作为的相互作用。没有任何个体内在意图能够在公开作为中保持不被改变，因为它必须向盛行的秩序以及他人的意图让步，并由此经历某种改变。

此外，如果自发的自我实现据认为包含着一种“法则”，那么它也必须采取一种“公共秩序”的形式。但随后它将被其他人体验为对他们自身自发性的压制。那位在作为中“表达其自为存在或其快乐……的”革命者，若不经历自我异化，就无法使其内在信念顺从他人的观点（278/224）。然而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他就把自己的“特殊内容”强加给他人，这意味着那些他人看到的“不是他们心之法则的实现，而是他人心之法则的实现”（278/224）。因此，他们抵抗并反对这位革命者，并对他而言变成了压迫性现实性的又一部分。

不寻求自身私人快乐、反而以改良世界为乐的个体，由此体验到了与前一种意识形态恰恰相反的情况。压迫人类的“神圣与人类秩序”不是“死寂的现实性”，而是“作为每一颗心的法则由所有人的意识所赋予生命的”（279/224页以下）。但按照该个体的标准，甚至那些遵从自己内心的人也参与了一种共同的、因而受压迫的生活形式。各不相同的个体心之法则的对立，将自身呈现为一种共同伦常的形式。（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黑格尔对实践唯我论的反驳。）任何试图实现一种看不到社会生活与共享秩序之必然性的理性形式的尝试都注定失败，因为它导致了黑格尔描述为崩溃与“癫狂”的那种内在企图与信仰的歪曲。通过自身的作为，个体创造了一种“持存而鲜活的秩序”，在其中他无法认出自己的意图，这些意图因而向他呈现为压迫性秩序的一部分。个体“属于一种双重对立的本质性”：其内心“绝对的”心之法则，以及其作为的外在现实性，在其中他将自身实现为一个社会存在者（279/225）。

其“经验的结果”是他“自身的内在颠倒”（279/225）。在得以实现的过程中，他的内在法则恰恰变成了它先前所对立的东西（即压迫他人的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那异己的伪现实性则变成了他的真实本质——即个体的社会自我实现。

黑格尔在描述这种颠倒时是否有具体的立场在脑海中，这一点尚不清楚。在运用“癫狂”这一概念时，他想到的可能是席勒剧作《强盗》中的卡尔·摩尔，因为正是摩尔对压迫性秩序出于好意的否认，最终毁灭了“好人”，并引领他经过一场濒临疯癫的危机走向对神圣道德秩序的洞见。[79] 此外，“自负”这一表述成了雅可比小说《沃尔德马尔》同名主人公的特征。在那里，“自负”意味着有人将自己的信念与现存秩序相对立，而不考虑他人的意见。沃尔德马尔同样陷入了与自身以及与周围环境相异化的危机之中。或者，黑格尔（也）是在更一般地思考狂飙突进运动和早期浪漫主义文学中极为流行的那种性格类型：那种无法设法将其最内在信念的本真实现与其对共享的公共生活之需要结合起来、并且无法忍受这种互不相容性的个人主义革命者。

人们还可以在意识抗拒自身经验并紧抓其开端不放的方式中察觉到某种“癫狂”。它首先在试图让其他“恶的”个体为公共秩序的颠倒以及其自身意图的颠倒负责中表现出癫狂——指责“狂热的教士和贪吃的暴君及其爪牙，他们通过贬低和压迫他人来补偿自身的堕落，这是一种对心之法则及其幸福的败坏，导致了受蒙蔽的人类无可名状的苦难”（PhG, 280页以下/226）。黑格尔在此对教士阶层的政治批判展开论战，尽管不幸意识一章本身蕴含着一种对神职人员的宗教批判（参见上文，第105—107页）。

这种政治批判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形式；颠倒是由这一立场及其在私与公、个体与普遍等概念之间看到的互不相容性所必然导致的——革命的心“在所有方面都是颠倒的与颠倒着的［verkehrte und verkehrende］”（281/282）。个体既想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又想同时获得公共权威；它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非个体”都是其自身的目的，通过其作为将自身普遍化，同时在其“心”中宣扬这种普遍性。

如果所有个体都固守其对心之法则的私人构想，所导致的结果便是一场每个个体都试图实现其自己的法则的争斗：

因此，我们在这里所拥有的普遍者，仅仅是所有人针对彼此的一种普遍抵抗与斗争，在其中每个人都要求自己的个体性有效，但同时在其努力中却并不成功，因为每个人都遭遇了来自他人的同样抵抗，并在彼此的对抗抵抗中化为乌有。那么，看起来像公共秩序的东西，就是这种普遍的战争状态，在其中每个人都尽可能为自己攫取所能夺得的东西。

（PhG, 282/227）

“心”从压迫者那里的革命性解放，自身导致了一场内战，即一种自然状态。

但黑格尔在此并非是在追溯法哲学中人们所熟知的问题。相反，从体验这种混乱的社会现实性中所浮现出来的，是关于普遍者与个体之关系的新视野。一方面，普遍者——社会现实性——对个体的意见和斗争显得漠不相关；它正是“世界进程”。其本质在于个体意图与作为的颠倒——在于“确立与消除个体性的无本质的嬉戏”（282/228）。另一方面，存在着持久的经验：个体在他们作为自身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公共世界中实现自身。关于实践理性之真理的新构想将这些方面整合在一起。个体不再通过基于每个人自发性都应获得解放这一信念的作为来实现自身，而是通过为普遍者献祭自身来实现自身。这种自我献祭就是“德行”。

c. 德行与世界进程。
黑格尔以总结此前实践理性各形态中所展现的个体性与普遍性的星丛来开启本节。“快乐与必然性”一节涉及自我意识的“纯粹个体性”与命运及敌对社会的“空洞普遍性”之间的并置。相反，实现“心之法则”的尝试将个体性与普遍性统一起来，尽管是作为对立面：自发的解放者体现了它们直接的统一，而社会则代表了它们的对立（PhG, 283页以下/228页以下）。当然，“心”标志着个体实现某种对每个人都有效的“自发性法则”的意图。然而，这导致了良好意图的混乱——即导致了一个剥夺了个体权威的整体或普遍者。

第三种形态涉及个体性与普遍性这两个环节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两者同时是“这些环节的统一与反题，或者各自是法则与个体性朝向彼此的运动，但却是一种对立的运动”（PhG, 283/228）。然而，在这种“朝向彼此”的运动中，正是个体性呼吁被扬弃——无论从意识方面还是从它所面对的社会世界方面都被扬弃。德行涉及个体为了普遍者的缘故而制服其冲动与愿望。历史（即“道路”或“世界进程”[80]）对个体内在意图的独立性，被先前的意识形态理解为对个体内在意图的“颠倒”，如今则是自主意愿的。人们应当实现世界实际运行过程的普遍合理性，而非个体的虚假意图与作为——“然而，这种［对个体性的］扬弃，仅仅为世界进程的自在以自在自为的方式进入实存让出了空间”（284/229）。

有德行的个体所执行的无非是历史本身的计划；她是进步的担当者。在这里被颠倒的、把事情完全弄颠倒的，事实上是认为世界进程仅仅由个体意图和作为的嬉戏所构成的观念。德行必须与这种虚假意识作斗争。黑格尔以讽刺的隐喻将这种斗争描述为德行骑士与恶习骑士之间的暗箭与披风之战。然而在真相上，所争论的是革命者与反动派之间的“现代”斗争。“德行”一节自然让人联想到罗伯斯庇尔，尽管法国大革命在《精神现象学》后面才成为一个明确的主题。关于这两个对立双方各自的“纲领”，我们仅仅在本节末尾才获悉一二：

德行为了个体的“才能、技能、权能”而战，这些才能、技能、权能必须在一个理性的秩序内部得以实现。

黑格尔在接近本章末尾时，将这一纲领讽刺为“关于为人类做出最佳贡献、关于人类受压迫、关于为善的缘故作出牺牲以及滥用才能的高谈阔论”（289/234）。他向那些“使心升高而使理性空虚、能提供教化却建构不起任何大厦［erbauen aber nichts aufbauen］……一种使他在自身眼中以及在他人眼中因自重感而膨胀的自吹自擂，而事实上他只不过是被自身的自负所吹胀”的“空话”（289页以下/234）展开了猛烈论战。在这里，黑格尔几乎不可能是指十八世纪革命所传播的启蒙纲领。他想到的宁可说是该纲领“沉沦的”、提供劝谕的道德应用。此类应用假定这一纲领的内容从“我们时代的文化”中已经是“熟知的”，因而随意将该内容替换为“一阵阵辞藻”或“对内心的诉求”（290/234）。唯有在这一节所勾勒的经验末尾，黑格尔才展开这场论战——这或许表明了启蒙思想在其短暂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变得多么平庸。

另一方——即把世界进程视为个体作为的无序嬉戏的一方——通过指出个体的自私自利来反对这种关于德行的阐述。黑格尔同样批评了这一观点，指责其“空洞的狡计以及设法在一切地方发现自私自利的微妙解释”（291/235）。在这里，黑格尔心中可能具有哪些历史立场同样是不明确的。人们首先可能会想到曼德维尔这样的人物，他是著名的1714年《蜜蜂的寓言》的作者，或者想到德行的其他怀疑论者和自我主义的辩护者。然而，黑格尔笔下的恶习辩护者似乎完全忽视了“看不见的手”的进程，而后者恰恰通过“私人恶习”促进公共福祉（私人恶习——公共德行）。而这恰恰是曼德维尔及其追随者（例如亚当·斯密）的观点。因此，黑格尔在此显然又是在思考自利理论的各种平庸化形式。

德行与恶习之间的斗争，至少在表面上，以自利辩护者的明确胜利以及世界进程对理性意图的漠不相关而告终。但正如主奴关系的经验那样，事实表明胜利者的观点并未真正被证明是正确的。

这一经验的相继步骤表达了黑格尔认为已经渗透进许多“进步”运动中的问题。无论是历史理性的内容、未来社会的理性状态，还是其实现的形式，都绝非真正独立于“个体性原则”。

理性或“普遍者”依赖于个体的作为，因为一个能够发展所有才能和技能的社会的实现，根据个人的个别解释，可能看起来大相径庭。善的目的也可能“被误用于产生一种现实性”（286/231），从而导致个体性的“毁灭”。诚然，甚至严格的仁慈专制也能够以促进个体发展之名建立起来。有德行的革命者的良好意图和无私奉献，绝不能保证自在之善的实现。

革命者通过诉诸历史与进步的逻辑来反驳这一点。但德行的构想包含着历史理性的全能与无能之间的矛盾。它据认为独立于个体的作为，然而若没有其“执行者”或没有针对“反动派”的斗争，它就仍将是不实在的。但这又将斗争变成了一种“影子公司般的空拳击打”或自欺欺人，因为被争取的对象无论如何都会实现自身。由此得出，历史趋势事实上根本无法被抗拒。

黑格尔的讨论由此预见到了“历史唯物论”的一个臭名昭著的问题，后者的支持者一方面旨在通过革命活动促进进步，另一方面又希望任由历史的“矛盾”自行发展与激化。革命者的“真正力量”在于“其目的与世界进程本质的统一”（286/231）——即在于“善是自在自为的，即它生成自身”（287/231）。黑格尔采纳其一对一决斗的隐喻，将此理解为“一种伏击，据认为自在之善应当借此狡计从背后袭击世界进程［即反动党派］”（288/233）。人们在此可能会想到他关于哲学史以及在通过意图实现截然不同之事的个体作为来推进其进程方面的“理性的狡计”的著名隐喻。

然而，在历史进程中自在为善且必然之物，不能与构成它的个别作为割裂开来。这有着多种理由。其一，甚至自私自利个体的活动也构成了技能与才能的发展。此外，它们本身就是自在之善必然实现的一部分。这一普遍者、这一善（历史中的理性），通过个体的作为来实现自身。它“作为世界进程的自在，错综复杂地编织在世界进程的每一个现象［Erscheinung］之中”（287/232）。因此，决不可反对它：“因此，凡是德行抓住世界进程的地方，它总是遭遇正是善自身之存在的地方”（同上）。在这一点上，隐喻式的战斗带有了近乎堂吉诃德式的特征：德行不被允许战斗，而是必须“保持其宝剑锋利闪亮”，并“保护”敌人的武器“免遭自身伤害”（288/232）。

德行由此陷入了矛盾——它必须与事实上是善之实现的事物作斗争。德行那形成鲜明对比的补充物起初摆脱了这种矛盾。因为后者的原则是免除道德的个体性，对其而言“没有任何事物是既定的或绝对神圣的”（同上）。因此，这一立场能够毫无矛盾地战斗并改变事物，并且在这方面它有世界进程站在其一边。因为它没有把世界的进程设想为某种隐秘之物，而是设想为有意识的个体的嬉戏——“警觉的、确知自身的意识”（288/233）。

直到这一点，结果一直是世界进程以及反动作对者对德行的胜利：“世界进程原本被假定为善的对立面，因为它以个体性为其原则；然而个体性正是现实世界［Wirklichkeit］的原则”（289/233）。世界进程通过个体的作为而成为现实的，其“理性”仅仅是个体对它所具有的意识。善的实现无非是个体设法获得的关于历史事件的意识。世界进程“颠倒了不可改变之物，但事实上却把它从抽象的虚无颠倒为现实性的存在”（同上）。

那些有德行的行动家与行善者的“世界观”并非某种“实在的”东西，而仅仅是“并不成其为［区别］的区别的制造”（289/233）。如我们所提及的，这种世界观是没有任何明确内容的“自吹自擂”。黑格尔将其与古代世界中德行的实体性概念相对照：

德行在古代世界中拥有其自身确凿无疑与规定的意义，因为它在民族的实体中拥有其内容充实的基础，并以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的善为其目的。因此，它也没有作为一种普遍的颠倒［allgemeine Verkehrtheit］或针对一种世界进程而指向现实世界。

（290/234）对一种无法在法权、制度、生活形式和具体社会目标中阐明自身的善的表象，纯粹是空洞的——它是德行骑士“如同一件废弃的斗篷那样丢弃”的东西（同上）。

认为个体性必须为了作为（尚未）实现的理念的普遍善而献祭自身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个体性恰恰是自在存在之物［des Ansichseienden］的现实化”（290/235）。个体性由此并非空洞和微不足道，而是共同伦常或共同善这一普遍者的现实化，这一普遍者在作为中被展现并被意识到。但这表明，“以世界进程的面目与对自在存在之物的意识相对立的东西，同样已经被征服并已消逝”（291/235）。由于这一经验不仅表明理想化的普遍者或善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揭示出个体是（真实的）普遍秩序的执行者，它因此也反驳了认为世界进程对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的“混乱”漠不相关的论点。

有德行的革命者为了一个据假定有权支配历史的抽象理念而献祭自身，而现状的捍卫者则被个体自由蒙蔽了双眼，以至于他们不再认出在个体“背后”——部分有意识、部分无意识地——实现自身的社会模式与普遍目标。因此，普遍者、即历史的合理性，在个体的行动中并通过个体的行动来实现自身。

历史本身中普遍者即合乎理性之物的内容，是由个体的才能与技能所构成的。技能的发展与呈现、自我启示，以及在他人之中或在社会世界的转变中自我确认的失败，构成了理性一章第三节 (c) 的内容。理性自我意识

重新从自身出发，关注的不是他者，而是自身。既然个体性在其自身中就是现实性，其作用性的材料与其行动的目的便在于行动本身……个体性在其中展示其形态的要素，具有纯粹承担这一形态的意义；它就是白昼本身，意识希望向其呈现自身。

（293/237）

在这些形态中存在并展开的张力，存在于个体所“代表”的普遍性——无论是古典人文主义的普遍性，还是康德式的、启蒙式的理性形式的普遍性——与个体以及源于这种理性形式的规则和内容的特殊性之间。

C. 自在自为地实在的个体性

本节所关涉的三种意识形态是：(a) “精神的动物王国与欺诈，或事情本身”，(b) “立法的”理性，以及 (c) “审核法则的”理性。第一种关涉在艺术作品中以及在对理念、即某件事情（Sache）——某种“议题”或“事情”——的追求中自我发展或自我实现的表象。从历史上看，这种意识形态的目标可能是歌德（《威廉·迈斯特》中的歌德，而非《浮士德》中的歌德）或洪堡兄弟所倡导的艺术与知识理想。[81] 其余各节涉及对康德实践哲学的一种特定解读或进一步发展——这从其例子清晰地取材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道德形而上学》这一事实中显而易见。

a. 精神的动物王国与欺诈，或事情本身。
这一节的标题本身就给评论家们带来了难题。[82] “精神的动物王国”仅仅应当被讽刺性地或隐喻性地理解，正如德行与恶习之间的决斗那样吗？黑格尔是否仅仅试图讽刺知识分子与“艺术界”的繁忙琐碎与虚荣？他是指涉作为所有人对所有人之战争的自然状态吗？或者这一表述旨在使本节与自然哲学相协调？

无论如何，黑格尔在个体性就其规定自然而言的自我呈现，与在特定要素或生境中——取决于各自物种的特性——展开并运动、从而既保存并表达其个体性又表达其类属的“动物生命”之间建立了平行对照（参见 PhG, 294页以下/237页以下）。与动物生命的这样一种契合，无疑要

比指涉争夺荣誉的斗争合适得多——黑格尔从未将争夺荣誉的斗争解释为“动物性的”——更不用说比指涉市民社会中知识分子之间“残酷倾轧”（dog-eat-dog）的关系合适得多了，各种马克思主义阐释者曾将这种关系附会到文本中。[83]

然而，甚至与动物王国的这种关联也不能在字面上来理解。因为与对自身个体性或物种毫无知识的动物不同，合乎理性的个体将自身自然在行动中的表象以及该行动之持久产品的生成确立为其目标。她实现了自己的“特殊技能、才能、性格等”。实现一个目的就是将最初仅存在于意识之中的东西转化为社会现实性。然而在这一进程中，尽管在“内”与“外”的形式上存在差异——在纯粹表象的目的、付诸实施的目的与（最终）客观实现的目的之间存在差异——内容的同一性必须被保存下来。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性格必须毫无扭曲地展示给他人，并且也被他们如此理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黑格尔行动哲学的原则发挥着重要作用（参见我们上文在第128页的讨论）。

以这种内容的同一性为前提预设，理性自我意识不知道知识与客体之间的任何差异。它是关于“自身从可能性的黑夜向当下的白昼的纯粹转化”的意识，以及确知“在后者中向他呈现的东西无非是潜伏在前者之中的东西”（299/242）。在这一意义上，意识“确知自身是个体性与存在的绝对交融”（300/242）。但在将其性格转化为作品的过程中，意识经历了一种恰恰反驳了这种确知的经验。

首先，这只是在更高阶梯上重演了意识关于个体性之纯粹自我呈现不可能未受社会关系触动与歪曲的经验。个体性的禀赋与才能据认为应当在其中展现并表象自身的作品，“由此被驱逐进一种持存之中，在其中原始自然的规定性实际上转而反对其他规定的自然，侵蚀它们正如它们侵蚀它一样，并在这一普遍运动中作为消逝的要素而丧失自身”

（PhG, 300/243）。将自己的个体性与他人的个体性区分开来的迫切需要，本身就是歪曲的开端，这种歪曲通过他人的解释、他人的反应、自我主张等而永久持续下去。

正如“心之法则”的实现那样，自己性格的展示对他者而言是一种“异己的现实性”。而他们必须以他们自己的自我实现来对抗它（参见 301页以下/243页以下）。由此意识再次陷入了“力量与利益”的“相互交织”之中。然而，如果作品存在于一种依赖于他人的解释与要求的竞争语境中，那么它就依赖于偶然性，并且把个体性呈现为不是“完满的”，而是“消逝的”。

在这种经验中，目的与现实性、内在与外在、做与存在等之间的同一性烟消云散了。黑格尔明确指出，意识与存在之间、或概念与现实性之间的对立——这种“在较早的意识形态中同时是行动开端的”对立——如今已证明是经验的“结果”（301/244）。如果作为不是性格的必然且明确的表达，如果在目的与手段、意图与行动、作品与解释之间仅仅存在一种偶然的关系，那么谈论意识与存在之间不可消除的差异就是恰当的。


与较早的意识形态——其中理性个体面对偶然的解释和观点来“捍卫”客体的本质——不同，他现在执守其目的或“概念”的本质，并摒弃其实现过程中的偶然性。黑格尔不再将这种本质称为个体的本性或性格，而是称之为 Sache selbst——即“事情”或“事情本身”。

人们在此可能会想到人类行动的某种现象——即个体对他们据信为重要的理念或事业（无论政治的、科学的还是艺术的）的投入与献身。对某些事情的投身与发现并表达自身的性格密切相关，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人们即便从比《现象学》晚写了一个世纪的约瑟夫·康拉德小说（例如《诺斯托罗莫》[Nostromo]或《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也能获知的那样。但事情的概念也可以指示个人“客体观念”的一个一般特征——即通过展示在偶然的个别行为及其境况和中介中持存之物。

这就是“事情”（或“事情本身”）在黑格尔的《逻辑科学》（WL II, 119页以下/414页以下）中所具有的那类重要意义。然而在《现象学》中，Sache 乃是一种事态（Sachverhalt），是某种作为外在的、表面上偶然的诸规定的基础之物，某种将它们联结在一起并赋予其意义之物，是一种潜在的秩序或激发行动的事由。[84] 这样一种“事情”具有准主体的特质：它“表达”自身，它“将事物联结在一起”，等等。对于指引行动的“事情”尤其如此，它在其实现的各种偶然模式中始终保持同一。

因此，《现象学》中的“事情本身”乃是“现实性与个体性的交融”（PhG, 304/246）或“个体性与客观性本身的交融”（同上）。唯有参照这样一种理性的、指引行为的事情，中介、境况与事件才具有意义。而在黑格尔看来，正是基于这种通过主体的行动并为了主体的行动而表达出来的意义，“事物与事情之间的区别”才得以成立（同上）。然而黑格尔接着指出，这些理性的事情现在开始重复感性确定性与知觉的“运动”。

人们可以在“精神动物王国”的进一步发展中看到这一点，因为任何试图将“自在存在”——即事情的持存本质——与它在个别行动中实现的偶然性分离开来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因此，“事情”变成了一个空洞的头衔，人们可以通过它为任何事物辩护。面对任何“世界事件”，一个个体都可以仅仅因为对它感兴趣，或者即使该事件“实际上与他无关”（306/248），便将其“据为己有”。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个体可以认同他或她想要的任何事物，并且可以将这种站队本身视为其功劳。投身于某件特定的事情——这种纯粹的“委身”——变成了一种自身令人满足的生活，成为个体性的自身目的，而无需顾及所讨论的事情的实际内容。毕竟，事情独立于个体外在行动的偶然性。黑格尔在这里所描述和批判的，是一种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论辩中我们理应熟悉的行动主义和决断论：一种人道主义式的“委身”或献身模式，它可以支持所有可能的运动和团体，而独立于它们的具体目标与行为，独立于它们所规划的“作品”的成败。对这种心态而言，本质性的东西是真诚——即对一件事情真诚无私的追求。但这种真诚“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老实”（307/248页以下）。因为个体不仅关注事情本身，而且首先和主要关注他或她自己的行动，或者至少关注他或她受动的站队。

因为个体“只关心能动和忙碌”（同上）——唯一重要的在于这件事情是“他的”事情。黑格尔并不是试图将所有的委身都揭露为隐蔽的自私自利——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他批判过这种诊断（参见上文，第145页）。他更关切的是要扬弃事情的自在体与实际上偶然的行为之间的区分。将一切形式的外在显象相对化——例如让“真正的”社会主义独立于任何现实的社会主义例证——并由此试图让自己所选择的事情免受其实际中介与作品的检验，纯粹是不诚实的。正如性格在行为中显露自身一样，事情同样在追求它的个体的作品与行为中显露自身。但是，“委身”的意识尚未能够认识到这一真理。因为它执守事情本身与实现它的个体的意图和行动之间的区分。而恰恰是这一点，将个体性在对事情的真诚支持中的实现，转变成了一场相互映象的“游戏”。

黑格尔将“精神动物王国”论辩性地呈现为对事情和作品的相互强化、虚伪的投入，在某些地方（参见 309页以下/251页以下）读起来就像是对“文坛”的批判，当时的情况显然与现在大同小异。在那里，艺术家和批评家表面上也是面向作品本身的，但实际上却是在进行虚荣的自我标榜。在某些段落中，黑格尔似乎已经预见到了我们今天这个媒体主导时代的“公共领域结构”。[85]

然而，这场论辩的背景源于黑格尔的行动哲学。为了某物自身而实现某物的理念，涉及公共与私人、普遍者（客观的）与个人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在对理性行动的抽象知性理解上是无法统一的。寻求让某件特定事情取得成果的人，认为他或她自己的行为是不重要的——他们觉得其他人本可以同样出色地、甚至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另一方面，这样的人又无法将他或她自己的意图与事情本身区分开来，因此必然将他人的任何批评或干涉理解为对事情本身的攻击。接着，其他人会感到受骗，因为在他们看来，该个体毕竟并非仅仅关切事情本身，而且同样（甚至或许主要）关切实现他或她自己的意图。

然而，不可能每个人都仅仅局限于他自己的事情，因为一件真正的事情（绝非单纯的个人愿望）具有普遍的特征。追求并实现我的事情是每个人的任务。因此，我们再次面临关于正确的观点以及实现事情的恰当中介之间的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每个人都因他人追求自身的私利而感到受骗。

通过“面向事情的”个体之间的相互欺骗所经验到的，乃是 (i) 事情与行为以及 (ii) 个别行动与普遍行动的不可区分性：

意识将双方经验为同样本质的环节，并在这样做时认识到事情本身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即它不仅是一件与一般行动和个别行动相对立的事情……而且是一种存在，其实存乃是单个个体以及所有个体的行为，并且其行为直接地为他者存在，或者说是一件事情，并且唯有作为每一个个体与所有人的行动它才是如此这般的事情。

(310/251页以下)

任何孤立而单独的人，都不可能认识或实现独立于私人意见、意图与行为的事情，因为事情乃是共同行动的客体。但人们如何能够规定我们有责任追求哪件事情，亦即哪件事情是合乎理性的？这便是接下来两节的主题。

b. 立法理性。
包含具有普适性之法则的实践理性形式，是自我意识与存在之统一的一个新阶段。这一新的“真理……存在且有效，是在它自在自为地存在并且有效的意义上而言的；它是绝对的事情”（PhG, 311/252）。这样一种有效性形式，既不指示一种事物式的实在，也不指示像数学客体或定律所显现的那种纯粹“理智的”实在。对黑格尔而言，它也不是一种纯粹主体间性的或交往性的关系，因为伦理法则的有效性恰恰标志着它独立于个体的据信为真或“确知”。它也不意味着对个体自我意识的支配，而是同时兼具约束性与满足：“它不能够也不再想要超出这个客体之外，因为在客体之中它就在自身之中：它不能够，因为客体乃是全部的存在与权能”（312/253）。这一“客体”具有主体的结构——作为内在的分化——因为它同时是道德有效性的无差别统一（即伦理法则），以及向特殊诸法则的分化。

个体的自我意识乃是这一道德“事情”的知性、反思与“自为存在”。个体不仅不是虚构或发明了这一“事情”；它通过道德意识，即通过其“直接知道什么是正当与良善的……健全而健康的理性”（313/254），直接知道了它。

诚然，对康德而言，自律并不意味着对自己关于道德命令的抉择权能的意识，而是对自己直接分有某种超个人的（并且如果存在非人类的、有限的理性受造物的话，甚至可能超越人类本身的）、包含这些法则的理性形式的意识。此外，康德也承认一种寻常的（“普通的”）道德意识，这种意识即便在缺乏任何“知性推理”或“理性化推论”的情况下也能意识到这些法则，并且他将道德哲学的作用仅仅视为反驳对这些法则的错误辩护（例如基于自利或直接的神圣命令）。恰恰是这种与“普通道德理性”的所谓契合，构成了本章的主题。特别是，本章仔细审视了存在直接自明却又具体且普遍的道德命令这一主张。黑格尔以康德意义上的完全（或严格）义务与宽泛（或不完全）义务为例：讲真话的完全义务，以及爱邻人的宽泛或“功德性”义务。根据康德的观点，完全或严格义务是无论何时都不允许不履行的，而不完全（或功德性）义务则是偶尔可以部分不履行的，因为一个准则可能会受到另一个准则的限制。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的例子是：促进所有其他人福祉的一般义务可以受到爱父母之义务的限制（6: 390）。然而，黑格尔对这些例子的讨论更多是采取“通俗的”知性理解，将其视为同时具有无条件性与特定性的理性命令。

黑格尔通过他对这些法则有时听起来颇显“诡辩”的“审视”所试图展示的，显然是将道德理解为一个由单纯的理性法则构成的体系是站不住脚的。伦理法则并不是道德意识所认为的那种关于必然的具体内容的普遍命题。人应当始终讲真话的命题，最终意味着：

每个人都应当根据他当时所具有的最好的知识和确信来讲真话。但经过这一修正，该命题原本想要宣告为普遍必然且内在有效的东西，实际上却转变成了完全偶然的东西。因为我讲出真相取决于我是否能够知道真理并确信它；而该命题所表明的无非是：真与假的混乱杂拌应当按照任何人在当时碰巧所知道、所意谓和所理解的那样被讲出来。

(313/254)

人们可以轻易反驳这一论述，声称黑格尔在这里混淆了客观真理与诚实。要求诚实的命令似乎是不受限制的，但当人们不知道客观真理是什么时，显然不能被强求讲出客观真理。然而，禁止说谎或对真理的要求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完全清楚。也许除了诚实之外，人们还有进一步的义务去尽可能了解真实的事态。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对该原则的这种“改进后的”表述将彻底破坏对“普通道德理性”之命令而言至关重要的直接性：“健全而健康的理性起初理应直接具有讲出真理的能力”（314/255）。直接且无条件地表达规定内容的命令，已经变成了其“矛盾之物”——即认识某种完全无规定之物（即碰巧为真的任何事物）的命令。

显然，黑格尔并不打算仅仅将康德关于禁止说谎的禁令作为自相矛盾之物予以反驳，而是旨在批判某种特定形式的道德意识。实际上，表面上单纯、无条件的戒命并非直接要求做某件具有规定性之事的要求。它们在内在本质上是繁复多样的，并多重地契合于情境与境况。一项无条件的道义义务完全可以作为“情境伦理学”的一部分而被条件性地表述出来（例如，“如果你在尽最大努力调查了所讨论的事情之后确信了某事，等等”）。此类义务涉及程度等级（尽最大努力、充分确信等），这蕴含着概率和（相对）任意的界分（我们在这里划定界线）。

爱邻人的命令同样可以被表明包含着偶然性与程度等级。人们必须规定什么对另一个人是有益的，他的“福祉”由什么构成，以及什么会在短期或长期内伤害他。此外，人们必须将自己的善行与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秩序协调起来。黑格尔在这里示意了他后来在《法哲学原理》中所阐发的观点——即唯有来自国家的建制性救助，才能够为长远关怀个体的福祉提供稳定的基础，而私人的善行则是某种短暂易逝之物：“然而，明智的、实体性的善行在其最丰富且最重要的形式中，乃是国家的明智的普遍行动——与这一行动相比，单个个体作为个体的行动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几乎不值一提”（314页以下/255）。这一思想为黑格尔后来的法哲学中臭名昭著的道德向伦理的“扬弃”提供了基础。[86]

因此，即便爱邻人的命令也没有规定任何直接具有约束力的行动。它缺乏一种“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内容。它只具有条件性的内容和一种无规定的“应当”：“此类法则停留于‘应当’，它们没有现实性；它们不是法则，而仅仅是命令”（315/256）。这可能让黑格尔对康德道德知性理解的批判听起来像是一种无法满足的要求。但至关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里所关涉的乃是将伦理法则直接知性理解为无条件有效、普遍却又具体的行动训令。事实上，这里的“法则”概念似乎涉及自然法则的观念，非常类似于斯多亚派和中世纪传统以及许多早期现代伦理学中所使用的 lex naturalis（自然法）概念。然而，如果人们想要顾及知识、幸福观念和社会秩序中的个体差异与情境差异，同时仍然坚持普适性的理念，那么这种普遍性就只能存在于法则的形式之中：道德命令必须能够被思维并被意愿为普遍法则。它们的普遍化绝不能导致任何矛盾。

c. 审核法则的理性。
这是本节第三种形态——即“自为地实在的”、自我实现的理性形态——的出发点。该节的标题本身似乎就针对康德对定言命令的表述，即作为检验个人行动的一切准则是否能充当普遍法则的要求。黑格尔将这种适宜性理解为普遍的无矛盾性，在前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人们同样是这样理解它的。但对康德而言，必须能够将任何准则意愿为普遍立法行动之原则的思想，似乎意味着更多的东西。人们必须能够将所讨论的准则设想为面向一切理性受造物的更大法则体系内的一条法则。在不对这些受造物的本性作出进一步假设的情况下，这样一个体系是否真的可能，是一个我们在此无法探讨的问题。[87]

相比之下，根据黑格尔的阐述，审核法则的理性探问的是给定命令的内容（与“每一准则”相对）在“自身同一”或“同义反复”的意义上是否没有矛盾。“自身同一”显然也意味着它是就其自身、“孤立地”被考量的，而非参照其他目的或训令（PhG, 317/257）。

他关于这种审核的例子考量了私有财产的情况——即“关于是否存在私有财产是否应当成为一条自在自为的法则的问题”（317/257）。仅就其自身而言，在不参照其他目的（例如效用）的情况下，私有财产的概念与要求满足了无矛盾的尺度。但与其对比的补充物，即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无论这是通过没有任何所有权还是通过物品的集体所有制达成的——同样满足这一尺度。因此，两者不可能在同一个法律秩序中都被允许或强制推行。

如果人们不把这些训令或建制视为“单纯的规定性”，而是区分其意义与理据的诸环节，那么两者都会变得自相矛盾。支持没有所有权或物品集体所有制观念的，乃是“物根据其需要被任意分配给最切近的有自我意识的生命的思想”（318/258）。然而这种思想“与自身并不一致”。这一理据的两个主要环节——“需要”与“有自我意识的”——是互不相容的。需要是自发产生的并且可能是短暂易逝的。但在“有意识的存在者的本性”中包含着他们“以普遍性的形式”表象其需要——即以典型需要在人“整个存在”的过程中反复出现的方式。并且意识希望通过一种“持存的”财物，即由其自由支配的私有财产，来确保这些需要的满足。

然而，在私有财产的意义与理据中同样可以指出矛盾。正如在缺乏私有财产的情况中一样，这些矛盾同样可以追溯到偶然的个别性与持存的普遍性诸环节。私有财产理应同时是可利用的与持存的；财产理应向他者保留却又得到他者的承认，亦即它理应同时对个别个体而言是排他的，但又是普遍的。甚至财产的所有者也理应在同一时间既算作一个排他的个体，又算作一个普遍的法权主体。

黑格尔当然并没有证明这些环节不能通过私有财产的法律建制结合起来。如果人们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自身的所有权理论来补充这一讨论，那么人们可以说，私有财产的概念除非得到“展开”，否则就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在这一展开的过程中会出现相反的环节——例如需要的诉求与建制意志、群体（家庭、部族）以及个体的诉求——这些诉求必须在一个差异化的法权体系中得到平衡。黑格尔版本的这一体系既包含排他性私有财产的形式，也包含共同所有权的形式（在家庭中）以及“社会的”侵入私有财产的形式。[88] 但是无矛盾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具体法律秩序的理据或阐发都毫无助益——正如无矛盾性对于理论命题的真理几乎说明不了任何事情一样（参见 319/259）。

认识到此类审核仅仅揭示了受审核命令内容的任意性——因为它们与其对立面同样可能——对道德意识具有进一步的意义。因为这样一种审核与检验的过程，无法揭示那些直接向道德意识呈现自身的法则是必然的或普遍的。既然它们与其对立面同样具有根据，它们便是偶然的和任意的。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得出了一个怀疑论的结果。由此，任何“赋予”、制定或颁布此类法则的行为都变成了任意的，因而遵守此类法则就变成了对一个反复无常、任意妄为的立法者的服从——就像在暴君的政治统治中一样：“以这种方式直接立法，因而乃是专横的僭妄，它把任性变成法则，把伦理行为变成对这种任性的服从”（320/260）。

审核法则之理性的经验，由此推翻了存在着既当场存在于个体性之中、却又独立于后者的任意的道德理性这一整套预设。

按照黑格尔的审视，康德对“普通道德理性”表面上的稳定化，结果却是对其怀疑论式的动摇。然而哲学家仍然能够赋予这一结果以实定的解释——而这时它便代表了向“精神”的过渡。对这样一种哲学解释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这种甚至独立于个体的检验与审核的无条件有效性，与意义、社会语境、情境类型等等的分化和“运动”结合在一起。而这里的重点在于法则、伦常与建制之总体的“超个体性”。

道德理性的内容必须独立于“立法”与审核个体的直接意识。因为它乃是“一条永恒的法则，它没有其在这个个体的意志中的根据，而是自在自为的；它是绝对的一切人的纯粹意志，具有直接存在的形式”（321/260）。然而与此同时，这一“精神造物”（即法则）对于个体而言并不是一种异己的实在。这一意志、这一道德理性形式的诸法则，乃是“它自身绝对意识的思想，是它自身直接具有的思想”（321/261）。然而，它具有这些思想，并非像个体具有直接的信念或意见那样，而是作为一个“扬弃了作为个别者的自身”、并成为“伦理实体的直接自我意识”的个体而具有它们（同上）。

伦理法则之有效，并非因为它们得到个体自律理性的确认；相反，个体唯有凭借其与这些法则的一致才成其为理性的。他对它们具有一种“单纯、清晰的关系。它们存在，仅此而已”（同上）。然而，这是一种并非现代个体的特征（现代个体只信任自己的理性）的道德形式。它倒是代表了古代伦理：“正是以这种方式，它们对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而言作为诸神未成文的且颠扑不破的法则而有效”（322/261）。一个独立于个体审核而有效的法律与规范秩序的单纯道德或伦理约束力，在黑格尔看来，乃是对伦理法则的比自觉自律的现代观念更为真实的说明：

究竟这一规定还是相反的规定是正当的，这是自在自为地被规定的。就我自己而言，我可以随我所欲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立为法则，或者两个都不立；而一旦我开始审核它们，我便已经踏上了不道德的道路。

(323/262)

恰恰是凭借这种“清晰的”、无可置疑的关系，个体不再与伦理法则相脱离，不再受异己之物的统治；恰恰是凭借这种关系，有自我意识的个体成其为“其自身与意志”（323/262）。但自我意识的本质在于作出区分、分化与否定。并且必须表明这种特性如何与“伦理实体”相契合。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必须能够在伦理秩序的“区分”或“关节分划”中重新找回自身。而且那一秩序必须能够被认识为“本质与自我意识之统一”的必要条件（321/261）。然而，这样一种秩序究竟是如何构成的，唯有从《现象学》中的某些段落中、并且唯有在我们走过一条由构成了经过哲学阐释的“伦理世界历史”的诸多片面分析与颠倒经验铺就的道路之后，才显现出来。

[39]: 黑格尔在此预示了对概念与直观之间、或概念与概念外实在之间的二元论的现代批判，例如麦克道尔（McDowell）的《心灵与世界》（Mind and World）。参见 Halbig, Objektives Denken, 以及 Quante, “Reconciling Mind and World”。 ↩



[40]: 参见 EPW (1830), §§ 473 与 475。 ↩



[41]: 参见 Görlandt, Die Kantkritik des jungen Hegel; Kaehler and Marx, Die Vernunft in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65; 杜辛（Düsing）, Hegel und die Geschichte, 232页以下。 ↩



[42]: 参见西普（Siep），“Naturrecht und Wissenschaftslehre”，26。 ↩



[43]: 参见 McDowell, Mind and World。 ↩



[44]: 参见《物理学》（Physics）, II 9, 200a 15页以下。 ↩



[45]: 参见 PhG (1988) 编者注，586。 ↩



[46]: 参见 Dennett, “Intentional Systems”。 ↩



[47]: 参见谢林（Schelling）, Von der Weltseele, 557。 ↩



[48]: 参见 Wiesing, Kunst oder Wissenschaft?, 68。 ↩



[49]: 与我们在全书中的惯例一致，对谢林《第一设计》（Erster Entwurf）的括号引用按参考文献中所引用的德语版和英语版的页码顺序提供，两者以斜杠分隔。 ↩



[50]: 参见 Tsoyopoulos, Andreas Röschaub, 200页以下；Wiesing, Kunst oder Wissenschaft?, 206页以下。 ↩



[51]: 参见 PhG (1988) 编者说明，587页以下。 ↩



[52]: 参见 GPR-Wa, 182 以及 GPR, §271，说明。参见西普（Siep），“Hegels Theorie der Gewaltenteilung”。 ↩



[53]: 例如 AA 5, 340–346，由 Harris 和 Knox 翻译载于《伦理体系》（System of Ethical Life），157–163。 ↩



[54]: 1805–1806年耶拿《精神哲学》（下文简作 JSE III）收录于 AA 8 中，但其中只有一部分被翻译。我在此考虑的段落可见于151（未翻译）和 265/161页以下。 ↩



[55]: 参见 PhG (1988) 编者注，589。 ↩



[56]: 参见 Wolff, Der Begriff des Widerspruchs。 ↩



[57]: 参见 Husserl,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第一卷，§§21–24；Frege, The Thought，参见其 Kleine Schriften，355–362，由 Peter Geach 和 R. H. Stoothoff 翻译载于 The Frege Reader，338–345。 ↩



[58]: 《逻辑科学》第二卷。 ↩



[59]: 在此回想一下“双重画廊”的美妙意象（231/184）。 ↩



[60]: 参见《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 §§29页以下及38。 ↩



[61]: 参见 PhG (1988) 编者说明，592。 ↩



[62]: 参见西普（Siep），“Leiblichkeit”，199页以下。 ↩



[63]: 参见 Quante, Hegel’s Concept of Action。 ↩



[64]: 麦金太尔（MacIntyre）在“Hegel on Faces and Skulls”中讨论了黑格尔与当代因果行动说明的关系。他主张，对黑格尔而言，只有行动的次要方面才适宜用因果法则来解释，因为行动本质上是不可重复的，它们是通过参照独特的境况以及专属于它的预期目标来刻画的。 ↩



[65]: 正如我们上文的讨论已经表明的那样，对黑格尔而言，“心灵行动”并不指称某种排他性“内在的”东西。用我们今天的说法，黑格尔在关于心灵方面是一个“外在主义者”。因此，我们在指称若非如此可能会被称为“心灵”因果关系之处，坚持使用“精神”这一译名。 ↩



[66]: 参见 PhG (1988) 编者注，593及595。 ↩



[67]: 参见 Fodor, The Modularity of Mind, 14–21。↩



[68]: 参见加尔（Gall），“Prodromus”，318。 ↩

[69]: 麦金太尔在“Hegel on Faces and Skulls”（214）中主张，“黑格尔在这里站在了赖尔（Ryle）《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一边，反对将倾向视为显现倾向的行动之原因的观念”。 ↩



[70]: 参见 Davidson, “Mental Events”, 216页以下。      ↩



[71]: 参见 PhG (1988) 编者注，596。 ↩

[72]: 但他在同一页补充道：“在这里没有任何不是相互的东西。”事实上，在1805–1806年的耶拿《精神哲学》手稿中，他谈及普遍实体的自我献祭（AA 8, 255）。 ↩



[73]: 参见 Rosenzweig, Hegel und der Staat, 第236页以下。 ↩



[74]: 法尔克（Falke）指出与马克斯·克林格（Max Klinger）的浮士德小说有更密切的联系，参见 Begriffne Geschichte, 222。 ↩



[75]: 伊波利特（Hyppolite）, Genèse, 272/282。 ↩



[76]: 伊波利特, Genèse, 273/283。 ↩



[77]: “关于它自身的思想，乃是作为对其而言绝对异己的存在”（PhG, 274/221）。 ↩



[78]: 阿拉班达（Alabanda）引用了“心的神圣法则［Recht］”（第二卷第二部，许佩里翁致柏拉敏第五封信）。 ↩



[79]: 根据伊波利特（Genèse, 274–279/284–288），黑格尔指的是席勒《强盗》中的卡尔·摩尔（Karl Moor）。 ↩



[80]: 德语表达 Weltlauf 既意味着“世态”（way of the world），也意味着“世界进程”（course of the world）或世界历史的进程。贝利（Baillie）在其译本中更倾向于后一种说法。 ↩



[81]: 伊波利特（Genèse, 287/297）提出（并认同 Bréhier,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742），黑格尔考虑的是赋予其作品以绝对价值的专家、教授和艺术家。人们于是可以将本节所呈现的经验，视为对从“普遍教化的”个体的艺术自我实现向为某件事情提供科学、宗教或政治服务的后古典“知识分子”的过渡给出了概念说明。 ↩



[82]: 夏皮罗（Shapiro）在“Notes on the Animal Kingdom of the Spirit”中对他们的建议作了概述。格拉姆（Gram）在“Moral and Literary Ideals”（328）中指出了荷尔德林《许佩里翁》（Hyperion）中的一段话，其中许佩里翁将围绕在他周围的学者称为“精神动物王国”（第一卷第一部，Hyperion an Bellarmin 6，德语版第19–23页，英语版第13–16页）。 ↩



[83]: 参见 Shapiro, “Notes on the Animal Kingdom of the Spirit”, 231页以下及235（提到了马克思、卢卡奇和科耶夫）。在《青年黑格尔》（Der junge Hegel）中，卢卡奇认为这一节总体上预示了个体同“资本主义商品关系”法则的关系（593/483）。 ↩



[84]: 例如外在事态背后的真实历史进程：现代国家的创建、个体的解放等等。 ↩



[85]: 参见哈贝马斯（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



[86]: 参见西普（Siep），“The ‘Aufhebung’ of Morality”。 ↩



[87]: 关于批判性视角，例如参见 Ricken, Allgemeine Ethik, 97页以下。 ↩



[88]: 参见西普（Siep），“Constitution, Fundamental Rights, and Social Welfare”，298页以下。 ↩



(BB) 精神

VI. 精神

向精神的过渡标志着《精神现象学》中的一个休止。黑格尔在本章的导论中充分阐明了这一点。精神是“自在自为存在着的……存在……它作为意识对自己同时是现实的，并将自身呈现给自己”（325/263）。然而，这种自我知识在这一章的开端尚未完满。它经历又一系列发展阶段，这些阶段不再“仅仅是意识的形态”，而是“一个世界的形态”（326/265）。

《精神现象学》是否从关于精神的这一章开始就转而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我们是否不再谈论意识的经验史了？这是研究文献中被广泛赞同的一个立场。然而这一观点不太可能是正确的，哪怕仅仅是因为——正如我在讨论《序言》（诸位当记得，《序言》是在《精神现象学》其余部分完成后才撰写的）时所指出的——黑格尔继续使用“意识的经验”这一概念来界定全书的特征。此外，关于精神的这一章与先前的各章一样，致力于展开关于知识、对象性以及行动的各种构想之间的矛盾。一如既往，各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形态和立场仍然被揭示为建立在概念上的二分法之上，而随着它们的终点项转变为各自的对立面，这些二分法也就变得不可维系了。

那么，在精神一章中究竟有何不同？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是“一个世界的形态”，这一事实似乎意味着历史进程首次变得相关起来。确实，精神的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历史时代，它始于早期希腊的“悲剧时代”，一路延伸至革命后与后康德时期的德国的“道德世界观”。

宗教一章固然会再次贯穿这一系列，尽管它的起点要早得多，始于东方的诸种宗教。此外，黑格尔的宗教概念包容了一个民族的全部文化，只要这个民族以一种绝对真理和一个绝对客体为旨归。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宗教一章之前考察的精神诸形态（抛开启蒙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理论”斗争不谈），主要是（按黑格尔后来的术语而言的）“客观”精神的形态——换句话说，也就是社会世界、伦理行动以及道德意识的形态。

既然先前的形态也涉及历史时代的经验——诸如中世纪基督教或近代实验科学的经验——那么在文本本身中就很难找到“意识的形态”与“一个世界的形态”之间这种区分的实在印证。不过无论如何人们可以说，先前的形态主要与某种文化的片面方面有关。但（至少从黑格尔的视角来看）并不容易理解，为何中世纪世界通过基督教所刻画的特征，竟会比罗马世界通过其法律体系所刻画的特征更为片面（参见 VI.A.C.，第173—175页）。无论如何，这些较早的形态仍然陷入各种二元论之中，而这些二元论现在在原则上已经被克服了。既然它们的片面方面必须被组织在通往精神的体系性次序中，它们就能够以并不总是契合历史年代先后次序的秩序呈现出来。而随着精神一章的开始，这便不再可能了。

先前的形态属于一种“作为个体事实上仍然有别于实体”（324/263）的意识，这意味着什么？正如某些阐释者所坚称的那样，我们处理的仍然是个体经验吗？然而，人们又如何能够把前近代犹太-基督教信仰的命运（“不幸意识”）或近代实验科学的命运（“观察理性”）理解为个体经验呢？这只能意味着，这些立场仍然预设了主观性——它仅仅在个别个体身上被例示——与现实性（包括社会现实性）之间的本体论差别。从本体论上讲，现实性被认为在本质种类上不同于个别主体。

我们在前面（上文第108—112页）已经主张，黑格尔像许多当代哲学家（例如戴维森和麦克道尔）一样，力图克服概念或主观性领域与处于概念之外或外在于概念的领域（例如物质的、感性的领域或某种其他的自在）之间的本体论二元论。根本不存在什么“外部”；只存在概念的“网络”阐明自身并被给予我们的各种不同方式：在直观或思维活动中，在意识中，在自然或文化中。对黑格尔而言，这些领域不仅受到逻各斯（logos）、受到法则与范畴的统治，而且还受到自身思维（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noesis noeseōs〔思维之思维〕）即主观性的统治。现实的实在不仅是概念性的，而且在其本质上乃是转变出意识、乃是概念的自我反思。

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他试图表明这种反思性早已构成了概念意义的发展（分化与“交织”）的特征。但是为了引导二元论立场的拥护者走向这一真理，更直接的做法是着眼于社会、文化和制度领域中所涉及的各种“实在”。因为至少在近代将“自律的”自我与一切现实性——甚至是社会现实性——分离之前，后一领域的主观性是不言而喻的。个体将自己理解为一个民族的环节，该民族的伦理规范、法则、德行理念以及（人格化于“城邦神”之中的）共同意识在个体心中鲜活地存在，并统治着个体的思维活动与行动。认为Geist——精神或心智性——主要或仅仅存在于个体之中的观念，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正是在欧洲近代，这种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在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中达到顶峰，后者只允许将思维活动与行动归属于个体。

因此，在确立其根本的本体论与认识论论点——即概念性与主观性不仅存在于超个体的现实性之中（既包括社会的现实性，也包括自然的现实性）——的过程中，客观精神的概念与形态对黑格尔而言具有特殊的论证意义。正如某些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他这样做绝非意在将一切理论归结为社会力量和利益（甚至不是“认识旨趣”）。他的目的毋宁在于考察某些“现象”，在这些现象中，实在的根本结构——概念的自我知识以及某种“客观呈现在场”而又属精神之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性状、一种“文化”）的自我反思——表现得尤为明显。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种结构可以说是“直到最近”才从意识中消失的。

二元论的历史“痕迹”在《精神现象学》先前的各章中得到了辨识，并在这一程度上从属于现代性的谱系学。那种认为在个别主体之外只存在非主观的客观性、事物性、物质的实体性或不可知的自在存在的信念，不仅支配了个别个体的经验，而且也支配了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本身的形态，尽管是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既然这种理论信念事实上体现了片面的思维模式，而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些思维模式又预设了精神的全体——这种精神包容了个体性与社会性、文化与自然——黑格尔便有理由说“先前的一切形态……〔都是〕精神的抽象”（325/264）。从这一包罗万象的精神概念的视角来看（这一精神概念不仅活跃在这些片面的形态及其自我审查中，也活跃在呈现它们的哲学家的活动性中），“它们〔即先前的诸形态〕确实源于精神分析自身、区分自身的各个环节并在每一环节上停留片刻”（325/264）。先前的形态仅仅是“显象”（同上），因为包罗万象的精神概念在其中并未意识到自身。直到关于精神的这一章，一种关于“真实”实在的内在发展才真正展开——尽管它同样是由片面的理论以及文化自我理解的“抽象”形式所推动的。但首先，让我们对本章的结构作一概述。

按照目录中两种不同的编号系统，精神一章要么是用罗马数字标示的八章中的第六章，要么是用拉丁字母标示的第三部分四章中的第二章——（C）部分被划分为“理性”（AA）、“精神”（BB）、“宗教”（CC）和“绝对知识”（DD）诸章。它是整部著作中最长的一章。在其导论中，黑格尔将精神与理性区分开来，并对该章的发展作了前瞻。这种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分别涉及“真实的”、“异化的”和“确信自身的”精神。

在《精神现象学》所考察的对象构想与真理构想的“理性”阶段上，对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信念仍然是形式化的。意识“作为个体，仍然有别于实体，要么颁布任意的法则，要么妄想自己拥有关于自在自为的法则的知识，并将自身树立为对法则进行裁决的权能”（324/263）。相比之下，在精神中，个体的知识或行动恰恰就是伦理秩序本身的自我意识。精神是

现实意识的自我，它与自身相对立，或者不如说作为客观的、现实的世界与它〔精神〕相对立，尽管这个世界对于自我来说已不再意味着某种异己之物，正如自我也不再意味着脱离世界的（受动的或独立的）自为存在那样。

(325/263 f.)

精神因此是一种通过个体的思维活动与行动生产自身并改变自身，同时却又独立于个体的秩序。它不能直接通过个体的意图和行动而被改变，而只能通过集体的和“历史的”进程而被改变。在这一程度上，它独立于那些遵循法则、并通过其有意识的行动和无意识的举止生成行为模式的特定个体。另一方面，只要群体、民族和时代本身并不规定自己的历史“角色”，而且往往甚至无法认识到这些角色，精神在这一程度上也就独立于它们的集体“行动”。然而，哲学家却能够在这样的集体行动中辨识出某种“天意”——即某种朝着精神的自由与自我知识演进的进程的“逻辑”。这一进程的各个“阶段”可以借助思辨逻辑与语义学的范畴而得到回顾性的理知阐明。

因此，在第六章的导论中，黑格尔指出“先前的一切形态都是精神的抽象”（325/264）。接着，他将这些先前的形态（按照A、B、C诸章以及后来《全面教学纲要》中对现象学的导论）列为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这些抽象或环节仅仅“实存”于精神之中。它们是这种有意识于自身的自立秩序形式的各个方面。一方面，哲学、自然观、实践世界观等乃是某种“文化”的从属环节。另一方面，它们是自我意识着的理性的包罗万象的“真理”的各个方面，这一理性将自身认识为客观实在。在这方面，一旦我们达到了精神的立场，我们就可以将这些先前的形态视为精神自我知识的片面模式。黑格尔甚至将它们称为精神本身的孤立的“分析环节”（326/264）。理性因此是一种意识，它意识到独立于自我意识的实在本身展示出主观性的结构与环节——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内在自我分化的概念秩序。但这种结构仍然有别于自我意识、其直接的自身确知以及其自身的“私人”判断。实在的合理性既不呈现在个体之中，也不呈现在属于社会世界的显象之中，同样也没有被认识为如此：“最后，当精神所具有的这种理性被精神直观为存在着的理性，或者直观为在精神中是现实的并且构成其世界的理性时，精神就存在于其真理之中；它就是精神，是伦理的、现实的存在”（326/265）。

然而，开启精神发展的这种精神的“真理”，尚非全部真理。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是从“真实的”精神开始展开精神的发展的。这里可以提出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接下来的发展并非始于单纯的主观确知——即个体所“认作是真”的东西——而是始于个体的信念与公共有效之物之间的契合。对公共规范的反思以及对它们的主观确知，最初正是从这种未受质疑的契合中发展而来的。

第二种解释则表明：这一发展旨在实现的目的（真理）——即伦理规范与主观信念的和谐一致——同样在第一种形态中就已经被预测了。终极目标在于，一方面在公共有效性与习俗生活之间，另一方面在主观反思与确知之间，应当达成某种持久的一致——这种一致在经过反思后能够得到认可，尽管它并不依赖于持续不断的检验。对伦理规范与准则的合法性或可容许性进行检验，其本身必须成为一种成文化的公共操作流程，尽管这一流程自然会伴随着一个共同体的良知形成与审查过程，宗教与哲学都对这一过程有所贡献（参见下文第200页）。但这是《精神现象学》直到关于宗教与哲学（“绝对知识”）的诸章才达到的目标。不过值得指出的是，黑格尔此前曾将后几章纳入其1805年的精神哲学之中，后来则将它们构想为精神哲学的最后部分，称之为“绝对精神”。

在《精神现象学》中，精神一章包含了黑格尔后来所谓的“客观精神”诸形态：伦理、法权与道德。尽管在他后来的《法哲学原理》中，伦理继承了抽象法权与道德，但这里的发展却是从伦理开始的。从历史上讲，我们所面对的是主体解放之前的“朴素”伦理形式。黑格尔借鉴了早期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这些历史叙述与关于家庭、家庭与国家的正当关系以及两性本性的体系性思考联系在一起。他将私法视为罗马世界的规定性“精神”的处理方式，同样体现了历史思考与体系性思考之间的这种联系。在罗马世界中，伦理“沉沦于法则的形式普遍性之下”（326及下页/265）。与此同时，关于法律人格及其对物品的私人占有的罗马法则，将个别的自我意识变成了普遍伦理规范本身的主要内容。然而，公共生活由此失去了其共同的目标与凝聚性的生活形式，精神再次分裂为公共的与私人的、客观的与主观反思的模式。

精神的第二种形式将这种分裂发展为两个“世界”或领域之间的对立：一个是公共文化的客观的、此岸的领域，另一个则是在“思维活动的要素”中展开自身的彼岸的“信仰的世界”。在这一中间部分，黑格尔呈现了欧洲文化从中世纪封建主义到法国大革命的发展。他的呈现再次与来自伦理的一个体系性主题交织在一起：按分工组织起来的“生产财富的”社会（用《法哲学原理》的术语来说即“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但与《法哲学原理》不同的是，这些“伦理权能”在这里并没有被呈现为给个体的道德反思与权利留下空间的权能。相反，我们发现主观自由与这些伦理权能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对立深化到了异化的地步。个体——在历史上是在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中——意识到了自身获得洞见的能力以及这样做的权利。并且与理性一章不同的是，这为一整套伦理-道德文化提供了基础：启蒙运动的道德、宗教（自然神论）以及社会秩序。

然而，这是一种在本体论与道德两个层面上日益将一切“持久的”事物相对化了的文化。这种相对化以及对一切区别的“混淆”，最终导致了对精神实在的主观化理解：“分裂并扩展为此岸世界与彼岸的领域，返回到自我意识之中，自我意识现在以道德的形式将自身把握为实在性与本质，把握为现实的自我”（327/265）。因此，道德在这里呈现为精神的最高形式。但在道德中所达成的公共伦理与个人信念的和解，就其自身而言再次是空洞且抽象的。它必须辅之以那种对精神各环节的深思熟虑的、公共的、能动的塑造，正如在宗教中所呈现的那样。因此，作为精神之发展与自我反思的文化史，在宗教一章中得到了重演。只有当我们把这两种发展共同完成之后，我们才能通过哲学的洞见达到对精神的真正知识，即“绝对知识”。

A. 真实的精神：伦理

在本章的前两节中，黑格尔对家庭与国家的关系给出了一种半体系性、半历史性的阐释，这种阐释主要以希腊悲剧为导向。他主要讨论了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但也借鉴了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及其《七雄攻忒拜》。在这些体系性张力与“经验”的背景下，黑格尔所致力于阐释的历史进程，乃是希腊城邦在罗马世界中的崩溃，而罗马世界则拥有铭刻在罗马法中的其自身形式的“伦理”。局限于私法的共同体生活的内在矛盾性，构成了第三节的主题，其标题为“法权状态”。

a. 伦理世界，人的规律与神的规律，男人与女人。
这一节本身并未提及任何种类的“经验”。它在结尾处指出，

伦理领域以这种方式在其持久的实存中成为一个无瑕的世界，一个未受任何内部纷争玷污的世界。同样，它的运动是其权能之一向另一种权能的宁静过渡，从而每一方都保存并产生出另一方。我们确实看到它将自身分裂为两个本质及其现实性；但它们的反题毋宁是借由一方对另一方的证实。

(341/278)

这两种权能或现实性模式，是将个体整合进某个群体无条件有效的伦理规范之中的两种不同方式。

在家庭中，个体本身就是相互关怀与团结的终点或目的。黑格尔指出，“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联系不是感觉的联系，也不是爱的关系”（331/269）。家庭的团结必须是持久的，并且独立于偶然的感觉；它还必须是一项义务。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确实谈到了“法权伦理的爱”（GPR，第161节，附释）。这种团结是应当给予作为整体或“普遍者”的家庭成员的——它不仅应当在产生特定需要时给予，而且应当贯穿家庭成员的整个一生。事实上，黑格尔（在指涉《安提戈涅》时）指出，家庭的团结甚至应当给予“死者，即在经历了彼此分离、互不连贯的漫长经验先后次序之后，将自身凝聚为单一的完成形态，并把自己从生命偶态的不安中提升到单纯普遍性的宁静之中的个体”（PhG，332/270）。

这种对家庭成员的不容置疑的、终生的、甚至延续至死后且没有任何强制性法则予以保障的团结，被称为“神的法则”。这里的“神圣”概念无疑意在提醒我们这一事实：家庭并非建立在理性的安排之上，而是建立在自然力量以及它们在神话学与宗教中的解释之上。

伦理的另一种模式是共同体或“人的法则”。在这里，个体作为市民公民与私法法律人格，一方面是公共活动的目的与客体：“共同体一方面可以把自己组织为人身独立性与财产的体系，组织为关于人与物的法则的体系”（335/272）。然而另一方面，共同体又必须使这些体系从属于它自身的持存，而且它确实必须“通过战争不时地在核心处撼动它们”（335/272）。那些由于私法与私有财产建制的巩固而“脱离整体”的个体，因此必须被城邦——以及后来的国家——强迫“去感受……它们的主人和统治者，即死亡”（同上）。

早在耶拿早期的著作《论德意志宪法》（参见《黑格尔理论著作集》第1卷，第461—551页/《政治著作选》，第6—78页）中，黑格尔就将神圣罗马帝国在法国革命军队冲击下的崩溃，归因于私利以及主导着德意志宪政的个体、阶级与国家之间的私法关系。战争是公民伦理教育的一种工具，这是一个古老的观念——自柏拉图以来，勇敢这一枢德就被范例性地视为包含在战争中的勇气以及为自身共同体的献祭之中。即使对康德而言，过去的战争所呈现的骑士形式——哪怕现代军队并非如此——也具有一种伦理化的功能。[89]

黑格尔继续在它们内在的分化中剖析这两种“法则”或伦理精神的形式。家庭的结构涉及三种“关系”：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黑格尔将这些呈现为一种“鲜活的运动”。在撰写《精神现象学》之前的精神哲学手稿中，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家庭（oikos）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探讨，并将前两种家庭关系呈现为在他者中承认自身的过程。[90] 夫妻的结合在孩子身上对他们而言变成了“客观的”。然而按照《精神现象学》，这两种关系都包含着自然关系模式与由家庭建制及其义务所塑造的伦理模式之间的张力。只有在兄弟与姐妹的手足关系中，相互承认才是“纯粹的，未掺杂任何自然欲望的”（PhG，337/275）。

黑格尔显然是将他对《安提戈涅》的阐释与关于家庭内部自然关系与伦理关系相互作用的一般理论结合在一起。他关于各种家庭角色（母亲、女儿等）以及关于丈夫与妻子所享有的欲望、

情感与意识模式之特性的断言，既细致详尽，又墨守陈规。[91] 黑格尔并未偏离欧洲传统的角色分工，而是力图通过使这两种伦理形式契合于夫妻“自然不同的自我意识模式”来为之辩护。[92] “妻子依然是家庭的主持者和神的法则的守护者”（338/275），在这里，“神的法则”标志着家庭的组织与义务。相比之下，丈夫“作为公民”则拥有“普遍性的自我意识权能”（337/275）。

然而，在这两种伦理形式之间以及两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在个体解放的过程中发展为一种对立。在伦理世界中——从历史角度看，即古风与古典希腊的世界——这种张力保持在一种紧绷而充满张力的和谐之中：“于是，普遍的伦理存在，就是作为普遍者的实体以及作为个别意识的实体。它们的普遍现实性是民族和家庭；而它们在男人和女人身上具有其自然自我与起作用的个体性”（339/276）。在这一阶段上，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所有各部分的宁静平衡”（340/277），而整体则是一个“未受任何内部纷争玷污的世界”（341/278）。

黑格尔认为这个伦理世界已经达到了理性在其所有形态中所徒劳寻求实现的那种“目的”。他表明（339及下页/277及下页），观察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所有意图在这里是如何得到满足的。而且他表明，它们得到满足的方式并没有将主体与其“发现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东西”分离开来，也没有让个体的私人意图（快乐、心之法则、德行的确知）与社会世界的规则与权能之间产生任何冲突。制定法则的理性的“无实体的命令”所占据的位置，现在被家庭与国家的具体纽带与义务所取代，这些纽带与义务本身就为“所做之事”呈现了一种“内容充实且内在规定的尺度”（340/277）。

这种圆满与和谐依赖于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的平衡，其理性形式本身就是一个推论。在两个必然的“极端”中——无论是在神的（神话的）法则中还是在人的法则中，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国家（或城邦）中——都必须实现一种“男女的结合”，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在家庭中以女性为主导，在国家中以男性为主导。然而，包含这两种相反结合形式的“推论”，在古代伦理中仍然仅仅是偶然的。因为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尚未意识到他们普遍的人类主观性（即理性）或与之相关的权利。因此，他们尚未理解对方伦理秩序的“逻辑”，而是将自己完全认同于自身的“秩序”——女人认同于家庭，男人认同于国家。这就导致了“伦理行动”的悲剧性发展。

b. 伦理行动，人的知识与神的知识，罪过与命运。
在这一节中，黑格尔并不关心去探索每一种“伦理上善的”或道德的行动。他所感兴趣的毋宁是一个“教化阶段”，在其中个体的行动彻底认同于群体（家庭或国家）的秩序——这是一种个体恰好发现自己置身其中、但在他看来却是“不证自明”的秩序。伦理行动的特殊特征在于无条件性与决断性：“然而，伦理意识知道它必须做什么，并且已经决断是属于神的法则还是属于人的法则”（342/280）。个体这种单义且片面的认同，使得另一种法则对他而言成了非本质的。个体试图确保自身法则的首要地位，并“借助暴力降服与其对立的现实性”（343及下页/280）。但是这种无条件的服从使得这两种法则“陷入冲突”。然而，伦理行动者是有罪过的，因为他“作为单纯的伦理意识，转向了一种法则，却背弃了另一种法则，并通过自己的行动侵犯了后者”（346/282）。

这种对对立之法则的侵犯以及这两种法则的不可分性，对于实施这种侵犯的个体而言是未知的。因此他引发了一种隐秘的报复，黑格尔通过将讨论的焦点从《安提戈涅》扩展到包括《俄瑞斯忒亚》来说明这一点。悲剧行动者的经验，是一种与她自己所侵犯的法则发生归属关联的经验。对于安提戈涅而言，这是一种受苦的经验，它导致了对自身罪过的承认。早在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就已经开始将悲剧及其伴随的与共同体分离的经验，解释为法则与惩罚之间关系的一种替代物。[93] 尽管后一种关系仍然包含着普遍者对特殊者的支配，但冒犯共同体并从而使自己从共同体中异化出来的经验，代表了行动者通过承认自身罪过而悔改与转变的开端。

然而在《精神现象学》中，重新融入伦理共同体最初被体验为一种否认和自我的丧失，因为它在承认对立之法则时涉及个体伦理信念的决断性与坚定性的瓦解，并且也因为它涉及对家庭的神的法则的降服，而对于家庭而言个体性乃是最高目的。克瑞翁对安提戈涅的胜利，是共同体的法律秩序对家庭及其不成文的团结法则的胜利。

然而，这场胜利（也许甚至索福克勒斯也将其理解为城邦伦理对过去的神秘与魔性力量的胜利），在黑格尔看来却是对国家与家庭之间“真实”平衡的一种扰乱：“因为共同体只有通过扰乱家庭的幸福以及将〔个体的〕自我意识瓦解于普遍者之中才能维持自身，所以在它所压制而同时又对它至关重要的东西中，它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内部敌人——一般的女性”（352/288）。“一般的女性”乃是家庭相对于国家具有首要地位的原则。并且，黑格尔大胆地指涉了各种女性（主要在欧洲君主国中）试图使国家从属于家庭利益的企图，他将一个不赋予家庭以自由的国家最终沦为家庭自我主义的牺牲品，描述为“共同体的永恒反讽”（352/288）。

个体性与国家伦理之间的冲突，在黑格尔看来无论如何也阐明了希腊城邦在历史中瓦解为罗马帝国及其形式伦理模式（即法则）的过程。希腊城邦在内部和外部都不能容忍对其构成挑战的个体性。正如苏格拉底的命运所表明的那样，在支离破碎的、怀疑的、反思性的主观性与法则和伦常的不容置疑的有效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相容性。即使对于青年黑格尔而言（即当他还在伯尔尼时），苏格拉底与耶稣一样，代表了自律的、寻求理性辩护的主观性从建立在权威与习惯之上的现行法则的单纯实定性中获得解放。

然而，城邦自身的同一性恰恰与特定的传统和自然条件绑定在一起。城邦无法获得任何能够整合其他传统和民族的普遍法律秩序（正如罗马法所做的那样）。因此，城邦的持续实存完全与拥有伟大人物的偶然性以及持续的军事胜利绑定在一起：“由于伦理的实存依赖于力量和运气，所以其覆灭已经注定”（354/289）。伦理瓦解为一个缺乏“伦理实体”却确实拥有普遍法律秩序的共同体——即罗马世界帝国。而这种法律秩序恰恰是围绕着法律人格的个体性展开的。当涉及这种法权状态时，自然区别就像传统区别或文化区别一样微不足道。而这恰恰使罗马帝国能够在其内部整合丰富的不同文化与宗教。

c. 法权状态。
关于“真实精神”一章的第三部分表明，即使在罗马帝国——一个局限于私法秩序的国家的典范——中，也不可能将特殊秩序与普遍秩序整合起来，或者将个体的要求与国家政府的要求整合起来。黑格尔在历史和政治维度上看到了罗马历史与斯多亚主义和怀疑论的发展之间的契合。罗马法的原则是将人视作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思维着的、“纯粹空洞的单元”（356/291）。然而，实际上很少有个体能够达到这种状态——只有成年的男性家族首领才能获得完全的公民权。但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家庭的这种“法律化”剥夺了它应有的伦理功能。甚至法律人格与他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一种所有权关系。“女性的”要素——情感与传统的团结——因而从家庭中消失了。

因此，正如怀疑论一样，法权的形式主义在本质上也是没有自身特有内容的；它在自己面前发现了一种以“占有”形式存在的杂多实存，并且正如怀疑论所做的那样，给它盖上了同一种抽象普遍性的印记，借此它被称为“财产”。

(357/291)

法律人格的原则将个别的自我意识转变为一种社会现实性。然而，在此类原则的基础上，无法发展出共同体的任何“内在组织”，也无法发展出任何凝聚性的习惯和建制：“因此，人格的这种空洞统一在其现实性中乃是一种偶然的实存，一种毫无持久结果的无本质的运动与行动”（356及下页/291）。在纯粹由这种原则所规定的社会秩序中，将不再有任何具体的伦理规范、任何共同的目标或任何共同体的自我理解。这个精神世界的本质在于这样一种矛盾：个体作为法律人格在“自在”上被假定为“一切”，而实际情况却显露出一种权力斗争与“意识形态”之争的无可奈何的博弈。黑格尔通过指向罗马世界——特别是帝国时期——来说明这一点，但他同时也将其视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只要现代社会将国家的作用限制在保护私法权利之上。[94]

按照黑格尔的看法，由于法则不再能够有效地调节社会关系、不再能够为个体的自我主义设定目标与界限，权能最终集中在一个单一的、全能的个体手中——例如在罗马历史上，集中在皇帝手中。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共同的信念退化为地方传统和宗教——退化为相互争斗的“精神权能”。然而，很难断定黑格尔所谈论的“精神权能的混乱”——即“在它们不受拘束的自由中，〔狂暴地〕相互攻击，陷入疯狂的破坏活动”（358/292）——究竟是指希腊化时期或晚期罗马宗教与宗派之间的冲突（例如福楼拜后来在《圣安东尼的诱惑》中所描绘的那样），还是指罗马与各被征服民族之间的叛乱和边境斗争。无论如何，所涉及的共同体缺乏那种超越个体偶然的（但受到法律保护的）目的以及各个群体的利益与信念的共同信念、伦理规范和目标。因此，最终的结果就是被尊奉为神的全能个体的暴政——这恰恰是保障每个人法定自由的原则的反面。皇帝的权能不是建立在“精神的统一”之上，而是建立在“他〔即‘世界的主人’〕针对其臣民的自我所行使的破坏性权能”之上（358/293）。

这无疑是对罗马历史的一种片面看法，黑格尔后来在其宗教哲学和历史哲学中对罗马历史和文化给予了公正得多的评价。但是在《精神现象学》中，他主要关注的是罗马帝国对伦理精神的发展以及对个体自由与国家根本伦常和建制相统一的独特贡献。对法律人格权利的发现，同时也就是城邦和谐伦理的瓦解。此外，因为这种发现没有为宪制或伦理规范的内在组织提供任何持久的原则，所以它导致了与其意图相反的结果：普遍统治的“异化现实”正是从法定自由的确立中萌生出来的。

B. 自身异化的精神：教化

在“真实”精神将个体性与伦理秩序或建制直接等同之后，我们遇到了异化的精神。它在《精神现象学》中的呈现构成了最长的章节之一，并且具有最为错综复杂的内部组织之一（参见目录）。尽管异化概念如今享有盛名（主要归功于马克思），但这一章的内容却远不如本书较早部分（特别是关于自我意识的一章）那样为人熟知。并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马克思所能够采纳的仅仅是黑格尔异化概念的少数几个方面。

确实，对于黑格尔而言，异化概念具有远比对他的“继承者”马克思或他的“先驱”卢梭更为积极的意义。“异化”是文化分化的必然过程。外在相异之物的概念，最初必须相对于由古代伦理所代表的精神真理的单纯、朴素形式来理解。与此相反，分化则包含着一个分离与颠倒的环节，一个向各自对立面转变的环节。而这又涉及意图与区别的逆转。当然，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是现象学经验的特征。但在这里，它变成了一整套教化阶段的标志。

在这一章的导论中（PhG，359—362/294—296），黑格尔对即将展开的发展作了概述，在其中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异化概念发挥着作用。

第一种概念是通过诉诸法权状态（Rechtszustand）作为（晚期）罗马世界的特征这一经验而获得理知阐明的。这一概念表明，世界“在自在上乃是存在与个体性的相互交融”，尽管个体性或自我“并不”在这个世界中“承认”或“认识”（erkennen）自身（360/294）。法权世界确实是一个规则体系——因而也是“自我意识的作品”——而且在法权世界内部，法律人格的行动自由是最高目的。但与此同时，那个世界仅仅包含着个体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些斗争最终以专制统治和自由的丧失而告终。

这种将异化理解为作品对其作者的支配的概念，正是马克思在讨论通过劳动所生产的资本对其创造者的支配时所主要基于的概念。个体不再将自己为了自我实现而创造的文化世界（对马克思而言本质上是经济的世界）认识为自身力量与活动性的产物和“对象化”。个体受到那个世界的支配，而个体自身的意图也反转过来针对自身。这产生的主要后果是“颠倒”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呈现出来的不是个体按照其本质补充为“类存在”，而是相互的工具化与剥削。[95]

异化的第二种概念源于这种私法世界“瓦解”为一种新的实体性伦理形式的经验——从历史上看，即德意志-基督教世界。黑格尔让我们想起关于“不幸意识”的一章，在其中自我意识意识到了自身的非现实性（罪孽性、必死性），并试图通过禁欲主义与虔敬沉思来接近道成肉身的上帝（上帝化身为人）的理想。神圣精神在人身上的现实化，本不应通过法律中对人格的肯定，而是通过倒空有限的自我与“人格性的异化”来实现——这种禁欲式的“倒空”是上帝为了化身为人而倒空自身的神圣属性（kenosis〔虚己〕）的对应物。在这里，“异化”意味着自我否定和自我转变为“新人”，以及由此产生的教会精神共同体。这一概念与卢梭关于aliénation（异化/让渡）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卢梭运用一种显然带有宗教色彩的隐喻，将社会契约理解为一种aliénation totale（完全让渡）——即通过倒空个体的自然权利并将其转变为国家的保障，从而将自然个体转变为国家的公民。[96]

前面这两种异化概念是相互对立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了通过人格的倒空与自我放弃而达成的自我与精神“实体”的统一；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在自己所生产的世界中无法承认自身。正如在不幸意识中一样，两者都包含着向两个“世界”的分裂。因此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时代，尽管它现在实际上是在整个教化发展中被作为一个时代来审视的。这种两世界与两领域的理论是基督教-欧洲文化的决定性特征，哪怕它体现了希腊伦理中神的法则与国家之间区别的延续与深化。

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异化的第三种概念。精神作为自我与现实性、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不仅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加倍的、分离的与对立的世界”（361/295）。而这两个世界再次处于一种彼此相反的关系之中：“当下的、现实的世界在它的彼岸中直接具有其对立面，彼岸既是它的思维又是它的被思维，正如彼岸把当下的世界作为自己的现实性，却又是一种从彼岸异化出来的现实性”（361/295）。这种相互颠倒对我们来说同样并不陌生，我们早已在力与知性的“颠倒的世界”以及不幸意识中熟悉了它。

正如在“颠倒的世界”的案例中一样，我们在这里所拥有的是两种互为镜像的世界构想，其中只有一种被假定为——可以说是柏拉图主义式地——构成了真实的世界，而另一种则构成了其不真实的显象：这一区分在《精神现象学》中屡屡崩溃，并导致内容与“真理价值”的混淆。与对立面的清晰分离与并列相比，这种对立面“相互之间的反转”代表了一种“异化”。世界一分为二以及将当下美化为一个更好却不真实的彼岸这一正位论论题，被青年黑格尔派（即费尔巴哈、鲍威尔和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所继承。[97]

在发展的进程中，这两个世界本身都被证明是异化的，因为它们都包含着其自身环节的颠倒与瓦解。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异化的第四种概念。从历史上讲，它对应于近代主观性的出现，这一过程始于宗教改革，贯穿启蒙运动，并以法国大革命告终。黑格尔在这里看到了晚期古代哲学与罗马法中个体的解放导致希腊世界覆灭的平行线。主观性乃是瓦解中世纪信仰以及当下世界与彼岸之间区别的“否定性权能”。但这一次的结果不再是“个别的人格”，而是“普遍的自我，即把握概念的意识”（362/296）。在黑格尔这种含义深沉的意义上的“概念”，乃是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这三个环节的统一。这种关于概念的意识的第一种形式，乃是在良知的个别性中“具体规定”普遍法则的道德意识。

人们或许可以将异化的这第四种含义——即作为信仰的精神秩序与传统伦理道德秩序的瓦解——与卢梭的文化批判相比较。然而，黑格尔并不太关注去强调个体在“竞争社会”中本真性与自我一致性的丧失，而是更关注个体批判所带来的清晰宗教区分与伦理区分的瓦解。而且黑格尔认为，卢梭的文化批判本身就是促成这种瓦解的一个重要历史因素。在卢梭的《论不平等》中，异化是指个体同一性、自律以及幸福的丧失。文化的发展、共同居住以及劳动分工，破坏了需要与其满足之间、自我理解与行动之间的原始平衡。18世纪城市文化中的现代人并非按照自身的方式生活，未能与其本性以及其本真的经验和目的保持和谐一致。他的自我意识本身已经完全依赖于与他人的比较、依赖于风尚与期待、依赖于对照与人为的区分。

当黑格尔将本节三个主要部分的第一部分称为“自身异化的精神世界”时，异化的前三种含义显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接下来的两个标题（“启蒙”与“绝对自由与恐怖”）则涉及两个世界之间对立的瓦解以及主体的解放。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第一节在历史上涉及中世纪与近代早期，却并未探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而是探讨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方式类似于第一部分（“真实的精神”）探讨家庭与国家以及夫妻之间的关系。

直到第二部分，信仰与知识、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才得到了应有的关注。黑格尔在那里的讨论往往采取了对肤浅启蒙、基于单纯感觉的宗教以及浪漫主义文化批判进行尖锐论战的形式。然而与此同时，它确实已经包含了关于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的真正理论的基本轮廓。

在第三部分中，历史主题是法国大革命，但黑格尔的体系性关注则是国家中个体自由（即公意）之现实化的更高阶段。在这里，人们必须同时在多个层面上阅读黑格尔的文本——即精神的理论（法则、伦常、宗教）、历史哲学以及认识论——因为他致力于克服知识与客体之间的对立。黑格尔对逻辑范畴的预测构成了最后的阐释层，这些逻辑范畴的体系性展开构成了他的《逻辑科学》。

i. 自身异化的精神世界。
与古代意识不同，基督教意识在自己的世界中并不感到安适如归。“现实性的世界”是一个尚待得救的世界；它是“其异化”的世界。基督教意识真正的家园在于“纯粹意识”世界中与上帝的统一。黑格尔不仅将这种对立的宗教版本主题化，而且还将思维活动的秩序与现实世界之间更一般的关系主题化。“精神”不仅涉及社会关系及其心理对应物，而且还涉及对精神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基础和基本法则的知识。这可以采取宗教、哲学或科学体系的形式。它甚至可以对“真实的”社会世界采取不同的态度——或解释的，或批判的、蔑视的、肯定的等等。在这些认知体系的各种形式之间，甚至可能发展出对立与批判关系——正如在近代随着宗教与科学之间日益加深的对立所出现的那样。这些对立随后反映在心态和个体意识之中。它们甚至会在个体意识中引起裂痕，以至于达到“精神分裂”的程度。对黑格尔而言，这些同样是“异化”的形式。

这是“那种恰恰包含在意识到两个不同的世界并同时包容这两者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363/297）。那种将其真正的“同一性”寄托在精神的、但尚未“呈现在场”的世界之中——也就是“逃离现实世界”——的特殊对立形式，被黑格尔称为“信仰”。然而黑格尔将信仰与宗教区分开来，后者包含着“对绝对本质自在自为存在的自我意识”（363/297）。这显然是黑格尔自己真正的宗教概念，即现实的、当下呈现在场的世界秩序在人身上的自我知识。宗教一章的任务就在于表明，这一概念代表了宗教史的内在目的。

a. 教化及其现实界。
令人颇感困惑的是，“教化”的概念本不应是古代世界的核心——尽管教化（paideia）在希腊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98]——而是基督教世界的核心。确实，个体放弃其自然利益并使其从属于国家，在黑格尔对希腊伦理世界的刻画中已经构成了一个特定环节。然而，这一环节仍然从属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美满和谐”。此外，希腊世界也缺乏精神世界与个体在未来的完满与和解的思想。

对黑格尔而言，“教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包含个体的“社会化”，又包含精神秩序的实现：

因此，个体正是通过教化才获得了地位与现实性。他〔即个体〕真正的本始天性与实体，乃是他作为精神从其自然存在向自身的异化。因此，这种转变性的外化既是个体的目的，又是个体的实存。它同时既是〔单纯的〕实体之思维向现实性的中介或过渡，反过来又是特定个体性向本质性的中介或过渡。

(364/298)

这种教化过程属于人性本身，因为人类既是自然存在，又是文化存在。

这已经标志着与卢梭以及与犬儒学派传统所特有的自然与文化之对立的明确决裂。[99] 人必须教化自身，使其身体机能与自身意志相协调，以便生活与生存。而在这样做时，人类无意识地将自身整合进社会行为模式之中。

现在，黑格尔区分了个体教化自身的两种基本方式，也是行为模式与建制在个体身上获得鲜活生命的两种基本方式。其一是财富，其二是国家权能。或者如人们也可以表述的那样：经济（或市场社会）与国家。我们现在面前展现了按照黑格尔自己成熟的社会哲学而言伦理的根本组成部分：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从黑格尔1817年的《法哲学原理》开始，这些部分构成了伦理的主要划分。[100] 然而在《精神现象学》中，“财富”还包括了前资产阶级的封建社会。私人占有与作为王室封臣的贵族的“公共服务”之间区别的瓦解，在黑格尔看来是欧洲——尤其是法国——旧制度（ancien régime）崩溃的原因之一。

这两个要素——财富与国家权能——都构成了“教化”，并且各自都在双重意义上如此：“因此，国家权能同时既是单纯的实体，又是普遍的‘作品’——即绝对的‘事情本身’，个体在其中发现自己的本质得到了表达，而在那里，他们分离的个体性仅仅是对其普遍性的意识”（367及下页/301）。也就是说，正是在国家之中，个体才将自身实现为一个适合于社会并且能够公开运用其理性的人。然而，个体恰恰是通过使自己从属于公意，即通过服从法则并在必要时放弃个人福祉，来实现自身的。相反，在财富的形式中，普遍者则是

所有人劳动与活动性的不断产生出来的结果，正如它又在所有人的享受中再次消散一样。诚然，在享受中，个体性成为自为的或作为特殊的个体，但这种享受本身就是普遍活动性的结果，正如反过来，财富为所有人生产出普遍的劳动与享受一样。

(368/301)

在这里，黑格尔遵循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亚当·斯密及其他18世纪作者的“古典”经济学所提出的关于“国民财富”的理解。[101] 但他同时在对前近代社会的阐释中应用了这一理论。国家权能与财富不仅与个体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而且它们也具有不同的范畴结构。国家权能主要是一个自在的目的——不可改变的、持久的且自在有效的。与此相反，财富则具有“为他存在”的结构——它仅仅在生产与交换的运动中才是现实的；它具有作为个体或共同体可能具有的其他目的之中介的意义。

但是，一如在《精神现象学》中始终发生的那样，试图保持这些范畴之间分离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因为它们揭示出一种“反转为他者”的结构，并相应地瓦解了它们本旨在划定的各自社会秩序的边界。这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封建社会的瓦解中得到了历史表现，在那个社会中，生产领域本质上局限于家庭（oikos）——即物质生产者与其贵族保护者之间的人身效忠或农奴制依附关系。与此相反，国家关系则并非自私自利的，因为“附庸”恰恰在为国王和国家的献祭中找到了自身的同一性。

只要私人利益开始与对国家的服务联系在一起——伴随着贵族特权的明码标价出售、这些特权与个人收入的关联、国有土地的出现、为了王室私人收入而征税等等——这种分离就会瓦解。这些发展绝非任意的，因为它们揭示了这两种伦理秩序之间抽象分离的不可维系性。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这两种“整合形式”都必须在其自身内部包含各自的他者，并兼顾其功能。例如在市民社会中，“看不见的手”的进程必须伴随着通过同业公会以及经济和社会政治的行政规约对公共善的有意识和制度化的促进。反之，国家必须关照个体的物质生存，以及他在公共活动中的权利和伦理自我实现。

这一切在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中都是匮乏的；在革命本身中它也没有明确显现出来。然而，革命前社会的发展不仅涉及建制的瓦解，而且更主要地涉及善与恶、高尚与卑劣的伦理尺度的瓦解。事实上，这种混乱在卢梭与狄德罗极其出色地批判过的贵族与市民的伪道德状态中显露无遗。[102]

b. 信仰与纯粹见识。
“教化”的第二部分与“世界观”领域的相应进程有关。个体与对世界的解释以及伦理秩序（这两者当然都是不可分的）发生关联的第一种形式

神话学与宗教中）是通过宗教信仰——即直接承认被启示的超自然秩序实现的。相比之下，第二种形式则主张能够凭借自身的洞见去认识或至少去证实这样一种秩序。而这两种态度中的每一种，又都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将精神秩序与现实世界关联起来。人们既可以像中世纪僧侣那样脱离世界，退入纯粹真理的领域并对之进行禁欲式的奉侍；也可以试图使现实世界去适应精神秩序，与那些呼吁教会指导世俗事务的人站在一起。

在这里，黑格尔同样揭示了相互感染与相互渗透的相同过程。信仰发展出了自身的神学——一种诉诸理性与洞见的理智辩护。它由此为辩护的要求创造了空间，而宗教改革随后将这种要求转变为对权威的拒斥，以及对真理与救赎进行本真检验和承认的要求，以取代朴素的信仰——即精神的“宁静纯粹的意识”（397/326）。此外，洞见本身经历了一种反转，从最初远离世界、保留世俗秩序完好无损的关于真理与救赎的直观的、主观的确知（参见路德的“两个王国”），洞见从这种单纯的确知转变为要求每个意识在每种内容中找到它自己的自我意识：“因此，这种纯粹洞见就是向每个意识呼吁的精神：你们在自身中是什么——即理性的——就请你们自为地成为什么”（398/328）。


ii. 启蒙。
由此，我们来到了启蒙的世界与精神；在其中，信仰与洞见或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对立首次出现——尽管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种对立随后便扬弃了自身。

这一发展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启蒙与迷信的斗争——即与被其论敌视为迷信的信仰的斗争。[103]这一斗争揭示出，启蒙实际上无法将自身与其“迷信的”论敌区分开来。最初的结果是信仰变成了单纯的渴慕，或宗教感觉。它由此与启蒙自身同一。因为启蒙揭露了所有直接的确知，并且其自然神论将万物都归约为一个不可理解的、不干预世界进程的绝对本质的产物。

在启蒙取得这最初的“胜利”之后，它自身瓦解并分裂为诸对立。在第二节中，黑格尔描述了启蒙的各个派系，特别关注唯物论与自然神论之间的对立，以及两者在关于各种事物的个别有用性与社会有用性的思维活动中的综合。[104]但由此一来，启蒙作为奠基于纯粹理性（洞见）之体系的抱负便破灭了。它变成了一种新型的怀疑论，其个别确知就在于论证一切事物与安排各自的有用性。因此，个别确知与精神实体再次处于彼此直接对立的状态。

a. 启蒙与迷信的斗争。
启蒙与迷信的斗争最终表明，它的“论敌”信仰在根本上与启蒙的真理并无二致。这个论敌具有不同的形态。一方面，它是被教士及其所支持的专制君主所欺骗的群众的意识。它的另一种形态则是具有诱惑性的“教士意识”本身。前者显然必定与“启蒙者”自身的意识有着本质上的联系，否则它就无法单凭“擦亮眼睛”而达到真正的见识。群众的意识“就其自身而言”是相当健康的。它能够获得纯粹见识，并且只要摆脱了教士与专制君主的统治和诱惑，就不会对此产生抗拒。

另一方面，启蒙的意识与教士或神学家的意识是同一的，因为后者误解信仰的“物化”方式，恰恰与它在“迷信”一方所批判的方式完全相同。特别是，启蒙未能认识到信仰的表象是真理的一种不完满形式——这一真理即绝对者乃是将自身有限化、自身具体化的思维活动。按照《精神现象学》，它未能理解宗教（“苦恼”）意识已经经验到的东西。它把象征视为客观事物，把被理解为精神的上帝看作一种“消逝的事物”：

但把信仰的客体理解为洞见自己的客体，它就已经冤枉了信仰。因为它是说，信仰的绝对本质是一块石头、一块木头，虽有眼睛却看不见；或者又是一块面团，它来自田地，经人转变后又归于地界。

(409/337)

启蒙误解了信仰的要旨，而信仰的要旨本是在永恒的相下（sub specie aeternitatis）看待一切有限之物，并使自身与无限联结。启蒙将绝对者与有限意识、不变者与可变事物等分离开来并加以实体化。如今，启蒙自身的“真理”理论本身就是一种“观念化”，因为它把事物追溯到诸法则，并把世界本身追溯到一个无规定的神圣创造者。但这种“真理”尚未意识到自身，因为启蒙的各种版本继续将其“实体化”或“物化”，并将其划分为固定的诸对立。

黑格尔从信仰的视角（a小节末尾）总结了这场斗争的结果，在这场斗争中，启蒙既未能理解其论敌，又未能真正区别于其论敌。向理性的论证和个别洞见之标准敞开自身的信仰，由此失去了那些经不起科学批判的图像与表象的内容：

结果，信仰失去了充实其要素的内容，堕入精神在自身内部无精打采地织来织去的境地。它已被逐出自己的王国；或者说，这一王国已被洗劫一空，因为清醒的意识已经夺取了它的每一个区分和开展，确立了地界对其中每一部分的所有权，并将它们归还给地界……既然信仰没有任何内容，又不能停留在此虚空之中，或者说，既然它在超越作为唯一内容的有限物时只发现虚空，那么它就是一种纯粹的渴慕……信仰实际上已经变得与启蒙相同，即成为自在有限者与无谓词的绝对者、未知且不可知的绝对者之间关系的意识；但存在着这样的区别：后者是感到满足的启蒙，而信仰则是未感满足的启蒙。

(423 f./349)

换言之，从迷信神学中被“净化”出来的基于感觉的宗教，与启蒙的抽象自然神论不再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启蒙的意图由此得到了“满足”。然而，正如接下来的小节所揭示的，这一对信仰的“胜利”最终证明不过是一种单纯的映象。

b. 启蒙的真理。
 黑格尔将启蒙的自然神论与唯物论版本讨论为获胜党派向各个宗派的某种瓦解：“启蒙的一个党派把绝对本质称为在思维活动中存在于构成其出发点的现实意识彼岸的、无谓词的绝对者；另一个党派则称之为物质”（426/351）。[105]两者相互矛盾，但在根本上却不可区分。因为与意识相对立的、与世界相分离的自然神论上帝，是“某种外在地存在着的东西……从而与被称为纯粹物质的东西相同”（427/352）。然而，唯物论的物质概念抽离了一切感性属性，从而使物质成为“某种单纯的、没有谓词的东西，即纯粹意识的本质”（同上）。因此，它无法与“纯粹思维活动”区分开来。

然而，启蒙是一种作出区分并产生特殊洞见的现实活动性。思维活动与物质性在这一活动性中联结在一起。这是启蒙的第三个版本——有用性的思想；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纯粹洞见在其中达成了其实现”（428/353）。[106]有用物是“一个持存的自在存在，或一个事物”，但同时又只是一个“纯粹环节”，即“绝对为他者的东西”（429/354）。把有用性原则既作为解释世界的指南（主观目的论），又作为塑造世界的指南（将世界安排为对个人与社会有用），对黑格尔而言，就是去实现这两个世界的统一：纯粹思维活动的世界，以及作为给予对此确知的个体的现实性本身。他写道：

只要自我意识看透客体，并在客体中拥有对自身的个别确知、拥有自身的享受（它的自为存在），有用物就是客体；自我意识直视客体内部，而这一洞见便包含着客体的真实本质（即作为一个被完全看透的东西，或作为一个为他者的存在）……自我意识同样直接在这一关系中拥有对其自身的普遍确知、拥有它的纯粹意识，因此在这一关系中，真理以及当前在场与现实性联结为一体。两个世界得到了和解，天界被移植到了下方的地界。”

(430 f./355)

在“自身异化的精神”的最后一部分中，情况将表明，这种统一唯有通过否定个体性的过程才能实现，即通过将个体性归约为在社会上有用的东西来实现。这就是下一小节“绝对自由与恐怖”的主题，黑格尔在其中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iii. 绝对自由与恐怖。
启蒙关于有用性的普遍理论如今已使世界彻底透明，并将世界中的一切都关联于人类——关联于理性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者。但“有用”“仍旧是客体的一个谓词，客体自身并非主体，亦非客体直接的且唯一的现实性”（431/355）。这样的观念唯有在卢梭关于法权与国家的学说以及法国大革命中才登上舞台，而二者皆脱胎于启蒙。唯有在此节点上，实在才被构想为普遍意志的活动性。然而，普遍意志无非是个别意志的直接共同运作。个体

意识到其纯粹人格性，并由此意识到一切精神实在，而一切实在纯粹是精神的；世界对它而言单纯就是它自己的意志，而这一意志乃是普遍意志。不仅如此，这种意志不是那种由默许或通过代表表示赞同所构成的空洞意志思维活动，而是一个真实的普遍意志，即所有个体本身的意志。

(432/356 f.)

黑格尔显然是在与卢梭关于全体公民直接立法的理论展开对话——但他并未提及卢梭仅将这种权利赋予完全公民（在多达五个公民等级中），[107]且即便如此，投票也仅限于对政府的立法建议投赞成票或反对票（“是”或“否”）。[108]黑格尔将这种直接立法的观念与一切仅涉及假言契约的理论（即便在康德那里）相对照，因为这里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服从自身给出的法则的理念”，而在于“真正由自己立法的现实性”，因为在自我仅仅“被他人代理代表的地方，自我便不存在”（435/359）。作为个体直接给出或制定社会世界之法则的意识，乃是一种不受限制的自由之意识。这样一种绝对自由是不可抗拒的；它“登上了世界的王座，没有任何权能能够抵抗它”（433/357）。在此，黑格尔不仅暗指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和拿破仑的崛起，因为在他自己的法哲学与历史哲学中，他也坚持认为一个民族对其自由的意识是不可抗拒的（参见《哲学全书》〔EPW，1830〕，第482节）。他认为这揭示出历史的实体是精神性的，并且精神性的东西绝不会停留在（通常词义上的）单纯理念或要求之中，而是必然会实现自身。

对黑格尔而言，英国（1688年）、美国（1776年）和法国（1789年）的现代革命，揭示了个体权利的这种实现乃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力量。这些革命以日益激进的形式，实现了个体的反抗权利，并日益实现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权利。法国大革命作为“付诸实践的启蒙”，要求的不仅是个体获得“洞见”的权利，而且是个别意志的直接作用性。为了这种现实性，革命摧毁了社会的形态；权能的分配；社会阶层（“劳动领域”）的秩序；并最终摧毁了作为“现实教化世界”之“现实本质”的家庭、国家与社会（435/358）——正如启蒙已将世界的秩序瓦解为纯粹的有用性与“最高主宰”（être suprême）的抽象一样（《精神现象学》，434/358）。

但这样一种缺乏内在区分与规定形态的普遍意志，不再能够成为个体可以在其中发现并承认自身的一件“作品”。行动亦复如此。因为普遍意志只能通过“执行”它的个体的行动来付诸行动。行动再次变成了某种排他的东西，它“限制”了他人的参与，未能表达普遍意志（参见435/358）。

普遍意志与个别意志的直接联结最终证明是不可能的，正如涉及心之法则的直接综合也是不可能的一样。因为普遍意志固然必须摆脱特殊利益与个别意见，然而同时又必须是个别意志的直接表达。因此，如果这些利益与意见没有受到群体与制度特有的习惯以及思维活动和行动模式的陶冶，从而与整体的福祉联系在一起，那么其结果要么是各种利益之间的斗争，要么是普遍意志对个体的统治。在法国大革命中，后一种倾向占据了支配地位。普遍意志——尤其在雅各宾派阶段——将自身分裂为“抽象的诸端项”，即分裂为“单纯的、不可动摇的冷酷普遍性，以及现实自我意识的分立的、绝对顽固的僵化与独断原子论”（436/359）。在“完成对世界的现实组织的摧毁”之后，个别的自我便成了依然与普遍意志并置的“唯一客体”，而普遍意志早已脱离了个体的现实意志。

黑格尔诚然以一种思辨的方式来阐释雅各宾极权主义的兴起以及最终由其国家下令处决所带来的“恐怖”，但他的讨论依然对全面专制的结构包含了大量真正的洞见，而我们在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权中——无论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军国主义政权——都看到了这些结构的重现。社会组织的解体、政党的取缔、针对异见者的偏执猜忌等——黑格尔以洞若观火的准确性阐发了所有这些现象。仅举一例：

因此，被怀疑就取代了有罪的地位，或者具有了有罪的意义与效果；而针对存在于意图的单纯内在性中的这种实在性的外在反应，就在于对这个实存着的自我的冷酷、就事论事的消灭，从它身上除了其单纯的存在之外，不能剥夺任何别的东西。

(437/360)

然而，黑格尔对这些现象的呈现，严格说来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政治科学。他所关心的毋宁是将它们追溯到其范畴性背景。

甚至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崛起，也应被“范畴性地”（即通过哲学范畴）来理解。对抽象普遍者的否定，所针对的正是充当自身原则的自由自我意识。这就是自身一致性、纯粹思维活动与意愿。对这一原则的否定，同样针对普遍意志的抽象同一性。但对黑格尔而言，指向自身的否定总是应被理解为自身区分原则的一个实例。在普遍意志的情形中，这导致了一种新的“精神群体的组织”（438/361）。这种组织与纪律再次是对死亡之恐惧的产物，但这一次它是一种集体性的恐惧。那些“感受到了对死亡、对它们绝对主人的恐惧的个体，再次顺从于否定与区分，将自身安排进各个领域或群体之中，重返一项被分派且受限制的任务，但由此重返其具有实体性的实在”（同上）。个体唯有通过“受限制的”活动才能参与到持久的、合法的国家秩序之中的观念，显然回溯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politeia）学说，在其中正义被理解为依照自身所属的特定阶层来行事。黑格尔本人持有一种不同的社会阶层观念，更为重要的是，他赞同个体在具备相应资格的前提下自由选择其职业（从而选择其社会职业阶层）。这样一种“新柏拉图主义式的”具体化，同时克服并完善了启蒙的抽象意志理论。

黑格尔把拿破仑理解为这样一个内在分化的社会的恢复者，在其中职业阶层被整合进一个有机的法权体系之中。拿破仑既是抽象法权秩序——《拿破仑法典》——的颁布者，也是围绕阶层与权能的组织建立起来的“有机”宪法的创立者，例如在他1806年对北意大利诸邦的重组中即是如此。[109]拿破仑的战役与胜利——这些战事本身中断了黑格尔对《精神现象学》的完成[110]——绝非偶然，而是自由精神的必然发展。然而，在拿破仑倒台后黑格尔晚期的著述中，黑格尔认为拿破仑的宪法与法典同样跌落回抽象的概念之下。原因在于拿破仑未能使他所征服的各民族的具体文化与宗教同合理的、合法的宪法相和解，黑格尔把这一失败追溯到西班牙战争（1808年）。

然而，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对精神自由在法权与政制方面发展的总结依然是谨慎而简短的。并且他最终没有发表他在同一时期关于君主立宪制之理性宪法的反思（即在1805—1806年的《实在哲学》中，参见《耶拿体系草稿》III〔JSE III〕/《黑格尔与人类精神》〔Hegel and the Human Spirit〕）。《精神现象学》中精神的发展进一步进入了道德。因为黑格尔把他那个时代的德国哲学与文学的发展，看作个体自由与普遍自由走向整合的进一步阶段。

那么，这一过渡究竟是怎样的呢？黑格尔首先援引了恐怖的经验：

对意识而言，它自身与普遍意志的直接统一，它要求在普遍意志中将自身知晓为这一特定点状物的要求，转变为了绝对相反的经验。在那种经验中对它而言消逝了的东西，乃是抽象的存在或那个无实体性的点状物的直接性，而这一消逝了的直接性就是普遍意志本身，只要意识乃是纯粹的知识或纯粹的意志，它如今便知晓自身就是普遍意志……

(440/362 f.)

个体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使自己的私人意见与愿望服从普遍意志，从而知晓自身与普遍意志为一体：“普遍意志是它的纯粹知识与意愿，而它作为这种纯粹知识与意愿就是普遍意志”（同上）。个体身上的这种纯粹知识与意愿就是道德意愿：“绝对自由脱离了它那自我毁灭的现实性，过渡到了自我意识精神的另一片疆土……由此产生了道德精神的新形态”（441/363）。这片新疆土是精神的一个新维度，并且在事实上发展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即德国的哲学与艺术之中。

C. 确信自身的精神：道德

在道德这一章的前两部分中，黑格尔主要将其批判锋芒对准了康德关于实践理性诸公设的学说，以及该学说在费希特著作中的进一步发展。随后，道德一章的最后一部分转向了由费希特、雅可比、诺瓦利斯和其他浪漫派思想家提出的良知与道德“天才”理论。那里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道德与实在之间的关系——自然、感性以及特殊个体的行动的实在。随后，关于良知的这一部分扩展了讨论，将个体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纳入其中——既包括道德规则与法则的普遍性，也包括共同体中普遍道德意识的普遍性。

a. 道德世界观。
黑格尔在历史意义上把道德世界观理解为后康德时期的德国哲学与文学（尤其是浪漫派）的特征。然而在体系意义上，他认为它标志着根据自律道德意识的原则对自然与社会世界的阐释。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关于实践理性公设的学说，乃是根据道德原则对自然世界进行阐释的典范：为了阐明并支持道德意识的诸确知，我们必然假定对自然秩序及其创造者的某种说明。道德与幸福——即分别作为“道德的”与自然的“自在自为存在”——在根基上必须达成一致，即便我们在自身“此岸的”经验中并没有发现它们是一致的（参见443页及以下/365页及以下）。

黑格尔在理性一章中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讨论与他在此处“精神”一节中的讨论，两者的区别在于：理性的出发点是实现合乎理性的道德法则的可能性，而精神则始于这样一种理念，即道德代表了真正的实在，而其他表面的“实在”都要追溯至道德。

这一理念在康德、费希特和浪漫派思想家的著作中表现得各不相同。在康德那里，它最清晰地体现于他的至善学说中；该学说认为，任何自洽的道德意识都必须假定，自然秩序与道德秩序之间没有根本矛盾，而是彼此和谐一致的。正直之人最终且无可挽回地受苦是有悖于理性的。然而，既然我们人类既不可能在理论上证明存在这种一致性，也不可能在实践上促成它，我们就必须假定一个道德的、全能的且至善的存在者的存在，由他来保证道德（德行）与幸福之间的相应比例关系。不仅如此，我们还不得不假定，灵魂在努力配享幸福的过程中，必定能够超越其在必死身体中的存活时间跨度，来完成并完善其努力。这就是灵魂不死性的道德公设。

将上帝视为道德（配享幸福）与幸福之间的和谐一致的担保者——二者共同构成了我们通过道德行动所能促进的最高可设想之善——这一说明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中皆可找到。在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进一步补充了基于对自然的观察而提出的论证。他坚持认为，我们将自然视为其本身在功能上被组织起来的存在者的合目的性体系，这种看法预设了一个有理智的、超感官的、创造性实体的理念。[111]

在他的《埃奈西德穆》书评中——即他对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茨对先验哲学的怀疑论批判的反驳中——费希特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公设学说，以便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都奠定在自律的自我这一概念之上。依照费希特的看法，人类意识可以通过其努力趋近一个纯粹理性的、同时也是全能的存在者来得到解释，该存在者单凭其思维活动就创造了世界。意识试图通过理性的自身规定以及对其自身活动性的反思来达成这一趋近。但这种反思与能动和被动、合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区分紧密相联：自我向外部影响“敞开”自身，它“发现”自身具有各种各样的感性表象与愿望。按照费希特的观点，真正实现纯粹道德自我意识——更不用说对非我的真正神圣创造了——将会取消我们本身的意识模式，而这种模式之所以可能，仅仅凭借于将自我与非我、与非理性之物的限制区分开来。

费希特由此加剧了康德公设学说中早已隐含的困境。一方面，完满的道德是人类一切努力的目标，也是理论意识的解释项。理论意识只能把给予它的东西把握为对其自发性的限制，并且只能把它的自发性构想为彻底克服被动性或感性的努力——即努力变得完全符合道德。另一方面，在具有接受性和时间性的意识中，完满的道德是完全不可设想的，因为它的实现将标志着意识本身的瓦解。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就是道德世界观陷入其中的矛盾。因为它的第一原则或基本论点主张存在着道德自我意识这种东西，并且对实在的一切经验最终都追溯至它。但对完满道德不可设想性的洞见，随即引导我们得出反向原则：“并不存在道德的、完满的、现实的自我意识；并且，既然道德领域根本上只有在其完满时才实存，因为义务乃是纯粹不掺杂质的内在存在或自在，”反向原则遂得出结论说，“现实中根本没有任何道德之物”（452/373）。道德意识唯有通过在一个然而“被假定为现实的”彼岸中设定“义务与现实性的统一”，才能使自身摆脱这一冲突（同上）。然而在根本上，这是一种“虚假”意识，是一种“伪饰的”立场。

b. 伪饰或两面性。
本节继续黑格尔对康德公设学说以及费希特对其扩展的批判性讨论。毋须逐点审视文本，指出黑格尔在康德关于灵魂不死性以及通过一个全能且至善的存在者所担保的至善的诸公设中发现的主要矛盾，就应当具有充分的解释力。


	(1) 我们理应努力追求有道德，而不是追求幸福。然而至善，即一切努力的终极目的，乃是德行或道德（配享幸福）与幸福或自然满足的和谐一致。但是，一个人能够努力做到配享幸福而不努力追求幸福吗？

	(2) 自然并不会自动奖赏有德之人。尽管如此，只要感性与道德发生冲突，人们就理应同感性作斗争，并寄望于最终获得幸福。然而，在真理中或在“终极”意义上，自然理应与道德相一致，从而奖赏有道德的人。如今，真实的自然不可能存在于某种未来的状态中，因为上帝居于一切时间之外。但如果自然“当下已经”符合道德，那么我们就不被允许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改变它——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被允许同我们自身的感性作斗争，也不被允许同我们身外自然的“非理性”后果作斗争。[112]

	(3) 我们应当努力达到道德的完满。但鉴于我们感性—理性的双重性状，我们不可能实现这一点。按照康德的看法，我们始终可能受到感性冲动的影响；事实上，我们永远无法确知自己是否曾以“纯粹”道德的方式行事。尽管如此，我们始终理应按照道德行事，并且我们有义务在道德上无止境地完善自身。能够使我们配享幸福的终极道德，乃是摆脱一切感性的自由。但我们实际上无法理解这样一种状态究竟会是怎样的。确实，按照费希特的看法，这样一种状态从根本上超出了有限意识的可能性。[113]因此，我们理应去努力追求某种我们永远无法实现的东西。

	(4) 如上所述，纯粹道德的“实在性”理应居于每一个道德行动之中，同时又居于一个无法企及的“彼岸”之中。类似地，自然与道德之间假定的和谐一致的实在性，理应处于超出我们时间性实存的某处，但又依然成立并持存。



(5) 最后，道德本身可能得以增长的这一想法本身，在黑格尔看来是前后矛盾的。如果“道德的目的是纯粹义务”（458/379），那么道德具有等级的想法，即道德的（纯）量（“大小”的肤浅概念），便是不可设想的（459/379）。但如果我们无法在道德上完善自身，那么幸福就不能被视为某种挣得的东西，而是依然依赖于神圣恩典的“偶然与任性”。并且这种恩典也可以通过非道德的中介（例如宗教仪式、祭献）来获得。

人们当然可以尝试借助康德和费希特的道德哲学本身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这是否可行，我在此暂且搁置。无论如何，黑格尔试图将这些问题阐发为关于实在的“精神”构想内部的矛盾。因此，他把这一道德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看作精神对这些矛盾之意识的不同阶段。这构成了道德一章第二部分的主题，在其中意识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它所要求的道德化是不可能的。尽管不可能遵从纯粹道德的要求，并且尽管不可能将道德行动与那些仅仅旨在获得幸福的行动（即康德意义上的他律行动）区分开来，意识依然顽固地坚守自己的主张。而这就是导致伪饰与虚伪的原因。

对于完满道德居于无法企及的彼岸的“伪饰的”道德意识而言，“它并非认真对待道德的完满”（458/378）。它已经甘于“非道德”的“中间状态”，但却无法承认这一点。相应地，它不再能够将幸福视为某种“应得之物”，而是必须将其构想为“自由的恩典”——这一“路德宗”立场在康德那里同样可以找到。稍后，费希特甚至试图（在“无神论论战”时期的著作中）将良知所要求的每一个道德行动，都视为自我实现的（“神圣”）道德世界秩序的一种效果。感性世界乃是“义务的质料”。从道德世界秩序的视角来看，贯穿万物的有机生命的表现甚至可以被视为绝对自我实现意志的显象。[114]

在道德一章中，黑格尔旨在将这样一种立场的内在矛盾，呈现为关于精神世界与感性世界的“真理论点”。他又一次把从康德到诺瓦利斯与施莱格尔的哲学发展，解释为一段内在自洽的“经验史”。

对这段历史的简要勾勒，必然要着重强调良知一章的末尾以及在那里达成的“和解”。它们与宗教一章的结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精神现象学》在其中达到高潮的“绝对知识”的基础。

c. 良知、优美灵魂、恶及其宽恕。
对世界的道德阐释与对实在的构想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乃是良知道德。良知的呼声以及出于良知而行动的行动者的作为，理应体现“纯粹实践理性”，但同时也构成一种具体的实在。正是通过良知的判决，一切义务与法则才首次获得有效性，并成为具体的行动指令。确实，首先正是良知理应赋予生命与世界以意义。自由的、出于良知的行动被视作自然的终极目的。与此同时，个体理应出于自身最内在的个人确信来行动，然而又不会与理性的普遍命令发生冲突。

然而，恰恰这样一种冲突在良知一节中产生了。不过，这种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能够通过道德的、伦理的、宗教的补充而得到和解。值得更详细地考察个别良知与普遍伦理的这种“和解”。

无论作为整体的黑格尔道德一章，还是特别是其最后一节（“良知，优美灵魂，恶及其宽恕”），都未能处理与良知相关的所有问题。良知自由的法权面向几乎未被触及，而良知的宗教内容问题则完全未被提及。因此，在探讨这些问题时，人们必须求助于《法哲学原理》与《哲学全书》的进一步资源。[115]在《精神现象学》本身中，黑格尔的主要关注点是雅可比、费希特与浪漫派思想家所提出的道德构想。

黑格尔首先剖析了将个别良知承认为支配合乎义务行动之决定的最高权威这一道德立场内部的诸对立。主张某个行动符合义务，意味着它具有普遍特征，并要求得到每一个自我意识存在者的承认。然而与此同时，在任何具体情形中，理应由个别良知自身来决定其在该情境下的义务是什么。[116]这种洞见或认识是一种直观活动。良知毋须检验或权衡各个义务，就能直接知晓自己有义务做什么。“在良知的单纯道德行动中，诸义务沉没下去，以至于所有这些单个实体〔即各个特殊义务〕都受到损害，并且在良知坚定的确知中，对义务本身的审视与动摇并未发生”（467/386）。

但是，对情境所作的“出于良知的”分析是有限度的。良知根本无法兑现其如下主张，即“摆在它面前的现实案例理应在其所有关联中不受限制地受到审视，因此该案例的一切情状都理应被准确知晓并加以考虑”（471/389）。因为人们根本无法综观“在所有方向上无休止地分裂并蔓延开来的绝对多数情状：向后延伸至其条件，横向延伸至其关联，向前延伸至其后果”（472/389）。人们在关于功利主义的当代讨论中，就行动对所有受影响者的快乐与痛苦的总平衡的影响，也可以提出同样的观点。黑格尔在探讨“为普遍之善行动优先于为个体之善行动”这一准则时讨论了这一点的一个版本（475/392）。这样一种准则与良知同公共法则之间的距离相矛盾，因为后者的“实体”与目的恰恰就是共同之善（同上）。

在《精神现象学》中，良知概念的构成性特征在于，这种道德意识形态表现出不可动摇的、直观的自身确知以及对公共规则的主权。显然，黑格尔的目的论阐释将后康德道德哲学的发展诊断为一种极端主观主义形态，尽管他在其中已经看到了某种自身个体化着的普遍性形式。在此，良知不仅是对诸义务进行评判的终极权威，而且是道德与法权有效性本身的根据。主要是在雅可比的小说《沃尔德马》（Woldemar，遗憾的是尚未被译为英文）和诺瓦利斯的《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的段落中，人们发现良知或道德天才被赋予了这种绝对地位。[117]然而，对雅可比而言，道德天才的核心概念是德行而非良知。事实上，他的《沃尔德马》既批判了良知高于法权与法则的观点，也批判了道德天才与艺术天才的等同。[118]唯有诺瓦利斯毫无保留地将黑格尔所论述的神圣创造性权能归于良知。[119]然而，黑格尔所讨论的这一或然问题——即良知的主张可以扩展到涵盖任何任意的决定，从而无法具有主体间性——并非仅仅属于他同时代的人。它在当今伦理学的讨论中同样引起了关注，例如在约翰·麦基的著作中。[120]

黑格尔通过进一步考察“行动者”或良知的个别“实行者”与评判其行动的普遍道德意识之间的关系，继续他对这一难题的分析。[121]行动者在其中诉诸其良知的社会群体，理应承认这一主张，并由此承认行动者摆脱了公认有效的规则。但由于这一主张除了私人确信之外别无根据，因此它是普遍且公开的道德意识所无法接受的：“因此，其他人不知道这个良知在道德上是善还是恶，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不仅不可能知道，而且他们还必须把它看作是恶”（477页及以下/394）。

按照康德的定义，任何将自己的意志置于普遍者之上的人，当然也是恶的。为了驳斥良知的主张，人们只需重新解释行动者的动机。人们可以把自私自利、对声名或荣耀的渴望归咎于他——这种解释与“出于良知的”行动者本身的主张一样具有（或缺乏）理据。

这一对立的“瓦解”唯有通过对双方的修正才有可能——在哲学洞见看来，这些修正是内在且必然的，尽管它们要求双方作出真正的道德努力。对于哲学反思而言，双方同样都是片面的。行动者自身的意识是片面的，因为它将自己发生分歧的良知决定与通行的伦理规范对立起来。而评判此类行动的道德意识也是片面的，因为它无法使其标准具体化——它不愿通过任何形式的应用来损害其普遍性。后一种意识形态体现在“优美灵魂”之中，黑格尔可能在雅可比那里，或许也在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诺瓦利斯那里发现了这一概念与文学比喻。[122]为了保持其道德理想的纯洁性，这样一种意识放弃了行动甚至交流，“它拒绝让自身的内在本质显露为言说的外在实存”（490/405，米勒所加的强调）。

如今，这场纷争的双方都提出了对方理应予以承认的普遍要求。但这唯有在双方互相克制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坚持遵循其良知的个体必须承认其决定的片面性以及可能的错误。而普遍道德意识就其本身而言，必须承认个体的决定——哪怕是不顺从的与恶的决定——构成了精神的一个必然环节。“和解的言辞乃是客观实存着的精神，它在其对立项中，在将自身知晓为绝对自足且排他的个体性的纯粹知识中，观照到自身作为普遍本质的纯粹知识——这是一种相互的承认，即绝对精神”（493/408）。因此，良知与普遍的合法则性乃是单一精神的两个环节——这一精神将自身具体化为个别决定，通过这些决定来充实并发展自身，然而同时要么把每一项决定整合进共同体法则与生活的体系之中，要么“收回它”（492/407）。

在撰写《精神现象学》时期，黑格尔尚未构想出这种和解的具体形式。但最后一章中的提示，即这种道德形态对应于基督教启示宗教的最终阶段（参见572页及以下/476页及以下），使我们可以推断，他主要是在合乎理性的宗教道德形式中看到这种和解在起作用。

宗教共同体如果不仅仅是黑格尔在第481页及以下/第397页及以下所讽刺的优美灵魂的集合体，[123]就能够为公共道德与私人良知的相互矫正提供一个中介。因为它有能力承认局外人，并且——甚至可能通过修正自身先前的共同体标准——将他们整合进共同体之中。然而，“局外人”也有不同的法权与政治整合形式，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此进行了讨论：例如直接向国家最高权威（君主或总统）申诉，后者可以纠正司法与行政的判决并能赦免被告，即“撤销”他们所做的事（参见《法哲学原理》〔GPR〕，第282与295节）。相比之下，良知决定的“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被降至最低：通过使出于良知的行动者顺从于公共法则，通过法则与职业义务对良知的教化与教育，以及最后——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所阐述的——通过法权国家在宗教良知内部的真理确证。[124]启示宗教与思辨哲学能够促成良知与公共法则的这种和解。

在《精神现象学》中，良知与道德共同体的这种和解之后，同样紧接着关于宗教的一章和关于哲学的一章。但它们并非旨在为国家提供某种宗教的或哲学的证成，而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并深化我们关于个别自我意识、普遍精神与“客观实在”之同一性的构想，而这一构想正是通过良知与普遍意识的和解所达成的。然而，为了最终论证并彻底把握这种同一性，我们必须发展出对宗教史的哲学理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在此使用的是一个广义的宗教概念。只要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包含关于“最高者”、真理以及“真正”实在的概念，它就算作一种宗教。

宗教史唯有在其于哲学上受启蒙的基督教中达到高潮时才到达的关于“最高者”的真实概念，乃是绝对精神的概念。在道德一章的末尾，黑格尔试图表明，这一概念在普遍道德意识与个别良知的和解中已经被达成——至少，它已经被“自在地”达成，即对哲学观察者而言已经被达成。它是纯粹的、无差别的自身确知（良知）同在多个人格以及概念上被规定的客观“实存”中的“彻底外化”相统一的概念（参见494/409）。在宗教最直接的形式中，这一概念表现为神性在自然中的显现；然而在宗教最高的形式中，它表现为一个在神学上成熟且在哲学上受启蒙的宗教共同体的理念，该共同体把自身理解为神圣者：“这就是在以纯粹知识形式知晓自身的人们当中显现出来的上帝”（49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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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参见西普，“Der Kampf”，174–192。 ↩



[91]: 关于黑格尔在本节中对性别形而上学的批判性阐述，参见米尔斯，“Hegel's ‘Antigone’”。 ↩



[92]: 尽管黑格尔后来用理性法则取代了“神圣”法则，但两性之间的这种角色分配在黑格尔后来的《法哲学原理》中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参见第165–167节）。 ↩



[93]: 参见珀格勒，“Hegel und die griechische Tragödie”。 ↩



[94]: 现代关于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同样围绕着将国家的目的归结为保护私人权利而展开。关于该主题的优秀文集在德语（例如霍耐特，《社群主义》〔Kommunitarismus〕；布鲁姆利克与布伦克霍斯特，《共同体与正义》〔Gemeinschaft und Gerechtigkeit〕）与英语（参见马尔霍尔与斯威夫特，《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Liberals and Communitarians〕）中皆有出版。 ↩



[95]: 参见朗格，《劳动原则》（Das Prinzip Arbeit）；梅萨罗斯，《马克思的异化概念》（Der Entfremdungsbegriff bei Marx）。 ↩



[96]: 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第1卷，第6章。 ↩



[97]: 参见洛维特，《黑格尔左派》（Die Hegelsche Linke）。 ↩



[98]: 参见耶格尔，《教化》（Paideia）。 ↩



[99]: 参见卢梭，《论不平等》（Discourse on Inequality）；亦参见西普，“Hegels politische Anthropologie”。 ↩



[100]: 关于黑格尔耶拿时期著作中市民社会的发展，参见霍斯特曼，“Über die Rolle”。 ↩



[101]: 参见斯密，《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 ↩



[102]: 关于黑格尔对狄德罗，特别是对其小说《拉摩的侄儿》（Rameau’s Nephew，当时刚由歌德译为德文）的批判性考察，参见普莱斯，“Hegel’s Intertextual Dialectic”。 ↩



[103]: 谈到启蒙运动对宗教的批判，黑格尔首先想到的很可能是霍尔巴赫的理论著作（例如《揭穿了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Unveiled〕与《自然的体系》〔System of Nature〕，参见《精神现象学》〔PhG，1988〕编者注释，604页）。关于对教士制度批判的广泛流传版本，亦见于伏尔泰与狄德罗的小说（参见例如伏尔泰的《阿玛贝德的书信》〔Les lettres d'Amabed〕与《老实人》〔Candide〕；参见例如狄德罗的《修女》〔The Nun〕或《拉摩的侄儿》〔Rameau's Nephew〕）。在德国文学中，人们可能会联想到维兰德（例如其小说《阿布德拉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Abderites〕）。关于本章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接受，参见伊波利特，《发生与结构》（Genèse），413页及以下/426页及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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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宗教

VII. 宗教

为了理解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宗教”一章，人们必须弄清宗教与精神之间的区别，以及黑格尔对宗教的特定理解。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宗教是“知道自身为精神的精神”（495/410）。在前一章所考察的精神形态——道德，在标题中被描述为“确知自身的精神”。因此，二者的差异归结为“确知”与“知识”之间的区别。对黑格尔而言，确知始终是“直接的”——可以说是一种点状的自明性，没有复杂的理论内容，没有任何材料或原则的“展开”。良知作为确知自身的精神的最高形式，知道道德世界秩序（费希特）或理性存在者作为目的自身的自我立法（康德）构成了真正的现实性。而且良知知道，这种现实性在进行判断与行动的道德良知之间的相互承认中显示自身。但良知的决断无法从道德秩序中推导出来。人们无法从自律立法和目的王国的单纯理念中推论出任何具体的良知指令。出于良知的自我意识与决断和行动的“精神”现实性依然彼此分离。

同样，自然秩序与道德秩序的统一在道德中仅仅作为一种确知或“公设”而呈现。道德立场包含着这样一种信念：道德行动会在自然秩序中产生后果，并且它最终与我们对幸福的自然追求是相容的（公设学说）。但这种相互作用究竟该如何理解，对这种二元论的道德意识而言依然是隐蔽的。它只能“公设”道德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统一，却无法通过在理论或法则中展开这种统一来“理解”它。道德精神对这种统一是确知的，但对它并没有知识。在行动、作品、建制和学说中实现这种统一，正是宗教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康德同样认为实现人的自然与道德的统一是宗教的事情，亦即“伦理共同体”的事情。[125]

为了更精确地理解黑格尔在何种意义上将宗教视为精神关于自身的知识，我们将不得不前瞻对宗教的真正的、在哲学上充分的理解。黑格尔在宗教一章的一开篇，就将这种真正的理解与“意识的理解”区分开来。意识继续将真正的现实性——在这里即绝对者或神圣者——与宗教主体区分开来。但在迄今为止显现的所有宗教意识形态中，彼岸的上帝与此岸的、虔信的意识之间的这种分离已经遭到了“反驳”——亦即通过由此产生的矛盾与错觉的经验。在真理中，上帝在人之中知道自身；人就是上帝自身的自我意识。然而，即便这样的自我意识也可能发展得或多或少。并且它在人类意识中的发展，以自然与历史中反思性自我关联性的发展为前提。自然秩序的结构（机械的、化学的、有机—目的论的）以及科学中对此类秩序日益增长的知识，都体现了理智秩序展开自身并反思自身的过程。

然而，科学的进步仅仅构成了全部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其自身也受到法权的、道德的和宗教的理念的影响。事实上，从“不幸意识”到理性的过渡已经表明，现代及其科学是在基督教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必须放在这一背景下来理解。值得注意的是，1802年耶拿时期的论文《论自然哲学与一般哲学的关系》（其作者身份存疑——或者是谢林，或者是黑格尔，或者二人皆是）的一个核心主张是：“基督教的作用……不可阻挡地规定了后世世界的全部文化。”事实上，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代中，对自我与世界的主导理解在人类文化的“子系统”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普遍是一条真理。

就一个时代的全部文化表达了关于“终极”真理与真正现实性的论点而言，对黑格尔来说，它就构成了一种宗教。法权观念、艺术与道德最终都受到关于真理的主导概念的浸润，即使在这样一个“科学时代”中，这种概念可以在没有上帝概念的情况下自足。黑格尔将当代视为一个以思维活动与行动的各种体系发生瓦解为特征的时代。归根结底，反对这种倾向恰恰是（他的）哲学的任务，因为否则的话，人作为理性存在者就会在这样一种纯粹的杂多性、独立子系统的如此彻底的“分化”中与自身相“异化”。[126]

对黑格尔而言，哲学必须承担起提供终极真理理论的任务，因为只有哲学能够在一方面的信仰与神学、与另一方面的科学与理性的自由秩序之间进行中介。就现代文化是理性的而言，“形而上学”是其文化殿堂中的“至圣所”。事实上，黑格尔在其《逻辑科学》初版序言中，宣称“一个有教化的民族却没有形而上学”就像是“一座在其他方面装饰华丽却没有至圣所的庙宇”（WL I, 14/8）。然而，这种形而上学是关于全部知识的基本概念之体系性联结的理论。就此而言，它本身就是一门科学：“唯有科学才是神义论”，正如黑格尔致采尔曼的信中所写（1807年1月23日，参见Briefe I, 137/Letters, 122 f.）。

因此，对上帝在历史与自然中的自我反思获得通盘而“终极”的理解，关键需要对宗教史有恰当的理解。相应地，宗教史本身必须向我们呈现一种可理解的、必然的秩序，而不仅仅是宗教意识的任意形式与“突变”的次序。对黑格尔而言，宗教史无非是宗教本身的本质或概念的展开。宗教从其“朴素的”开端出发，经历一个目的论的、以目标为导向的过程，在其中成为它从一开始就作为其目的（telos）所是的那个东西，即其充分发展的本质。（自然，一旦达到这个目标，宗教的“认知”部分——虽然不是涉及仪式、实践崇拜和促进道德的部分——就变成了哲学。我们稍后将讨论这一过渡。）黑格尔将这种目的论实现所必需的宗教形式次序称为“特定的宗教”。在他1821年的柏林讲授课手稿中（参见VPR-T. 1），[127]黑格尔将宗教哲学划分为三个部分：


	A. 宗教的概念，

	B. 特定的宗教，

	C. 完满的（启示的、绝对的）宗教。[128]



在第一节——论宗教的概念中——黑格尔运用哲学范畴与抽象区分（上帝的概念、宗教意识、仪式崇拜），阐发了宗教的必然组成部分与一般发展轨迹。掌握了这一概念之后，人们就可以进一步探讨文化与宗教的历史（即“特定的宗教”），并开始理解其内在发展以及宗教理念的终极完满。一般的哲学范畴再次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特别是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的“概念—逻辑”结构——其中个别性被理解为整体性在其特殊化中的自我显示）。但这些范畴在宗教教条、宗教仪式和宗教“虔诚”中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

尽管这三个划分同样出现在《精神现象学》中，[129]但“宗教”一章具有不同的内部结构：


	A. 自然宗教，

	B. 艺术宗教，

	C. 启示宗教。



这三个部分的内容最终构成了黑格尔较晚著作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即关于特定的宗教与启示宗教的部分。[130]在此，黑格尔并未给出宗教的一般概念规定或定义。相反，“宗教”一章的导论回顾了《精神现象学》自身的进程。就《精神现象学》始终关注“真理论点”而言，先前所有意识形态都已属于“宗教”。在时间上，它们也并不先于当下所讨论的各种宗教形式，因为宗教史跨越了所有时代。无论如何，就时间而言，对黑格尔来说，意识、自我意识、理性与精神的“环节”“并不彼此分离地存在”（498/413）。它们是看待各个时代的本体论与真理观的视角。相比之下，诸“环节”的内部发展——例如从感性确知到知性的发展——确实遵循一种时间进程：或者体现为哲学的历史次序（在论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各章中），或者体现为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在论理性的章节的部分内容中），或者体现为一系列伦理规范、建制和相关的世界观（在论精神的章节中）。

在《精神现象学》中，宗教的概念是作为对“现实的”（伦理的、法权的、社会的）精神与自知的（道德的）精神之间的区别的扬弃而引入的——用《精神现象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精神的意识与自我意识之间的区别（500/414）。宗教认为现实性（既包括社会现实性也包括自然现实性）的真实内容在于一种绝对自我意识，这种绝对自我意识（在本体论上）不再与其客体相分离。然而，只要这种绝对自我仍然被表象为外在于宗教意识，宗教本身就保留了一个“意识的环节”（参见 500 f./414 f.）。

对这一“意识的环节”的扬弃是宗教本身内部的过程——亦即其概念与历史的发展。精神的真正概念当然不能仅仅是众多上帝观中的一种，因为那样就会存在外在于它的独立真理。相反，精神的真正概念必须是所有宗教与文化所意指的上帝理解的实现。而这些宗教与文化自身必须被理解为目的论发展的一部分，在其中，整体从其先行者、先前阶段以及本己组成部分中生成自身，如同“通过其个别方面，或通过其不完满的形态，生成其完全的现实性”（502/416）。

这就是一种完备宗教史的理念。它之所以是“完备的”，其含义并不在于它探讨了历史上所有的宗教实例。正如黑格尔在其1821年讲授课手稿中所写：“对这些宗教的审视表明，各个民族在其对神圣本质以及自身义务和行为模式的表象中，陷入了何等极其奇妙而怪诞的幻想”（VPR.T. 1, 107/198）。关键不在于描述或辩护这些宗教变体，而在于“认识[它们的]意义，认识它们所包含的实定的、真实的以及与真理相联系的东西——简言之，认识它们之中什么是理性的；[终究说来，]陷入这些宗教的人是人类；因此在它们之中必有理性，在一切偶然性中[必有]更高的必然性”（同上）。因此，哲学意义上的完备宗教史就在于阐明：在现实历史的进程中，“宗教自身的完满产生出其概念”（VPR.T. 1, 106/196）。

就此而言，重要的不是宗教所采取的众多偶然形式，而是“自然宗教”、“艺术宗教”和“启示宗教”这三个主要的“阶段”。在《精神现象学》中，这一组区分对应于“意识”、“自我意识”和“自在自为的存在”的概念次序（PhG, 502/416）——也就是说，黑格尔将这些区分视为精神诸环节的自我分化与“聚集”。在第一阶段，绝对者在自然形式或形态中被表象；在第二阶段，以人类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形式被表象；在第三阶段，则表现为在自然中“外化”自身并返回自身的精神。在历史上，这对应于以下阶段：(A)东方宗教（包括犹太教），(B)古典希腊罗马宗教或文化，以及最后的(C)基督教。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部显然具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宗教史，其起点本身就是基督教的真理。

对黑格尔而言，决定这种选择的关键在于对上帝形象所进行的精神的、艺术的和实践的（法权—道德—政治的）“加工”。这种对上帝形象的加工以及对其崇拜，本身就是“人类教育”的过程，人类通过这一过程获得意识。[131]人类为了意识到自身的精神本质，首先必须经历一个脱离自然并完全融入共同体的过程。然而，这种分离本身应该在“拯救宗教”的阶段被克服。拯救或救赎宗教的实践与学说，其目标在于扬弃并消除人类与上帝、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分离。但这种扬弃以宗教史上上帝降世为人的“道成肉身”为前提。这种扬弃始于希腊宗教，它以人的形式想象并表象上帝（诸神）。并且它在基督教中达到完满，基督教的核心教条当然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中的道成肉身。宗教史的进程本身契合于基督教教义，对黑格尔而言，这本身就是证明其真理的一个论据。

A. 自然宗教

在后期的著作中，黑格尔将自然宗教规定为“精神之物与自然之物的统一”（VPR I, 254/LPR I, 265）。[132]他在1821年的讲授课手稿中让自然宗教从“东方”各宗教开始，在这些宗教中，将上帝表象为“光”扮演了重要角色。[133]在随后的系列讲授课中，他对自然宗教提出了更具区分性的看法。在那里，自然宗教始于“巫术”，这更接近20世纪关于宗教史和神话学的观点。[134]唯有在自然宗教发展的最终阶段，我们才在“善或光的宗教”中来到“波斯”宗教。埃及宗教随后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终结以及向下一阶段的过渡——即把上帝视为精神存在者的观念。完全属于这第二个阶段的下一个宗教是犹太教的“崇高宗教”。

然而，《精神现象学》中的“宗教”一章遵循了不同的构想。它的前三种形态重演了“意识”一章的组织，但现在是在精神的阶段上。在这里，精神被直接理解为它在感性自然中的自我显示。与此同时，它包含了自我意识的早期形式（为承认而斗争、主人对奴隶的统治、对自然的加工）。这种与意识和自我意识最初形态的重新结合，似乎是黑格尔从东方宗教开始的原因。自然，在这里精神首先被理解为实体，而尚未被理解为主体。正是通过精神的自我产生——斯宾诺莎的“自因”（causa sui）——精神创造了世界。因此，黑格尔将东方的概念与神圣之光的“破晓”（参见 PhG, 506/419）联系在一起，这道光尚未“沉落”，亦即尚未在反思中返回自身。

在第一节（“光明之神”）中，人们可以在背景中清晰地察觉到犹太教与波斯宗教的特征。第二节（“植物与动物”）旨在探讨印度、埃及和叙利亚宗教。而第三节（“工匠”）则整体上回到了埃及宗教与文化。

a. 光明之神。
黑格尔在对各宗教的呈现与“考察”开端处所运用的上帝形象，在某一方面是完全“客观的”：真相完全独立于人与人类意识。在另一方面，这一构想以一种准朴素的方式，具有从这一现象学发展中产生的精神概念的特征：“内在者”或“我”的启示与自我客观化（PhG, 505/419）。黑格尔在东方（特别是波斯）关于一种神圣的、创世的“光”的理念中，辨认出了这种感性形式的上帝概念。[135]在他关于宗教哲学的柏林讲授课中，他将“光称为感性[领域]中的这种抽象主观性”（VPR I, 399/LPR II, 74）。

显然，犹太教的某些方面在这里也发挥了作用。[136]通过光与黑暗的分离而创造世界（PhG, 505 f./419），以及人相对于这种“抽象的”、无内容的神圣性的地位，显然都是黑格尔所关注的犹太教方面。人无法给这位上帝赋予任何有内容的规定（“属性”），而只能给出“那拥有诸多名称者的名称”（PhG, 506/419）。在把上帝当作光的宗教中，任何具有规定形态的东西、任何自然的或人的东西都被“贬低为纯然的映象”（VPR I, 255/LPR I, 266）。

与上帝相比，自然与人类世界化为乌有。黑格尔从他在“伦理”一章中已经涉及的希腊人宗教回顾时写道：“因此，这种单纯的、无定形的本质的宗教崇拜，总体而言仅仅回馈其崇拜者这一点：他们是其神的民族。”但神圣者本身实际上并未在这个民族中启示自身，相应地，该民族将自身理解为“被遗弃的”（PhG, 525/436）。在犹太教中民族与其神的关系之真相，在政治领域则是东方“专制”的标记：“东方观点的荣耀在于单一主体作为实体，万物皆归属于它，以至于没有其他主体在自身的主观自由中分离自身并反思自身”（VPG, 136/LPH, 165）。

黑格尔本人在其《历史哲学讲演录》中，建立了犹太教与波斯宗教之间的联系（VPG, 241/LPH, 267）。事实上，他在“更广泛的联系中”将犹太民族构想为从属于波斯帝国，并将上帝作为光的形象视为向创世之神的转变：“然而，光现在是耶和华，纯粹的‘一’”（同上）。然而，黑格尔将犹太教中的这一环节视为神圣者的最初反思——一种与世界的分离和退回自身。他在其中观察到“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破裂；精神深入自身内部，将抽象的根本原则把握为精神之物”——亦即作为独立于自然的精神创造者。就此而言，在《精神现象学》中将犹太教认定为一种“自然”宗教是或然的。后来，黑格尔十分明确地将犹太教置于“自由主观性”的宗教之中（VPR I, 255/LPR I, 266）。

它在《精神现象学》“宗教”一章开端的安排，也与在其他章节赋予犹太教的功能相冲突。在论“不幸意识”的一章中（见上文，第101页及以下），犹太教占据了远为“先进”的角色，即作为基督教的直接先驱。相比之下，在宗教一章开端所讨论的决定性特征，是将神圣者理解为“充满了精神概念的存在[Sein]”（PhG, 506/419），理解为单纯的、无定形的、却无所不包并统治一切的绝对者——亦即作为神圣之光，它“将其单一的本性分散到无限多的形式中”（507/420）。

对卡巴拉（Kabbala）中纯粹之光的解释（可能是厄廷格[Oetinger]传达给黑格尔的）。关于本节的大量评注可见于施密特（Schmidt）的《“精神”、“宗教”与“绝对知识”》（“Geist,” “Religion” und “absolutes Wissen”）。

b. 植物与动物。
在自然宗教所采取的第二种形态中，这些多样的形式被实体化和个体化了。与从感性确知到知觉的过渡相一致，无差别的神圣存在现在变成了“自为存在的杂多”（PhG, 507/420）。神圣者不再是“毁灭[一切]结构形态”的光或火（506/419），而是直接成为了被神化之物的“泛神论”。然而，正如在自我意识一章的开端一样，主要正是鲜活之物显示着神圣的权能。

根据黑格尔的柏林《宗教哲学讲演录》，在鲜活存在者的生命活力与自我更替的权能中崇拜神圣者，是古代印度宗教的特征。[137]诸神持存的更替在概念上契合于植物的生命。在其《美学讲演录》中，黑格尔谈到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中的诸神表达了一种“植物般精神”的细腻感受性（VÄ III, 397/LFA II, 1095）。[138]相比之下，动物神则是埃及宗教的特征。[139]在黑格尔讲授课的一份1827年记录中，记载了他对印度与埃及宗教的评价：“如果上帝被认识为不折不扣的权能，那么这种权能就是无意识的活动性，如同一般的生命：这种无意识的权能随后以规定的形态出场，最初就是动物的形态”（VPR-T. II, 528/634）。对黑格尔而言，动物代表了“绝对的个体化、有限化”（VPR-T. II, 14/108），但它同时构成了神圣者主体化的第一步。

要解释从“花之宗教的无罪”中“沉思的个体性的被动性与无能”，向动物宗教的“否定性”、“严肃”与“罪咎”的过渡是困难的。与“知觉”一章中事物之间否定的、排他的关系相契合，我们现在遇到了神圣者诸形态的否定性划界。黑格尔在各民族的斗争中看到了这种否定性划界，这些民族最初通过对特定动物神的认同而结合在一起——即“意识到特定的动物形式是它们的本质”（507/420）。

科耶夫以及跟随他的德里达所赞同的引申至图腾崇拜的做法，[140]虽然颇具诱惑力，却几乎不契合这一历史与宗教的框架。将本节与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授课的1827年记录相比，更有可能的是《精神现象学》的这一部分涉及的是埃及宗教。因为在那里，在讨论“埃及人以最大强度实践的”“动物崇拜”时，黑格尔写道：“埃及的不同地区崇拜特定的动物，如猫、狗、猿等，甚至因此彼此发动战争”（VPR-T. II, 528/634 f.）。因此，黑格尔关于“工匠由此在这些相互毁灭的动物精神上占据了上风”（PhG, 508/421）的评述，极有可能是指埃及帝国的统一。

通过这些斗争、对动物神的仇恨以及聚集在它们背后的各民族，对立与排他的否定性进入了神圣者自身，神圣者现在不再被表象为光或善并与黑暗相对立。根据黑格尔后来的柏林《宗教哲学》，，“斗争、痛苦与死亡”属于神圣者本质的观念，尤其构成“叙利亚宗教”的特征（VPR I, 394/69）。他提到了叙利亚对阿多尼斯的崇拜、埃及对奥西里斯的崇拜（参见 VPR-T. II, 269/368 f.），以及印度相应的观念（“因陀罗”，参见 VPR I, 421/98）。

黑格尔在这些讲授课中意识到，关于赋予生命的上帝之死亡与重生的这些表象，与观察到的植物生长周期相联系（参见 VÄ I, 452/LFA I, 350）。但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通过个体化与否定的自我关联性使上帝形象主体化。“自为存在”或个体性的排他功能，现在——再次平行于“知觉”一章——变成了“被扬弃的自为存在”（PhG, 508/421）。

神圣者在其个体生命的否定中的自我维持，同时契合于鲜活的自我意识在进行斗争、克服死亡恐惧和在劳动中的经验（参见 PhG, 第IV章）：“被扬弃的自为存在是客体的形式”（508/421）。然而，在宗教的阶段上，精神——现实性自我产生与自我客观化的原则——被理解为“劳动”或“作品”。正是这种理解代表了埃及文化在宗教史上的核心成就：它赋予了一切鲜活之物以精神的和象征的形式。

c. 工匠。
在“工匠”一节中——这一标题黑格尔可能是从诺瓦利斯那里借用的，[141]黑格尔将埃及宗教解释为一种劳动的神化，即一种精神形式的客观化。然而，与此同时，这一阶段导致了精神与自然的分离或“分化”。在这里，黑格尔再次着眼于埃及的整个文化：文字的创造（象形文字是描绘与抽象的混合）、几何学的发现、有机形式与几何形式相结合产生的“自由建筑”（PhG, 510/422），以及对死亡的崇拜（金字塔是“知性特有形式的晶体，它容纳了死者”，515/427）——所有这些现象都显示了精神从自然走向自身。神圣者变成了一个分离的空间（“居所”），在雕像中被表象（最初是动物形态），甚至被赋予了语言表达（斯芬克斯之谜）。

黑格尔主要是在解释埃及宗教的晚期阶段，前瞻着希腊人对神圣形象的“人性化”。然而，在埃及文化中，情况依然是“有意识者与无意识者搏斗”，人的形态与动物形态搏斗。[142]可以说，这是在自然本身中寻找精神之物、神圣之物的尝试的最后阶段。

B. 艺术宗教

希腊宗教开启了以人的形式理解神圣者的先河：存在着具有人类属性与超人类属性的诸神，人们可以讲述关于它们的人类故事，以人的形式表象它们，等等。黑格尔的标题字面意思是“艺术宗教”，它涵盖了希腊与罗马的宗教与文化。这一术语有多种含义。它标志着神圣者是人类发明权能的一种“非自然的”产物，真理不是在科学或神学中、而是在艺术中表达自身——在史诗、悲剧、雕塑等之中——最后，这种艺术是通盘宗教性的：它是真理的表达，也是仪式崇拜的一部分，无论是在神庙中还是在宗教祭祀中。这种仪式崇拜在性质上同时是政治的与宗教的，因为宗教正是共同体的伦理与法权基础在共同体内部得以明确化与传达的方式。它是“从其真理”——回想一下，伦理精神是“真实的精神”，未经反思地呈现在社会生活中——“返回到纯粹的关于自身的知识”的行动（513/425）。唯有随着秘仪崇拜的到来（参见狄奥尼索斯崇拜），黑格尔才看到了在特定意义上真正有别于政治的宗教的开端。因为唯有在城邦终结时，其宗教才找到其完满：“其宗教[即这一‘伦理民族’的宗教]的完备形式，最初显现为与其持存的形态相分离”（513/425）。

对黑格尔而言，甚至希腊人的伦理与政治生活也是“艺术”——他们免于自我维持的劳动、共同塑造公民生活的“自由伦理”（514/426）。因为在这里，艺术家和国家公民的“自由精神活动性”是真理与自我实现的最高表达，所以黑格尔称之为“绝对艺术”的时代（514/426）。但在他的表述“后来，精神超越了艺术”中，人们已经可以听到黑格尔柏林美学讲授课中著名的“艺术终结”论点的低语。当然，即使在这种后来的艺术构想之后，（基督教）宗教艺术仍然有可能以感性形式表达最高的“真理”。只是艺术发现最高真理的功能——尽管不是艺术品的制作——在科学时代（在黑格尔的哲学科学意义上）走到了终点。

总括而言，希腊艺术宗教的发展是一个主体化与个体化的过程。黑格尔将这一节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小节：


	a. 抽象的艺术品，

	b. 有生命的艺术品，

	c. 精神的艺术品。



a. 抽象的艺术品。
对黑格尔而言，“抽象”始终意味着分离，意味着在真相中构成复杂统一的诸意义之间未经中介的并列。要追踪这种抽象意义在这一节所讨论的早期希腊艺术形式中的应用并不容易。一方面，黑格尔似乎认为，希腊文化的政治—宗教“总体艺术品”的各要素，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个时代是各自单独发展的。神像雕塑、早期赞美诗、秘密崇拜等，尚未结合在共同体的伦理秩序及其宗教自我反思之中。另一方面，宗教的基本要素之间仍然彼此分离。打个比方，这些基本要素就是神圣者向人的下降，以及人向上帝的上升。

第一种要素首要地体现在雕塑中——在其中，神采取了人的形式。此外，还有神话学的语言文本，特别是关于“诸神生成”的诗作（赫西俄德的《神谱》）。正是在这些叙事中，希腊伦理同样生成出来：“提坦神的不伦理领域”（516/428）被“征服”，部落神作为自然存在者的位置被“自觉民族的清明、伦理的精神”（517/428）所取代。这种将伦理发现为伦理精神之命令的进程，在古代悲剧（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中进一步推进，悲剧致力于表现家庭伦理与国家伦理之间的冲突。[143]

“神的形态获得了意识，从而获得了一般的个体性”（520/431），这一点在发现“神特有的言说”中也显而易见，这种言说不再表现为斯芬克斯如谜一般的宣告，而是表现为“神谕，它知晓其[即伦理民族的]特殊事务，并说出对这些事务有利的话语”（同上）。

这标志着一个发展的开端，在其中诸神的意志——即一套恰当的行动指南——应该通过人类的反思而被发现。即使在后来写成的《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在希腊的国家构想中仍继续赋予神谕作为最终决定性权威的基本角色。神谕将最重要的决断从理性的、有自我意识的判断中剥夺出去。它包含着偶然性与难以捉摸的命运要素。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理性知识原则的解放来克服。但对于宗教史而言，神谕代表了神圣者“主体化”过程中必然的一步。因为人们假定它给出一个民族可以使用的理知指令——而且确实是具体的指令，而不仅仅是关于“美与善”的一般命题（同上）。因此，它是对良知和个别国家元首（君主）的早期而未充分展开的预测。

然而，早期赞美诗的语言也涉及宗教运动的另一个方向：在意识中将人提升至神圣性。黑格尔将吟唱赞美诗视为一种狂喜与宗教“热忱”的集体过程。在他的《宗教哲学》中，他将“热忱”理解为涵盖在思维活动中向上帝提升的一切形式，只要它们尚未体现理论知识，而是浸透着表象以及语调或心境（Stimmungen）：“在自我意识的杂多单元中点燃的热忱，意识到其行动是所有人共同的行动，并且是单纯的存在”（519/430）。在赞美诗中对上帝的崇拜，是神圣者在宗教共同体中呈现的最早形式之一，是行动与存在、我与我们的统一：“精神作为所有人共同的这种普遍自我意识，在单一的统一中拥有其纯粹的内在性，丝毫不亚于拥有各个个体的为他存在与自为存在”（同上）。

宗教的这两个环节——上帝的人性化与个体向神圣生命的提升——在宗教仪式崇拜中获得了它们最初的中介模式。

“崇拜”通过对日常生活“外在性”的“净化”将人提升至神圣性。因此，它通过外在的仪式与典礼，以及通过“功业、惩罚与奖赏”（522/433），预测了个体的道德教化。随着崇拜从秘密仪式和私人祭祀演进为神庙与宝库中的公开仪式，它为了人的福祉而利用神圣者：

神的居所与殿堂是供人使用的，其中保存的珍宝在需要时归人自己所有；神在其装饰中所享有的尊荣与光彩，正是一个在灵魂与艺术成就上皆显伟大的民族的尊荣与光彩。

(524/435)

b. 有生命的艺术品。
在希腊宗教的艺术与文化中，通过伦理规范团结起来的民族认出了他们自己的精神。但该民族尚未将精神的品格纳入其上帝观念之中。读者会记得，这种品格在于自然在人身上的自我反思与自我认识。因此，黑格尔将厄琉息斯秘仪与奥林匹克节日解释为自然与精神的联结，以及对人类身体的神化。

在基督教传统中，他将厄琉息斯秘仪——面包与葡萄酒的餐食——理解为最后晚餐的先驱。在希腊宗教的框架内，这顿餐食在于自然的精神化：

无自我自然在其果实中的无言本质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自我准备并被消化，将自身奉献给具有类似自我本性的生命。在作为饮食的效用中，它达到了最高的完满；因为在其中，它构成了一种更高存在的可能性，并与精神的现实性相接触。

(526/436 f.)

自我同样在其与神圣自然的神秘统一中体验到其精神品格：“因为神秘并非秘密的隐藏或无知，而在于自我知道自身与神圣存在合而为一，并且因此神圣存在是被启示的。唯有自我是对自身显现的”（同上）。

然而，这种统一尚未意识到自身即是神圣存在的自觉品格。相反，神圣者显现在自然的有自我意识的形式中，例如显现在狂欢者身上（527/438），或者——以更高的形式——显现在鲜活的人类身体中。即使是希腊的竞技节——黑格尔在这里谈到了代表“其特定民族之荣耀”的“美貌的角斗士”——也是上帝人性化的一个预备阶段：“但这种崇拜为这一启示奠定了基础，并分别展开了其各个单独的环节”（528/438）。代表其民族的运动员是“赋有灵魂的、鲜活的艺术品”，取代了动物神与部落神祇的“雕像”（同上）。在这些节日中，各民族之间的竞争被共同人性的理念所取代。在向“完全肉体性的……外化”（529/439）中，不同民族的自然特殊性变得微不足道。人变得“意识到其人类存在的普遍性”（同上）。然而，这种普遍性仍必须被承认为精神的。发生这一承认的最初形式是希腊的世界文化，它在古典与希腊化时期的史诗、戏剧与哲学的文学中发展出来。

c. 精神的艺术品。
在这一节中，黑格尔对希腊与罗马历史给出了又一种解释，其结果他在论伦理精神的一节中已经暗示过了。黑格尔以文学艺术品——史诗、悲剧，以及最后的喜剧——为导导向，阐述了希腊人对上帝理解的“精神化”，并在此过程中阐明了希腊人的伦理、宗教与哲学的自我理解。

在这一章中，涉及面如此之广、文献引用与联想如此丰富，其核心线索是潜藏在希腊多神教中的“天界的荒芜，个体性与本质的那种未经思考的混同”（540/449）。黑格尔首先通过考察荷马史诗（530–533/440–443），继而通过考察悲剧（533–541/443–450），最后通过考察喜剧与哲学来呈现这一点。

在史诗中，“在崇拜中潜在地完成的东西，作为神圣者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此向意识呈现自身”（531/441）。但它向意识呈现的方式是：诸神现在代表了人类特征，后来甚至代表了伦理建制（家庭、国家）与原则。与此同时，史诗神话学假定了一种支配诸神的普遍权能，这种权能独立于它们的特殊属性，并使它们臣服于自身的必然性。摩伊拉与阿南刻（至高命运之神）就其本身而言，仅仅是进行思维活动的自我意识的精神权能的初步阶段。

然而，正是在悲剧的“更高语言”中，“神圣者的实体依照概念的本性分裂为自身的诸形态”（534/443）。虽然歌队本质上依附于希腊神界缺乏原则的杂多性，但其悲剧中的行动却服从于伦理权能，即自我认识的必然形式以及个体在共同体中的承认。

黑格尔从意识面对诸神所体现的伦理原则而逐步“启蒙”的立场，来探讨希腊悲剧——尤其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歌队、演员与观众的各种组合形态：

古代哲学家所要求的对这类毫无本质的观念的驱逐，因而已经在[希腊]悲剧自身中开始了，只要实体的组织在那里受到概念的支配，从而个体性本质上就是个体性，而它的诸规定则是绝对的性格。

(540/449)

与此同时，脱离伦理权能的“悲剧性”运动、它们日益加剧的片面性，以及认同于它们的人物的覆灭，在一个有自我意识的、自我特殊化的普遍者中揭示了这种分裂的“辩证”逆转。黑格尔在其法兰克福时期的著作中，已经将这样一种运动作为个体性与共同体精神之间和解的典范案例提出来。并且他甚至在《精神现象学》的“道德”一章中进一步援引它，来解释普遍意识与个别意识的道德联结（见上文，第VI.cc.章 (196–200)）。

从希腊宗教艺术的观点来看，片面伦理权能的悲剧性瓦解接下来进入了喜剧中反讽自我意识的胜利：“因此，喜剧首先具有这样的一面：现实的自我意识将自身表现为诸神的命运”（541/450）。在诗人与观众两者的“现实自我意识”中对诸神天界的滑稽揭露，契合于希腊民主以及斯多亚主义与怀疑论哲学中个体自我意识的至高权能。

在这三个阶段上，精神的个体性与其普遍性都分道扬镳了。在喜剧中，诸神不再体现普遍的伦理原则（国家、家庭、传统与反思的法则等），而仅仅是处于“其直接存在的赤裸状态”中的“过于人性化”的个体（543/451）。同样，在民主中，共同的善与多数人（或煽动家）的偶然利益也分道扬镳；它“更加直接地暴露出作为理论的普遍者与实践所关注之物之间的对立，直接个体性的诸目的从普遍秩序中的彻底解放，以及这种个体性对该秩序的蔑视”（543/451）。

斯多亚主义与怀疑论——在黑格尔看来主导了希腊化与罗马时代、且他在“自我意识”一章中已经讨论过的哲学——揭示了这种分离的实定方面。进行思维活动的自我将自身从所有传统和意见中解放出来；它经验到了自身的自由及其无条件的价值：

个别自我是一种否定的权能，通过它并在此之中，诸神连同它们的诸环节，即持存的自然及其诸规定的思维活动[怀疑论]，全都消失了。与此同时，个别自我并不是这种消失的空无，而是在这一虚无本身中保存了自身，持留在自身身边，并且是唯一的现实性。在其中，艺术宗教达到了完满，并完全返回到了自身。

(544/452)

这种自由同时是一种无畏，是对一切异己与威胁之物的瓦解，它“是意识的一种舒适与安息状态，在这部喜剧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找不到的”（544/453）。在黑格尔的美学讲授课中，喜剧在现代重新登场，在主体对已变得漠不相关的一切内容的至高自我享受中扮演这一角色（VÄ III, 572/LFA II, 1236）。

C. 启示宗教

如果遵循黑格尔的柏林《宗教哲学》，那么《精神现象学》似乎缺乏对犹太教与罗马宗教的充分探讨。这使得从怀疑论到不幸意识、以及从作为艺术的宗教到启示宗教的过渡变得极其难以把握。如果古代晚期世界的安适与欢悦是与一种深深的失落意识相对照的，那么人们就会想知道，这究竟是一种属于希腊罗马文化自身的经验，还是通过黑格尔（在柏林讲授课中）所谓的犹太教“崇高宗教”及其基督教“实现”的严肃性而发生的。

无论如何，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我们“看到，这种不幸意识构成了自身完全幸福的喜剧意识的对应面和完满”（547/454 f.）。在“自我意识”一章中实际标有“不幸意识”标题的早期小节中，黑格尔主要根据虔诚基督徒对自身与上帝的距离及其自身微不足道的意识，来解释这种不幸。但现在黑格尔向我们描述了那种欢悦的艺术宗教的丧失，这让人联想起荷尔德林。因此，通过喜剧摆脱了对诸神的恐惧，通过罗马法则摆脱了伦理传统，“直接人格性”的“自我价值”、其伦理纽带，以及它在一个由想象与敬重所赋予生机的世界中的家园，都已经消失了。然而，“对这种全然丧失的知识”首先构成了“不幸的”意识，这显然指的是基督教（547/455）。

然而，黑格尔那些怀旧的、诗性的措辞很难说是描述了早期基督教的意识，而远更为契合于他自己时代的意识：“雕像现在只是尸体，鲜活的灵魂已从中飞逝，正如赞美诗只是信仰已逝的言词。诸神的餐桌不再提供精神饮食，在竞技与节日中，人不再能重新获得与[神圣]本质喜悦统一的意识”（同上）。显然，黑格尔赋予了他自己的哲学一项任务：在基督教的视野内——即宗教概念的实现中——通过一种通过领会达到扬弃的记忆形式，使幸福的希腊宗教重获生机。他将这种哲学的记忆与一种保存性的古物研究区分开来，后者只对“擦去……灰尘”感兴趣，而不是去接触古代世界中“伦理那鼓舞人心的现实性”，它忙于处理“其外在存在的死亡要素的脚手架——语言、历史环境等”，但“无论如何不是为了置身于其中，而仅仅是为了在自己的想象中拥有关于它们的观念”（548/455 f.）。

与歌德时代并不罕见的对纯粹学术活动的这种批判相对照，黑格尔所提供的实际记忆性理解带有极其强烈的诗性基调：

但正如向我们奉献采摘果实的少女，比起直接提供这些果实的自然——在果实的条件与要素、树木、空气、光线等之中多样化的自然——更胜一筹，因为她在更高的模式中，在她具有自我意识的眼眸闪光中以及在她奉献果实的姿态中，将所有这一切总括了起来；同样，向我们呈现那些艺术品的命运的精神，也胜过那个民族的伦理与现实世界，因为它是曾经在他们之中还[仅仅]外在地显示出来的精神在我们之中的回忆、在我们之中的深入内化；它是悲剧命运的精神，它将所有那些个别的神与[神圣]实体的诸属性聚集到一座万神殿中，聚集到那意识到自身为精神的精神之中。

(548/456)

无论对神圣者的伦理属性（国家、家庭、美德等）的知识，还是神圣者在自然中的呈现，都必须在基督教更深层的真理内得到更新，对基督教而言，上帝是意识到自身的单一精神。

这不仅要求对基督教的学说与仪式崇拜进行精神的（哲学—神学的）阐发，而且要求科学地渗透在现代已变得“散文化”的自然。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自然与共同体中“重新获得”并“承认”一种同时总括了自然与人类的精神。

人们可以粗略地将论启示宗教的这一章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545–550/453–457）探讨从古代宗教向基督教的过渡，在这里黑格尔再次遵循了“时机”（kairos）或“时候完满”的神学图型，在此时刻，真正的宗教能够且必须显现。第二部分（550–555/457–462）阐明了绝对宗教或启示宗教的本质——构成全部现实性“本质”的普遍精神与历史个体的统一。在那里，黑格尔声称唯有思辨知识才能理解这种统一——这是对他自己哲学的一种神化：“唯在纯粹思辨知识中上帝才是可达到的，祂唯存在于这种知识之中，并且唯是这种知识自身”（554/461）。

当然，这种神化包含了一种虔信的基督徒几乎无法接受的“去神话化”，因为黑格尔在完全一般的范畴（实体、主体、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等）中重构了基督教神学。如果上帝“就是”这种知识，那么祂就是人类对自然、历史——以及宗教的理解。反过来，黑格尔认为他那意识与客体、事情与概念、知识与真理、内在本体论与科学理论并非分离的思辨论点，在基督教教条中获得了额外的和决定性的确证。

本章的第三部分（555–568/462–473）致力于阐述和解释这一教条。它从对基督教共同体与其奠基者之间关系的解释开始——一种基督论与教会论（555–557/462–463）。随后，黑格尔展开了他认为对基督教神学至关重要的三大教条——三位一体、创世与拯救（557–568/463–473）。最后一部分（568–573/473–478）致力于扬弃宗教意识的结构性局限：“表象性思维活动”，[144]它将教条的各个环节与诸规定彼此割裂开来，并固守于自然的、“叙事性的”图像与思想，这种思维活动必须转变为哲学的知性理解。这同时使人与上帝的和解——此前这种和解只被期待于未来，即在“彼岸”——在“此岸世界”成为可能：亦即在国家的伦理秩序与共同体的宗教—道德生活中成为可能。

我们上面已经对这四个部分中的第一部分作了一些说明。因此，我现在仅对随后的三个部分提出一些不可避免具有选择性的评论。后三个部分在许多论述黑格尔宗教哲学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广泛的阐释。[145]

第二部分涉及“绝对宗教的单纯内容”（552/459）——亦即黑格尔在本章标题中称为“启示宗教”的那个宗教。启示的概念涉及各个方面。黑格尔的第一步是利用日常概念：“因此，在这种宗教中，神圣存在是被启示的。它的被启示显然在于：它[真正]所是的内容是被认识到的。但它被认识到，恰恰是通过被认识为精神，被认识为一种本质上是自我意识的存在”（552/459）。基督教不仅是在基督之中并通过基督得到启示的宗教；而且道成肉身也是其决定性的内容：“神圣存在的这种道成肉身，或者说它本质上且直接地具有自我意识的形态这一事实，就是绝对宗教的单纯内容”（同上）。

黑格尔随后着重强调了这一内容的两个方面。第一，自我意识意味着自我透明性与显示。如果上帝是自我意识，那么祂就不是某种难以揣摩的意志——正如唯意志论的上帝理解所主张的那样——也不是以某种非理性方式启示自身的隐秘之物。具有自我意识意味着呈现在自身面前并将自身传达给他人。这一概念的笛卡尔主义与理性主义根源在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中得到了清晰的展示：

因为如果客体对于意识而言是一个“他者”或某种异己之物，并且如果意识并不将它认识为其自身的自我，那么在其客体中就存在着对意识隐蔽的东西。当作为精神的绝对存在成为意识的客体时，这种隐蔽便告止息；因为那时客体在其与意识的关系中便具有了自我的形式……精神被认识为自我意识，并且直接启示给这一自我意识，因为精神就是这一自我意识自身。神圣者的本性与人类的本性是相同的，人们所观照到的正是这种统一。

(552 f./459 f.)


按黑格尔的理解，道成肉身并不意味着上帝“从其永恒的单纯性中降下”（553/460）。因为唯有通过道成肉身，上帝才首次成为“现实的自我意识”，从而“首次达到其最高本质”（553/460）。因此，道成肉身——这也是道成肉身作为精神之自我显示的第二个方面——应当被理解为这样一种知识：即作为现实性的认知秩序的“本质”，同时既是“纯粹思维活动，从而又是自我的纯粹个体性”（同上引）。然而，一个单纯的、个别的自我也是“直接在那里”的，正如存在、亦即感性确知的客体那样。在人身上，整体的逻辑的、精神的秩序以一种直接的——这也意味着肉体的——实存者形式“在那里”。借助基督教的这一“思辨”概念，《精神现象学》由此返回其开端——感性确知。然而，它还必须把基督作为人所具有的感性直接性理解为体现了“精神”的内容，正如这一内容在其现象学运动进程中所展开的那样。

在第三节的基督论反思中（始于 PhG，555/462），这一现象学历史被呈现为与基督和共同体的故事相平行。在其生、其死以及他从感性呈现的实存者向被共同体所“回忆”者的过渡中，我们看到了感性东西的同一精神化，而这正是《精神现象学》第一章的结果：“在被称为绝对存在的直接实存的消逝中，直接性获得了其否定的环节；精神依然是现实性的直接自我，但作为[宗教]共同体的普遍自我意识”（556/462）。上帝作为人的感性呈现过渡为宗教共同体的“现实性”，该共同体由他的教导以及对他的记忆所塑造。这也是一个使上帝完满的过程：“并非个别的个体自身，而是连同共同体的意识以及他对于这个共同体是什么，才构成了作为精神的个体的完满整体”（556/462）。

然而，对于一个精神的意识来说，“[个体]对于这个共同体是什么”不能仅仅在于记住某一个人的生平和教导。它必须在思维活动中展开。黑格尔将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历史中的这种发展理解为精神在共同体中启示自身时的生命：“因此，这就是它在其共同体中所完成的运动，或者说，这就是它的[即绝对精神的]生命”（557/463）。

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在这里遵循的是天主教的传统原则，而不是圣经乃启示唯一源泉的新教原则（sola scriptura，唯独圣经）：

因此，这一自我启示的精神自在自为地是什么，可以说是无法通过解开精神在共同体中的丰富生命并将其追溯回其最初线索——比如原始的、不完满的共同体的观念，甚或是现实的人自身的言论——而引出来的。

（557/463）

在他后来的《宗教哲学讲演录》中，黑格尔更广泛地探讨了圣经展示、神学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在这些讲授课的手稿中，黑格尔批判了将事物追溯回圣经信息的原始意涵的想法：

“对圣经的解释以每个特定时代的思维方式、形式呈现圣经的内容；最初给出的解释与现在给出的解释完全不同”（VPR II，200/LPR II，342）。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更进一步，将其相对化扩展到了耶稣本人，谈到了“对一个假定的个别形象及其过去的无精神的回忆”（557/463）。[146] 一旦基督发挥了他具有历史启示性的角色，似乎无论是“真正的教导”还是基督本人，都不再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这种对神圣精神的理解，后来在黑格尔的追随者中间引发了关于黑格尔宗教哲学与基督教是否兼容的争论。

首要关涉的是教条在思维活动中的发展，这种发展在黑格尔哲学中最终被“翻译”为哲学概念。黑格尔关于宗教哲学的所有文本都包含了对三位一体、创世与救赎这些根本教条的哲学阐释。在此我们必须仅限于其最一般的特征。

在哲学上，黑格尔将三位一体理解为“三个有差别的环节：本质；自为存在，它是本质的他异性，并且本质为了它而在；以及自为存在，它是在他者中对自身的知识”（559/465）。三位一体本身就是一个将真正的存在（本质、合法则性、事物的秩序）与知识区分开来，然后扬弃这些方面的对立的过程——这正是《精神现象学》在认识论和哲学史方面所从事的过程。黑格尔的《逻辑学》随后应当追溯这一过程在概念上必然的“纯粹”路径。然而，基督教共同体和基督教神学凭借其具体的学说与叙事，仅仅将这一路径作为一种没有任何概念必然性的历史加以信仰：“但是宗教共同体的表象思维并不是这种概念思维；它拥有内容，却没有内容的必然性，并且它不是采用概念的形式，而是将父与子的自然关系引入纯粹意识的领域”（560/465及以下）。

我们必须同样对创世神学进行“去神话化”：

这种“创世”是表象思维活动用来表达处于其绝对运动中的概念自身的词语；或者说是用来表达这样一个事实：被断言为绝对者的单纯东西，或纯粹思维活动，正因为它是抽象的，反而是否定的东西，因而是与自身相对立的东西或自身的“他者”。

（561/467）

在无世界之神的意象中，存活着纯粹思维活动那无差别的统一，这种纯粹思维活动能够抽象出一切内容，并能从一切内容中抽象出来。然而自为地看，这只是“逻各斯”（logos）的一个片面环节，而逻各斯不仅是纯粹思维活动，而且是思维规定性的整体性。这种片面性必然导致对规定性的思维活动与展开——导致由概念、法则和受法则支配的过程所构成的“世界”的整体性。宗教通过创世的意象来“表象”这一发展。但从哲学视角来看，创世所关涉的并非一个真实的事件，无论是在时间之内还是在时间之外。

最后，我们来到了关于世界因人（以及天使）堕入恶而与上帝发生异化、并随后通过上帝的恩典获得救赎的教条。黑格尔认为，这也可以从想象与表象思维的要素转化为概念思维活动的要素。[147] 精神不仅包含“单纯者”与“他者”之间的对立（这是精神的自我分化及其展开），而且还包含他异性的“深入自身”——它自身从整体性中的分离。这些区分进一步展开自身，将自身相互区别开来并与整体性区别开来，在它们的“自我主张”中获得规定性。在黑格尔看来，正是这种“深入自身”的概念环节，构成了善恶之间的宗教区分以及创世与上帝异化的学说的基础。从哲学上看，这仅仅是感性呈现的自然世界与其概念及法则的基础之间的区分。

这种内卷运动——这种“深入自身”——属于精神的展开，甚至这种归属性本身也必须在概念上加以展开和理解。在基督教宗教表象的世界中，这种展开就是救赎史。但这种基督教的“救赎论”将概念的必然性视为上帝放弃其“无差别的统一”并在世界中表达自身的自由行动。就上帝将自身等同于“堕落的”人而言（黑格尔显然并不假定基督免于“原罪”），恶本身——即反抗整体性、反抗精神之“普遍者”的自我主张——同样被承认是精神的一个环节。“就恶与善是同一的而言，恶并不仅仅是恶，善也不仅仅是善；相反，二者都被扬弃了——一般的恶是自我中心的自为存在，而善则是单纯的、没有自我的东西”（567/472）。显然，这两个概念只包含自我反思的两个有差别的方面。恶包含了反思主体与其客体及内容的分离，而善则涉及自我关联那无差别的单纯性。

只要上帝在人身上的道成肉身在神学上被理解为圣父的“永恒决断”，甚至就会得出：“神圣本质从一开始就外化自身，其存在退回自身内部并成为恶”（566/471）。善与恶、上帝与世界（分别对应上帝与人）的“同一性”，在救赎史中被想象为死亡、复活以及上帝精神在宗教共同体中的生命过程。但共同体自身的生命涉及从表象思维向自我意识的过渡，亦即对救赎故事最终达到哲学上的理解。

这一切的哲学意义在于彻底扬弃了神圣精神与人类知识及“历史中的理性”的分离——这种扬弃不再被描画（表象）为某种未来的救赎。基督之死及其在共同体中的延续生命的意象，“因此同时包含了未被设定为自我的神圣本质之抽象的死亡”（572/476）。在人类意识的历史发展之外，不再有神圣精神的任何独立的“实体”。正是在这种发展中，世界之理智秩序的“永恒真理”进入了意识；正如《精神现象学》所表明的，它们是在其主观的、自我分化的结构中进入意识的。信仰意识关于“上帝自身已经死了”的“感觉”，包含了“实体的丧失以及实体面对意识的显象的丧失；但它同时又是实体的纯粹主体性，或是对其自身的纯粹确知”（同上引）。

基督教在其对共同体或“教会”的神学处理中将此“表象”出来，但共同体意识的实际发展涉及将其宗教表象世界转化为哲学的知性，这种知性使宗教与科学的真理以及法律-伦理制度的理性相“协调”。若不这样做，基督教会可以说将继续生活在一种虚假意识之中：“共同体也并不拥有关于它是什么的意识；它是精神的自我意识，但作为这种自我意识，它对于自身而言并不是一个客体”（573/477）。黑格尔在这里认识到，“虔诚的”、单纯信仰的意识本身并没有参与宗教共同体历史的最后一步。它执着于其关于“本质与自我”在未来的、来世的和解的意象（同上引）：“因此，共同体的精神在其直接意识中与其宗教意识相分离，宗教意识虽然确实宣称它们自在地并未分离，但这种仅仅是潜在的统一并未实现，或者说尚未成为同等绝对的自为存在”（574/478）。

为了达到这种实现并获得这种知识，宗教共同体必须脱离表象思维的要素，并过渡到思辨知识。黑格尔一部分在宗教章中、一部分在“绝对知识”中呈现了这一过渡，因为宗教意识无法完全脱离其意象。因为这一脱离中的决定性一步，在于对所有圣经叙事进行去神话化，直到人们认识到：耶稣的受难与复活并不具有“神圣之人的死亡”这一“自然意义”（570/475），而是标志着“未被设定为自我的神圣本质之抽象的死亡”（572/476）。这里的“作为自我”并不是指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而是指作为自我认识的过程，亦即作为构成自然和历史基础的思维活动的运动，思维活动通过这种运动被认识并由此达到自我意识。

然而，对于宗教意识来说，一个如此脱离自然与人类的上帝的死亡，乃是“……上帝自身已经死了的感觉”（572/476）。对宗教意识而言，一个与自然、科学知识和伦理意志相同一的上帝，就不再是上帝了。因此，它更倾向于质疑自然、国家和历史的合理性，并将和解重新安置在来世的彼岸。而事实上，基督教的主要派别并不接受黑格尔声称从其神学中发展出来的逻辑，他们拒绝黑格尔将表象思维扬弃为知性，认为这是对真正的基督教的丧失。

相比之下，黑格尔显然认为宗教意识既有可能坚守宗教礼拜和相互的道德完满（参见道德章末尾），同时又将其真理视为存在于哲学的去神话化之中。

他认为这种哲学知识本身体现了人类自我与真相以及与一切实在的实体的联结这样一种神秘经验。这种经验在最高理论层面上重演了良知与共同体的理性道德之间的道德-实践和解。正如在后一种和解中，“绝对对立者将自身承认是与[其对立面]同一的，并且这种承认作为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断言而爆发出来”（572/477），宗教意识同样“克服了其自我与其直观把握之物之间的差别；正如它是主体一样，它也是实体，因此它之所以是精神自身，正是因为并且就其是这种运动而言”（572及以下/477）。

对基督教教条及其救赎故事的这种阐释对于《精神现象学》的本体论纲领产生的结果是：在思维活动的单纯性与概念的内在分化之间，在主观反思与思维活动的客观实存（作为“存在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以及最后，在这种概念秩序与感官所给予之物的直接呈现之间，都不存在确定的本体论差异。这些都不过是同一事物或结构的各种不同形式，即黑格尔所谓的“精神”的概念性、客观性与自我反思性的本性。对于哲学的知性而言，各种形式（概念、自我意识、感性事物、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等）彼此衍生展开，正如黑格尔后来将在其体系中所展示的那样。基督教神学自始至终熟悉这种绝对精神，但对其全部内容和后果却缺乏清晰的认识。

[125]: 参见康德，《宗教》（Religion），6: 96。 ↩



[126]: 今天，关注系统论的社会科学家，例如黑格尔奖获得者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主张承认这种彻底缺乏任何共同的、整合性理念的通盘“分化”，除了一种分散的、持存的社会交往模式之外。参见卢曼，《社会》（Die Gesellschaft），第1卷，82页及以下。罗兹·巴雷特（Rhodes Barrett）的英译本已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以《社会理论》（The Theory of Society）为题出版。 ↩



[127]: 对黑格尔这一独特的宗教哲学讲授课汇编（利用了他的讲授课手稿以及1824、1827和1831年的学生听课笔记）的引用，同时提供了德文版和英文版的相应页码，并用缩写“VPR-T”加表示卷数的罗马数字标明。德文版作为《讲授课：选定手录笔记与手稿》（Vorlesungen: Ausgewählte Nachschriften und Manuskripte）第3—5卷出版；布朗（Brown）、霍奇森（Hodgson）和斯图尔特（Stewart）将其译为《宗教哲学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译文偶有修改。 ↩



[128]: 黑格尔的学生在他全集第一版中所采用的“绝对”宗教概念，显然最早出现于他1827年宗教哲学讲授课的学生听课笔记中（参见 VPR-T. I，91/183）。在此之前，黑格尔只谈论“真实的”、“完满的”（或“圆满的”）和“启示的”宗教。参见 VPR-T. I，28/128；VPR-T. 1，59/146。另见耶什克，“前言”（“Vorwort”），xvii。 ↩



[129]: “宗教概念”见于 PhG 501/415；“特定宗教”见于 500/414；“启示宗教”见于 502/416。 ↩



[130]: 克罗纳（Kroner）曾提出施莱尔马赫的《论宗教》（On Religion）是这些标题的一个来源。 ↩



[131]: 莱辛（在其《人类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 Human Race，1780年）中）以及继他之后的康德（在《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第三部分（6: 115及以下）中），都将历史宗教的次序理解为对理性道德的逼近，其中每个特定阶段都适合于人类合理性在当时的相应发展状态。早在伯尔尼时期，黑格尔就深受莱辛和康德宗教哲学的影响。关于莱辛影响的更多讨论，参见 TWA I，131/《早期神学著作》（Early Theological Writings），91，以及珀格勒，“著作与影响”（“Werk und Wirkung”），11。 ↩



[132]: 请注意，这是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授课的一个独特版本，收录于《黑格尔理论著作集》（TWA）第16和17卷中，并由斯皮尔斯（Speirs）与桑德森（Sanderson）译出，共1—3卷。按惯例，括号内的引文依次提供德文版和英文版的页码，中间用斜杠隔开，并以缩写“VPR/LPR”加罗马数字卷号标明。 ↩



[133]: 参见 VPR-T. II，12/104及以下，以及 VPR-T. II，17/114，以及多处。 ↩



[134]: 参见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第2卷。 ↩



[135]: 关于这一点，以及关于黑格尔对《赞德-阿维斯陀》（Zend-Avesta）的阅读，参见邦西彭（Bonsiepen），“古波斯光明宗教”（“Altpersische Lichtreligion”）。 ↩



[136]: 参见耶什克，《理性》（Vernunft），211及以下；法尔克（Falke），《被概念把握的历史》（Begriffne Geschichte），334及以下。维埃亚尔-巴隆（Vieillard-Baron），“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359及以下，怀疑这里可能暗指波墨及其 ↩



[137]: VPR I, 369/LPR II, 42 与 VPR I, 373/LPR II, 46及以下；VPR-T. II, 489/592及以下。 ↩



[138]: 对黑格尔美学或艺术讲授课的引用，以缩写“VÄ/LFA”加罗马数字卷号及阿拉伯数字页码标明。 ↩



[139]: 参见 VPR-T. II，266/365。 ↩



[140]: 科耶夫，《导读》（Introduction），240（法文版），参见 114（英文版）；德里达，《丧钟》（Glas），274/247。 ↩



[141]: 这一相同的德文词 Werkmeister ——“工匠”或“技师”——频繁重现于《旧约》中，并被诺瓦利斯用于其《塞斯的学徒》（Lehrlinge zu Sais）。参见耶什克，《理性》（Vernunft），209。 ↩



[142]: 例如在斯芬克斯中“将自然的与自我意识的形态相融合”（511/424）。 ↩



[143]: PhG，519及以下/430及以下。另见上文，第六章第1节a（161—167）。 ↩



[144]: 德文词是 Vorstellung，米勒（Miller）可以理解地、但略带误导性地将其译为“图画思维”（picture thinking）。然而，对黑格尔而言，并非所有的表象（Vorstellungen）都严格属于图像式的。关键在于，表象活动（vorstellen）是一种带有隐蔽对象化功能的直接思维活动形式：表象是关于客体的。因此，它们并不展示或引出它们（在真相中）所关注之物的辩证运动与自我区分。这一逻辑与认识论功能保留给了概念的（begriffliches, begreifendes）思维活动。 ↩



[145]: 更详细的评注参见施密特（Schmidt），“精神”、“宗教”与“绝对知识”（“Geist,” “Religion” und “absolutes Wissen”）；以及舍恩多夫（Schöndorff），“上帝的他异化与和解”（“Anderswerden und Versöhnung Gottes”）。 ↩



[146]: 就连康德在面对道德完满（“神圣”）的人类理想——“上帝喜悦的人性原型（上帝之子）”——时，也把对历史上的耶稣的这种相对化推得相当远。参见其《宗教》（Religion），6: 119及以下，6: 128及以下。 ↩



[147]: 深入讨论参见舍恩多夫（Schöndorff），“上帝的他异化与和解”（“Anderswerden und Versöhnung Gottes”）。 ↩



(DD) 绝对知识

VIII. 绝对知识

在对《现象学》的注疏中，伊波利特将全书的结语章描述为整部著作中最晦涩的一章。[148] 其他学者则将其视为该书论证主旨的最终瓦解，即确立一种思辨知识的形式这一主旨的瓦解。[149] 将这一章同此前诸章清晰区分开来的一个特点是，它不包含任何经验史。其开篇各节（PhG, 575–578/479–482）旨在克服宗教表象思维的局限性，后者继续在神圣精神与共同体精神之间做出区分，从而将神圣精神“客体化”。在论证这一区分之站不住脚时，黑格尔援引了《现象学》中先前的诸种经验，特别强调了那些主要致力于扬弃意识与客观构想的真理（作为真正的现实性）之间对立的经验。

正如我们所见，“意识”呈现了那些形态的共同特征，在这些形态中，真正的现实性被认为存在于某种在本体论上有别于知识的东西之中。因此，从精神的视角来看，克服将绝对（神圣）精神视为“客观地”存在并脱离人类意识的表象，构成了“精神与其固有的自身意识的和解”（578/482）。迄今为止在《现象学》中——在先于宗教的意识发展中——所出现的唯一未经客体化的意识范例，就是良知。因为良知在其对自己及其境况的直接、具体的意识中，表达了一个绝对——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秩序。然而，“具有普适性的秩序”这一概念，仍旧远远落后于一个自我意识的、内部自我分化的、有限化的并回归其“自身同一性”的精神的概念——也就是说，落后于由基督教宗教意识所展开的那种精神。

如今，宗教意识已经把握了在区分与对立中生活和思考的有限意识与纯粹自我和谐一致之理念的“和解”——但它是在“自在存在的形式”中把握这种和解的（579/482）。相比之下，良知对这种和解并没有真正的概念，尽管良知确实在其确知中、在其行动中以及在其自身意识与普遍道德意识的相互承认中达到了这种和解：良知（仅仅）是在“自为存在的形式”中拥有这种和解的（同上）。

下一节（578–583/482–486）致力于论证道德的“和解”与宗教的“和解”并无不同。如此一来，我们理应达成“精神形态系列”的宏大总结（579/483）。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这一结论是“精神的最后形态”，尽管它发现自己所处的“要素”不再是认识或承认某种“他者”的要素，而是作为一切认知活动与被认识者基础的那些思维活动的自我阐明要素。在黑格尔的术语中，这就是概念（Begriff）的要素（该词经常但具误导性地被英译为“notion”）。在黑格尔看来，这些思维活动的推论性相互关联的自我阐明，构成了真正的科学——即他在别处称之为“逻辑科学”的科学。该章的其余篇幅致力于讨论这一科学与现实历史的关系，讨论将《现象学》作为这一科学在人类文化史中显现的重构，以及讨论哲学的其余部分——特别是自然哲学及其受时空条件制约并具有部分偶然规定性的客体（583–591/486–493）。

由于第一节（575–578/479–482）侧重于《现象学》中先前克服意识与客体（或“事物”）之间对立的经验，我在此仅限于对剩下的两节做几点说明。

那么，黑格尔所说的“双方的联结”究竟意味着什么？个别意识与“自在存在”的普遍、绝对有效的精神之间的宗教与道德“和解”又是什么？

黑格尔显然认为关键之点在于：道德意识的经验可以说在“个体身上施行了”一个同样构成了完满宗教客体的过程，即“最初”纯粹与自身一致的自我意识的个体化与外化——这一自我意识在道德中既表现为普遍法则，又表现为“共同体意识”。在三位一体、创世与救赎的教条中所思考或信仰的，正是这同一个“精神的”过程，并且该过程也见于自律的、具有良知的意识的道德行动中。在后者之中，我们发现，甚至连对“神圣性”的意识——即“优美灵魂”的一切思维活动与意图同伦理法则之要求的完全一致——也必然导致一种分裂，其中绝不可能完全为他人所理解或接受的个别行动，与道德共同体的意识相对立。

黑格尔现在承认，优美灵魂显示了雅可比赋予它的神圣属性（参见上文第199页），以及康德保留给无限知性的理智的自身直观属性：优美灵魂是“这种纯粹知识，精神的纯粹内在性”，或者是神圣者的“自身直观”（580/483）。在为了纯粹理性行动而放弃了一切需要与利益的优美灵魂中，理性的这种“自身直观”必须“外化自身并继续前行”（580/483）——正如神圣的自身直观必须在世界中将其神圣思维活动具体化，并在“人子”中使二者（世界与思维活动）的统一进入意识一样。

通过其经验的过程，个别道德行动者“实现了绝对精神的生命”（581/484）。他只需理解这一点，便能成为绝对知识。那“继续前行”走向行动并从而走向共同体之分裂的优美灵魂，无非就是“那个单纯概念，然而它放弃了其永恒本质并且定在〔在现实世界中〕，即行动着”（同上）。因此，黑格尔在稍早（1805—1806年）的耶拿精神哲学（JSE III/Hegel and the Human Spirit）中写道，伦理共同体——处于其合乎理性的秩序之中的国家——是绝对精神的“定在”。然而，这样一个国家绝不能被构想为某种独立于个别行动者的东西，而必须被理解为个别行动者伦理意识的显示与展开。

这一展开涉及在道德一章中所讨论的对立：出于自身良知与确信行动的个体如何“变恶”，而普遍伦理意识则“保持为善”（参见 PhG, 581/484）。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展开导致了相互的“放弃”，即对个别行动者的片面性以及制度与支持制度的“常规”意识的“抽象普遍性”的承认。普遍意志并非某种异于个体的东西，而恰恰通过“具有创造性的”个体来实现自身。黑格尔在道德一章中已经讨论过无意分歧与有意识“和解”的各种模式，后来在《法权哲学》中继续探讨了它们的道德与法律层面（参见上文第200页）。

到目前为止，“绝对知识”乍看起来首先表现为一种实践的自我理解。它是“把自我之内的行动认识为一切本质性与一切存在，把这一主体认识为实体，并把实体认识为关于其行动的这种知识”（582/485）。共同体精神是一种“主体性实体”，尽管它在整体上独立于个别行动者的特殊意见，但它在个别行动者身上反思自身。

然而，如果共同体精神分裂为个别主体以及二者重新整合的这一结构仅仅被理解为一种行动意识，那么将宗教的这些内容转化为“现存的”意识就仍然是不完全的。事实上，宗教已经将整个世界秩序构想为神圣精神的显示。因此，论证神圣精神与道德及法律共同体中的行动意识之间的结构平行性，其意义不仅限于将神圣者带入“地界”并进入人类的行动意识。相反，将某种单纯之物加以分裂，并通过将由此产生的对立重新整合为一个整体性而使其“转变为自为的过程”（581/484），这一结构恰恰就是概念的结构。也就是说，它是规定了一切自然法则与理论知识的那些原则的理智运动。

如果宗教的内容已经“获得了自我的形态”（583/485），那么它就被认识为这些原则在人类知识与行动中的展开。即使作为“逻辑”原则的发展——即作为构成一切合乎理性的结构之基础的各种意义的相互关联，并由此能够被呈现为推论——这一内容也不再是某种对于人类意识而言异己或陌生的东西。它也不是一个独立于或脱离于人类自我意识的思想王国或第三世界。它的结构就是自我的结构。当人理解了一切事态的“逻辑”，他所理解的也就是他自己。这些逻辑法则、自然法则与文化法则的“精神”就是人自己的精神。在坚持所有这一切的过程中，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构成了法国启蒙运动关于《百科全书》（狄德罗、达朗贝尔等人的）构想的基础。[150]

但是，这一精神及其内容的阐明与时间、空间和物质中——即在自然与历史中——现实而偶然的过程之间，究竟具有何种关系？这就是本章最后一节的主题（583–591/486–493）。

概念在其固有的“要素”之中——即在一种不再承认意识与客体、无限理性与个别理性之间有任何差别的思维方式之中——向一门科学的这种展开乃是“逻辑学或思辨哲学”，这一点黑格尔在结语章本身中并未明确言明，而只是在他随后撰写的《序言》中才加以澄清。在“存在与认识的对立”已被克服的“认识的要素”之中，只剩下“内容的多样性”——即对形式逻辑、一般本体论和特殊本体论而言具有基础地位的各种概念（PhG, 39/22）。从粗略纲要来看，《逻辑科学》包含着“存在论”（第一部）的内容同传统的一般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或一般本体论之间的契合，以及“概念学说”（第三部）的内容同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即宇宙论、理性心理学、神学）之间的契合。形式逻辑的法则以及（由康德和费希特所发展的）先验逻辑的原则，大部分可见于“本质论”（第二部）以及概念逻辑的第一部分（在概念、判断与推论诸学说中）。

但所有这些内容都被视为实在之概念结构的“自我组织”，而非有别于现实性与各门科学内容的思维活动形式。将这些内容作为区分和丰富“存在”概念的“主观”过程加以体系性阐发，正是逻辑学的对象：“它们的运动〔即诸概念的运动〕在这一要素中自我组织为一个整体，这就是逻辑学或思辨哲学”（PhG，序言，39/22）。在结语章中也谈到了这门概念科学的“自我组织”：

因此，精神在赢得了概念之后，便在其生命的这种以太中呈现其实存与运动，并且这就是科学。在科学之中，精神运动的诸环节不再展现为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由于意识的差别已回归自我——展现为特定的概念以及它们有机的、自身奠基的运动。

(589/491)

与形式逻辑的传统和本体论学说的传统相一致，黑格尔认为这些逻辑环节或概念具有超时间的有效性。但是，这种有效性究竟能扩展到多大范围——概念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们彼此如何关联——乃是只能在概念的科学（即逻辑学）本身之中才能确立的事情。黑格尔将逻辑学中自我分化并展开自身的单一思维活动称为“概念”，并将这一发展中被规定的思维活动（存在、自为存在、本质、现实性等）称为概念的“环节”。而在这些环节之中，有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本身也被称为“概念”，它出现在《逻辑科学》的第三部分——即概念逻辑，与存在逻辑或本质逻辑相对立。[151] 正是通过对概念的这种体系性分析，诸概念对人类思维活动或“意识”而言的逻辑与语义相互关联才得以获得决定性的阐明并摆脱了时间；它们被发现或表述的时间因此失去了意义。黑格尔将这称为精神通过“把握其纯粹概念”对时间的“取消”（584/487）。

然而，关于精神及其纯粹结构的这种知识在时间上的发展，并非单纯无关紧要或偶然的。黑格尔将时间理解为不仅是直观的形式（如康德所认为的那样），而且是自身反思以及概念本身的形式——尽管它是一种仅仅被外部直观而非被概念地理解的形式。在此不可能对黑格尔关于时间的思想做出详尽的解释。[152] 在黑格尔看来，时间——它必须被多样地理解为自然界中的时间、历史时间以及各个特定“历史”（政治史、艺术史、宗教史）的时间形式——正如自我或概念一样，在本质上是“否定性”。[153] 它在于区分那些在自身中并非规定的、而只能通过各种关系（共时性、先后次序、较早/较晚）获得其规定性的环节。这种“区分”并不是某种“他者”（比方说思考者）的活动性，而其本身就是一个结构的属性——正如思维活动的区分（同一性/差别、某物/他者等）并非首先通过“我们的”思考而产生，而是属于思维活动或意义本身，并且随后才被我们所理解。根据黑格尔的看法，这种“自身与自身相区分”呈现了一切理知秩序的结构。

因此，尽管时间对概念而言并非异己之物，而是属于概念自身的形式（从客观的外部视角来看），但任何不局限于论证纯粹理智原则（逻辑的、数学的，以及对黑格尔而言本体论的原则）的理解过程，都相应地受制于时间。甚至精神的自我知识也预设了时间，并在这一程度上也预设了经验。黑格尔承认，对于每一个“并非自在完满的”精神阶段——即并非单纯致力于沉思其纯粹理智结构的精神阶段——经验都具有必然性。然而，在绝对知识一章中对经验之重要性的这一承认，与其说针对的是古典经验论，不如说是针对雅可比及其同时代人，后者认为恰恰是最重要的事物直接向我们启示自身，并且仅仅在感觉与信仰中呈现在我们面前。[154] 对黑格尔而言，道德与宗教感觉同样包含着一切现实性之精神根据的直接在场。而这些经验的历史，正是真相之经验史的一部分。但是，这一历史仍然必须在对精神的概念性、反思性且具有超时间有效性的叙述中“使自身完满”或“完成自身”。

在阐明精神与历史的关系的过程中，黑格尔不仅回到了雅可比，而且还回忆起了他早年间的斯宾诺莎主义争论。他试图（PhG, 586以下/488以下）将思维活动与广延这两个属性——对斯宾诺莎而言，它们是人类知性所知觉到的包罗万象的神圣实体的不可还原的根本本质属性——追溯至“反思进入自身之运动”的共同结构。反斯宾诺莎主义的代表人物费希特原则上在其自我学说中发现了这种自律运动结构的属性（参见上文第15页以下、第55页以下）。

对黑格尔而言，为了令斯宾诺莎与主体哲学相和解，关键在于将时间、广延和自我理解为一种日益复杂且日益“更为稳定”的结构（587/489）。然而，黑格尔重申了他早先对费希特的批判，主张只要一个直接的自我认识者的自我分化没有被构想为现实性本身的逻辑—本体论结构，自我哲学就依然是“空洞的”。并且正如在《序言》中一样，谢林同样成为了这种对“无内容的直观”之批判的靶子。

在黑格尔看来，空间与时间、自然与历史对于精神而言并非外在之物。它们本身就是类似于精神自我知识的结构，并且在精神的更高形式中作为这种结构而进入意识。同时，它们也是这种作为时间性—历史性自我发现的知识的条件。

然而，任何声称拥有“绝对”知识的人，都有义务表明除了纯粹的概念秩序及其在一门“逻辑”科学中的呈现之外，为何还存在精神的这种“外在”形式。为此，黑格尔使用了经常被误解的外化与自由的“自我释放”概念。他对这些概念的使用引发了神学解释，尽管鉴于前一章对宗教表象思维的扬弃，这些神学解释是极成问题的。在文本最后的几页中阐述了外化的三种形式（589–591/491–493）。


	(a) 外化为“感性意识”，后者对客体性与真理的构想构成了《现象学》的出发点。

	(b) 外化为自然，在自然中，精神直观或领悟到“其存在即空间”（591/492）。

	(c) 外化为历史，在历史中，精神将其“自我直观为居于其外的时间”（同上）。这种向历史的外化本身具有两种形式：文化先后次序中的偶然过程的形式，以及将这一系列作为导向精神自我知识之文化史的“概念组织”形式（同上）。后者就其自身而言，乃是处于其历史维度的“显象领域中的认识科学”（591/493）。



黑格尔用借鉴自认识论、行动哲学与道德哲学的概念来描述精神与其自身这些外化的关系。他将外化理解为“〔精神〕自我知识的最高自由与确知”的显示（590/491）。这是因为，甚至那些看似精神之对立端项的东西，最终也被证明是其自我知识的一种形式。唯有当这一点得到论证之后，精神才显现为“在绝对他异性中的纯粹自身认知”（29/14）。

感性确定性恰恰构成了这样一种绝对他异性，因为其未经反思的自身确知正如绝对知识一样，是“与自身的直接同一性”（589/491），尽管它自认为是对感性未经解释的丰富性的纯粹摄取。甚至自然也构成了这样一种他异性，因为它呈现了秩序与自我分化，而同时又被规定为自我性与必然性的对立面。自然的“要素”是空间——即点与点之间无内容关系的排列——并且其内部的分化缺乏严格的必然性，因为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制约。关于理性的一章已经表明，除了合乎法则的、“推论形态的”过程与秩序之外，自然还包含偶然的杂多。事实上，在鲜活生命体的层面上，唯一可能且可理解的秩序包含着大量的偶然、非概念规定的形式（例如亚种和地域变异）。

最后，历史同样构成了对精神的一种他异性。我们已经指出，历史的规定性要素——时间——的结构是“类似于〔概念的结构〕”。但除此之外，历史的整个“意义”只有作为精神的自我知识才是可理知的。现在，历史同样包含“偶然事件”。此外，精神的历史教育与教化是由回忆与遗忘的更替所塑造的——这恰恰是《逻辑科学》中对规定概念进行有机分析的反面。历史达到了精神的新“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先前文化阶段的许多发展被“遗忘”，或者在对新事物（例如现代伦理中对个体自律的强调）的片面强调中“消逝”。

然而，绝不可能彻底遗忘对于精神自我承认进程而言重要的所有发展。相反，我们所拥有的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在其中“成就”被保存下来，以便在一个新的框架内被重新发现。正如黑格尔在讨论个体时所做的那样（参见 EPW (1830), §454），他把这种无意识称为“其〔即精神〕自我意识的幽夜”（PhG, 590/492）。精神的发展并未迷失在这一“幽夜”之中，这表明它甚至对明显的自我丧失也是不可动摇的。

在黑格尔看来，文化与民族的崩溃，以及它们的成就在最初遭到丧失，并不妨碍精神逐步的自我承认。《现象学》使这种自我知识形成的完整过程显现出来。因此，逻辑上必然之物在时间中的外化再次被扬弃，或者被“外化”（591/493）。事实上，《现象学》试图将这种时间性发展转化为另一种概念的秩序。它展示了历史时代经验背后概念环节的作用性。[155] 这种独立于历史发展的知识，就是精神的“绝对知识”。

《现象学》的结语章并未十分清楚地说明，精神自我知识或“科学”的这些外化本身是否契合于哲学体系的各个部分。正如在《序言》中一样，黑格尔在此是在两种意义上谈论“科学”的：作为在概念或精神形式中认识自身的纯粹科学，以及作为在显象领域中的知识科学。就后者（即《现象学》本身）已经以“科学形式”——即通过规定概念展现出一种必然秩序——来探讨精神的自我知识在自然与历史中的显现而言，人们可以把关于自然以及精神的历史形态（艺术、法权、宗教等）的真正的、思辨的知识视为这门科学的局部方面。

在黑格尔本人于1807年11月发表在思想学术期刊《综合文学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哈雷与莱比锡）上的《精神现象学》出版预告中，他把这部著作既描述为一种“准备”，又描述为“第一门哲学科学”（参见 PhG, 503，遗憾的是未重印于英译本中）。他说，在《现象学》中，“精神显象的丰富性”已经带着一种“科学秩序”的“必然性”显现出来。尽管如此，唯有预告的“第二卷”才“包含”了“逻辑学体系”以及“哲学的其余两个部分，即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同上）。

在他生命的晚期，在《全面教学纲要》第三版（EPW (1830), §25附释）中，黑格尔再次回到了《现象学》同体系其他部分的关系上。他证实了属于体系“具体部分”的内容——即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已经“部分地落入那一导论之中”。因为该导论（《现象学》）所关注的，乃是“直接意识”通过由其自我检验所推动的内在“辩证法”走向“哲学科学”的必然路径。但这不能仅仅通过审视意识的“形式”——即知识与客体的对立以及哲学对该对立的扬弃——来表明。由于哲学立场是“内容最丰富且最具体的”，它也“预设了具体的意识形态，例如道德、伦理、艺术、宗教”。因此，《现象学》有必要预先包含体系本身的内容，而它的“呈现由此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在《现象学》本身中，黑格尔把体系与其导论之间的这种平行关系推得更远，声称“与科学的每一个抽象环节相契合的，是精神显象本身的一种形态”（589/491）。这些“抽象环节”就是《逻辑学》的概念，它们就其自身而言构成了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的内容与必然结构的基础。

那么，《现象学》引向我们的这种“绝对知识”究竟是什么？它并不是处于正常人类认识之外的某种奇特的“神秘主义”或（通常意义上的）“思辨”知识。毋宁说，它是一门原则的科学，将各门科学、法权、道德、宗教与历史的根本概念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体系——这一体系建立在如下事实之上：在精神与自然、物质与思维活动、个体与文化、特殊与普遍之间，不存在不可扬弃的本体论对立。相反，这些概念与客体可以被解释为单一精神现实性的渐进自我分化与自身反思。由此展开的概念网络，连同它们必然的（“逻辑的”）相互关联，构成了自然与历史的真正现实性——可以说，潜藏在偶然物与“非概念之物”的表象之下。

这种现实性并非异于个体的东西，并非在根本上有别于个体的思维活动与行动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行动融合了文化模式以及道德与法律原则，其意义正是在那些行动中得到阐明的。而在一切已知的法则与原则中，我们的知识都识别出一种属于我们自身精神的结构：为了在由此产生的区分中理解自身而进行的自我分化，以及普遍的、非规定地包罗万象的思维活动的个体化或具体化。现实性与自我通过这一过程变得透明（在根底上是同一的），这就是“绝对知识”。

但是，《现象学》是否成功证明了这种知识优于并能解释所有其他替代方案？由于最后一章奇特的论证策略，许多人对此产生了怀疑。因为该章并未将基督教宗教的内容交付任何进一步的辩证经验，而仅仅试图克服“表象思维”的形式[156]——而且说来奇怪，它在这样做时本质上是提醒我们记起《现象学》中先前的诸种经验（参见 PhG, 575/479）。黑格尔由此似乎仍然被困在基督教的解释范式之中。

然而，黑格尔对共同体精神与有别于它的神圣存在之间分离的扬弃，以及他表明救赎故事的“长远目标”在于促进现代宪政国家及其科学文化中所达成的“和解”的任务，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基督教信仰的实质几乎荡然无存。将共同体中的道德行动等同于神圣精神的自身直观与生命，使得基督教范式中只剩下非常普遍的结构特征（例如内在存在与外化的对立等）。归根结底，基督教教条依然是对道德与法律构成的共同体中理性的生命，以及对理论理性的“三项”（即推论性）推论的隐喻性描述。当然，此类解释性主张必须奠基于对宗教哲学的更深入探讨之中。

经常被提出的另一个根本反驳是：归根结底，黑格尔对《现象学》的完整性与科学地位的辩护，仅仅是诉诸了其《逻辑科学》中“规定概念”的完整组织。因此，《逻辑学》是在《现象学》中被预设的，而非被其所“证明”的。[157] 但是，《现象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试图去“证明”《逻辑学》或概念的纯粹科学？当然至少是在双重意义上。其一，黑格尔试图表明，困扰着一切从意识与客体、主观知识与客观真理、“内在”自我意识与“外在”现实性等之间的对立出发的对知识与世界的解释的矛盾，最终都建立在相关立场尚未理解其内部语义相互关联的那些规定概念之上。其二，他试图以此为一门阐明这些概念的科学开辟道路，而不屈从于对它们的“本体论”误解——即把它们理解为单纯的思维活动形式，或理解为独立于思维活动的客体范畴。在我看来，这两个尝试原则上都没有因为任何特定的论证而失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黑格尔并没有明确呈现那些“在意识背后”造成《现象学》中每种意识形态内部的混乱、并为每种形态向下一形态的过渡提供理据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在文本本身之中并未读到《现象学》的逻辑学，这确实是一大遗憾。[158]

然而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现象学论证进程中的若干步骤似乎并不具有说服力——正如他后来的《逻辑科学》中的若干步骤显得可疑一样。黑格尔阐明了大量的事物，特别是在涉及伦理、艺术、宗教等历史形态的理性章与精神章中。而他所展现的过程性相互关联确实极具启发性。但是，一个坚定的怀疑论读者不会相信黑格尔的解释优于所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也不会相信《现象学》包含了黑格尔所呈现的意识形态与经验中所有备选解释的完整集合。

怀疑论读者在这方面越发不可能信服，因为在黑格尔之后，科学、艺术、国家宪法等领域涌现出了如此之多的新替代方案。在这一程度上，在我看来，以全面而体系性的方式在宗教真理、科学发现以及道德、法权与艺术的成就之间进行调解的尝试，对当代读者而言终究是缺乏说服力的。但是，如果黑格尔在整部《现象学》中的尝试“失败”了，其首个致命缺陷也并非出现在最后一章。正是他在一切自然与文化形式背后发现并体系化一种精神统一、一种同一的自我分化结构与推论逻辑的宏伟努力，显得不够确凿且容易受到质疑。宗教、科学、艺术或政治的现代“物种化”或“分化”——尽管对于寻求统合性真理的人类精神而言可能是不尽如人意的——在根本上并没有受到动摇。但这也绝不是说，一切体系的分离断裂、社会规范整合的完全缺失以及将人还原为社会进化中自我描述的子系统，就代表了清醒思维活动的唯一出路。[159]

对于当代哲学而言，黑格尔的如下信念是否成立依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正如在先前的几个世纪中那样，在当今的哲学与科学思维活动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二元论，阻碍了古老问题的圆满解决。自我意识与客体、概念形式与感性所予的质料、身体与灵魂、自由与必然性、个别意识与文化体系，在今天依然代表着我们的部分文化以及哲学的“常规科学”假定为不可扬弃的对立。或者相反，存在着将此类对立抹平为无差别的单一论的还原论尝试——无论是唯物主义的还是主观主义的（例如建构主义的），都毫无分别。此类尝试总是导致那些片面性或“远离现象”显而易见的理论立场。（要么如此，要么它们未能解释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160]）然而，也有一些当代哲学家正试图以非还原论的方式克服概念与感性所予、意识（心灵）与客观世界的二元论。[161] 他们的努力是否能够明确避免《现象学》的建构性“代价”，仍有待观察。

[148]: 伊波利特，Genèse，553/573。 ↩



[149]: 参见 de Vos, Hegels Wissenschaft 与 “Absolute Knowing”。其他评论家对这最后一章给予了特别重视；参见科耶夫（Kojève），Hegel；Labarrière, Structures；以及 Rousset, G.W.F. Hegel。 ↩



[150]: 各门科学与工艺（arts et métiers）的内容在《百科全书》（Grande Encyclopédie）中被呈现为展开并穷尽人类心灵的各种能力（参见狄德罗1750年为《百科全书》撰写的出版说明）。 ↩



[151]: 关于理解“那个”概念的逻辑—本体论含义的更多内容，参见 Horstmann, Wahrheit。 ↩



[152]: 关于绝对知识一章中的时间问题，参见 Baptist, “Das absolute Wissen”。关于黑格尔作为一个整体的时间理论，参见 Brauer, Dialektik der Zeit。马丁·海德格尔在其基础本体论中，从其自身时间构想的视角对黑格尔的时间概念进行了广泛的批判性探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82中整体讨论了黑格尔的时间概念；他在《全集》第32卷第207页以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143页以下关于《现象学》的讲演中，集中讨论了《现象学》结语章中的时间概念）。亦参见 Murray 的讨论，“Time in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



[153]: 关于时间的各种形式以及精神不同显示的“历史”，参见富尔达（Fulda），Das Problem；以及耶什克（Jaeschke），“Die Geschichtlichkeit”。 ↩



[154]: 参见雅可比（Jacobi），David Hume；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Über die Religion；Eschenmayer, Die Philosophie。 ↩



[155]: 甚至在后来黑格尔于1831年为拟出版的《现象学》新版所作的笔记中，他依然关注“意识背后的逻辑学”（参见 PhG (1988), 552）。 ↩



[156]: 参见 PhG, 575/479：“这种表象思维的内容是绝对精神；现在唯一尚待完成的，就是扬弃这一单纯形式。” ↩



[157]: 参见杜辛（Düsing），Hegel，80；哈贝马斯（Habermas），Erkenntnis und Interesse，32页以下/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21页以下；Hagner，“Die Wahrnehmung”，61；de Vos，“Absolute Knowing”，231页以下。关于该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可见于 W. Marx,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106。 ↩



[158]: 亦参见上文，*** 第68页以下。 ↩



[159]: 在某种简化的形式下，在我看来，这正是现代系统论中那些最“热衷于分化”的版本的结局，例如卢曼（Luhmann）的理论。 ↩



[160]: 参见布卢门伯格（Blumenberg），Die Lesbarkeit der Welt，9：“对熟练哲学分析之结果的失望，促使我们追问我们当初究竟想要知道什么。” ↩



[161]: 例如普特南（Putnam），Reason, Truth and History；麦克道尔（McDowell），Mind and World。 ↩



7. 影响

人们事实上单单围绕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影响就可以写就一整本书。不仅这部著作作为一个整体，而且其各个单独章节——尤其是关于主奴关系的那一章——直到今天依然在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中间发挥着未曾减弱的影响。但是，人们并不能总是将《现象学》特有的影响与黑格尔全部著述整体的影响清晰地区分开来。在黑格尔自身的门徒与追随者学派之后，大体而言，受到黑格尔思想影响的既有较为保守的运动，也有较为偏向改革乃至革命的运动。在此之后确立起来的将黑格尔主义者区分为“左派”与“右派”的做法，主要依据于他的宗教哲学，但也源于他的实践哲学。“右派”主张，黑格尔哲学与十九世纪中叶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形式以及政府与社会秩序是相容的。相反，“左派”则认为黑格尔哲学要求对这些既有秩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1] 对现存秩序的辩护似乎在1820年的《法哲学原理》中找到了最强有力的支持，而通过理解意识的起源（包括其历史起源）来呼吁变革意识，则似乎得到了《现象学》更好的支持。

无可否认，这是一个简化的图型，因为敦促变革的黑格尔主义者也往往诉诸包括《法哲学原理》在内的全部著述。例如爱德华·甘斯就是如此，他对《法哲学原理》所作的阐释与进一步推进，便十分接近“三月革命前”时期（即从1815年维也纳会议到1848年三月革命失败这一时期）的立宪主义。[2]

然而，人们可以通过指出以下事实来对《现象学》的影响给出一个相当准确的概览：那些受到该书最强烈影响的人——尤其是受到关于意识的辩证反转这一概念以及主奴关系的运用的影响的人——往往是革命思想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但如果当代关于黑格尔的研究文献以及我在此所提出的展示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一巨大的影响显然——正如在精神史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该书的误解之上的。

除马克思主义之外，黑格尔的《现象学》对其产生最大影响的思想运动是法国存在主义与德国新黑格尔主义。在这么说时，我撇开了黑格尔对其他国家哲学与政治的影响，在那些国家中，很难将《现象学》的影响与黑格尔全部著述整体的影响分离开来。[3] 在德国，《现象学》的影响甚至超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新黑格尔主义的流派。例如，马丁·海德格尔在1930—1931年冬季学期讲授了关于《精神现象学》的讲授课。[4] 后来他又专门撰写了一篇重要论文，探讨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的经验概念。[5] 尽管如此，无论在1930年之前还是之后，都很难看出这部著作对海德格尔思想有任何明确的影响。他对黑格尔的批判性交锋主要致力于黑格尔思想的“本体神学”（即逻辑学与本体论）原则，这些原则主要阐发于《逻辑科学》之中。[6] 《现象学》的痕迹——以人类学方式删削的形式——在萨特与科耶夫的法国存在主义中，或者在卢卡奇或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中，要清晰得多。

为了评估自1930年代以来《现象学》的影响，人们必须考虑到那一时期黑格尔耶拿手稿的出版。所有这些耶拿文本随即便被马克思主义者[7]和存在主义者、同时也包括像赫尔曼·格洛克纳这样的保守派黑格尔主义者视为“青年”黑格尔的著作，尚未被逻辑主义、“体系化强迫”或柏林时期著作对革命后政治秩序的颂扬所扭曲。[8] 近几十年来，对耶拿手稿的深入研究与编辑工作甚至导致一些人将作为改革者的黑格尔与作为“静止主义者”的黑格尔之间的界线划在《现象学》之前。[9] 法兰克福学派倾向于仅在早期耶拿著作中寻找一种围绕互动与社会化形式的精神概念——从1804年起，这一概念日益让位于一种独白式的、同一性理论的精神概念。[10] 相反，英美哲学作为对社会互动起源以及认识论与社会史相互关联的范式性研究，对《现象学》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1]

接下来的讨论不再徒劳地试图面面俱到，而仅勾勒关于《现象学》最具影响力的两种接受与阐释——青年马克思的阐释与亚历山大·科耶夫的阐释。

马克思在其早期手稿（1843年，1932年首次出版）中对黑格尔的首次批判性交锋并未聚焦于《现象学》，而是聚焦于《法哲学原理》。尽管如此，人们仍可表明，即便在当时，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这种理解部分来自费尔巴哈）也是从《现象学》的视角来审视它的。[12] 但直到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才明确将《现象学》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来进行交锋。[13] 对马克思而言，《现象学》

是黑格尔具有进步意义的著作，也是“批判”——即马克思本人所推进的哲学——必须建立于其上的著作。

然而与此同时，它已经包含着黑格尔晚期思想中被颠倒的、实证主义的和意识形态性的内容。马克思指出，

尽管它〔即《现象学》〕具有彻底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观，尽管其中包含着往往远远走在较晚发展前面的真正批判，但在《现象学》中作为胚芽、潜能和秘密，却已经潜伏着黑格尔较晚著作中那种不加批判的实证主义以及同样不加批判的观念论。

(644/331 f.)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交锋建立在他自身的人类学与历史哲学的基础之上，这两者既受到《现象学》的影响，但也受到康德、费希特、费尔巴哈、古典国民经济学等其他著作者的影响。马克思对这种人类学的认识论辩护丝毫不感兴趣，正如他对《现象学》本身的各种认识论批判与隐含的本体论批判丝毫不感兴趣一样。

人们可以说，马克思对人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类存在物有着一种“基础人类学的”理解。作为具有需要与情感冲动的存在物，人努力生产对象，并在其中再现自身本质能力（651 f./337 f.）。人类的特征在于——用现代术语来说——情绪与实践的意向性。马克思关于人只有通过改造内在与外在自然才能意识到自身能力或“本质力量”的思想，无疑是借鉴自黑格尔在主奴关系一章中的劳动概念。而黑格尔自身的劳动概念就其本身而言，又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将精神形式转移到产品中）与费希特（将意识视为纯粹主观活动性的对象化）的影响。

马克思将人类的全部历史——主要不理解为法权与宗教的历史，而是理解为经济—政治的历史——解释为人通过社会劳动而将本质的人类力量加以“外化”的过程。契合于康德的历史哲学，他认为人的能力不能在个体身上完全展开，而只能在物种的历史发展中完全展开。但对马克思而言，这一

发展正如对卢梭与黑格尔而言那样，是一个反思的辩证过程，在其中人必须从自身尚未发展的、尽管是幸福的本性中异化出来，并经历彻底丧失自我的状态。人能够意识到自身作为现实人的唯一途径是重新占有。人通过自身劳动与反思而实现的自我生成乃是“世界历史的行动”（650/336）。

这一过程之所以是“辩证的”，是因为它可以被理解为否定、自我否定以及对该否定的自我扬弃的次序。人的能力与人的知识在经济、技术与文化产品中必然的发展与对象化，不仅否定了人尚未发展的、未加规定的本性，而且也否定了人感性具体的现实性与“本真性”——即人的自我占有。在此，马克思受惠于卢梭（《论不平等》）。

以这种方式，便出现了“理性的”、抽象的分工或劳动分配体系，最终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律、国家与宗教，所有这些都为了从事“资本增殖”（Kapitalverwertung）——即资本的创造与运用（通过投资、贷款利息等）——者的特殊利益，而阻碍了自我实现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而且，支配人类现实的“激情”与需要的不仅是抽象的合理性，因为这种异化状态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其自身的绝对反面，即它自身的自我否定：

异化〔或疏离——Entfremdung〕不仅显现于下述事实：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另一个人，我所欲望之物是另一个人不可企及的占有物；而且显现于一切事物都是不同于自身的某种他物这一事实——我的活动性是某种他物，并且最终（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资本家），一切都受到某种非人的权能统治。[14]

这种自我否定只有通过“批判”才能被发现，并且必须通过对财富、法律和国家的抽象权能的“占有”而得到克服或扬弃。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现象学》既认识到了对象化、异化与重新占有的这一结构，也呈现了这一结构。但在呈现的过程中，这一结构被“观念论地”与“实证主义地”颠倒了。因为《现象学》并没有将人的本质理解为在于感性活动性，或在于改造内在与外在自然的

具体劳动，而是理解为在于纯粹的、哲学的思维活动。马克思甚至对黑格尔的绝对知识提出了一种人类学阐释，将其视为人的一种本质特征，根据古老的欧洲传统，这种特征在免于劳作的“理论”中——即在对永恒原则与法则的精神直观中——找到了其真正的实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参见例如《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是这种将人构想为在抽象思维活动中找到其实现的造物的先驱——马克思将这种构想视为异化的。

因为这样一种构想必然将一切感性意识与活动性本身视为人类真正本质的外化与丧失。正如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中的体系从逻辑学推进到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然后才返回绝对哲学知识那样，马克思认为，《现象学》在根本上也只呈现了从人类本质在对象性意识形态中的外化，向纯粹的、无客体的且非感性的绝对知识的回归——然而这一阐释毫无疑问比《现象学》的原初意图更加带有新柏拉图主义或诺斯替主义的色彩。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世界历史描绘出相反的循环：从幸福而朴素的原始共产主义，经过异化的经济合理性的统治，走向自觉规划的共产主义，在其中每个人都既为了自身需要也为了他人的需要而将自己的能力“对象化”。然而，马克思试图论证这就是历史的真正逻辑并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来践行该逻辑的尝试，其结果在今天完全可能使马克思主义的构想在我们看来比黑格尔的构想显现得更加“观念论”。事实上，黑格尔本人在《现象学》论理性的那一章中就已经预料到了这种革命与历史构想所面临的某些两难困境（参见前文，第146页）。

然而，马克思主义运动并未直接受到马克思对《现象学》阐释的影响。尽管如此，马克思晚期理论的许多基本思想（包括他那部巨著《资本论》）似乎都产生于他同《现象学》的批判性交锋，并且已经在其中得到了表达。在这一程度上，马克思对《现象学》的接受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所有接受中最具影响力的。

唯一被证明具有可比拟影响力的另一种阐释是亚历山大·科耶夫的阐释，这位身在巴黎的俄裔流亡者在1933年至1939年间的系列讲授课中发展出了他对《现象学》的独特解读。至少，他的解读在二十世纪的法国哲学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从萨特经由梅洛-庞蒂、埃里克·韦伊与让·伊波利特，一直到福柯与德里达。[15] 同马克思一样，科耶夫也是从人类学视角并在历史哲学的框架内来解读《现象学》的。然而与马克思不同的是，科耶夫发现这些视角在《现象学》本身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因而觉得没有必要用它们来反对黑格尔。人通过改变自然的劳动以及通过“奴隶”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历史斗争来实现自我生成，对科耶夫而言正是黑格尔本人的论点之一。绝对知识——也就是黑格尔自己的哲学“智慧”——只是将这种自我生产提升到意识层面。科耶夫也比马克思对个体的自我生成更感兴趣，而不仅是对物种的自我生成感兴趣。此外，他在黑格尔承认构想中马克思较少关注的那些形式——即爱、斗争以及死亡经验的形式——中发现了关于个体自我生成的说明。

科耶夫将黑格尔理解为人类有限性与必死意识的哲学家——这一视角当然会让人联想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6] 对他而言，《现象学》第四章是全部黑格尔哲学名副其实的中心：

随着承认概念的发现，黑格尔掌握了贯穿其整个哲学的关键概念。因此，对这一基本概念的分析指引着我们去理解黑格尔辩证法内部的各个方面与环节如何联系在一起，以及他的各种哲学著作如何彼此关联。[17]

黑格尔所讨论的承认现象，对科耶夫而言既代表着人类生成在历史上的开端，也代表着未来历史终结的纲领。人通过重新创造内在与外在自然的“行动”，将自身“创造”

为一个文化存在物。就该行动是一种改变、即对外在自然的否定以及一种自律模式而言，它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但人类劳动从一开始就是“互动”。它与“言谈”（discours）相联系，并与我们通过“他者”的欲望、情感和理智来争取肯定的努力相联系。

言谈当然不仅是交往式的理解，而且也是通过在抽象概念中否定实在的感性“被给予性”来“揭示”或“敞开”实在的那种知性。对科耶夫而言，人在世间以理解方式存在、既敞开事物之存在又敞开自身之存在的方式，恰恰就是黑格尔所称的“精神”。这种精神之所以是绝对的，是因为人不受世间任何事物的束缚，甚至不受自身生命的束缚——人可以自由地冒生命之险乃至舍弃生命。它之所以是绝对的，还因为人能够完全意识到自身在世间的位置。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将自身理解为有限的与历史性的。他必须接受自身的必死性并顺从死亡（239 f./cf 148 or 254 f.）。[18]

作为一个通过自身行动在历史中生成自身的造物，人也可以在完满的意义上是绝对的。人自身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整体性”，一个对立面的统一——自然的与自由的，个别的与普遍的。但他必须在一个承认的历史过程中实现这一本质，该过程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阶层不一致、享有普遍权利平等的同质世界社会为目标。[19]

根据科耶夫的看法，黑格尔在主人的武士生存与奴隶的劳动生活（vie laborieuse）的综合中确认了“成为人”（devenir humain）的目标。这样一种人将是“拿破仑革命军队的工人—士兵”。[20] 这并不是说人的完满在拿破仑那里就已经达成。唯有当革命性的或外部的“为承认而战”（guerre pour la reconnaissance）导向一个同质的世界国家（empire universel et homogène）时，人类才会停止斗争，成为不再需要改变任何事物的非历史的智慧守护者（同上引）。科耶夫似乎毫不怀疑这一

目标实际上是可以达到的——至少，在1933年至1939年期间他对此深信不疑。

因此，科耶夫步马克思之后尘，将未来和解的维度重新引入黑格尔思想之中。他为自己心目中那位激进的无神论者与有限性哲学家的黑格尔赋予了准宗教的拯救理念。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认为爱、斗争、死亡经验以及权利的获得既属于个体历史，也属于社会文化历史。然而，关于保障所有公民权利的无阶层社会的内部结构——即关于其法律的、经济的与情感的承认关系——科耶夫却让我们处于某种茫然之中。而且，他似乎对为其特殊人类学相对于其他替代构想提供任何理据完全不以为意。

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是黑格尔、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思想之综合的最初版本，这一综合在二十世纪的法国哲学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直到今天仍在塑造着法国哲学。在科耶夫那里，我们已经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理念，即人根本上摆脱了一切传统与形而上学条件的束缚：人通过自身完全特有的行动来“筹划”（entwirft）并生成自身。作为行动者并作为推论的（言谈的）知性，人既是对自然给予之存在的否定，也是对自然与历史世界结构的揭示：“自身敞开的存在模式乃是人类的存在，即本质上有限的存在，它在时间中通过对存在的能动否定生产自身。”[21] 这一思路已经预示了萨特1943年《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 / Being and Nothingness）中的某些基本思想，该书是法国存在主义的核心著作。直到今天，各种各样的思想家仍在诉诸并借鉴科耶夫，包括“改良马克思主义者”（如哈贝马斯在《劳动与互动》中，或霍耐特），以及近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福山），所有这些人都以黑格尔耶拿时期著作中的人类学与历史哲学方面作为出发点。

然而，科耶夫与马克思都未能对《现象学》的认识论功能给予足够的重视。辩护一种在概念图型与其内容之间、或在意识与“世间”客体之间不容许任何原则性区分的知识的问题，[22] 根本没有占据“黑格尔左派”阐释者的心绪。这类问题往往由对《现象学》更为

“常规的”解读来探讨，例如在黑格尔自己的学生（如加布勒[23]）的著作中，或者在当代更力图公允对待黑格尔辩护一种“绝对”或“思辨”知识之理念的尝试中。[24]

现代阐释者同样对客体范畴与真理标准在社会生活形式及其发展中的嵌入性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对黑格尔而言，知识的发展必然与实践的和社会的承认相联系。客体无非是一个自我分化的概念网络，这一点人们只有在建立于自由的法权原则之上的社会秩序中才能够理解——并且首先只有在这样的秩序中才可能是“真实的”。然而，阐释者在以下问题上存在分歧：绝对知识究竟是对法权原则、客体范畴与真理标准进行“共同体自我反思”的持存的、无前提的过程，[25] 还是说在法权秩序与范畴体系中存在某种根本的且不可超越的内容。诸多因素都不支持将绝对知识解读为交往与自我反思的持存过程：黑格尔对缺乏任何可知且可达到的结论的过程的“恶无限”批判；他对历史与概念发展的合目的的理解（例如他将现代基督教理解为对宗教“概念”的结论性实现）；[26] 以及（最后）他对宗教、科学与现代欧洲国家（在其意义上拥有基本权利和分权的君主立宪制）之间的和谐一致的阐释。所有这些主张都使对绝对知识的过程性解读变得令人生疑——作为一种阐释学上充分的解读是令人生疑的，尽管作为一种哲学上富有成果的借用未必如此。然而，这类现代阐释既没有忽视《现象学》的实践—社会维度，也没有忽视其认识论维度，这一事实能够坚定我们的希望：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显著地更加接近对这部哲学杰作的充分理解。

[1]: 参见 Lübbe, Die Hegelsche Rechte; Löwith, Die Hegelsche Linke; Toews, Hegelianism。 ↩



[2]: 参见 Gans, Naturrecht und Universabrechtsgeschichte; Waszek, Eduard Gans。 ↩



[3]: 关于这一点，亦参见珀格勒在“Werk und Wirkung”第22页及以下中记录的黑格尔全部著述的国际接受；以及奥特曼的 Individuum und Gemeinschaft。关于对《现象学》的不同阐释路径，参见 Göhler, “Die wichtigsten Ansätze”。 ↩



[4]: 参见海德格尔，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由帕维斯·埃马德与肯尼斯·马利英译为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



[5]: 海德格尔，Holzwege，由朱利安·扬与肯尼斯·海恩斯英译为 Off the Beaten Track。 ↩



[6]: 关于海德格尔与黑格尔交锋的更多内容，参见珀格勒，“Nachwort zur zweiten Auflage”，408及以下与437及以下。 ↩



[7]: 参见例如马尔库塞，Hegels Ontologie，291及以下/256及以下；或马尔库塞，“Studie”，109及以下（未译）。 ↩



[8]: 格洛克纳，Hegel，539及以下。 ↩



[9]: 参见西普，“Wandlungen der Hegel-Rezeption”，114；哈贝马斯，“Nachwort”，357与359。 ↩



[10]: 参见哈贝马斯，“Arbeit und Interaktion”，由约翰·维特尔英译于 Theory and Practice；霍耐特，Kampf um Anerkennung，104；Struggle for Recognition，63。 ↩



[11]: 参见泰勒，Hegel；皮平，Hegel's Idealism；以及皮平，Hegel on Self-Consciousness；平卡德，Hegel's "Phenomenology"；雷丁，Analytic Philosophy and the Return of Hegelian Thought；布兰顿，Making It Explicit，91及以下；布兰顿，Tales of the Mighty Dead，178—209；布兰顿，Reason in Philosophy，第2章与第3章；麦克道尔，“The Appceptive I”，147—165。 ↩



[12]: 关于马克思对《现象学》的接受，亦参见珀格勒，“Die Verwirklichung”；兰格，Das Prinzip Arbeit；以及匡特，“Die Funktion”。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全部著述的接受，参见希尔曼，Marx und Hegel。 ↩



[13]: 马克思，Zu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641/329。同通常一样，第一个页码指德文版，后一个页码指杰克·科恩等人英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第三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标题下）。 ↩



[14]: 马克思，Zu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619/314，原文强调。 ↩



[15]: 伊林·费彻尔在科耶夫著作选集德文版（Hegel, Eine Vergegenwärtigung）的前言中，将整个“法国思想中辩证法的突破”归功于其系列讲授课的影响。 ↩



[16]: 尤其参见科耶夫论“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亡理念”（“The Idea of Death in the Philosophy of Hegel”）一文，该文构成了德文版的第五章和法文版的附录二，但迄今尚无英译本。 ↩



[17]: 科耶夫，Hegel, Eine Vergegenwärtigung，284。该段落出自科耶夫1946年发表于《批判》（Critique，第3—4卷，9—8月，339—366页，此处为351及以下）上对亨利·尼尔论黑格尔的著作（1945/1984年）的一篇详尽书评，该文作为附录印于德文版中，但遗憾的是迄今尚未被译为英文。然而它所表达的思想，在科耶夫本人于1933年至1939年间所作的讲授课中就已能够找到。关于科耶夫解读黑格尔的更多内容，参见平卡德，Hegel's "Phenomenology"，437；以及罗斯，Knowing and History，81—146。 ↩



[18]: 科耶夫讲授课的这一部分尚未被译为英文。参见法文版第546页。 ↩



[19]: 参见 Hegel, Eine Vergegenwärtigung, 254与288，分别对应法文版“Introduction”，560及以下，以及在《批判》（Critique）杂志上对亨利·尼尔著作的书评，355及以下。参见英文版编者导言，xi。 ↩



[20]: Hegel, Eine Vergegenwärtigung, 254；参见法文版，“Introduction”，560及以下。该段落未收入任何英文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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